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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区正在迅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消费的巨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心是由它们所提供的消费机会的数量和范围来定义的。以前不怎么显眼的地方，现在已被各种各样的舒适物（Amenities）设施与活动所占据，比如，餐馆、酒吧、咖啡馆、画廊、书店、文身店、公园、学校、博物馆、俱乐部、沙龙，等等。

这些舒适物并不是孤立的原子化存在，它们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创造独特场景，这些场景赋予了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当一个社区变成一个场景时，它可以成为培养各类精神的地方，比如，自我表达、本土真实性、迷人、传统、越轨、睦邻或合作等。这些或其中的任一种精神，都单独或混合地取决于居住地的舒适物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场景理论就是来诠释如何和为什么的。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用来理解和解释这种转变的本质及其影响。这种影响意义深远，它正在重新定义城市经济、居住生活、政治和政策等。

虽然《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中的许多实例和分析来自北美，但这些想法是通过与全球各地的国际合作者多年的对话而形成的。中国学者对于场景的研究也已经开始进行，他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和关切，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心周围环境的质量和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

约80位来自中国的学者与我们一起工作了数十年，他们致力于发展概念并将其与中国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已经进行了许多与场景相关的工作：个别城市和艺术中心的案例研究；北京、上海和武汉的社区与城市的比较研究；中国所有县区的比较研究；中国和韩国意象的建筑场景照片比较分析；研究文化政策、网站、环境运动、包括嘻哈和卡拉OK在内的音乐类型，以及与不同历史传统相关的地区文化活动；详细分析中国所有县区的博物馆、文化中心和图书馆。在中国，场景研究工作比较有活力的学者包括祁述裕和他的博士生们、吴军、吴志明、吴迪、刘柯瑾、理查德·格林、傅才武、陈波、李伊方、侯雪言、徐晓林、赵铁、查德·安德森、李钟佑、王静、胡慧琳、同雅琪。这些学者产生了大量关于场景研究的中国成果。

特别感谢祁述裕和吴军在协调推动翻译这部著作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参与翻译的人员还包括叶响裙、陈波、马秀莲、吴志明、郭嘉、李鹭、陆筱璐、刘柯瑾、李伊方、姜苏桐、范为、刘上等。另外，2016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召开的北京场景学术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关于场景的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参会学者们围绕“建设文化场景，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展开研讨和激辩，并产生了多篇优秀论文，已公开发表（参见本书第453～454页中国有关“场景”研究的主要文献），在国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们希望《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理论分析工具来思考中国及其他地区当前发展情况。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向中国读者提供这种机会。我们希望这种翻译是一种真挚的对话和交流，推动中外在这方面研究的合作与发展。

Daniel Aaron Silver 丹尼尔·西尔

Terry Nichols Clark 特里·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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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纵观世界各地，城市已成为后工业经济增长的焦点。重工业的雇佣工人逐渐减少，而服务业则不断增长，知识经济异军突起。许多关于个人服务和消费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定义城市场景（Urban Scenes），如咖啡馆、画廊、美术馆、健身房、酒吧、瑜伽工作室、书店、果汁店、便利店以及各具特色的餐馆等。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分析咖啡馆时指出，咖啡馆不仅是提供咖啡和食物的地方，而且是创造丰富文化意义的公共空间，绅士们往往会为了参与新形式的批判性对话而在这里聚会。然而，场景不止于此。它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有机集合及其嵌入的文化意涵，而非单一的舒适物。正是这些文化意涵，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着社会生活，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对于城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场景理论产生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催生”了场景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开始崛起，后工业阶段特征日益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这一阶段。那么，摆在特里·克拉克等学者们面前的当今城市，该如何发展？这恐怕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议题与现实。

当时的美国城市发展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时代背景。第一，城市总人口增长停滞，内城出现负增长并开始衰败。比如，芝加哥市人口数量曾经连续十年都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导致就业机会大幅向第三产业倾斜，大量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集。这就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诸如创新创意人才与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第三，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第四，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它对个体、家庭、组织的生活与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些变化，和中国当前城市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同的是，中国当前城市发展还夹杂着更多工业时代的色彩。正是这种变化催生了一种新的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场景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工业时代的学者们更多地把城市看作具有生产意义的地点，而后工业时代的学者们可能更多地把城市看作具有美学意义的地点，涉及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与生产意义相对应的更多的是工业园区，与文化意义对应的更多是空间体验。如何将这种关于地点空间体验的文化意义系统地、合理地表述出来？社会科学界尽管有一些争论，但还没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本书就是致力于这样的努力，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出国际上首个关于分析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及其对地方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即什么样的文化风格及其如何影响着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

这里的“发展”意义比较宽泛，从经济增长到居住地选择，再到选举和新社会运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场景借助于客观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把嵌入其中的文化意涵具体化操作化，并与地方发展、社会生活产生了因果关联。这种发掘、分析和整合，从学术上讲更具科学意义，从国内外来看均具开创性。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致力于诠释：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及其为什么重要。第1章主题是“设置场景”，通过常见的例子引入场景这个概念，并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关于地点的美学视角，重点阐述场景的思考模式和相关分析类型，尤其是作者提出的“文化元素周期表”的设想，较为新颖。第2章主要是构建场景分析的三大维度和15个子维度。第3章介绍了场景的具体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主要通过地区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数量进行赋值加权处理，得出该地区场景指数。第4章介绍场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从场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加入城市发展驱动力模型中来考察场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第5章是讨论场景对人们择居行为的影响，不同场景吸引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重点关注美国当前主流文化对于人口流动迁移定居的影响。第6章讨论场景对选举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第7章主要讨论如何把场景整合到公共政策里以服务于地方发展，结合多伦多的实践，从高层级政策和地方政策两个维度给出了建议。第8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从理论到数据，再到分析方法，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场景研究是一项关于科学的探索，方法论上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整合、宏观与微观的过渡。

本书的学术价值

关于影响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学说有很多，涉及城市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美学以及哲学等，但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传统的经济决定论，二是地理决定论。前者主要是指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如土地、资本、劳动力与管理技术等，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后者是指该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否便利、是不是交通要道、是不是港口等，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决定着这个地方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堪称经典，在我们的现实中都能找到很多例子作为支撑。

然而，这两种观点对于某一地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的诠释，并不能全部解释，或者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其针对一项科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全面的。这种不完整与不全面主要体现在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的诠释的缺失。也就是说，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对于人们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对于地方发展的影响……很少得到社会科学家们应有的重视和诠释。那么，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首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用场景来分析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并找到了这种地方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一点难能可贵。

事实上，这项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克拉克主持的一项跨国研究“财政紧缩与城市创新项目”（The Fiscal Austerity and Urban Innovation Project）。他们以城市黄页和人口普查数据为主，对美国1200多个城市和世界38个国际性大都市成千上万种舒适物设施与活动进行了分类统计、整理与比较，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比如，《新政治文化》（2006）、《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2004）、《托克维尔能唱卡拉OK吗？》（2014）等。“场景”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克拉克的《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一书中，他在研究各大城市舒适物情况与经济发展时，把反映人们态度行为的价值观整合到舒适物设施与活动中，形成了场景的分析框架。

场景理论的学术价值在于从消费和美学角度来解释后工业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现象，这一点区别于以生产为导向的工业理论。正如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一样，克拉克不仅把生产看作生产实物，而且把其当作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来考察。异曲同工，场景理论不仅把消费当作消费活动本身来研究，而且着重研究消费的社会组织形态，用场景把消费组织成有意义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必须由专门的学术语法结构来表示。

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场景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创新是靠创新创意人才推动的。场景理论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集合形成场景中蕴含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对诸如创新创意人才等优秀人力资源有很强的吸引和聚集作用。从而，借助于场景这个中介变量，建立了创新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的因果关联，勾勒出了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来源。

第二，有助于理解拉动城市文化消费机理。消费是一种人类行为，场景对于消费行为有着独特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充满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场景，提供的不仅是作为工作与生活的空间，而且还包括个体自我与相互之间充满愉悦体验的空间。

第三，有助于打造创意城市的环境氛围。创意环境是一个场所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综合构建，是能够催生构思与发明的先觉条件。纽约的苏荷区、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芝加哥的柳条公园、北京的798艺术社区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海的田子坊创意社区等，都提供了典型的“创意环境”，包括丰富的建筑空间、道路驿站、艺术机构、舒适物设施、文化设施等硬件，也吸引了创新创意人才、交流平台、运营者、游客等文化氛围。场景理论为分析与塑造这些创意环境提供了一种框架。

第四，有助于引导城市公众行为。公众行为本身就是场景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反过来，场景对公众行为也起着引导作用。无论你在哪里或如何打发时间或与人沟通，不同城市场所所具有的场景对于固化个体的是非观念、对真假的认同与归属感等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场景理论中的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均为构建特定的场景以引导适宜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指引。

第五，有助于做到舒适物与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匹配。这一点在城市规划中往往比较重要，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布局与人们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关。对于这些设施与活动的规划与建设，现实中部分城市往往是比较凌乱的，在协调性和本地性上很难做到平衡，因为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给出不同类型舒适物之间的文化意涵和关联。场景刚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它给了每一种舒适物在文化上的意义，为匹配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科学依据，这为建立城市舒适物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场景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分析关于地点的文化意涵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特此提醒读者，一起来思考。比如，方法论上的主观与客观是否能够做到统一融合的问题。《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跨越了主客观对立的二元方法论，把客观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和主观的价值观整合到一起，恐怕习惯了主客观对立思维的人并不容易接受这种做法，甚至会面临很多思维上的挑战。

再如，尽管克拉克一直追求场景理论应用的普遍性，但中西社会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本书给出的15个价值观维度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对中国人态度与行为影响巨大，但现有的场景理论价值观维度中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用传统主义来代替是否合适？中国城市发展的场景价值观开发是否有必要？

还有，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对于城市与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场景研究是否应纳入更多的互联网思维。

当然，这是我们发现的场景理论中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可能读者还会提出更多问题。无论如何，正如克拉克和我们经常讨论的那样，场景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框架，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主要维度，希望不同国别的学者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做下去，就会离场景这门科学越来越近。

吴军、祁述裕

201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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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场景

Setting the Scene

一群人在商店的橱窗前挥舞着双手，运动传感装置则随着他们的动作播放音乐。在街上，几十名绘画狂热爱好者即兴展开了一场户外绘画比赛。在一个邻家酒吧的大厅里，电子乐在闪烁的灯光中播放，染着鲜艳头发和双臂文身的人吃着素食。这里不是拉丁区、格林威治村，也不是海特-艾许伯里区，这是多伦多（Hogtown）东部。其他许多城市也有类似的场景。

然而，这些独立艺术、咖啡馆和电子音乐的场景并不是唯一的类型。在佛罗里达的田园大街上，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个中央大教堂，而咖啡店的电视上也在播放弥撒曲。在加利福尼亚瓦勒霍附近的村庄，将托马斯·金卡德（Thomas Kinkade）的画作转变成一种城市美学：“平静，而不是混乱；和平，而不是压力。”佛罗里达的庆祝活动，展示了迪士尼乐园的安全与整洁。像这样的场景，以及许多其他场景，都是我们日常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场景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包括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做生意、在哪里找到某个政治活动组织、在哪里生活、支持哪种政治立场，以及更多类似的决策。如何，为什么，以及多少，本书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理论工具以及一些相应的回答。


“场景”作为地点（Place）的美学视角

这是一本关于场景（Scenes）的书。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它为什么重要？“场景”有几重含义：一种用法强调了对特定活动的共同兴趣，如“爵士场景”、“登山场景”和“选美比赛场景”等；另一种用法强调的特定地点的特质，典型的社区或城市，如“海特-阿什伯里场景”[1]、“威克公园场景”[2]和“纳什维尔场景”[3]等。

我们对“场景”的诠释远不止于上文提到的两种含义，我们还在寻求一种更加普适的分析方式。作为这一分析阶段的第一步，可以像一位电影导演、画家或者诗人那样想象邻里社区。他们中很多人在忙着不同的事情：有的在咖啡馆里，有的走进一家杂货店旋即离开，有的在教堂做礼拜之后漫无目的地闲晃，有的在为主场队员喝彩。之后的第二步，我们来探求一下这些场景都表达出了何种生活风格、精神内涵、意义和情绪。这些场景是危险的还是异域的，是熟悉的还是前卫的？其他人是如何分享这些精神内涵以及生活经验的？又是如何能够同理心地接受或拒绝这些精神内涵的？换句话说，某个特定地点的特征与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主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感知及参与场景的简单能力包含了不同寻常的复杂性

“场景”的第三重含义是我们研究的焦点，主要是指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观察方式。不同地点给人们的感觉也不尽相同。当你穿行于大多数城市的大街小巷时，选择步行、骑行或开车（开得很缓慢并将车窗摇下来）等不同的方式，你所看到的景象也将不尽相同。这边，时尚人士正在顶尖的高档餐厅里为博物馆的庆典或电影的开幕式做着准备——一种充满迷人魅力的场景；那边，公园中身穿蓝色牛仔裤的一家人正在为烧烤准备着野餐桌——一种其乐融融的邻家场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还会有所介绍。[书ji分 享V 信shufoufou]

无论这些场景如何熟悉、如何轻易凭直觉就可以捕捉到，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1）场景的打造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基于场景的打造来协调自身的行为；（2）我们可以识别和区分不同场景；（3）我们关注场景更多的意义，如为什么有些人及地点相较其他人或其他地点更容易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逐步思考以上问题。

嵌入的意义使场景成为可能

首先，要弄清楚到底该如何打造合适的场景，就要想想事情出错时都发生了什么。试想如下两个不同的场景。

其中一个场景是在爵士乐俱乐部里发生的。灯光昏暗，觥筹交错，空气中烟雾缭绕，人们在谈笑，乐队在演奏的同时与座位间的人群开着玩笑，鸡尾酒服务生巧妙地在桌子间穿梭，黑光绘画在墙上影影绰绰，观众比肩继踵地在酒吧外的街道上排队，大家三三两两地抽着烟或是吃着外卖。

另一个场景是古典音乐表演的现场。观众们正襟危坐，没有稀稀落落的咳嗽声，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管弦乐队成员身穿燕尾服，在指挥的提示下，全神贯注地坐着；摇摇欲坠的吊灯在礼堂上空悬挂着；四周环绕的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神殿般的建筑，它们的设计激起了人们的敬畏和崇敬之情。

现在想象这样一种错误：一位音乐家弹错了音符或是在该休止的时候演奏出声。如果在爵士乐俱乐部出现这样的状况会怎样？其他的音乐家很可能会若无其事地继续演奏。“错误的音符”虽然是无意的，但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受欢迎的惊喜。它打破了通常演奏的习惯，而音乐家们则会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演奏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拍子记号。观众对此报以欢呼，随后这位“冒失”的音乐家向大家鞠躬致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随即又斟上一杯酒开始狂欢。

然而在古典音乐表演中出现这样的错误会怎样呢？如果纽约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手在贝多芬第五乐章duh-duh-duh-duh主题的停顿期间突然演奏出声的话，观众会倒吸一口凉气，冒失的演奏者会羞愧得满脸通红，即使表演没有就此打断，那么一旦演奏结束，他或她恐怕就要去寻找新的工作了。而评论家们也会毫不留情地描写关于这次经历的惨状。


专栏1.1 古典音乐家正在尝试新的演出场地和新的音乐类型

在银泉音乐中心[4]（Silver Spring），大提琴演奏家与电吉他手演奏着二重奏，他们的音乐通过舞台上的电脑处理器，将大提琴的沉静与电吉他的嘈杂混录在一起，实现某种和谐之音。在巴尔的摩，萨克斯管演奏者与低音单簧管演奏者一起吹奏着20世纪著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在DJ的现场操控下，将年轻人的新电子音乐与其串联在一起。在华盛顿，一位作曲家想要组建新的乐团，他没有选择去音乐学院发布招聘信息，而是选择去克雷格网站[5]上广发英雄帖。

古典音乐被认为是正式礼服、红色天鹅绒座椅和莫扎特协奏曲的世界。但是，很多地方的年轻古典音乐家们正在逐步探索自我表达的多元方式。以前，音乐学院的年轻乐师们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与知名管弦乐队合作的独奏者。而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尝试组建乐队。

“他们”代表了一种打破传统音乐会形式的新尝试，传统音乐会看起来很生硬，而且对年轻的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纽约的表演空间Le Poisson Rouge[6]是一个俱乐部风格的表演场所，主要以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表演为特色，正在全美范围内受到关注。在不同地区，许多音乐团体会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可以在Busboy and Poets[7]，或者是千禧公园的舞台（Millennium Stage）、哈曼中心（Harman Center）的地下室等场地演出。而声波电路节[8]作为一种不拘一格的电子乐庆典，举办时会选择在银泉音乐中心的金字塔里举行一系列活动。

31岁的小提琴家尼克·肯德尔（Nick Kendall）说：“Busboys and Poets的观众如此混杂，所有的年轻人都沉浸在那种气氛里。”

——安妮·米德捷特[9]（Anne Midgette，2009）



人们是如何知道在不同的场景中做出适当反应的？这有点神奇，因为几乎没有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前相互见过面。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年龄，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更了解彼此，经过训练或许会让他们更期待在接下来的演奏中从彼此身上寻求到某些配合和衔接。但是，如果把同样的爵士乐手放在古典音乐演奏现场，或是放在婚礼演奏现场，会看到他们的“爵士风格”被更正式的演奏标准所取代。而把古典音乐家置于一个拥挤的酒吧中，我们则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出现。

我们知道如何恰当地应对状况，部分原因是情势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关于爵士乐俱乐部和贝多芬音乐会的案例，我们需要再次思考的不仅是场馆内部的情况，而且室外及其周围发生了什么都值得我们留意。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服务员的移动到建筑物的设计，从附近的餐厅到音乐家的姿势，都要用“说”来表达自己的行为：在爵士乐场景中会说“已经准备好迎接惊喜，表达自己”；在音乐厅周围会说“优雅地遵循既定形式，精致而迷人”。这些信息或咒语，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街道和社区中被传递。它们使打造“场景”这样的现象变得可能。第2章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场景的多重含义。

美学直觉加上由欲望转化而来的活动和舒适物，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分辨不同场景

这是场景的第二个显著特征：通常不需要太麻烦，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不同场景微妙的美学差异。例如，在多伦多，具有标新立异及前卫感的场景（想想弹出式艺术画廊和独立摇滚俱乐部）常常出现在更迷人的、更暴露性的、更不受约束的华丽氛围（想想夜总会和天鹅绒绳索[10]）附近。相距只有几百码[11]的距离，两个场景的参与者往往有相似的人口统计特征和教育背景。然而，这两个场景又可以作为相互独立的世界来体验——当独立潮人将俱乐部成员称为“905ers”的时候，这一区别在语言学上就很明显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嘲讽性地将他们归入一种郊区的代码。

同样强烈的美学和文化差异在其他地方也在不断上演。我们一直都在打造场景，即便通常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或官方的印记。一些城市确实试图正式地设定它们的场景。芝加哥在市长戴利二世（Daley Ⅱ）的领导下，为城市范围内的不同社区建造了独特的雕塑和图标，甚至为同性恋社区“男孩镇”（Boys-Town）打造了彩虹条纹的火箭形塔楼。许多城市都规划了像“娱乐区”（Entertainment District）或“唐人街”（Chinatown）这样的标识区域，以明确某种类型的场景是可以在那个区域被期待的。

总的来说，这些官方标识只是正式地承认了某些已知的场景。而“真正的”场景则往往超出了官方标识的范围。他们的“真实性”特点更为复杂，甚至有时更具争议性。

尽管场景存在差异，但我们是可以识别的。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仅是有能力“认知”的生物，而且我们也会对独特的美学暗示做出反应。我们认为世界不仅是中立的事实和数据，而且也是充满价值的，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如美丽的夕阳、丑陋的烟囱、令人兴奋的天际线、俗气的商业街等。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一书中率先指出了精神生活的美学成分。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这是一个经常出现但很少被明确提及的主题。或许支撑这一主题的关键人物就是“格式塔学派”（Gestalt）的理论家们。

他们有两个理论对于理解场景至关重要。首先是他们提出了“可提供性”（Affordances）理论，即事物向我们“提供”（Afford）了某些反应，它们在“召唤我们”。比如，门把手“要求”被转动，一张桌子“邀请”我们坐下来享用美食。

其次是格式塔学派本身的理论思想。我们应从整体上看待和理解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元素，而不是计算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分枝，然后看到树叶、树干，接着将所有这些元素一起添加到我们的脑海中来完成对一棵树的认知和想象。相反，我们是将树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来进行认知和理解的。

这就是说，各种要素以某种总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绘画的每一笔一样，每个部分都是合适的。这意味着，当事物“提供”某些特定的反应时，它们所“表达”（Say）的内涵会因情况而异。“同样的”（Same）手势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某种情境下，举手代表着友好的问候；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则代表着一种侵略行为。


专栏1.2

人类是一种消费和运动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动物。

——约翰·杜威（John Dewey），《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1954，139）

帝国大厦人尽皆知。但当它被以图片形式呈现时，会被认知为是组合成整体的一个相关部分。它的价值与被体察的特质会被整个场景的其他部分所修饰，而这些特质又会反过来修饰场景中其他部分被感知的价值。这就是艺术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形式。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2005，141）

世界上的事物并非都是简单地保持着中立态度，它们在我们的面前，引发我们的思考。每一个事物都是对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象征和回忆，激发起我们或得体或不得体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品位、性格以及对待世界和特定事物的态度，是可以从他们选择置身于周围的事物中分辨出来，比方说对某些颜色的偏好或是喜欢步行的地方。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感知世界》（The World of Perception，2004，63）



虽然，把握场景整体意义的能力以及对嵌入事物中的行为暗示进行恰当反应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精神架构紧密相连。但是，这些能力也明显受制于历史及社会的变化和完善。人类学家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列出了“1990年北美青少年追逐的15种标榜自我的方式：摇滚、冲浪板、酒吧女郎（B-Girls）、哥特、朋克、嬉皮士、学生政府、运动员，等等”。经济历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这一代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相提并论：“你可以成为主流，也可以成为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2]。就是这样。”（麦克洛斯基，2006，26）。这种逐步扩大的多样性类型，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遗传而来的，但是在本质上并非与生俱来的。

21世纪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在图1-1中进行了部分总结）使得更多的人对微妙的美学差异更加敏感，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概述了一种普遍的逻辑，他称之为将“想要”转变成“行动”的逻辑。马歇尔提到的“欲望”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偏好”。可以说，在你的脑海中（或内心中，或身体内部的某处），都在渴望着舒适和安全感。具体来说，“想要”也可以包括希望有一个不拥挤并会不断改善的住房条件，或者希望住在能激励你、给你亲密感和温暖感的朋友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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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许多东西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或者很难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欲望。物质资源的逐渐丰富，对安全、健康、教育和人口流动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因素会同步下降或至少是自主性的缺失，这些改变影响着大家庭、公司职员、传统宗教等方方面面。与此共生共荣的是各种文化、科学、精神世界的崛起，从毕加索（Picasso）到爱因斯坦（Einstein），再到埃斯兰（Esalen）均受此影响，无一例外。


专栏1.3 富有表现力的改革将多伦多和芝加哥带到世界面前

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多伦多和芝加哥等蓝领城市正在发生着变化。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为《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他曾抱怨说：“上帝，我讨厌离开巴黎去多伦多这个所谓的教堂之城。”［勒蒙（Lemon），1985］如今的多伦多有更完整的场景，比如健康中心、针灸师、瑜伽馆和武术学校等，而不仅仅是教堂和宗教组织。

1975年，索尔·贝娄（Saul Bellow）写道：“芝加哥拥有美丽动人的东西，但文化并不是其中之一。”1976年，米尔顿·拉科夫（Milton Rakove）将芝加哥形容为“迪克·戴利（Dick Daley）的城镇。与雅典不同，与罗马、伦敦、巴黎亦不相同，芝加哥是没有文化的和狭隘的……”（拉科夫，1975）。2003年，市长戴利二世建造了街道巴士站，并重新设计了效仿巴黎的铁路进站口。2009年，国家艺术基金会主任说：“对于这个国家每一位关心艺术发展的人来说，戴利市长应该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一英雄。”［琼斯（Jones），2009］

——笔者



从必要的生活经历到偶发的生活经历，这种转变是相当普遍的。转变的标志之一是工作场所，河流和湖泊等物理环境的决定因素所占比重是很少的，更多的是由与人群和技术的接近程度决定的。转变的标志之二是典型的职业路径，常见的变化是越发频繁地更换多种不同的工作，而不是终身效力于一家公司。转变的标志之三是宗教，正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所展示的那样，宗教有更多的“阈限”（liminals），人们可以在不同信仰中来回穿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主张：对于那些从祖先开始就信奉某种宗教的人来说，宗教必须不断承认和定义自身，以对抗其他精神选择的可得性对自身带来的威胁，而这种可以作为人们精神依托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风格、个人意义和美学都相应地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显著性。

更多的欲望变成更多实际的需求。当欲望进行转变时，不同的组织和设施就会涌现满足欲望的需求，于是人们的欲望便成了舒适物。人们对于一幢使人开心的住宅的模糊渴望，被实际变成家庭装饰商店和室内设计公司。对亲密温暖关系的传播渴望，可以实际变成露台用品店、家庭友好型餐厅以及微笑的调酒师。

这样的舒适物成为生活实践的平台。如今，有一些人为创造优秀的室内设计或者保持良好的餐厅氛围，而日复一日地奉献自己。你也可以将你的生命奉献给独立摇滚或人体艺术。所有社会类型的人群都获得了更清晰的存在形式。比如，潮人（Hipsters）和布波族（BoBos）、天井男[13]（Patio Men）和书呆子（Nerd）、都市型男（Metrosexuals）和足球妈妈[14]（Soccer Moms）等。我们对《世界价值观调查》（在第6章和其他地方有所提及）的分析表明，在几十个国家中，文化组织的成员数量急剧增加，价值的多样性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模糊的偏好变成了实践活动和舒适物，所以它们可以从我们的头脑中过渡到现实世界中。脑海中的偏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实实在在看到，在真实的组织和职业中被具体化，如文身店、20世纪的艺术画廊、咖啡馆或钓鱼小屋。它们被列入黄页（Yellow Page，YP），需要合法纳税，遵守公约规范，有时甚至计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你可以在Google地图上查看它们，以了解某个地点活动特征的类型。

社会科学家能够记录和分析这些被具象化的偏好。例如，如图1-2所示，1999～2008年，加拿大的音乐团体、舞蹈公司、独立艺术家和表演艺术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大大超过了所有企业20%的平均增长率。体育和保健设施以及俱乐部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动物园、唱片店、保龄球馆和游乐中心都包含在统计之列。基于信息的类型，我们可以识别当地不同种类的舒适物，将它们分为不同类型的场景，并研究它们变化的原因及后果。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是针对以上这些类型的分析工作。目前，关键是要从更直观、更经验主义的场景基础上进行分析；你可以感受到它们，有些是神圣的，有些是带有娱乐性质的，有些可能是腐败的。我们能在场景中认识到这些差异，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天生的美学直觉，也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具有很多愿望和希望的欲望生物，还因为场景已经融入我们独特的社会环境的组织中。

场景被描述得越明确，其影响力越强大

如果场景是作为不同欲望和偏好的影响因素出现的话，那么当欲望和偏好被固化成舒适物和活动时，场景就变成了它们产生强有力影响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我们周围的场景变得更加明确的时候，欲望和偏好就更容易嵌入各种日常决策的中心——比如，决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为公司选址、支持哪个政党、是什么原因导致航班延误，等等。这指明了社会普遍范围内场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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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99～2008年加拿大各种设施的百分比变化

注：该图显示了1999～2008年加拿大各地艺术、文化和休闲场所的总数变化的百分比情况。例如，舞蹈公司和音乐团体在这一时期几乎翻了一番。黑色条形图显示了总体业务的变化，这是一个基准：黑色条形图以上的部分都比所有商业发展的平均速度快；在黑色条形图以下的所有场所，在这段时间要么增长放缓，要么有所收缩。这些是六位数的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类别，在加拿大统计局网站上可以看到详细描述。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加拿大商业模式（1999～2008）。

首先考虑的是场景对住宅的影响。在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对住宅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显著。在典型的美国小镇上可能会有一两家酒吧；典型的当地居民，比如农民，则需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镇上的酒吧，因而闲暇时间也就变得很少。毫无疑问，教堂里经常回荡着音乐以及家人之间互相倾诉故事的声音。不过，如果你有机会搬家，甚至有机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你愿意留在你定居的城市（主观地思考你的住所），诸如工作、农业和林业、种族和宗教传统以及家人等因素可能比酒吧、餐厅、运动场所或画廊等因素呈现更大的影响力，在后者被纳入直接决策的过程中，民众在身体和经验等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享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已经证明，自那时起，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世纪以前，”他写道，“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典型家庭把80%的收入花在了食物、衣服和住房上。如今，这些商品的消费额还不到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2000，160）。此外，据他估计，美国人的休闲消费占比从1875年的18%上升到1995年的68%（2000，191）。

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收窄了公民的选择权。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回到父母身边，而不是自己居住，这只是一个不那么痛苦的结果。不过，长期趋势似乎仍在明显继续。如图1-3所示，美国酒店和休闲娱乐业是第一个恢复到衰退前就业水平的行业之一，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

艺术、娱乐和休闲领域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势头尤其强劲），并在2013年初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21世纪初，私人教练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分析了2000年以来文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后，卡尔·格罗达奇（Carl Grodach）和迈克尔·西曼（Michael Seman）总结道：“在国家层面，文化经济在大萧条期间没有经历重大的衰退或重组。事实上，从2006年到2009年，文化部门就业人数仅在全国范围内稍微有所下降（0.35%），而我们研究的（30个地区）则略有增长（1.2%）。同样，文化经济的基本地理区位也不受影响。”他们对艺术家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从2006年到2009年，全国范围内的艺术家们似乎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从业人员的绝对值始终保持缓慢而稳定的增长。”（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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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美国艺术、娱乐休闲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注：这一组数字显示了1939～2015年，美国劳动力在酒店和休闲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1990～2015年艺术、娱乐和休闲部门的统计数据（后者的数据在1990年之前是不可用的）。尽管2008年总体经济衰退，但在整体劳动力市场中，酒店和休闲娱乐业的增长并没有明显放缓。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15）。

这些趋势证实了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等后工业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即后工业时代的转变，逐渐将教育、人际关系和舒适物置于生活的中心，这一转变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适用。贝尔在（1973）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中提及，提供更多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与自然或机器的对抗”，而是“与他人的博弈”。对他人喜欢和珍惜的东西变得敏感成为一件越来越值得表扬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工作本身开始成为一个关乎生活方式的决定，即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一天而不是必须一天到晚辛苦地工作。更多的消费涉及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这些产品和服务因风格、设计、个性和美学意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从时装到iPod，到咖啡，再到电影，都包括在内。正如格莱泽所说，更多城市的命运逐渐由消费方式（如餐厅和夜总会），而非生产方式（如工厂和仓库）的集中程度来决定。消费的集中程度与个性化服务一样，很难实现国外外包或通过标准化及自动化等节省劳力的措施实现成本的降低。事实上，健康和个人护理商店等零售贸易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

这种生活方式向特定消费关系的转变，意味着当你考虑迁居到什么地方，或者为什么要定居在一个较以往有更高人口老龄化比重的地方时，一个城市或社区中舒适物的特点和风格就变成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调查了最近毕业或即将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群人，他们中有多少人会选择皮奥里亚（Peoria）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又有多少人会选择芝加哥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其中许多人会选择前往芝加哥工作，这表明芝加哥场景中可接触到的“舒适物价值”在经过经济方面的衡量之后高达3万美元。

但是，场景不仅仅关乎年轻人和富人。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许多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社区拥有相当集中的本土舒适物，这使得社区的价值无法单靠收入来衡量。同样地，退休人员为了实现他们所能负担的特定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市中心的公寓中：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歌剧院、餐馆、迷人的滨水区等。后面的章节详细介绍了这种模式。

此外，无意间舒适物的重要性开始围绕着这些由场景驱动的择居决策而不断累加。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舒适物特征可能与人们对不同场景的喜好紧密相关。例如，如果人们拥有某个种族背景，或具有某些政治态度，喜欢某些特定类型的场景，他们就会倾向于将自己置身于具有种族或政治特征的居住区中。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意图，比方说只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靠近社区的场景，那里有有趣的泰国餐馆和瑜伽工作室，或者附近有高尔夫球场、纳斯卡（NASCAR）赛道或足球场。选择的结果就是记者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2008）所称的“大归类”（the Big Sort）。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始日益丰富的生活，这与他们的偏见和倾向形成了呼应。如果没有个人互动或共同活动作为基础，“其他场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就会沦为讽刺漫画和刻板印象。

但是这种类型的回音室效应（Echo-chamber Effect）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某些类型的场景会跨越教育、年龄、政治或种族的界限，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调整居住区相互隔离的历史模式。这些场景往往是由社会活动组织所主导的，鼓励参与者跨越看似艰难但是会快速跨越的分裂。正如我们后来探讨的那样，亚洲风格的武术俱乐部像一些教堂和艺术组织一样，作为典型的组织案例，成为跨越种族和教育差异的“桥梁”（Bridge）。而流行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当代的通用语言。核心观点是，不论我们是否正在谈论着要加强或是要重组传统社会边界的议题，场景已成为定义我们居住社区构成的强有力因素。本书第5章的主题就是场景对择居行为的影响。


专栏1.4 向新的城市居民教授都市主义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城市规划师凯尔·埃泽尔（Kyle Ezell）……为郊区空巢老人和退休人员开设了一门课程，不仅教他们如何选择一个城市作为退休目的地，而且还为城市中的生活需求提供了很多细节……比如针对如何在城市周边开摩托车……他还写了一份指南，“在市中心过退休生活，是活跃的退休人员和空巢老人生活方式的终极目标”。

为了让市中心更适合居住，他将与市民和开发商进行协商。他还将在全国各地举办一系列派对，以宣扬“Ruppie”的生活方式。“Ruppie”是埃泽尔为称呼“已退休的都市人”而新造的词。

“Ruppies与雅皮士不同，因为它们不是仅仅依赖物质，”他说，“他们乐于帮助他人，想要成为社区的一员，为提升社区创造力及保持活力不断努力。”

无论他们被称为什么，他们的人数很可能是庞大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正大规模地面临着退休生活，显然他们渴望有一个新的住所，并拥有足够的钱。“我认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文化机构，每个人都在试图弄清楚这个新兴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芝加哥中央商务区联盟的执行董事泰·塔布林（Ty Tabing）如是说。公民组织正在赞助埃泽尔的“Ruppie派对”……

“曾经害怕会因城市环境而死亡的人可以和已经在城市生活的人交谈，”他说，“Ruppies将在派对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保罗·德拉维拉斯（Paul Dravillas）喜欢这个环节并说出自己的想法。两年前，他和妻子帕特丽夏（Patricia）实施曲线救国策略，在卖掉自己位于奥尔兰公园（Orland Park）的公寓后，买下了一套南环公寓。值得一提的是，在拥有两辆车的人生中，乘坐CTA公共汽车出行完全是出于好奇。

“摆脱汽车是很困难的决定，”69岁的德拉维拉斯说，他的童年是在南方度过的。但他说他和妻子不会想念第二辆车；他很高兴能够乘坐高级公民巴士，在3号公交车上几乎可以实现每天的出行需求。“我曾听到朋友们对我说：‘你疯了吗？’”，他笑着说，“不，当我们宣布要搬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必然要做出很多努力。但我们喜欢回到市区居住，现在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到访千禧公园和文化中心、从伯纳姆港（Burnham Harbor）出港等，假如我们从郊区开车过来的话，我们将没办法做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了。”

——玛丽·翁伯格（Mary Umberger）（《帮助城市吸引更多的“Ruppies”》，2006）



场景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同样意义深远。至少其中一部分场景，可以作为消费实验室进行比较分析。巅峰时期伟大的IBM或贝尔研究实验室都属于生产实验室，致力于纯粹的实验，着眼于电脑或晶体管等新型产品的研发。而许多生产实验室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回报，它们中的一些实验室也是后来才涉足这一领域的，而且并不是直接服务于IBM或贝尔研究实验室。但其带来的结果却是革命性的，在数据搜索算法、激光眼科手术、条形码、无线互联网等方面产生了众多的业界发明。

场景，尤其是那些有更多选择的、自我表达的、越轨的、迷人维度的场景，也为经济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刺激作用。伊丽莎白·柯瑞德（Elizabeth Currid）所撰的有关纽约餐馆、酒吧和夜总会的民族志展示了时装设计师、流行音乐家和前卫艺术家的时尚场景细节。该民族志主要描写了他们是如何跳舞、喝酒、混在一起的，他们会在舞池里观察彼此最新的美学尝试，有时还会把获取的新想法和新灵感带回家。理查德·劳埃德（Richard Lloyd）所撰的关于芝加哥非常时尚的柳条公园（Wicker Park）的民族志记录了社区场景如何融入更广泛的文化产品链的过程，社区场景提供了一种可以让软件设计师或餐厅企业家为自己的喜好埋单的、或冷漠或兴奋的持续意愿。简言之，像App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关键是使用其产品后体验到的音调、情绪、配色方案和声音等因素，对其经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不亚于其背后的程序代码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美学品质并非无中生有，它们可以通过舞台、走秀、长廊、赛道、音乐厅、画廊开幕等生活场景实现精致化和打磨推敲，这反过来又给设计师提供了使产品不断合理化、包装不断精致化的艺术风格素材。

甚至财经记者也学会了在评估新产品和新公司的时候明确地讨论设计相关事宜。这标志着那些受教于沉闷的经济学理论和陈旧学习方法的人所产生的一次巨变。加里·贝克尔在Buzz[15]上发表了相关文章，与我们一样关注到设计议题；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超级巨星经济》（The Economics of Super Stars）一文中对像披头士（Beatles）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这样超级巨星的话题进行了思考。


专栏1.5

柏林的咖啡馆De Westens是一所学校，一所在当地非常好的学校。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去观察，去感知，去思考。相较在大学而言，我们以一种更具穿透力的方式进行学习，我们不是海里唯一的鱼，而且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至少要全方位地看待。

——这是一段对柏林站前波西米亚人主要居住区的描述，引自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的《波西米亚人：迷人的流浪者》（Bohemians：The Glamorous Outcasts，2000，35）



诚然，美学和表现力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是新兴事物，但它们在民主范畴、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的反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深远、更宽广。事实上，美学和表现力可以创造全新的经济产业和工作类别。比如，在星巴克出现之前，美国的咖啡文化仅流行于伯克利、剑桥等大学城范围内的少数社区，或是流行于西雅图的一些低端社区。“虚度时光”的现象还没有成为常态。

现在，美国的咖啡产业包括大约两万家门店。这些门店的总收入约为100亿美元。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郊区买到像样的卡布奇诺，咖啡师也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社会职业。尽管星巴克的初始扩张确实影响到一些独立咖啡馆的生意，但其实际作用却是激发了小型咖啡馆、另类咖啡馆数量的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养成了喜爱喝含咖啡因饮料的习惯，而且还喜欢在咖啡馆里闲逛、聊天、阅读论文以及工作——以上这些习惯或多或少都是以前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专属行为。相似的情形还有，iPod教会了一代人欣赏美学设计的力量。美学设计的创新又为人况们带来了新的必需品、新的需求，以及围绕它们所创造的新产品、新工作和新产业。


专栏1.6 日本领导人是时尚失误后民意投票的受害者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政治领导人的缺点一直是令人沮丧的话题，比如办公室腐败、性丑闻、言语失当，等等。但是，政客们很少会因为时尚感（或者缺乏时尚感）而失去人民的爱戴。

然而，这似乎是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所面临的命运。虽然这位被围攻的领导人已经在此前的民意调查中被质疑，但自从他在公众场合穿过一件T恤衫，他的受欢迎程度就大大降低了。这件T恤衫被美国时尚博主描述为“最后一次看到是在阿塞尼奥·霍尔的节目（Arsenio Hall Show）[16]上”的时候。

鸠山由纪夫日前参加了一次与选民互动的烧烤聚会。就像CNN报道的那样，这次事件是鸠山由纪夫的政党努力与普通选民进行沟通与互动的一次可悲的错误示范。自那以后，他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

日本时尚评论家唐·康尼希（Don Konishi）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时尚失败”意味着鸠山由纪夫的生活与普通民众生活脱节。康尼希也注意到这不是鸠山由纪夫第一次遭受时尚攻击——他曾经在印有心形图案的T恤外面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西装外套。你可以在《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关于鸠山由纪夫的时尚照片中找到这身搭配。

“这件T恤是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样式，”康尼希说，“这说明他的思想和理念是陈旧的。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我们不能依靠如此守旧的首相来解决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时装设计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但日本的领导人不行。”在另一次采访中，康尼希表达了他的好奇：“难道没有人能阻止他穿这样的衣服吗？”

——雅虎新闻（2010年5月13日）



场景为当代工作场所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就像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和洁净的空气为农民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装配线和石油为工业家提供了关键的资源一样。这种经济显著性意味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刻变革。记录和研究这些转变是本书第4章的主题。

然而，场景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对居住地决策和经济决策的影响，它们甚至延伸到了政治领域。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这样的暗示：人们依照党派归属间接地对居民进行了分类。事实上，比尔·毕肖普建议根据生活方式偏好对社区进行分类，这里提到的生活方式偏好主要指政治与政党。随着两极分化加剧、相互理解的能力降低，政治活动变成了一场争吵比赛，其开展的目的与其说是劝服，不如说是诱导其他政党投降。由于场景有助于对住宅进行分类，可能场景确实是我们政治文化中一些深刻变化产生的根源。

但是场景对政治产生影响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方式。最核心的是，美学、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等方面，就每一个方面而言，其本身的权利就是政治议题，就像阶级或种族一样是古典政治的障碍。从全国范围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17]的兴起，从环境问题到同性恋的婚姻平权运动，场景对政治的影响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上。他们不再穿古板的西装；相反，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会演奏萨克斯，乔治·布什（George W.Bush）会杓干草，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会与NBA明星在篮球场上厮杀。


专栏1.7 两个咖啡馆的故事

印第安纳州的皇冠角（Crown Point）——“大多数咖啡馆似乎更像是一个浪费时间的地方，人们坐在那里听iPod，在My-Space[18]上搜索他们的下一个朋友”（Cebrzynski，2008）。保守式咖啡厅（Conservative Cafe）[19]的老板戴夫·贝克汉姆（Dave Beckham）如是说。厌倦了自由主义的“星巴克模式”，贝克汉姆在2008年将自己的道德与思想模式转变为一种商业模式，并由此诞生了保守式咖啡厅。通过将电视替换为火狐（Fox），在墙边放着安·库尔特（Ann Coulter）的书，贝克汉姆为自己的生意设计了两个目标：高品质咖啡和政治倾向。该咖啡馆为保守派混合群体（Conservative Blend）提供服务，比如极右派跟中立派；而左翼分子则大可以去尝试自由派混合群体的咖啡厅（大概是无咖啡因的）。贝克汉姆坚称，他不会以“激进的想法”站在门口抨击前来消费的人，而只是向他们宣扬那些“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国家所一直秉承的美好而古老的价值观”。（Cebrzynski，2008）

波兰、纽约——革命咖啡馆（Revolution Cafe）是一个由年轻人领导的咖啡屋，拥有多元和创新的氛围，促进了当地和全球社区的发展。该咖啡馆由成人导师杰伊·斯塔尔（Jay Starr）牵头，当地高中生组织和策划，旨在振兴纽约州上城的农村地区。“革命咖啡馆”公开拥抱社区的态度以及接纳自由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展示艺术作品、主持演出的场所，“革命咖啡馆”致力于整合其成员融入城市生活的结构中。

——梅根·卡拉曼



场景对政治的推动作用也可以在地方层面上发生，通常是在社区和城市中，人们为想要在何种场景中生活而斗争。历史学家斯蒂芬·索耶（2012）记录了一个戏剧性的案例。巴黎的一个艺术团体巴黎冷库（Les Frigos）为了在美学上保留适合欣赏塞纳河美景的视野，在与巴黎东区急剧扩张的经济发展情势作斗争。这个区域是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社区，最终他们在斗争中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然而，这类型的斗争不仅仅发生在巴黎。在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布朗兹维尔（Bronzeville），无论是因为夜总会太显眼，还是福音与嘻哈音乐及家庭音乐有所冲突，居民正在为关闭社区内的酒类商店而斗争。像《为布鲁克林而战》（The Battle for Brooklyn）这样的电影、《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这样的小说，以及像Treme这样的电视节目，都在探讨某些社区在经历过快速变化之后所形成的文化特征，以及由此人们所面临的紧张感和复杂感。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在文化内涵上更加复杂的方式来理解政治问题，比如两极分化、投票或运动激进主义等。仅仅知道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城市，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商业还是公益，是爱尔兰人还是WASP[20]，都不足以确定他们将如何投票，以及他们可能会为了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而争吵。除了关心这些问题，我们还想知道他们是否喜欢狩猎俱乐部、乡村俱乐部，他们会喜欢诗歌团体还是圣经团体、说唱音乐还是福音音乐、有机食品杂货店还是沃尔玛、夜总会还是教堂野餐，或是喜欢以上所有的一切。关于消费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争论——以往的争论点是荣誉和专长、社区和邻里、神圣和世俗等，而较新的争论点——需要将低税收者的欲望和其他古典政治议题一同被考虑。本书第6章介绍了在投票和新的社会运动中，场景差异与政治差异之间是如何产生巨大关联的。


日常知识结束之处，社会科学开始

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都不需要通过专业知识来掌握。这些过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直观易懂并且广为熟知。

然而，我们对于场景的日常了解确实遇到了某些限制。我们都生活在一些非常熟悉的场景中。实际上，这使人们很难获得必要的比较信息来做决定：对他们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场景？什么才是真正普遍的场景？你甚至可能知晓你所在的社区或城市中的每一座电影院、艺术画廊、保龄球馆、溜冰场和地下狂欢俱乐部的具体位置。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或她在本地可选择的消遣方式与其他地方的消遣方式之间的异同——不仅要看其他地方是否或多或少有一些相同的场景，而且要看其他地方是否具有不同类型的场景，或者是相同的场景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产生别样的场景。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去过更多的地方。但是，谁能够宣称在美国或加拿大这样广大而多样的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探访了数以万计的社区，而且还能记住每一个社区的细节。事实上，地方一级的单位拥有数百种类型的舒适物的数据统计，在允许我们收集并分类分析这些数据之后，社会科学工具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在不离开电脑屏幕的情况下掌握所有这些地方的情况。

此外，仅仅通过观察我们周围的场景，很难评估场景的真实效果。假设你看到各种各样的新业态在当地的艺术和娱乐区开业，就可以说这是场景在起作用吗？或者你可以认为是居住在该地区的人都有大学学历，而且不论他们在哪所大学毕业，毕业生人数的增长趋势还会继续吗？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案例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做出判断的。但正如社会学家所说，只有拥有大量的N（案例数），我们才可以超越具体案例来探求普遍的规律：在平均教育水平大致相同的地方，通过改造场景，比方说增加一些艺术画廊、泰国餐馆或二手精品店，看看是否会带来新的商业活动，导致租金上涨或是收入增加呢？还是说这些经济变量在场景变化中是相对稳定的，而是与受教育程度的变化相关？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场景实际上产生了“独立”的经济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假设是不够有力度的。这是一种“多变量”分析的案例，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所阐述。

现在让我们集中讨论什么样的社会科学视角可以增强我们对场景的日常理解。来自其他科学领域的两个隐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场景，即分子和果蝇。

分子美学，或者说即将到来的“文化元素周期表”

取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每个人都知道得到的是水。把一些碳原子扔到混合物里，你可能会得到另外的东西：二氧化碳。

氢可以被独立研究，氧和碳也是可以的。尽管它们可能以某种结合方式的特定趋势而存在，而它们起初也是会这样存在的，但在逻辑上或形而上学的理念中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决定这些元素应该如何结合。然而一旦这些元素进行结合的时候，一些新的物质就会出现，比如水或二氧化碳。而这些原子的复合体——分子，有着自己的属性，而不是存在于任何单一的元素中。水是湿润的物质，并且可以被人们饮用；二氧化碳则可以灭火。

元素周期表将自然界中各种原子元素进行组织排列，主要依据是原子序数、金属元素等属性。从这些元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原子结合成分子化合物的各种方式。虽然这种结合在今天已经足够明显，但我们的想法是，可能会有一组相对容易控制的元素出现。更激进的想法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我们喝的水和我们呼吸的空气可能就是由这些相同元素的不同结构组成的。高中科学教室玻璃上张贴的简单而清晰的元素周期表，可以说是数百年的科学探索和发现的成果，这比我们通常所相信的科学真理要复杂得多，而且至今仍是具有争议的话题。埃里克·塞利（Eric Scerri）在他的《为什么是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故事，意义，哲理》（The Periodic Table：Its 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一书中记录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诸多信息。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由文化元素构成的元素周期表会是什么样子。它不会以碱性和惰性气体排列，而是以美学意义的离散方式排列，这里的美学意义指传统、睦邻、越轨、迷人、正式等。每一种文化元素——传统或越轨，都能够也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独立而自洽地存在，正如我们研究氢气和氧气本身一样。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的文化元素所暗含的“世界图景”正在逐步清晰：传统美学将你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让过去几千年的文化对当下产生影响；而越轨美学则打破了现有的惯例，并在打破常规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

与自然元素一样，文化元素也不受逻辑或形而上学的束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着组合。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趋势：传统可能更愿意与睦邻关系联系在一起，越轨更喜欢与自我表达联系在一起。但就像在实验室中，或特定的地质过程中，都可以产生各种可供选择的化学组合，所以文化元素可以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以多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当不同的文化元素相互结合时，不同的复合物就出现了——这里指的不是分子，而是场景。

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隐喻，思考这样一种文化元素，或者我们稍后称之为场景维度：自我表达。这是一种爵士乐独奏或即兴喜剧片中，以即兴表演、自发性、表达自己独特视角的方式来呈现的美学。如果我们将自我表达与越轨结合起来，我们会得到一些接近波西米亚风格的场景，在巴黎人的风格里，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歌将成为我们的指引。反过来，如果我们将自我表达与本土真实性结合起来，可能会制造出一种不同的化合物，这种场景更像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Carmel）[21]，那里有山水画廊、提供早餐的旅馆、独特的日落以及附近的蒙特雷爵士音乐节（Monterey Jazz Festival）；罗西尼（Rossini）[22]的歌剧可能是典型的场景。将自我表达与迷人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会产生另外一种场景，即更大的可能会是好莱坞场景，而更小的可能会是格林威治村场景。雷诺阿（Renoir）伟大的绘画作品《包厢》（La Loge）[23]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场景的美学特征。这些结合后的场景有了自己的生命，超越了任何一种构成它们的文化元素，正如同水与氢气和氧气的关系。

第2章详细介绍了15种文化元素，或者说是15种场景维度，并且在细节上提供了一些将文化元素组合成更大的复合物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将它们命名为“波西米亚”、“爱乐之城”（LA-LA Land）、“罗西尼巡演”（Rossini’s Tour）和“迪士尼乐园”（Disney Heaven）等。

这种结合方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化学中的分子革命使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实体看作相同元素的组合，而现在，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场景看作共同基础元素的组合。一方面，我们发现更多的人参观艺术画廊、到无国界餐厅（Fusion Restaurant）[24]（更多的自我表达）就餐，而更少的人会前往社区剧院、参加园艺活动（较淡薄的睦邻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创建一种矩阵来分析不同邻里和社区在美学意义上细微的相似和差异，在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许多文化组织的模式是能够在地图上被绘制、对比和分析的。

邮政编码是社会科学中的“果蝇”，或40000个现实生活中的实验个体

假设你想知道当有机体的基因序列被轻微改动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改动会改变它对于某些疾病的抵抗力吗？会引起更强烈的性活动吗？会产生更高级别的进攻行为吗？或者会导致其他无法预料的结果吗？如果化石记录中有这种改变的证据，那对于找到答案可能有帮助。但是如果这种变化是最近发生的，那么可能需要等待几十万年才能看到它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你仅仅观察像大象或海龟这种长寿的动物，是很难短时间内找到基因序列的奥秘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基因序列相对简单的生物体，它可以快速经历世代交替，或许人们就可以加快对基因序列变化过程的了解。因此，果蝇成为进化生物学家最好的朋友。

当然，这项技术是耳熟能详的。取两组情况基本相同的果蝇作为研究样本，仅在第二组当中引入一些基因改造技术。然后把两组果蝇放在两个独立的容器中。几个月之后，果蝇已经完成了几代繁衍的进程。随后人们观察这两组果蝇是否呈现出了不同的进化方式。

即使在字面含义上并没有哪个社会群体等价于果蝇，但这个实验提供了一种有用的隐喻，即建议我们去寻找更小的分析单位，比如美国邮政编码（US Zip Code）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美国有超过40000个邮政编码，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代码，相互之间的边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并且覆盖了整个国家的地理区域——这与人口普查区形成对比，人口普查区仅限于大都市地区。美国人口普查局收集了有关邮政编码的信息，比如大学毕业生的总数、声称爱尔兰血统的人口信息、其他声称“美国人”的人口信息、25～34岁的人口信息，还有收入、人口密度等信息。而且它每年还会收集关于企业和员工总数的邮政编码信息。这需要用到一种叫作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的信息分类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当地不同场景中各种各样的有用指标，比如宗教组织、艺术画廊、音乐家、环保组织等。

除了这些政府资源之外，黄页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黄页信息现在已经数字化并可在线获取。你可以下载它们，而我们也这样做了：黄页包含了数百种不同的分类，几十种餐馆类型、几十种教堂类型、狩猎场和钓鱼小屋、人体艺术和穿刺工作室、二手唱片商店、冰激凌店、公园和游乐场、墓地等信息。

如果将所有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即使允许在分类中做出一些改变，针对每个邮政编码所代表的人员构成和活动喜好，你也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同时，你可以使用这些汇总的信息，对任何特定地点的美学品质进行非常清晰的解读。其他来源也可以提供有用的补充信息，如个人调查（但这些调查很少在国家层面以下进行）或专业目录（如剧院或家谱学会提供的信息），我们已经对其中的许多内容进行了研究。不同于过去大多数社会科学对邮政编码深度（而不是州或县）和精确度（我们可以划分出数千种类型）的研究，如果有人想要彻底地衡量和研究邮政编码信息，以上这些信息来源为一些相对微妙的美学特征提供了有用的借鉴，正如本书第3章所讲述的，我们对美国“场景”的量化探索，会使这一研究更加明晰。

拥有如此庞大的信息，又要落到如此微小的研究单位上，这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差异。相比之下，美国有大约50个州、340个大都市区和3000个县。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是在较高层面上进行分析的，这在社会学语境下等同于大象群落，即大多数研究在落地过程中混在一起、模糊不清，并没有足够的变化能够看到有意义的差异。“大数据”革命更多地关注范围、多样性和指标组合等因素，而很少关注纯粹的数字——尽管大数据也是基础性的。

研究更多的案例有着简单但是关键的益处，即允许在案例中做各种各样的统计分析，否则研究是不可行的，至少是没有信息依据的。在一个大的N（样本量）中，你可以做我们上面提到的多变量分析，“控制”或“计算”其他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你认为场景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我们的分析中，通常会考虑一个“核心”变量：人口、收入、教育、租金、种族、犯罪，以及其他一些更不寻常的变量，比如艺术工作的集中化，以及这个场景是不是拥有更多的社群主义或城市性（我们后面会更详细地描述）元素。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我们会加入其他的变量。

然而像果蝇一样，邮政编码的社会科学价值不仅仅是统计数据，它的价值是实质性的。每个邮政编码都体现了一种“生活实验”（Experiment of Living）。生活中我们正在观察着数以千计的实验。这个邮政编码区域，正在尝试一种越发越轨、鼓励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那个邮政编码区域，正在尝试更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其他邮政编码区域，正在尝试体现本土真实性的生活方式，或是将公司品牌作为个人意义的来源；还有的邮政编码区域，则结合了以上所有地点的特征。

这些尝试有何结果？拥有这么多的观察数据之后，我们有足够的变量来找出答案。相对于传统场景而言，更多的越轨场景会引起大学毕业生涌入量的增加或减少吗？在什么情况下，本土真实性的场景会吸引更多的婴儿潮一代？如果当地与自我表达场景结合会发生什么？瑜伽工作室、福音派教堂或者武术俱乐部在跨越种族界限方面有做出更好的努力吗？那些沉浸在鼓励个人自我表达场景中的科技公司是否比类似的公司发展得更好？像果蝇一样的邮政编码给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后面的章节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图1-4阐明了我们典型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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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注：一种场景分析的互动方法：解释了自我表达的场景如何增强技术集群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该图说明了如下信息：（1）后续章节中阐述了技术产业集群和自我表达场景的多因素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其他8个核心维度（租金、教育、种族、艺术家群体、人口、犯罪率、政党投票、城市/社群主义场景），在该图中没有显示。这两种分析路径的直接影响分别从自我表达延伸到技术集群。（2）第三条路径指向图中的圆圈。它指明了技术集群与自我表达场景相结合时的相互作用或中介效应。

然而，假设邮政编码彼此独立或许是一种错误。在不同的情况下，两个非常相似的场景，在不同的邮政编码区附近，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含义。再者，在众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一个邮政编码区域中的场景是如何与周围邮政编码区域产生相关性的。例如，当具有强烈反文化特性的波西米亚场景，处于非波西米亚场景周围时，可能会变得非常突兀。也就是说，周围区域并不具备很多波西米亚元素，而是相当传统的。当附近的“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或者至少能够容忍波西米亚场景时，换言之，周围的邮政编码区域变得更加越轨的时候，看似“同样的”反文化场景实际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这也提出了一种假设，我们可以检验它。衡量一个国家中所有县域的发展情况主要基于居民的生活方式，重点包括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传统的普遍态度、对场景选择是否明智以及是否具有美学水准。然后检验这些县的邮政编码，看看邮政编码是如何把当地变得更为传统或较少传统的。在不考虑周围场景的前提下，更高层次的波西米亚场景会带来同等水平的影响吗？但如果在更传统的县，更强大的波西米亚场景会转化为更强劲的人口增长和更丰厚的收入所得，那么针对文化语境的比较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别。本书第4章记录了这个实验，并证明了波西米亚场景在与周围环境进行比较时，其魅力确实是很强大的。

这是一本关于场景的书。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它为什么重要？第1章为本书其余章节设置了场景，介绍了之后会阐述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类型。第2章“场景理论”通过15个场景维度和它们所显示的世界图景，向人们说明了如何将不同的场景维度融入各种复杂的整体中去。第3章对“场景”信息的不同来源进行了阐述，展示了场景所蕴含的多重美学变量，并在这个过程中阐明了将未加工的、冷冰冰的黄页信息和人口普查数据转变成一个地点可供测量的情感、态度和场景的方法。

第4章、第5章、第6章是本书分析的核心部分。这三章分析了场景中的变量是如何与其他重要社会领域之间产生关联的。第4章“回归土地，归因场景——场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研究了场景是如何促进经济繁荣增长的，并将场景与“土地”的经典概念联系起来。这一概念表述为，场景的经济潜力作为生产要素中“土地”的延伸是可以被理解的，这与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提出的经典“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模型相联系，随后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并测试了几个关于场景的经济影响的假设，例如：迷人和自我表达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在社群环境中波西米亚场景与经济增长有关，而在城市性的环境中波西米亚场景并未对经济增长提供助力；步行便利度增强了本土真实性的影响作用，而且本土真实性可以弥补相对有限的自然舒适物带来的弊端。

第5章“家，场景中的家——场景影响居住模式”，研究了哪些类型的居民会生活在哪种类型的场景中。这一章是围绕一场关于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城市社会学的讨论而展开的，并且探讨了如何将人们对社区的关注与场景结合起来，研究结果构成了“新芝加哥学派”（New Chicago School）理论的一部分。这一章包括两个主要的分析部分。其一，“择居受到场景的影响”阐述了老年人或艺术家等特定亚群体，倾向于生活在不同的场景中，揭示了这些场景模式在美国社区改变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其二，“大分水岭？”（A Great Divide？）表明了美国的社区是被场景分隔和联结的。美国睦邻关系的未来相较标准和普遍的关系走向而言，将更加交错纵横和多元复杂，强调的是社区居民强硬而迅速的分裂、断裂和解离。

第6章“场景力量”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政治领域。这一章揭示了投票及其他政治活动是如何因当地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的。本章包含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深化场景与政治一体化的一般过程，并阐明了场景是如何产生关键资源的相关理论，这一关键资源我们称之为“热议点”（Buzz），是可以用来施加舆论影响并获得其他诸如金钱、权力和信任等重要资源的。我们以多伦多本土政治争议案例来说明这些资源的内生动力。第二部分转向更广泛的比较视角，主要研究新社会运动（NSM）组织兴旺发展的地区，其社区类型是如何发展的。这一章表明，尽管新社会运动组织有普遍的要求，但在类似于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生活的地方，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密集、适宜步行、艺术家聚集以及充满自我表达的场景，组织的数量正在增多。而在类似的社区之外，新社会运动组织的数量则相对较少。第三部分是对国家政治的思考。研究证明，场景和总统选举模式之间的相关性在近几十年来有所提升，而且这种紧密的相关性并不能归结为其他重要变量的作用结果。同时，我们指出了场景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富裕的政治含义（以高于平均水平的租金为衡量标准）在越轨场景较少的区域中改变更多。借鉴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2000）的研究，我们将这一转变解释为“布波族”（BoBos）效应。以上所阐述的本章要点都在围绕政治进行描述，主要强调政治环境和本土文化的偶然性，而不是标准媒体地图上清晰的红色阵营和蓝色阵营[25]。

第7章“创造一个场景”的主题是政策，“如何将场景整合到公共政策里”。这一章的目标受众是地方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者。针对如何将场景的概念融入相关政策中的议题，本章在提出具体建议之前，概述了如何将场景的概念融入更广泛的城市和社区的政策挑战中。本章列举了几个案例来阐明：场景是关键的政策杠杆，多伦多和芝加哥的政策经验值得借鉴。

第8章“关于场景的科学”，是一场关于方法和概念的自我反思性的讨论，而这方法和概念则会引起专业学术读者的兴趣。本章回顾了与场景有关的学术文献，将我们提出的概念置于其中，并讨论了关于数据、方法、测量、分析等技术问题和假设。对“建模环境”的进一步讨论，展示了如何应用更先进的统计技术（如邻接分析），来阐明场景空间位置的改变是如何对其动力产生影响的。这部分的讨论更具技术性，但目标同样是用相对直观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概念，并以实例为基础。本章还讨论了场景分析（以及更广泛的领域）中的因果关系，即鸡与蛋问题，并且阐明了艺术工作与所有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还讨论了如何将场景视作结果，而不仅仅是作为社会进程的驱动因素（本书通常是这样表达的）；并对国际上正在进行的场景研究进行综述。

在整本书中，我们触及了一些具有实质性和现实重要性的议题，如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社区构成和政治分裂等。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新的议题会出现，就像有新的数据资源永远可用一样。本书中的大部分数据来自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2000年年中时下载的在线黄页名录。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们还没有获取到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获取新的“大数据”的可能性每天都可能出现。这些数据有着巨大的潜力，而我们目前正在探索这些数据。虽然新的数据资源和热门话题会引起人们相当大的兴趣，但写作本书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不是为了获取最新的消息，而是以新的方式详尽阐述制造和理解消息的方法。



[1] 是一条位于旧金山的嬉皮街，这里指嬉皮文化场景。——译者注

[2] 又名柳条公园，坐落于芝加哥，以当地的时尚文化、艺术社区、夜生活和美食闻名。——译者注

[3] 这里特指乡村音乐场景。——译者注

[4] 一个社区聚会场所，位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译者注

[5] 线上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译者注

[6] 位于纽约的现场音乐表演场地。——译者注

[7] 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集餐厅、书店、休息室和剧院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由Andy Shallal于2005年创立。200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Shirlington开设第二家连锁；2008年在特区弗农山三角社区开设了第三家连锁；2011年7月在马里兰州Hyattsville开设第四家连锁；2014年在华盛顿特区布鲁克兰街区开设第五家连锁；2015年在哥伦比亚特区开拓的Takoma Park街区开设第六家连锁。它被描述为来自美国渐进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作家、思想家和表演者的避难所。——译者注

[8] 声波电路是华盛顿特区实验音乐的发起人。索尼克电路旨在向听众介绍尖端的现代音乐，这些音乐可以反抗流派，为艺术家提供新的平台，展示他们的音乐和机会，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进行网络交流和合作。除了自2001年以来组织年度音乐节之外，索尼克电路公司还全年开展节目表演。——译者注

[9] 美国记者和古典音乐评论家。——译者注

[10] 天鹅绒绳索是指检票、入场时分隔顾客的隔离工具。在此意指高端音乐厅、演奏厅等场景。——译者注

[11] 1码约0.9米。——译者注

[12] 著名美国电影演员。英年早逝，一生仅主演过三部电影。他的主要形象代表他所处年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尝试通过各种叛逆的行为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译者注

[13] 指喜欢在家中庭院中小憩的人。——译者注

[14] 指北美中产阶级家庭贤妻良母型女性。她们一般住在郊区，花大量时间接送小孩去参加足球等课外活动。因为足球妈妈一般是中间选民，这个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常在美国选举中被提及。她们平时忙于家务，不关心政治，但是对家庭、儿童相关的选举话题很敏感，也比较喜欢英俊的候选人。——译者注

[15] 美国知名地方杂志。自2002年以来，Buzz每个月出版四本社区生活时尚杂志，内容主要是关于当地人和事件的人文趣味故事。——译者注

[16] 一档晚间脱口秀。开播时间为1989年1月3日，终止时间为1994年5月27日。——译者注

[17] 道德多数派与美国著名政治组织基督教右翼和共和党相关。它于1979年由浸礼会部长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及其同事创立，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解散。它在动员保守基督徒作为政治力量，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共和党选举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译者注

[18] My-Space是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提供人际交互、用户自定的朋友网络、个人页面、博客、组群、照片、音乐和视频的分享与存放。My-Space也提供内部的搜索引擎和内部的电子邮件系统。该网站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莫尼卡，其母公司总部则位于纽约市。——译者注

[19] 保守咖啡厅与传统咖啡馆的区别在于其家庭友好的氛围，戴夫·贝克汉姆的愿景是这个咖啡厅将反映美国真正的工业、家庭和主流价值观。保守咖啡厅的任务是为那些已经找到自己人生道路的顾客提供一个让他们感到更受欢迎的地方。保守咖啡厅推崇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但并不涉及任何政党议程的认可；相反，他们认识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公民可以分享这些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并寻求一个公共场所与志同道合的个人及其家人见面。他们相信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将这个国家视为世界的领导者，而这些价值观如果不传承给子孙后代，也会面临风险。——译者注

[20] 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是指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译者注

[21] 卡梅尔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下属的一座城市。该市以充满童话色彩的欧式小镇著称，吸引了许多文艺人士驻留。——译者注

[22] 意大利作曲家，他生前创作了39部歌剧以及宗教音乐和室内乐。比较有名的是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创作的歌剧《威廉·退尔》，反映了意大利人民要求摆脱外族压迫的愿望，同时对大歌剧体裁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译者注

[23] 《包厢》是法国画家雷诺阿的名画，画家依据在剧院里得到的印象，创作了包厢中盛装的女性。雷诺阿把人体美作为他表现的重点，他沉醉于描绘女性人体润泽而富有弹性的美，沉醉于表现生活的欢乐气氛。——译者注

[24] 无国界餐厅是将全世界各地不同菜式的食材、香料和烹饪技术加以创新性地融合，在本地菜式中引入异国风味，打破种族和地域的界限，使全球美食汇集。——译者注

[25] 这里意指民众的政治意向。在总统选举中人们用红色代表共和党，用蓝色代表民主党，从而可以在地图上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区人们的政治投票意向。——译者注


2 场景理论

A Theory of Scenes

通过用物理学的分子和果蝇来思考场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有用的隐喻，同样关于怎样去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和关于问题的不同的分析层次、事物的偶然性，这样一些类似的问题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科学形成初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问题不仅在欧洲大陆，同时也在新大陆，在人类科学的学科建设中被广泛谈论。

但是，还没有出现一种社会科学范式（甚至连其出现的迹象都没有），以“解决”或者“综合”这些问题。但是常常有这样一种众志成城的壮志，就是把物理学的精密与人类经验特性与人文艺术学科的广度与深度的敏感性结合起来。这个章节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雄心壮志来发展关于场景的学习理论框架。

这是一项很精致的平衡艺术，我们想要这个理论框架对各种价值观念、风格和审美品位开放。但我们同时也想要这个框架变得清楚详细以便于能充分精确地衡量这些价值观念，因为这样才能允许把它们与其他地方的重要特征做比较，如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什么是场景理论？它是哪种类型的理论？在本书中关于理论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描述性的理论，是回答“是什么”；另一类是解释性的理论，是回答“为什么”。明白两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对待描述性的理论时，我们就会形成这样一些概念性的工具去捕捉一些现象，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场景的特征。成功的描述性理论帮助我们准确找到核心概念，成功的方法在于对我们脑中正在衡量的东西进行可靠的衡量，就像把具体的场景类型和具体的地方联系起来。

相对而言，当我们进行解释性工作时，应该对什么导致事情按这种方式发生或者导致其他事情发生做出声明，这就像我们想要去解释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场景会在此时此地形成，而在其他地方又会倾向于怎样？解释性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原因到结果的清晰过程，成功的方法能让我们梳理那些对结果造成影响的相关因素。

解释性理论假定我们已经对现象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和衡量，假定自己知道场景的内容和位置，以及应该遵循什么。因此解释之前要描述，此后的章节将在描述性水平上展开；这个部分将发展概念，接下来就是把概念和经验数据连接起来，剩下来的章节将对这两者进行解释。

更具体地说，前面的部分发展了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这个问题的概念性回答。它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多维度的，因为任何特定的场景都是复杂的，如传统主义、越轨和自我表达等；第二部分就是奠定一种范式，把这15个子维度分成三种主要的价值类型——真实性（Authenticity）、戏剧性（Theatricality）和合法性（Legitimacy）；第三部分展示了如何把这些维度结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第四部分谈论依靠经验测量这些隐含概念的通用原则。


作为一种多维复杂体的场景

场景理论延伸了社会科学中一些主要的传统的文化分析方式，很多都是介于极端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

从一端来看，文化意味着单一化、总体化、对价值的限定，它规定了整个人类和文明，包括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美洲文明等。这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切断了对给出的分析单位中内部变化的调查，同时中断了对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共性的搜索，就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和花园与意大利、日本的共通之处。

从另外一端来看，划分的范围有强烈的特殊主义倾向，“地方文化”常常呈现一种无比单一的雪花状（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就像我们研究芝加哥的布里奇波特（Chicago’s Bridgeport）和纽约的哈林区（New York’s Harlem）。在开始分析之前，就要停止做对比，因为当地文化强烈依赖于像哈林区这样一些合适的名字，它能把人深深地引入特殊地方的特殊生活中，以至于这个边缘世界的一部分特征都消失了。

在当今的文化社会学的主旨中，这种二元的划分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像约翰·列维·马丁（John Levi Martin）所指出的，社会的代表性类别明显不同于“只存在于文化内部，而不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并没有超出他们）”，也就是说，社会不是具有对应的具体而单一的文化特质的边界系统，例如，任何给定的文明都有归属和普遍主义的文化链，埃森斯坦（Eisenstadt）的文章特别强调这些受所属的群体限定、应该对不同的水平和中心开放的文化链，它寻求建立全球性但是仍然保持特殊性的理论。[1]彼得森（Peterson）采用相似的方式，他对“杂食文化”的理解直接把注意力从对社会和文化区别的严格一致性中脱离出来，有些人喜欢歌剧类的高雅文化，也有人喜欢流行音乐这样的平民文化，而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式、在何时何地，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一种特殊的人群聚集在特殊的文化品位和活动中，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区分人群的品位和活动，其联系纽带是建立在各种社会类别（如收入、种族和宗教等）之上的；同时，这些方式是怎样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的”。

场景是一种强有力的概念工具，可以去辨别不同地方的内部和外部呈现的具有美学意义的范围和结构，从而去发现文化生活的聚集。关于场景的概念将我们的聚焦点很好地从一种与其他文化封闭和隔离开来的共同价值和生活方式，转向一种相互的、松散绑定的、更具灵活性排列的当地价值。同时，把文化和与之有同等要求的同行者“亚文化”做比较，场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一些对抗的文化、地下的文化或者当地高阶的共同文化开放。人们能在不同的场景中选择进入和离开，场景比诸如种族、阶层、国籍、性别等这些根本的原生特征更方便人们做出选择。这个概念对一些边缘性和越轨的文化方式也充分开放，事实上，它创造性地将文化和美学融入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中。

相反地，场景促进了跨案例的比较，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许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意义的范围上，人们对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定义包括但不再限制于种族和阶级的标签。这个观念集中于用生活方式把场景和环境区别开来，就像在谈到学生的环境时，很少提及兄弟会和纯素食协会的不同之处。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能发现一个场景中有不同的文化要素——迷人、合作、正式、领袖魅力，我们能通过比较它们怎样结合这些要素，来清楚地描述一个场景区别于其他场景的特征。当这些都能被绘制和分析时，一个城市的文化结构才得以呈现。

三种场景

为了明白怎样把“作为一种多维度的场景”这样的一般观念转化为一种分析模式，提供一些例子是非常有帮助的。当我们想要去回答某个问题，“这是哪种类型的场景”，这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加以说明。

现在来想象三种不同的场景。第一种场景，我们在一个典型的芝加哥种族社区。一个意大利老男人在咖啡馆外面抿着卡布奇诺咖啡，而他年轻的伙伴在旁边的游泳池里玩耍。在附近，购物者在一家户外水果蔬菜超市中从篮子里筛选南瓜和辣椒。一个下午整个社区都是这样的场景。

现在让我们想象第二种场景，一种更像是波西米亚风格的场景，类似芝加哥的柳条公园或者多伦多的皇后西街。一个年轻人在露台外面喝着咖啡，空气里充斥着独立摇滚，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里面播放着竞争对手正在报名参加一个即将到来的诗歌朗诵而观众正在聚集的画面。临近的餐馆烹调着来自泰国、印度、加勒比、黎巴嫩乃至全世界的美食，当厨师用迄今为止从未想象过的融合方式把香味料和风味调料结合起来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混合香味。

最后来想象一下第三种场景，也许是在多伦多的海湾街或芝加哥的环形区域。一群西装革履的职业男女在进行商务午餐，他们打着红色领带，穿着高跟鞋，拿着细条纹的公文包，黑莓手机急速闪光，股票价格在电视里滚动，频道调整为彭博社的电视节目。百老汇风格的大帐篷开始点亮，化妆师等待去装点夜晚的星空。人体服装模特的高光设计在萨克斯第五大道展出。

每个场景都包含不同的活动和经验，同时这些经验反过来通过对各种舒适物设施的有效使用而得到促进。咖啡馆、餐馆、剧院、百货商店、教堂等一些提供设施的场馆和特殊场所，对每种场景的形成都起到了刺激作用。

很难明确地说明一个场景包含什么

“这些场景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们的特殊性质和品质存在于何处？”如果我们想弄明确些，而不是仅凭一种散乱的直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们中任何一种类型的舒适物设施或活动，在三种场景中，都有咖啡和音乐、饮品和食物，以及工作和休闲。它们可能都有餐馆、商店、音乐厅，同时还很可能有教堂。这意味着场景的特征不是固定存在于任何单一的舒适物中的，我们经常不得不去用集合和混合的观点来解读不同场景之间的区别。

其他社会学家和文化经济学家在分析当地场景的定性特征时只用一种或者很少的舒适物去衡量，如餐馆、博物馆或书店。我们在此工作的基础上，用舒适物作为衡量场景的一种重要的指示器。但是我们可以走得更远，通过记载和综合数百种不同类型的舒适物，比如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每一个地方的邮政编码，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图景，能让我们看到当相同的舒适物（文身店）和另外一些舒适物（艺术画廊或狩猎小屋）结合起来时，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在第3章“城市‘闲逛者’”中，我们在定量数据中，随机对来自法国、西班牙、韩国、日本、中国和波兰的平行研究结果进行对比。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仿佛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观光旅游，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对场景的全面认识。


专栏2.1 什么是“舒适物”？

“舒适物”（Amenities）一词源于经济学，是一个比较难界定的术语。它与“消费”有关，通常是指使用或享受相关商品和服务时所带来的愉悦，但又很难量化的东西。这与增加市场价值的生产性“资本”概念形成鲜明对照。在这个词的使用中，歌剧、公园、钓鱼湖和舞蹈俱乐部都属于舒适物范畴。最为典型的是经济学家对诸如清洁空气、温暖天气等自然舒适物对租金的影响的分析。

但舒适物也具有生产性的市场价值，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其他学者在分析中所强调的关于如何建立文化或符号资本那样。在不同分析视角下，同一个工厂可以被视为一种舒适物，也可被当作一家生产公司。前者关注它在塑造当地地理景观（Landscapes）上的作用，后者更关注它能制造生产多少产品。

我们认为，舒适物以及与其相关的商业、组织与服务等不但能够提供愉悦，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购买寿司或比萨饼是一种市场交易，但是，如果生活居住在一个很容易找到寿司店和比萨店的社区，这种愉悦所产生的意义可能要大于或超越这一交易行为本身的市场价值。诸如艺术家和老年人等人群，也可以属于舒适物范畴，因为其他人可能会前往或访问特定的社区，部分原因是他们期望在那里找到特定的人群。

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每一个对象或物体都会被轻易看作一种舒适物。一些物体可以为场景创造更好的主题。艺术画廊、美食家咖啡馆、枪械库、沃尔玛等，它们比简单的加油站揭示出更多的意义。因此，必须决定在场景画面中包含什么内容以及包含多少，就像导演必须决定投入拍摄一样；内容太多会使“水浑”，太少又不能充分捕捉到一个地方的活动和实践特征。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包括范围广泛的类别，从歌剧到广告公司，从鲶鱼餐馆到律师事务所，用这些来辨识各种活动与实践，从而定义“地方场景”（Local Scenes）。这种方法，包括更广泛的舒适物分类，然后评估不同类型舒适物组合所产生的意义，是我们现在舒适物研究工作与此前的根本区别。

——笔者



在这些未经加工的数据变得有意义之前，我们需要发展出一些概念性的工具来把这些数据中的场景特征提炼出来。这是因为单一的舒适物设施产生不了任何特殊的场景，同时每一个舒适物设施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构造一个全面的场景。引进这种意大利咖啡可以唤起一种身处当地的真实感，但也有可能在同一时间暗示了一种传统的正当性，他们现在做的和他们过去所做的一样。这些泛亚的餐馆可能会凸显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可以断言这种价值是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类似于在一种老旧的机器上通过个人化的扭动方式来展现出来。夜总会VIP区的红地毯可能在渲染一种迷人魅力，就像对礼节的关注总是依附于对外观标准（诸如衣着规范）的鉴定是一样的。是全部而不是单独的这一个或另一个设施构成了所有场景理论的标语。

当我们更深入一点从舒适物转到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时，进一步的困难就会出现。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有必要转向一个更高水平的抽象层面。这是因为同样的特征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场景中找到，被许多不同的舒适物所展现。以“本土真实性”为例，在一家意大利咖啡馆，一个标签告诉你，这种特殊的浓咖啡发源于这个西西里岛的小村庄，同时照片展示了当地小联盟团体的赞助商。在那独立咖啡馆的柜台上有一大堆当地乐队的CD，它巧妙地引用邻邦的历史和在诗歌会期间只有当地人才能领会的地标建筑。

因为同一维度的意义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它们的特性可以（也必须能够）从任何特定的场景中抽象出来。每一种特性，包括本土真实性、越轨、传统主义、迷人、正式都有它们能够被分开阐明（即被区别）的特征。这也意味着没有单一的抽象特征来定义任何特定的场景。如果场景一和场景二都有当地真实感的维度，这并不会使得它们成为同一场景。在每一个特殊的配置中用怎样的方式把一种特质和其他特质结合起来，这才是不同之处。一个是自我表达和越轨，另一个是睦邻和传统主义。但是这些结合的出现，使得场景成为多种特征的特定组合。


专栏2.2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现象没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我们所有人都享有同一个世界，但我们和其他人产生关系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或者说这些关系，我们才把它们都称为“语言”。我会尽力去解释……

以棋盘游戏中五花八门的关系为例。我们可以通过纸牌游戏找到与第一组相对应的许多东西。这个过程中，某些特征消失的同时也伴随着其他新的特征的出现……

这次测试的结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重叠，纵横交错，甚至展示出整体的相似性……

除了“家族相似性”，我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描述这种特征。“家族相似性”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眼睛的颜色、步态、气质等特征的相似，同样呈现出复杂的关联性。我或许会说：“游戏形成家族。”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73，格言65～69）




一个场景的多重意义

我们必须从更抽象的层面来回答“这是哪种类型的场景”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些直接的挑战：哪种维度应该是我们选择的？哪些将是或者就是我们文化元素周期表中的隐喻性原子？我们将怎样组织它们？我们将何时或者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没有最终的答案。我们只有基于处理它们的经验而遵从实用主义的指导。

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试图提前划定哪些文化元素能存在于一个场景里，那么我们将永远也无法停止。每列出5个特征，你就能想到比这5个更多的特征。同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看这个世界上的场景，就希望这些固定设置的场景特征自己跳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知道要寻找什么。同时，就像詹姆斯所言，在这些抽象的特征（如美和力量）中，事物和事实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


专栏2.3

正如我们所知，在更宽泛、更抽象的概念层面上，对于超验主义作家（如爱默生）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宇宙中的具体事物存在本身就有其意义。时间、空间和乙醚浸透事物，我们得以感受到抽象的和本质的善、美、力量、意义、正义，及其涵盖的一切美好的、强有力的意义。

这些想法和其他同样抽象的概念，构成了所有事实的背景，是我们所设想的所有可能性的源头。我们会赋予“自然”一种特殊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分享这些抽象的性质而来。我们永远无法直视它们，因为它们是无边界、无特征、无根基的，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去把握所有其他的事物。在处理现实世界时，我们或许会感到无助，因为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些精神对象，包括这些形容词和副词，以及分类和概念的起源。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1902，56）



最谨慎的行动就是采取一种中间道路，这既不是一种纯粹的系统性的理论，也不是纯粹的经验主义。相反，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各种文化的一系列起源，像诗歌、小说、宗教、电影，同时也可以看看一些非小说类的作品，像新闻、民族志、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社会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理论和哲学。从这些文化范畴中寻找那些关键性要素。（从后文可知，我们最终选取了15个维度。我们通过给原始数据注入具有文化意味的“主旋律”，将其划分为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主维度和15个子维度。）

这些来源阐明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重复性的主题，这些主题经常出现在参与者和观察者自己的场景中。我们可以在一些批评者、哲学家、新闻家、人类学家工作的基础上来增加一些巧妙之处。这些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尝试描述许多场景的关键特征，但是对场景的研究不是很严密。尽管这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固定的理论体系，但从实用性来看，已经足够去建立一个可行的、把各种维度都结合在一个场景里的机制。毫无疑问，像领袖魅力、自我表达，或迷人等这种分类的出现并不是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常见现象。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点：我们想要将社会和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概念（如迷人和领袖魅力）植入这些街道、商业街的舒适物设施和场地中，证明这些概念可以与平均租金或GDP等指标放在一起使用。

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

这条中间道路的目标就是将当代和古典的文化分析的优点汇集起来，但是也会立即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哪种类型的价值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当然，给出一个详尽的答案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一些一般的分类给我们提供了收集文化要素的方向。

首先，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三种场景中，种族社区、波西米亚和市中心的场景。现在我们注意到，虽然每个场景都“说”了很多，但它们说的东西有相似之处。在那个意大利小镇的画面中，独立音乐的标签、企业标志暗含着一种关于“你到底是谁”的肯定和否定。我们把这种叫作“真实性”，它们都在讲述关于“如何变得真实”的事情。我们怎样来说出这些不同之处——从一个特定地方过来并分享当地的习俗，来自一种特殊的种族遗产，或者持有一个确切的品牌名字。这些含义彼此相似，都指向真实、实在的东西，而非虚假、伪造的东西。

但是场景不仅说明了如何变得真实，也有些是关于在场景中如何用你的衣服、言语、礼节、姿态、举止和外表来“表现自我”（present yourself）。场景中诸如检查桌布及类似的家庭式服务中，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建议，就是我们应该用一种温暖的、亲近而友好的方式来表现自我，一种正式的着装方式用如海潮般涌动的黑色西服展现，一种越轨的方式通过有破洞的牛仔裤和挂在墙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标志展现出来。回顾这些“戏剧性”的外在风格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个场景支持或反对的一些其他价值的通用类型。

真实性是关于哪个是真正的你，戏剧性是关于你怎样去表现。就像什么使你相信你的行为是正确或错误的一样重要，场景不仅把这些说得很清楚，同时还使用了不同的方式。如果天主教的弥撒教导人要听从传统的声音，那么这诗歌朗诵的MC就是在要你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那些挂在墙上的海报宣传的人类权力说要你听从那些众生平等的世界真理，那么格瓦纳、乔布斯和里根的雕像就是在教我们听从最伟大的领导者的声音。思考这些决定孰是孰非的方式即“合法性”的内容。因此，我们得出了在一个场景中三个利害相关的、综合的价值分类：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


专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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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图2-1是一个Google Ngram。它显示了从1700年到2000年，书中出现的关于“真实性”用法的变化。

对真实性的探索在当代想象中占据重要位置。现代术语“真实”和“真实性”源于希腊语的“Be My Own Hand”，最早分别出现在14世纪和18世纪。这些术语建立在对卢梭（Rousseau）、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文字价值基础之上，在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海德格尔（Heidegger）这样的哲学家手中获得了强大的象征性力量。附带如此价值的这些术语对现代性特有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

这些术语的使用率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呈上升趋势，而在1830～1920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直到1980年才又稳步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使用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时期伴随着许多新鲜事物的出现，如有机食品、真人秀节目、谈话节目、不太正式的制服。

早期的概念化呈现新的特征。面对无处不在的偶然性经验，许多批评家所说的城市人群中的“假面”“虚伪”“虚拟体验”等标签开始在电视屏幕上交织出现，现代工程和大规模建设也出现在了旅游广告中。“真实性”成为一个强大的意义来源，它提供的是一些有机的而非人工的东西，表面上不掺杂任何外部干预。大自然的纯净，而不是文明的扭曲，是一个最有力的象征。从原生品牌到企业品牌再到民族国家，其他的社会资源被证实同样强大有力。

Google已将全球各大图书馆的内容数字化，并对其进行总结分析。这样就可以像在这篇文章中一样把单个词语表列出来。在Google和其他一些网站的报告中分析了Google图书内容取样和测量问题的逐步数字化的方式。可以看出图书和标题的准确数量不尽相同。数据是在2013年3月左右使用Google Books N gram Viewer（TTP：//books.Google.comm）列出的，Google图书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性使其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研究过程中所需的资料。



这三个类别在古典的社会思想中得到了阐释：从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的关注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戏剧性的研究，再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真实性的探索，最终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虽然巧妙地阐明这些类别的深层含义以及它们在不同学者之间的曲折变化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但在这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更多地运用它们去分析场景而非解释场景，即将它们加入一个灵活的框架中来对场景进行比较。表2-1总结了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的关键特征。

表2-1 场景分析的三个要素：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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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综合分类的界限是模糊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真实存在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相对容易地识别它们，特别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例如，“变得真实”和“变得正确”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那个很迷人的意大利咖啡馆可能使用的是在剥削条件下收获的咖啡豆。那些很真诚地遵从理性的人，在忠于真实的自我时，可能就会违背他父亲的道德期望。


专栏2.5 时尚空间

时尚空间如同经济一般，使一系列的个人交流得以串联在一起。不同点在于，我们的交流在时尚领域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的。我戴着的帽子其实是在向其他人展示我的风格。在这一点上，会有人对我的自我展示做出回应，当然我也会回应他人的自我展示。

时尚空间是我们维系语言符号和意义的一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但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手势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的帽子能表达我独特、骄傲而低调的自我展示，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之间形成了共同的风格语言。我的手势和你的回应也将通过这种新的风格语言呈现自身的意义。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表达的是：时尚空间的形成不是基于一个共同的行动，而是基于相互展示的维度。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其他人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见证人，同时也决定着我们行动的意义。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这种空间越来越重要。大量的人在这里接触，彼此不认识也不打交道，但相互影响，构成了彼此生活中不可脱离的环境。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2007，481）



戏剧性也会与真实性相冲突。作为戏剧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华丽的衣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而作为真实性的表现形式，它们可能正代表着装腔作势的人。正式的礼服可以让一个事件变成一个场合，但同时也可能象征着一种自我思考的道德缺失。但当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不再冲突时，它们就会指向不同的类型标准，从而对场景的本质做出评估。

文化要素的排序

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是一个广泛的类别，能够帮助我们组织一个场景可以支持或抵制的意义类型。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我们需要说明这是哪种类型的场景，但仅有真实性和非真实性、戏剧性和非戏剧性、合法性和非合法性这些类别是不够的。比这更多的是，我们需要说明这个场景价值的真实性类型，以及是哪种类型的戏剧性和合法性。这些精确的维度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比如本土真实性、迷人的戏剧性或者传统的合法性。现在我们就从这里给出这些维度，算上类似的维度总共有15个，而关于这15个维度的更丰富的内容会在接下来进行详细论述。

在这之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15个维度是如何彼此联系的，我们将它们看作大家庭中的成员，这有助于我们依据一个模型来对它们进行排列。把这个隐喻延伸一下，将这种排列想象成类似于元素周期表中元素“群”的一般排列，从金属成分多的元素向金属成分少的元素移动，就像我们从左向右移动一样。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也比比皆是（埃里克·塞利，2006，11）。就像有些金属是柔软的和暗淡的（像钾和钠），而其他一些是坚硬的和光亮的（像金和铂）。这些同样适用于文化元素，就是对待这样一些例外情况时不能把它们看作我们的荆棘，而是要把它们当作对我们长远思考的鞭策。只有这样你或者其他任何人才能发现新的元素和模型。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已经涉及这些，比如我们增加了“自然的真实性”应用于加拿大的模型中。

首先来考虑真实性，真实性讲的就是何者构成你存在的本源，真实的你来自哪里。对“你自身”范围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去组织真实性的维度，这有些像归纳的逻辑。从表2-2的顶端开始，这些维度把“我”的地盘扩展到了全世界。当我们接着向下看时，发现当地和国外相反的一些有限和特殊的真实性在向外扩展。与“真实的”国家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将真实性与迁移社区连接起来，同时跨国的种族和公司来源的真实性还在进一步扩大。一个种族或一个品牌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宣称其真实性。在原则上，理性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它不仅能提供人类的真实本质，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理性主体：火星人、天使、上帝等。

表2-2 场景的分析维度：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的15个子维度

[image: ]

现在我们转过来探讨戏剧性。戏剧性是关于表演的，同时在这里是一种确定的表演逻辑，它不是特殊对应普遍，而是外部和内部，惯例和异常的逻辑。首先，自我的炫耀性展示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被人观看的对象：“看我啊！”但是究竟看什么，能否更具体一点？表2-2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能根据惯常的模式、正式的模式或者是对这些模式的变异，甚至一种违规性的模式来表演。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自我，能把你的观众引入你的内心，就像你的好邻居一样，有种亲密而温暖的感觉，或者导向一种外在的、表面光鲜而又充满魅力的感觉。

那么，什么是合法性？合法性关注道德判断的基础，裁决对或错的权威是有根据的。时间和空间是区分可能存在的权威性的主要方式，在表2-2的最顶端，从权威性开始，传统暂时地指向一种过去的权威，就像古典主义驱使人们要重视经典大师们的智慧。现有的权力存在于一个有号召力的人手里，在这些伟大领袖和先知的光环中，他们告诉我们应该听他们的，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可恶的。让自己走向未来的权威，不是为了现在的快乐而活，而是要为未来做打算。不是把过去当作一条规则而是将它作为一种信息的来源。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态度：精于计算、前瞻性、权衡利弊。最后我们来看合法性的空间维度。这里存在着平等主义的全球理想，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就像在道德主义中咖啡的公平贸易）。在这里就是个人的合法性，当终极的权威性存在于你且仅仅是你一个人身上时，那么用自己方式对特殊的环境（即兴独奏或偶遇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做出回应就是自己一种独一无二的责任。

场景的15个子维度

就像人有时候和蔼可亲，有时候充满敌意一样，场景也有自我表现的时候。正如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既友好又有点神经质，同时我们又知道他自我表现中掺杂着的更多的是越轨而不是迷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特殊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清晰画面。为了弄懂那些类型多样的联合和比较，我们需要对表2-2中“迷人的”“爱炫的”“越轨的”以及表中的其他维度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因此，每一个维度都应该被详细地表达清楚。把那些简短的描述想象成袖珍的世界地图，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能够在多种场景中体现出来。

1.戏剧性

迷人（Glamour）（时尚） 时尚的场景具有耀眼、闪烁、神秘但又诱人，像自身而又超越于自身这样一种魅力特性。文学学者朱迪斯·布朗（Judith Brown）表述了这种经验的主要因素。“迷人”这一特性将观众置于“生活的多重侮辱”到“平静的冷淡和漂亮头巾”这样的好莱坞摄影潮流的世界中：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中，一种渐渐消逝、不可接近而又永无止境的诱惑（2009，171）。规划师伊丽莎白·科瑞德（Elizabeth Currid）通过统计盖帝图像提供的有关文化和娱乐的照片而构造了一种“声音地理”（Geography of Buzz）。因此，如果你要执意找出“迷人的魅力在哪里”，你或许该去看看电影开幕、大型晚会、被狗仔队环绕的夜总会、时尚秀、魅力沙龙以及娱乐杂志，还有那些对迷人体验不热衷的地方（远离了浮华与虚无的平凡的场景），诸如家长会、郊外的露营地、油腻的菜肴、工厂的速食餐厅和当地的酒馆。


专栏2.6

“迷人”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字面上的魔力咒语，它让观众看到了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在其现代的隐喻形式中，迷人通常以一种特定的形象出现，即视觉或心理的一个人、一个物体、一个事件或一个场景的形象化的图像或思想。这种现象未必是假的，但它具有误导性。它的魅力在于模糊或忽略一些细节，同时加强其他特质。我们看到的是舞蹈，但不是彩排；是高跟鞋，但不是水疱；是天际线，但不是肮脏的街道；是跑车，但不是汽油泵。为了维持这种幻觉，魅力需要一种神秘的元素。它不是纯粹的透明或不透明的二元分类，而是半透明的。它只是让你有足够的熟悉感，来激起你的想象力并触发观众的幻想。

——弗吉尼亚·波斯特莱尔（Virginia Postrel），《说服力》（A Power to Persuade），2010）



睦邻（Neighborliness） 热情、关怀的社区成员用友情去团结朋友和伙伴，这是睦邻友好的理想形式。和谐的场景强调了亲密性、个人网络和面对面的亲昵关系。社会学家布朗·萨拉西诺（Brown Saracino）在对“社会保护主义者”的研究中发现了邻里关系的象征性力量，社会保护主义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比较老的街道，重视老前辈的存在，以及他们所强调的生活方式。她的被访者强调邻里之间的亲密以及友谊，社区的亲昵性是通过不断的非正式化交流而建立起来的，比如分享节日佳肴、在街道上的简单互动。孩子以及他们家庭的存在同样非常重要。他们同样强调社区聚会、和陌生人的交流、社区节日以及工人阶层家庭（2004，145）。一个被调查者这样描述芝加哥邻里场景的吸引力：“那里并没有足够浓厚的邻里氛围。”（布朗，2009，90）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这才是真正的邻里氛围。你可以在巴黎的工薪阶层社区感受到这种氛围，领导者和普通百姓的关系都是“同志”（Comrade）。社区中心、当地酒馆、周边教堂、公园和操场都被看作具有邻里场景的地方。缺少邻里氛围的场景存在于与陌生人的匆匆交往中，人人都被看作可交换的一部分，或者是和某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股票市场，在漆黑的练舞房楼梯，在拥挤的地铁上，或者是喧闹、匿名的街道上。

越轨（Transgression） 越轨是指打破了传统的呈现方式，破坏了人们对礼仪、着装和举止的正常期许，摒弃了主流的敏感性。被我们视为越轨行为的很多情况都取决于何谓主流、何谓传统。正如社会学家艾伦·布鲁姆（Alan Blum）所说，越轨是戏剧性的（外在展现），而不仅仅是教义（教条规范），它涉及表演、展示，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常规化”和自我的僵化限制（2003，174）。关键是要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剧场，并做好准备去打破固有的剧本。城市民族志学家理查德·劳埃德对芝加哥柳条公园的研究揭示了这种类型的戏剧性（呈现形式），对于维持一种特别强大但脆弱的城市氛围（Urban Ambiance）至关重要，这种城市氛围的气质被称为“坚毅即魅力”。关于风格和外观的传统规范被经常打破的地方，越轨性就愈加强烈——鸡冠头、噪音、文身和人体穿刺，这些都能够体现这种气质；正装、系扣领衬衫和“礼貌”刚好和这种气质相反。


专栏2.7 

对于柳条公园的新波西米亚人来说，这条街上到处都是粗犷的街道，它通过服装和举止表现出了一种“非法的审美”。这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1950年5月时所称的“存在主义的嬉皮士”的形象很相似。之所以展现这些个人风格，其目的在于标记他们不同于主流社会，并帮助他们融入他们体验过的当地的场景中。

所有与“边缘”（the Edge）这个术语相关的价值元素对新波西米亚的身份识别都至关重要。正如一位西区画廊老板所说：“如果你不是生活在边缘地带，你就占据了太多的空间。”

——理查德·劳埃德〔《新波西米亚》（Neo-Bohemial），2006，83，97〕



正式（礼节）（Formality） 正式的场景将被高度仪式化，通常礼仪的服装标准以及演讲风格和出场都被标准化。这些严格的设置通过给那些好的统治形式创造空间而远离了单调的程序。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在描述一个简单的手势或短语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交礼仪有关这方面是一位专家，尤其是在被大力提倡的法国沙龙方面。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敏锐观察到众多现代设置中的喜剧风格表现，关注那些告诉我们个人临时仪式状态的刺激物，无论他是否从事正式的社会活动、工作以及非正式的娱乐（1959，24）。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参加教堂前的游行，去参加军事游行，或者去三星级米其林餐厅就餐，强调庆祝的正式性，关键是要符合规则。他们将场景融入场合中，其非正式性则可以通过不拘礼节的民族音乐节、家庭聚餐以及休闲酒吧等场景展现出来。

爱炫（Exhibitionism） 张扬的个性会使私生活高调公之于众。个人成为关注、仰慕的对象。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如此描述对性别的表现主义态度：“爱出风头的人希望在宣示其欲望的同时不必被别人要求。”（2008，40）即这种欲望可以在不被期待的情况下被他人知道。这是一个了解自己，也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程。这种态度无关乎性别，勉强可以被理解。试想舞者在高声喝彩的观众的注视之下，在高高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在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肌肉海滩，健身爱好者不仅是为了加强肌肉力量，更是为了向过往的行人展示他们的胸肌；在街边咖啡馆情侣高调秀恩爱。这些都是引起注意的具体表现形式，但通常“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当然，如果想寻找与之相反的情况，应该去那种倡导保守和谦逊气质的地方，比如天主教学校或行为礼仪学校等。


专栏2.8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我是一个很好的专家。”

蒙特利尔是罪恶之城。至少，我们是这么被告知的。这个短语已经变得如此熟悉，甚至成为我们当地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财产》（Patrimoine）从酗酒走私到帮派斗争到市政大厅腐败到性，蒙特利尔大摇大摆，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回到了白天（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火与硫黄石）。

这就是我们多数人所指的“勇气”，这一定是勇气。这一定是让蒙特利尔被称为“世界之都”的勇气。

因此，我们将在这里重新实施发展计划。如果不是用灰色和玻璃的调色板来清洁蒙特利尔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会加重它的丑恶面，创造一个真正的罪恶之城？香料在炖菜中是主要的调料，目前的计划就像是盐，蒙特利尔需要的则是一些辣椒。

——埃米尔·托马斯（Émile Thomas），《从真正的罪恶之城学习贸易的诀窍》（Learning the Tricks of the Trade from the Real Sin City），2009）



2.真实性

本土性（Locality） 米尔顿·雷克夫将他关于芝加哥政治的研究命名为“We Don’t Want Nobody Nobody Sent”，但是这种情绪也延伸到了芝加哥经典酒吧或者德州轿车上无意中走出来的局外人。之所以选择这些地点是因其典型的当地性，其丝毫未受到外来习俗的浸染。这里有当地的手工艺集市、出售本地自制啤酒的小酒馆、年代久远的商店和客栈。1908年，当地教堂牧师，也是高中足球竞争对手——沙伦·祖金（Sharon Zukin）强调了当地农贸市场的强大力量，人类学家米歇尔（Michèle）的一篇关于普罗旺斯市场的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市场里，小贩穿着农民的蓝色罩衫，操着一口混着当地方言的不太标准的法语，在自己的小摊上卖力推销草莓、青豆、甜瓜。买家挑选着还带有泥土的新鲜胡萝卜（祖金，2010，120）。如果对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有深度、独一无二、有着微妙之处的地方，那么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当地”就只是外省而已。傲慢又局限于地方，试图寻求全球化和更多的国际元素——这也是从司汤达到托马斯·沃尔夫的《无处还乡》等小说永恒的主题。水果摊、小酒馆、肉店、老旧的服装店、食宿店、集会中心这些元素真实地反映着其地方性，而国际银行、人权中心、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化标志又昭示着其国际性的一面。

族群（Ethnicity） 作为真实性的一个典型维度，种族习俗就意味着根深蒂固、无法选择，而且并不受到同质化的、隔绝的、抽象的全球单一性文化的影响。布朗再一次证明了种族强大的稳固性。在芝加哥安德森威尔地区，那里的仲夏节集会连同五朔节花柱（May Poles）都是传统瑞典仪式的再现。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一年一度的河流祷告仪式强化了其作为葡萄牙渔村的特征。在莱登有老人节，在芝加哥阿盖尔街有中国的春节庆典（2009，137）。社会学家大卫·格拉齐安（David Grazian）的书《蓝调芝加哥》（Blue Chicago）也描述了起源于芝加哥大大小小的蓝调俱乐部的相同情景。他指出，根据许多消费者的说法，相比市中心的俱乐部，处在充满浪漫和传奇色彩的过渡性娱乐地带的俱乐部商业化程度更低、更有特点（2003，72）。那里有上了年纪的黑人歌手、烟雾缭绕的社区蓝调酒吧、黑人贫民区的嘈杂。对民族真实性的探索影响着音乐家的演奏会、观众出席的表演。种族主题餐厅、节日和商店能告诉我们哪里的真实性最强。

国家（State） 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1976）在《从农民到法国公民》（Peasants into Frenchmen）一书中讲述了法国农民对其身份的认同从当地习俗转向民族国家时的痛苦与挣扎。社会学家约翰·利（John Lie，2004）的《现代民族性》（Modern Peoplehood）更加广泛地扩展了类似的观点，书中记述了现代国家如何将本身没有很深的国家印记的群体转变为有着国家身份、国家历史、国家公园、国家课程、国花、国鸟、国歌的民族。这些国家形象仍然是强有力的。我们会在7月4日联想到《共和国战歌》或在7月14日联想到《马赛曲》，在盖茨堡战场漫步或者在公立学校诵读效忠誓词。国际体育赛事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流行于世界各国的国家节日、阅兵游行都强化了这些象征。作为一种场景维度，现实中也会有人拒绝接受这种爱国教育，毕竟世界是多样性的——既有狂热的支持者也有敌意的批评者。想想无政府主义俱乐部和在狩猎小屋门上写着“不要对我指手画脚”的牌子吧！


专栏2.9 自酿啤酒和美国啤酒的复兴

1979年，在美国境内经营着44家啤酒厂。如今，这里有超过1400种产品，生产出巧克力味黑碑、烈性黑啤酒和其他手工酿造的啤酒。可以说，美国现在的酿造方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啤酒之王”曾经在许多酒吧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现在却被各种各样的瓶子包围着。这些瓶子的名字很有创意，比如“骷髅头”“老色鬼”“灌篮高手”“小巨魔”等。这样的啤酒厂常常骄傲而又自觉地拍摄当地的历史照片，将地图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其他物品作为装饰的一部分。于是，当地和地区的啤酒又重新出现了。

地理学家弗莱克（Wes Flack）推测，这些机构的发展是“新地方主义”（Neolocalism）运动的主要例证。人们试图与当地、个人和独特的文化重新建立联系（Schnell、Reese，2003，45）。加州圣马科斯市的石头啤酒公司的老板说：“我们公司的标志——石像鬼（the Stone Gargoyle）防止了现代的魔鬼（化学防腐剂、添加剂和附着物）污染我们的啤酒。”（60）

地理学者斯内尔（Schnell）和里斯（Reese）认为：“微型啤酒厂已经成为地方特色。”在微酿啤酒中，现代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是蓝领（如铁匠、矿工或汽船船长等，其中矿井工人和伐木工人是比较典型的）的生活方式“几乎总是被忽视，我们没有找到股票经纪人或系统分析师。靠双手劳动工作的人，其生计与其所处地理环境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他们居住的地理环境代表着‘真正的’地方”（2003，59）。

——梅根·卡拉曼



企业（Corporateness）（合作意识） “挡不住的诱惑”是可口可乐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打广告战时提出的著名广告语。跨国的、全球的、连接各国的、地区和民族划分，现代大公司的这些标志维护了“定义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权利，宣示着对多数人的忠诚。这也是古驰的包包和山寨货、耐克和杂牌货以及硬石餐厅的薯条与普通薯条之间的斗争之诱人所在。试想一个人经过当地的小咖啡厅，却径直走进星巴克，对于星巴克这个品牌为消费者承诺的体验如此有信心，从西雅图到紫禁城都一样坚定可靠。约尔格·马绍尔（Jörg Marschall，2010）描述过集结在“大众汽车经典品牌社区”的发烧客们。约翰·汉尼根（John Hannigan）的《幻想城》（Fantasy City）所描述的许多公司品牌主题餐厅、综合性娱乐设施以及博物馆使得美国及许多环太平洋国家的城市中心更加精彩。他在书中指出，许多游客们常常收集各种带有公司Logo的、有纪念意义的品牌纪念品，以作为自己特殊的“护照”，证明自己曾经到过这里。硬石餐厅连锁店就非常聪明地运用了这一惯例，从而在世界各地的销售点为顾客们提供咖啡以及服务（1998，70）。其品牌如此宣称：我确实让世界不一样了。全球性跨国品牌同样也最容易受到夸张的或实质性的攻击，例如，“反麦当劳化”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这个公司本身。I hate starbuck.com网站会不断地收到对于星巴克服务体验反面的证词。名牌和全球知名公司帮助我们发现这种维度，而同时更生态化和反建制主义的组织则给出了反面的证词。

理性主义（Rationality） 真实的自我存在于思想中，这是对于合理的真实性理想的认识。自发的理性思考，比那些武断的思考和地点、种族、国家等外在因素更加深刻。智慧是纯净的，还未被政治和商业所污染。小说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芝加哥提出了这一条原则，他宣称“未被思想弥漫的城市，是没有文化的城市”（1975，69）。喜剧大师谢力·波曼（Shelley Berman）在海德公园内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你从未遇见过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那我将会向你描述他们。如果你给他一杯水，他会说：‘这是一杯水，但它真的是一杯水吗？如果它是，那它又为什么是一杯水呢？’最终他死于口渴。”（Dougherty、Cohl，2009，93）丹尼尔·贝尔认为，书籍比电影更能培养人的认知能力。读者会以自己的节奏去了解书的内容，对其中的图像和符号做出更多的反应。而电影将观众抛至一边，使其更容易被情绪压制。对他来说，纽约和洛杉矶的对比恰恰是这一区别的典型代表。

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hin）的“高新技术区”（Nerdistan）理念，描述了另外一种情况：“大型新建的建筑几乎全是高档的办公园区，有便捷的马路和高速路联通，周围的社区住民也基本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高新区的概念钟情于一种“校园式环境”，迎合一种“权力和特权属于新型技术精英的科技社会”这样的品位（2001，41）。这里要的并不是那种沿着蜿蜒小路形成的邻里结构，而是由网格布局，凝结了人类自身思维智慧的设计，如同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没有名称，只有编号。而法国拿破仑大学的传统，如同它的千米长路，为世界引入了度量系统和《拿破仑法典》，同时又反过来激励着知识分子们，甚至像黑格尔（Hegel）这样把正义与理性纳入他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分析中的学者。19世纪的浪漫主义将理性作为一种陪衬，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研发实验室、研究中心，以及技术企业展现了这一维度，而前卫艺术展、大麻商店，或是冥想中心、玄学书店等，站在这个维度的另一边。


专栏2.10 为什么美国人喜欢连锁店

“埃及人有金字塔，中国人有长城，英国人有完美的草坪，德国人有城堡，荷兰人有运河，意大利人有宏伟的教堂。而美国人有购物中心。”这是著名的城市历史学家肯尼斯·杰克逊（Kenneth T.Jackson）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

将购物中心和其他优雅成就相比较是滑稽的，但连锁店的完美之处在于与购物中心的一致性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个性精神…… 那么，我们的个人理想与共同实践之间的鸿沟是什么呢？

弗吉尼亚大学以大石（Oishi）为首的一群行为科学家认为这与住宅流动性有关……大石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美国人的不安情绪导致了美国购物中心的兴起。我们都有一种对熟悉的渴望，一些持续运动的东西可能会促使相似行为的发生，比如在酒吧里点同样的饮料。简而言之，运动产生焦虑，焦虑寻求稳定。

这是大石和他的同事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杂志上提出的理论。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来验证他们的想法，这些研究考察了流动性和脱衣舞的相关性。在一次测试中，他们把128个人聚集到一个实验室里，向他们展示了一份购物清单，并让他们在这些购物清单中做出选择。该清单将全国性连锁商店与当地同类商店相匹配（如全食超市和生鲜超市）。他们还收集了参与者在过去的移动频率信息。当把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时，他们发现，虽然每个人都喜欢连锁店，但一个人移动的次数和他们对连锁店的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总之，个人住宅的移动频率可以很好地预测出对全国连锁商店的偏好。此外，在12～16个变量中，住宅移动的个人历史是唯一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

——埃里克·贾菲（Eric Jaffe，2011）







专栏2.11

浮士德与这些元素的战斗看起来像李尔王一样浮夸，或者说就像米达斯王的海浪一样。但是，浮士德的事业将不再那么不切实际，它将更加富有成效……

浮士德概述了利用海洋进行人类活动的大型填海工程：可以运送货物和人员的人工港口和运河、大规模灌溉的水坝、绿色的田野和森林、吸引和支持新兴产业的水力发电……当浮士德展开他的计划时，他注意到魔鬼如此茫然，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这一次魔鬼无话可说。

在调查其作品的过程中，周围的整个地区都会被重新塑造，整个社会都将在他的形象中被创造出来。沿着海岸你就会发现，只有一小块地一如从前。这是由菲莱蒙（Philemon）和鲍西斯（Baucis）所占据的，他们是一对甜蜜的老夫妇，一直居住在那里。他们在沙丘上有一个小别墅、一个小教堂、一个小铃铛和一个满是菩提树的花园……

浮士德痴迷于这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块土地：“那对年老的夫妇应该将他们的菩提树交到我手上，因为这几棵树剥夺了我对全世界的所有权。”……在这一点上，浮士德做出了他的第一个自觉的邪恶行为……他召唤墨菲斯托（Mephisto）和他的“勇士们”，命令他们将老人赶出去。他不愿看到也不想知道这个任务是如何完成的。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最终的结果。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所有的固体都融化在空气中》（All that is Solid Meltes into Air，1982，62）



3.合法性

传统主义（Tradition） 传统将我们与过去相联系，追寻我们此时此刻采取行动的历史原因。现实的许多东西被认为是与历史叙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历史至今犹在向我们倾诉些什么。传统存在于天主教弥撒所有的痕迹和符号之中，当我们与基督之间被上千年相隔而化为虚无时，传统却有一种多利安柱般的力量，使我们似乎能够用现在的行为和思想直接与我们的祖先进行交流。

当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细细阅读过去的档案时，当我们注视着这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卷时，又或是欣赏古典音乐《卡农》（Canon）时，我们无法不感到一种敬畏。波德莱尔《恶之花》的最后几行，展现了相反一面——现代主义情感，它促使读者去更深层的未知之中寻找新的东西。想找到那些一直延伸至今的传统权威的图景，我们需要去到天主教堂、古典音乐厅、芭蕾舞团、历史纪念碑、档案馆以及类似的设施中。而只有在现代派艺术馆、现代艺术学院以及机械和咨询公司、大型工业集团中，你才能找到反传统主义的实体，在那里理性计划和强大的机械筑成了“历史的基底”（History Bunk）。

领袖魅力（Charisma） 领袖魅力型统治通过伟人杰出的品格和成就创造一种合法性。不论既定规则和历史传统如何，领袖魅力将我们与那些极具吸引力的英雄联系在一起，并促使我们追随他们。约翰（John Potts）在《领袖魅力的历史》（A History of Charisma）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领袖魅力的意义是如何在保留许多核心元素的同时又从韦伯的定义中扩展开来的：“魅力”的当代意义被广泛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内在品质，使其能够与众不同并吸引他人追随。在当代文化中，魅力被认为存在于广泛的特殊个体中，囊括了包括娱乐明星和各种名人在内更大的范围，而韦伯则主要关注了政治和信仰领袖。如今我们对魅力的理解依旧保持和继承了韦伯定义的不可忽视的一种特性：它依旧是一种神秘而又独特的品质。这种延续的观点挑战着20世纪理性主义现代派提出的“铁笼”（Iron Cage）（2009，3）。

当下的许多例子，包括运动明星的签名、用光环的力量（Auratic Power）激励着棒球运动、布道者的话让房间里充满精神力量，以及一个摇滚明星的突出风格所展示的那样，如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所言，“是这个歌手而非其歌曲”预想着一种反权威主义的场景。想想韦伯和卡夫卡（Kafkaesque）的比喻：蜿蜒的官僚主义，表格需要一式三份，委员会于委员会之上。如果现在我们想找寻权威主义，可能需要去电影节、政治纪念碑、基督教堂、专业运动员场馆等，而法律事务所、法院、政府机关，以及其他重官僚主义的组织则相反。


专栏2.12

印刷媒体可以在理解一个论点或反映一个形象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和对话。印刷术不仅强调认知和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是概念思维的必要模式。电影和电视这些视觉媒体将它们的节奏强加给观众，更加强调图像而不是文字，反映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96，108〕







专栏2.13 新加坡的华人歌剧团

社会学家唐·孙·李（Tong Soon Lee）（Orum、Neal，2010，188-189） 描述了一个中国的街头歌剧团如何在新加坡的克拉码头创造传统合法性的过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是克拉码头的整个景观是对新加坡旧的传统和历史风貌的强调。在新加坡华人社区的历史上，这个遗址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区域，它是历史与现实、怀旧情怀和当代流行文化的并存。有些商店是仿照历史的室内建筑设计的，餐厅建在被称为“通康”（Tongkang）的大型传统木船或小贩船上，这些船是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以后使用的中国传统帆船的复制品。中国戏曲舞台本身是一个简版的传统剧作舞台，至今仍被专业的中国戏班所沿用，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传承和重新诠释，以确保其在当代语境中的延续。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将现在的情况工具主义化，是权力的功利主义基础的核心。功利主义合法性的来源不是传统或先知，而是利益。自然景观的价值在于其所能产生租金的多少，对于一个人而言，在于其生产能力；对于一种想象而言，在于其对产品的附加值。功利主义的场景存在于投资银行为资本主义竖立的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上，存在于咨询管理公司对于效率的回应中，存在于工业博物馆中，存在于便利店、快餐馆等商铺中，还存在于大型连锁商店所鼓吹的组织效率和规模经济的价值观中。而当我们在鼓吹无效率、非便捷、纯粹艺术概念以及漫无目的地在城中漫步时，我们拒绝功利主义，我们能够在20世纪艺术展或是林荫小道上找到这种场景。


专栏2.14

历史是谎言。

——亨利·福特（Henry Ford）



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的合法性在于对人类平等的尊重，这是平等主义的核心。所有人，无论远近、高下，都应当被公平与同等对待。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对待，要求享有某种特有的权利，成为非合法性的本质。基督教劝导人们去爱自己的邻里，就是平等主义的合法性最深刻的源头之一。康德将平等重新定义为世俗的道德法则。我们能在救援部队的钟声、普遍的人权宣言以及无国界医生中找到平等主义的身影。市议员帕迪·鲍勒（Paddy Bauler）持相反的态度，他表示：“芝加哥还未对改革做好准备！”这是对于正义的再一次宣战，正如柏拉图多年前所说“帮助你的朋友，伤害你的敌人”。私人会所、高尔夫巡回赛，以及各种协会是反平等的场景存在之处。

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 自我表达将合法性的基础置于个人人格的实践之中。一个品行优良的人是指那些能够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个人风格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展现在自己的行为上的人。这里将自我表达看作一项道德任务，需要对各种情况做出及时的回应。自我表达的主题贯穿于赫尔德（Herder）、爱默生（Emerson）、梭罗（Thoreau）和美国实用主义者的研究之中。爱默生说：“坚持做自己，不要模仿。运用自己的天赋，面对任何情况都能够发挥你一生耕耘所积蓄的力量。若单单借鉴别人的才能，则只能取得一种临时的不完整的效果。”（2009，145）


专栏2.15 “即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场内的即兴表演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龄。他们从大学毕业后来到这个城市发展，成为独立的个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需要工作。他们第一次作为宴席承办人，或者第一次了解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文化。你还记得那一刻吗？看到眼前真实的小隔间会感到吃惊吗？人们比你年长几岁？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吃东西有羞耻感吗？这是一种无聊的文化。每个人似乎都戴着面具。自发的积极性几乎是不被鼓励的。你开始在这段时间里意识到，一切似乎都变得没有意义，即使是成功也毫无意义。这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想远离却不知如何远离的世界。然后，不知何故，即兴表演的独轮车出现了。跳上去有什么奇怪的吗？

你开始加入这堂课。在你的第一堂即兴表演课上，你努力学习了一切行为的定向规则，即“是—和”（Yes—And）的规则。场景是建立在这个小引擎上的。当你的伴侣提出一个提议时，你被教导要同意这个基本前提（“是”），并添加一些你自己的看法（“和”）。但像许多简单的格言一样，“是—和”被证明是一种几乎无止境的可再生资源，总是有更深刻的方式去理解“是—和”的价值。其他经常被引用的规则包括“倾听并反应”（通常是缓慢的，强调“倾听”）、“跟随恐惧”、“承诺，不要评论”和“让你的伴侣看起来很好”。即兴演奏者刚开始接触这些规则的几周时间里，将在一个充满启示性的狂喜中徘徊。生命突然看起来像是一串串即兴的场景（当然是这样），能够把每一次互动都投入一种收获发现的欣喜中。我们必须与其他人达成一致，全身心地投入每一次互动中，承担必要的风险。例如，不要否认他人赠送的礼物的价值。即兴，本质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实现完整自我的方式。

——亚当·布赖特〔《一切都好》（Everything Alright），2010〕



自我表达的合法性解释存在于喜剧剧院、说唱歌厅、卡拉OK厅、自己专属的音乐列表中。丹尼·贝尔认为，这种形式在现代艺术界逐渐处于统治地位，从管理者到诗人，逐渐向更多的人群延伸（1996）。在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著名的关于“心灵的习惯”的案例研究中，一位名叫茜拉（Shelia）的女性展示了其宗教信仰的潜能，当被问及是否相信上帝时，她说“是的，我信仰我自己”。政治学专家哈特已经找到证据证实一种全球性的价值观转变，从远离物质主义转变到个人自我发展实现阶段。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反对自我表达观点的场景，如加入一场游行、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在弥撒仪式上背诵祷告文等。


场景的组合逻辑

这15个维度是我们将任意场景分解成一系列离散元素的重要工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发明并利用其他工具。但与其简单地添加更多东西，不如亲身利用这些维度来给我们日常经历的场景赋予更为真实的色彩。相比于传统而言，这种方式使人们有更多的自我表达；相对于违规的方式而言，这种形式更加正式、正规；另外，这种方式也更能唤起当地企业的真实性。

某种程度上，在你试图更加精确地定位和比较你身边的场景的特征时，这些维度有助于该目标的达成。无论何时或何地，你会发现自己正在闯入一种场景，而这种场景可能会排斥这些维度或者是这些维度的结合，那么加入新的维度或重新定义这15个维度就会变得非常有意义。不管是自然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这都只是科学的进步，我们鼓励国际合作者（更不用说我们自己了）来推进这个框架的范围。关键是要有一个被清晰定义的起点，以便我们选择增加、减少或是改变这些维度，同时这种变动的基本原理的精确含义会被很好地评估。

对于构建场景的理论来说，组合的问题要比完整性的问题更加迫切。引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Philosophy of Money）中富有结论性的摘要：“并非你的某个特点而是你的全部特征使你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灵魂的神秘统一体不能直接被认知过程所捕捉，但只有当它被分解以后再重新组合而成的整体意味着独特的个性。”（1990，296）

现在我们重新阅读这段话，将“场景”和“地点”替换为“个性”和“人”：并非某个特征而是全部特征构成了独特的场景。场景的神秘组合体并不能被认知过程直接捕捉，但只有当场景被分解为许多组成部分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意味着独特的场景。当然，这15个维度构成了场景多元的组成部分，但问题是如何将其重新组合。

瓦格纳模式（the Wagnerian Mode）中的社会科学

化学界的元素周期表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隐喻和象征。即便瓦格纳的歌剧是在前人的（如司汤达的《罗西尼传》）作品基础之上创作的，但它仍可能是目前文化领域最优秀的范式。瓦格纳主张将主旋律、艺术综合审美以及将戏剧、诗歌与音乐结合在一起。他的主旋律有效地将反复出现的主题与不同的角色、对象、情感相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允许观众探索不同场景之间微妙的联系。主旋律能够通过被加速或相互连接组合来渲染特定场景。爱情、愤怒、憎恶和嫉妒都有自己的演奏方式，如通过交替演奏两种彼此冲突的旋律来表现“嫉妒”这一情绪，家族的斗争则在激烈的对峙中唱响。

这些主题结合在一起时，会呈现更富戏剧性、更广泛的意涵。在为莱茵的黄金斗争的时候，不管是音乐上还是戏剧性上，莱茵少女（Rhinemaidens）的快乐和阿尔贝里希（Alberich）的痛苦相互激发出他们更深层次的联合。同时，作为角色他们有自己的一致性，所以当与更多元的主旋律相联系时便呈现了更多的共鸣。通过六七个主题的不同角度我们发现洛格（Loge）（歌剧《莱茵的黄金》中的火神）的多层角色更加清晰。有更多的旋律允许产生更多微妙的结合。

然后，当音乐和曲本相连接，瓦格纳强调曲本一定要由作曲者本人创作，以便使音乐与音乐剧的情节相连接，构成一种“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而不像肤浅的意大利歌剧那样，这是一种美学上的完全契合。当旋律被创作成为民族音乐的抽象体时，旋律便富有张力，同时它被无意地倾注了民族情感。与弗洛伊德（Freud）一样，瓦格纳用大量作品来解构和捕捉微妙的动态，以达到挖掘更深层次情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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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电影音乐来强调一个中性或含糊的角色镜头，首次证明了电影音乐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喜欢或不喜欢一个角色，以及观众对他们如何了解一个角色的想法有多自信。在随后的影片剪辑中我们还发现，观众将其归因于一种与音乐类型所创造的情境相一致的人物情感。

这些结果支持了电影行业中的长期实践。自无声时代以来，作曲家和作词者都开始使用音乐模式来引导观众理解图片。如今，这种做法仍在不断完善，公司将产品或图书馆音乐分发给众多媒体客户。虽然音乐剧强调或增加了屏幕内容的信息，但它为观众提供了指导，尤其是消除了中立或模糊的视觉内容，它的意义是由音乐的情感所定义的……电影作曲家和电影配乐的指导老师通常把这一实践称为“音乐决定一切”。

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时表明，作为情节剧和音乐的模式不只是遵循传统的做法，通过将悲伤或悬疑投射到一个角色的中性或暧昧的反应达到对文化的期望，同时也影响了观众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事实上，电影音乐经常被贴上“情绪音乐”的标签，这说明音乐的情绪不仅仅是用来描绘一个场景的气氛，或者描绘一个角色的感情，它同时也可以让观众体验到那种氛围和感受。因为音乐既能描绘又能唤起情感……它能够帮助观众赋予角色某种精神状态，观众对人物情感的了解会影响其对角色的认知。

——Berthold Hoeckner、Emma W.Wyatt、Jean Decety、Howard Nusbaum，《电影音乐对观众与角色的联系的影响》（Film Music Influences How Viewers Relate to Movie Characters，2011，150）



伟大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69）在他的《神话学》（Mythologiques）中明显地借鉴了瓦格纳的思想，他试图建立人类学构成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学的一些经典著作中，我们发现了相似的但不如人类学中那么明确的瓦格纳式的关联。因此，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中清晰具体的主题帮助我们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做出相关的区分。“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不能获取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部财富，但它确实对于我们在多个维度上比较不同的地点和群体给予了启发。帕森斯的五种模式变量起到相似的作用。通过扩充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两个经典类型，帕森斯的模式类型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分解为多元分析维度上特定的结合，这种分析维度适用于不同的背景。一个医院既包括诸如合理性和以行为为准则的法理性维度，也包括诸如信任和关怀的礼俗社会的维度。

将场景转换为一个多维度复杂体

如果我们想出15个维度作为主乐调的集合，那么我们有必要将瓦格纳模式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关键是对于当“相似”的主题连接在一起获得不同的共鸣这种方式要具有敏感性。故而能够明晰出场景的基本特征，尤其是那些我们最关注的场景，通过这个方式将场景和15个维度下的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连接起来（见表2-3）。

一个示例能够帮助我们给予这个纲领性的陈述以具体的意涵。让我们以波西米亚为例来说明，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在接下来会进行论述。在19世纪中期，巴黎波西米亚人的住所最初包含许多生存项目，这些地方被认为是集中而合法的美学表现。“自我表达”是这些生存项目的一部分，或许还是关键性的一部分，总体来说，“表达”的意义是更加深入的。这就像戴帽子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不受天气影响，还是在揭示生活中你认为何为重要或何为不重要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在波西米亚的古典社会与当代社会中，这通常揭示的就是“我”的概念；但是它只能解释为自然、上帝、家庭或是其他方面的意义。最初波西米亚的吸引力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来源于对各行各业的人的包容，而不仅是局限于那些世袭式的上层社会，波西米亚的吸引力致力于表达性的实践，致力于使人们过上功能性、有目标的而且具有美学意义的生活。

除了这一普遍的表达性倾向，波西米亚还包含着更具体的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对于早期的波西米亚人来说，考虑到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特征，通常表达性的尝试会将波西米亚人，或至少在思想上将这些人塑造为规模小且受压制的美学精英的集合。波西米亚人因此将通常意义的表达性信息转化为更加具体的美学标准。这说明了什么？就是在这样一种地方，正式的社会规则没有运转，同时你可以通过艺术的、时尚的或其他的方式表达自己，权势集团和“城镇”的方式将不被理解并且可能是可怕的。不管是由于自然界本身抑或是某种文化群体或是当地传统，仍有一些对抗制订计划、商品化和商业化的真实性的东西存在。所有的波西米亚行为准则不仅被认可而且被积极地鼓励，类似于新英格兰镇可能鼓励了清教徒的道德准则一样。

这种意象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吸引力。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da，2002）将《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他与波西米亚经典理念的契合。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清教徒慎重而呆板的勤劳，而在于波西米亚精神的动态的经验主义，对这种固有理念的逆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相似地，理查德·劳埃德（2006）的《新波西米亚》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溯古典波西米亚作为传统的反文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这样的实践已经被融入更广阔的文化经济中，一种潜在的影响是波西米亚观念本身持久的力量，这体现在年轻的嬉皮士在芝加哥的柳条公园闲逛，随身携带着《恶之花》与《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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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没有波德莱尔。”“垮掉一代”诗人肯尼思·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如此写道——在古巴比伦文化中，波西米亚人没有立足之地。同样，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叛逆的艺术家形象也不会被容忍和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家已经成为完全适应了环境的个体。

波西米亚神话是建立在艺术家天才的思想之上的，它不同于人类的通常观念。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造就了很多神话……这个神话的组成部分是跨文化的、过渡的、性的愤怒、古怪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的外表、怀旧和贫穷——尽管财富可以造就传奇，但波西米亚人却对此不屑一顾，把钱扔到周围，而不是用资产阶级的谨慎来进行投资。

——伊丽莎白·威尔逊（《波西米亚人：迷人的流浪者》，2000，5-6）



如果我们想要精确地知道波西米亚精神具体包括哪些，场景模式的15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这个逻辑比较简单：浏览15个维度，然后决定你认为每个维度中一个理想类型的波西米亚场景会带来积极的价值还是消极的排斥。也就是说，询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完美版本的波西米亚场景用一种越轨的方式积极地引导一个人去表现自己。如果答案是“是”，那么给这个维度打一个积极的分值；如果是“否”，那么打一个消极的分值；如果说两方面都没有强烈的影响，那么就打一个中间的分值。


专栏2.18

迪士尼乐园 传统的主题有卫生、儿童安全、低犯罪率、色情、卖淫、无家可归。想想家庭餐厅里微笑的服务员和迪士尼风格的员工，他们会像掸灰尘一样掸掉身上的泥土。建筑物虽然平淡无奇，但是新粉刷的，看起来很干净。那些更宏伟的作品反映了好莱坞梦幻般的愿景。欧洲城堡里有微笑的居民，而不是《格林童话》或者是柯津塞夫1964年主演的电影《哈姆雷特》中的阴谋诡计。迪士尼收购了那里的房地产，要求警方把一些不知名的人清理出去。这些主题充斥在时代广场的辩论之中。这恰逢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的“破碎的犯罪现场”理论得到了朱利安尼（Giuliani）市长的认可：无家可归、乞丐、挡风玻璃的刮擦器、醉汉可以定义一个危险的区域，并对当地居民和警察的行为表示容忍。

武士特许区 为了安抚政治上有危险性的战士，几个世纪前，日本的政治领袖颁布了“特许区”（Licensed Quarters），让武士们可以在那里喝酒、畅饮、赌博，并享受歌舞伎剧场（在女演员被热情的武士抬下舞台后，所有男演员都换成了女演员）。Ukiyo-E的经典木刻刻画了相关的场景，激发了印象派画家（如图卢兹和凡·高）的灵感。今天，日本大城市中被高度划分的区域就像西方的“红灯区”，那里的衣着、行为和娱乐的放纵风格与附近的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雷诺阿的《包厢》 雷诺阿（Renoir）的油画《包厢》（La Loge）展示出对现代生活“奇观”和“戏剧性”的极大兴趣。它描绘了一对优雅的夫妇在剧院的表演，捕捉了巴黎上流社会的戏剧性和兴奋。电视、好莱坞、广告和女性杂志中对衣着、发型和举止的定义都很敏感，因为它们的反应源自不同的传统：从清教主义到女权主义，再到批判理论。我们周围充斥着很多媒体的例子，如《女装日报》、“Vogue”或者“Elle”杂志等。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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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之城（La-La Land Tinsel） 蛋糕上的糖霜就是这里的形象，超越了主要的事件。路易十四的“超级流感”（superflu）阐述的这一概念接近于凡勃伦（Veblen）的“炫耀性消费”或布迪厄的“区隔”（Distinction）。即使是在穷人敲开大门的时候，凡尔赛宫的玛丽·安托瓦内特[2]仍在评论吃蛋糕。《洛杉矶时报》的餐馆评论经常评论最近电影明星在某餐厅吃了什么、哪个俱乐部有最炫酷的灯光师、最好的聚会上有什么类型的巧克力和喷泉，等等。

科瑞德（2007）在纽约的夜生活世界中详细地探讨了类似的主题，艺术家、时装设计师、音乐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在排他性的聚会和俱乐部中混在一起，他们的存在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

罗西尼巡演 在19世纪早期，意大利的每个自重的中型城市都想在当地的剧院上映一场首演，最终罗西尼新写的歌剧加冕，而这场歌剧也是由罗西尼亲自指挥的。于是罗西尼签了几十份合同，并在前一天晚上来到了城里，但他把音乐放得太迟了，以至于没人能在他拿到钱并动身前往下一个地方之前就检查一下他的创意。司汤达的《罗西尼传》是对这类活动的美学成分的精彩观察的来源，从罗西尼开始，司汤达不断寻找有关魅力的文化材料。巡演的摇滚明星被欢呼的歌迷包围，还有夏季爵士乐、民谣或巴赫节延续了这个场景，在那里，国际知名的音乐家为有兴趣的当地人举行特别的活动。

布鲁克斯的布波族 波西米亚人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预算在布鲁克斯（2000）的《天堂》（Paradise）里混合，最典型的是像佛蒙特州的伯灵顿这样的城镇，拿铁咖啡店提供昂贵的咖啡、诗歌和反体制的政治，这些都吸引着骑着旧自行车的有胡子的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对布鲁克斯的评价很高［见克拉克《评估与批判》（Assessment and Critique）第2章，2004］。佛罗里达的观点是这种风格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吸引新的和有才华的居民让一些城市变得富有创造力。他们把波西米亚的情感带到工作中，就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那样，在一份安全许可申请中表明，LSD是“积极的改变人生的体验”，而哈希什和马华纳让他“放松而富有创造力”（Yglesias，2012）。伍德斯托克加上华尔街等于硅谷，即布波法则。

——笔者



表2-3 理想类型的波西米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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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代表这个联系的结果，1是消极的分数，3是中间的分数，5是积极的分数。具体的权重是那些古典波西米亚学者对这一主题的延伸，像米尔热（浪漫主义小说家）、兰波（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现代派诗人）、巴尔扎克（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波西米亚最近的研究者有劳埃德和伊丽莎白·威尔逊。因此，举几个例子来说，兰波对于“场景中系统性错乱”的价值观点说明在合理的真实性上有消极的分数，然而波德莱尔的“贵族的纨绔子弟”暗示着反平等主义的趋势。巴尔扎克对巴黎人邻里情况的强烈兴趣验证了致力于本土研究的趋势，然而拓展了波德莱尔研究主题的劳埃德表明了将波西米亚与民族真实性的探索联系起来是多么有吸引力。的确，波德莱尔的《天鹅》特别是其中的“流亡”那部分：“一个女黑人……踟蹰在泥泞的街道上”（原文：我想起一个患肺病的黑女人，踯躅在泥泞中，用憔悴的眼睛，在一片无际的浓雾之中寻求高傲的非洲，椰子树的逝影），以及劳埃德对新波西米亚人的最新报道“与非白人居民分享街道是他们印象中真实都市体验的一部分”（2006，78），这种包容的多种族群体，即使在发生冲突和可能的暴力时，也会将沙砾转化成一种魅力。

塞萨尔（César）和梅瑞戈·基利（Marigay Grãnu）的《波西米亚：自我放逐的密码》（On Bohemia：The Code of the Self-Exiled）囊括了波西米亚历史上大量的关键性文件。就如同伊丽莎白·威尔逊所著《波西米亚人：迷人的流浪者》中一样，这本书提供了理解波西米亚人微妙特征不可缺少的资料。当然对此存在很多子变体，其中的一些我们稍后会探究（例如，一些版本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另一些版本则更多融入现代商业），这15个维度有助于为典型的波西米亚场景描绘数字肖像。以这种方式概括地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场景更多地展现出反传统型、承认个体的自我表达、远离功利主义、重视领袖魅力、促进精英主义的形成、鼓励人们保持自由空间、注重反抗主流、紧密关注本土、促进民族性并将其作为真实性的来源、抽象的状态、反对共同的文化、攻击理智的真实性等这些特征，那么这个场景就越是波西米亚的。

当然，对此或对于波西米亚精神的任何特征都有争论的空间。事实上，场景多维度分析方法的部分力量在于，它允许我们尽可能精确地描述普通百姓对波西米亚精神或其他场景特征的不认同。或许你认为传统的分值本该更高，因此你能重新构建波西米亚精神的场景，然后准确地说出这些差异是否有不同以及如何产生这些不同。然而，就像我们后期看到的那样，在实践中，这个框架与许多传统的波西米亚人的属性有关（多艺术家、高犯罪率、少技术性职业），同时这个框架能识别出那些被人认为明显是波西米亚人的社区：就像在2000年的芝加哥，最高分值的社区包括巴克顿、柳条公园以及罗根广场，在那时，这些地点都被视为相对的波西米亚聚集地，即使它们现在已经有所改变。

波西米亚精神当然只是一种场景。波西米亚精神的历史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影响，尽管它塑造特征的范围仅限于世界相对狭窄角落的小部分社区。即使这些社区的数量在增长，但这正是关键所在。像波西米亚精神这种整体的、复杂的场景在总体上尚且比15个维度少。因此你可以选择任何场景为你的社区、城市、国家塑造特征，同时基于15个维度将这些特征进行更精确的分类。但正是这种特定的组合，而非构成它的抽象元素，将描述更精确的场景，更直接地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

因此，对于任意场景的集合，一种分析可能是武断的，因为这通常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具体的权重在讨论和调查的基础上是开放的。然而，我们应用到波西米亚案例中的相似的实践通常会被扩展。在其他一些场景中我们也会将此付诸实践，例如，在沿着酒吧奔跑时描述你看到的东西。我们会将场景的这些概念进行延伸，国际合作者已经对像首尔这样重要的场景做出类似的研究。


专栏2.20

瓦格纳的沃尔克 “民间艺术作品登上政治生活的公共舞台是一种悲剧……但凡受到民间精神的鼓舞，悲剧就会兴旺起来。”谁是“沃尔克”（Das Volk）？“所有那些感到共同和集体需要的人的缩影。”瓦格纳在他开始写《戒指》（The Ring）之前写了五卷美学发展这一理论。其核心思想与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的思想相近：基本价值观定义了一个连贯的集体，一个植根于共同的历史和符号的民族。

魅力指的是一名表演者能够以一种新的、充满感情的方式清晰表达意志的程度，不是基于少数人的品位，而是基于人类神话。像皮特·西格（Pete Seeger）这样的民间音乐家不是作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为付费客户表演，而是四处寻找音乐作为日常生活和非正式聚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坚持让观众作为一个群体参与进来并一起唱歌，而不是简单在沉默中观察专业人士。这一观点延续了20世纪的传统。

——笔者







专栏2.21

冷静的世界主义 全球化提高了融合多重审美标准的吸引力。比如藏族女佛教僧侣在工作室里反复吟唱电子音乐。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异化剧场”以一种政治理念引发了这种美感：疏远观众。所以他在舞台上增加了很多符号标志。彼得·布鲁克斯将这一点运用到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当《仲夏夜之梦》中情侣们在说台词时，他加入了互相扔纸飞机的12个小妖精，通过创造出多个相互重叠的场景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使观众与当下场景保持距离。苏珊·桑塔格（1966）《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是布莱希特政治宣言的一种更有美感的版本，它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戏谑的隔离和否定。戈夫曼（1974）的框架分析正是以这种转换逻辑写成的。

——笔者







专栏2.22

黑色是美丽的 一些人观察到，地位低下的黑人区域与商店里的教堂和酒铺之间的关联湮没了其他机构。另一些人则像玛丽·帕特洛（Mary Pattillo，2008）在《黑人街区》（Black on the Block）中描述的那样，强调“酷”“音乐”“生活方式的微妙之处”。这种形象更多出现在贫穷的芝加哥社区中，而乔伊斯基金会试图通过赞助古典音乐来改变它。在1968年的暴乱之后，像大布朗兹维尔（Greater Bronzeville）（在哈莱姆、纽沃克、奥克兰、底特律等）这样的社区，大部分的俱乐部、杂货商店、百货商店以及其他的“中产阶级”设施都消失了。丽萨贝斯·科恩（Lizabeth Cohen，2003）在《一个消费者的共和国》（A Consumer’s Republic）一书中进行这种探索。这些地方是否吸引了更多低收入的黑人居民，为什么？这仍然是一个热门的政策问题，从理发店到BET[3]都在精心讨论（Harris-Lacewell，2004）。

——笔者



用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解释这种转换逻辑，就是将15个维度进行矩阵排列，用像波西米亚、迪士尼乐园、冷静的世界主义这样更加功能整体性的场景来覆盖模型。然后我们通过简单的加或减引入行与列。也就是说，我们期望可以使用维度的概念来定义场景。我们可以依据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的15个维度中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权重，通过明晰场景的典型品质以及深处的象征结构来为波西米亚或是迪士尼乐园这种类型的场景做出概念性的定义。表2-4就是这种转换模型。它们虽然缺乏瓦格纳追随者的声音和化学气味，但它们已经在我们的待办事项清单上。也就是说，我们仍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表2-4 连接复杂的场景和场景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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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定位

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暗示了它的目标是如何能够被识别的。你如何构思一些东西决定了你如何来衡量它。场景测量的细节是接下来几章的重点，但是一些广义上的理论性原则在这里值得探讨一下。

回归到日常的体验是有帮助的。想象两种方法来识别你周围的场景。首先，从一张印有类似表2-3中的波西米亚理想类型的纸开始。将纸放在剪贴板上，然后开始走路。对于你遇见的每一个场景，估计一下它接近理想类型的程度（或许像理想的波西米亚一样违规，但是也可能有一点太过传统）。同时记得核对这些相应的事项。

将这些信息写在一张纸上，确保将你所在的位置记录下来。接下来，你将从一堆已有记录的文件中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这样，你就可以回顾你标注过的数据，然后根据波西米亚精神的具体内容比照你访问过的每一个场景。也许是1号地方更接近巴黎人的理想类型，而327号地方也许离理想类型较远。即使没有一个地方完美地切合理想类型，你现在有一个测量每个地方的相对波西米亚主义的方式。如果你认为波西米亚主义与当地人口构成的变化或新的商业构成有关，你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口和多少商业区位于你参观过的街区，你也可以验证那些诸如哪些人会搬到波西米亚以及在波西米亚场景中商业是如何运作的假设。

这是一种演绎的方法，你也可以采用归纳的方式。再次沿街区行走。但是这一次，在你的笔记本中放一张空白的纸。当你一条街一条街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行走着的时候，记录下和这15个维度相关的每一个事物，对于每一个场景，写下它的整体轮廓：高度的自我表达、低度的传统性，低度的正式性、高度的时尚性等。

很快你将会得到另一组数据。你可以筛选你的记录并从中找到一个归纳的模式而不是试图寻找每一个真实的场景与理想的场景有多接近。或许10次中会出现7次，当一个场景有很强的自我表达的趋向时，它也趋向于地方真实性和反传统性。然而如果一个场景经常性地表现出崇尚传统的时候，它往往是团体的和反对越轨的。

这些工作也许会很困难，然而，不管是推理的方法还是演绎的方法，我们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你想从这15个维度（而不是2～3个）中寻找到哪种模式，抑或决定某种真实的组合与最常见的或是最理想的类型的接近程度？你将会很快用完这些纸张。更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信息快速汇集到你的脑子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有时间和精力去上千个街道和城市中做调查。

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存在使得我们去尝试量化、计算机、大数据这些手段，这一点确定无疑。通过下载美国和加拿大每一个邮政编码上的数百种不同类型的舒适物的信息，我们省去了亲自去调研的麻烦，减少了数据误差的出现。当然这并不是经验地分析场景的唯一方法。例如，查德·安德森（Chad Anderson）用场景概念去分析汉城（今首尔）地区的视频和照片，以便于了解城市重建战略中重大冲突的来源。在法国工作的史蒂芬·索亚（Stephen Sawyer）用黄页数据（像我们一样）去测量法国的场景，同时他的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场景）类型——巴黎地下广场，以便阐明其更深层次的研究动态。许多学生的论文中有关于场景理论的民族志研究，特别是在芝加哥城市周围，我们有时候也会借鉴这些研究，例如，文森特·阿里戈（Vincent Arrigo）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关于布里奇波特的研究。我们也曾在芝加哥和多伦多两地做了类似的探索。

目前，通过将下载的特定位置的数百种设施的信息转换成15个维度的权重数据，我们可以有效地将每一个场景和其他跨区域的场景进行比较。通过运用这些基本的统计工具，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场景的模式和存在的关系，否则我们在这么多的信息和案例中很难对多场景做出辨别。接下来的几章中还会使用这些工具，如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布里斯分析、序次线性模型分析、质性分析、相邻分析等。这些工具有时看起来会令人生畏，但是实质上相比于沿着街道行走观察，记录下你所见到的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核对所记录的数据，这种方法要简单得多。所以，让我们开始沿着“场景”游览，看看我们会发现什么。



[1] 马丁从皮埃尔·布迪厄和其他学者那里发展了“场域”这一概念，将它作为探索当地情境的一种方式（2011，77）。情境通过一些相关的活动和实践来呈现，然后人们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来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列（144）。场域是近来常用的概念之一，旨在对地方的文化变迁进行更灵活的研究。

[2]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译者注

[3] 黑人娱乐电视大奖。——译者注


3 城市“闲逛者”：如何测量场景

Quantitative Flânerie

BBC出品的电视作品《史蒂芬·弗莱在美国》（Stephen Fry in America），讲述的是集演员、作家、剧作者等于一身的英国人史蒂芬·弗莱在美国环游的故事。弗莱的父亲曾经差一点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因此对于弗莱来说，他也就差一点在美国出生。为了了解原本可能是他祖国的国家，弗莱开着伦敦的出租车，带着相机和摄影团队，穿越50个州，一路旅行、一路探索、一路记录着多种多样的美国生活景象。

这部剧中很有趣的部分是弗莱从来不会隐瞒他对所见所闻的看法。在肯塔基州，人和马之间的互动，比如，各种马厩、种马、赛马，还有对马的照料，这些都吸引着他；在新奥尔良，他也不幸见到了巫毒仪式中一个让人困惑而讽刺的笑容；在皇后区的社交俱乐部里，他着迷于与一群经验老到的人一起讨论体育赛事和赌球；然而，在迈阿密，建筑风格、海滩还有夜总会，却让他感到恐惧。

《史蒂芬·弗莱在美国》继承拓展了“闲逛者”（the Flâneur）的经典形象。闲逛者最初进入公众视野是在波德莱尔的散文和诗歌以及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对他们来说，闲逛者象征着一种新兴的、想要融入现代巴黎的社会类型。他（闲逛者）常常在城市里闲逛，观察着城市里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简单说，时不时地，他会沉浸到一些场景中，品尝着它的味道，倾听着它的声音，嗅着它的味道……最终他会用抒情诗吟诵，用印象派画作表达这些场景。同时，闲逛者为了避免迷失自己，他也小心翼翼地与任何具体的场景保持距离，竭尽全力去保留反思的空间和保持超然的态度。正是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下一个场景与之前的进行比较，并最终转化为艺术。

就像这样，闲逛者认为自己与行动家和神秘主义者均同中有异。与行动家相反，闲逛者从来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任何一个他参与的具体场景中，他总是能设法保持自己的某一部分出世离群；但是与神秘主义者不同，闲逛者不会超然世外，相反，他总是四处奔波，在大街小巷徘徊。就像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巴黎城记》[1]（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中写道：闲逛者“不仅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闲逛的观察者，更是一个立志解开城市和社会关系的谜团的人”（2003，56）。

当然，这种法国式闲逛者不是唯一的类型。闲逛者的文学形象和相关活动的出现，与19世纪法国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社会类型演变的情况不同。巴尔扎克笔下的闲逛者创造了对这座城市极具美感的艺术阐释。闲逛者是高尚而又疏远的，欣赏着迷人的建筑、领结和其他的行人，但是很少交流。闲逛者的自我表达，既不是友善的，也不是平等主义的。

与之相反，西班牙的和非裔美国人的闲逛者会跟其他人谈话，呈现更为平等主义的、友善的姿态。法国式闲逛者是男士，但是在19世纪中叶，一些戴着面纱的女性走上法国的街头。随着百货公司的兴起并取代了小型商场和个体店铺，出现在街头的女性数量也随之剧增（Ferguson，1994；D’Souza、McDonough，2008）。

不只法国，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在19世纪初，到芝加哥的游客会注意到当地人都是以极快的速度走路，那些从身边飞奔而过的商人，忙碌得以至于没有时间停下来凝视或者沉思城市风光。“在芝加哥，没人闲逛，没人停下来思考。只有以最快的速度在工作或者在去工作的路上。”（Harris，n.d.）而到了21世纪，芝加哥也和大多数城市一样，遍布着星巴克、酒吧、餐厅，一些行人的步行速度也慢了下来，类似街头闲逛等各式各样的街头生活也都出现了。

弗莱继承了闲逛者丰富多样的传统，并对其进行进一步发扬。但尽管有BBC提供的预算、配备的伦敦牌出租车和摄影组，哪怕走遍了50个州，录制了六集节目，弗莱也未能去足够多的地方或十分详尽地了解当地。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美国幅员辽阔，不同的传统文化一次次融合演进，没有人能够依靠两条腿或者一辆车就能到达每个地方。就算能到达，想要牢记所见，并将它与其他地方合理地对比，也是非常困难的。是啊，就好比肯塔基州的马饲养员、迈阿密沙滩上的俱乐部，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地方是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呢？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类似场景存在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信息时代创造一种新的闲逛者类型——量化视角下的闲逛者，一个不出家门就可以观察北美生活多个场景的闲逛者。通过网上和政府数据统计部门发布的组织目录，你会惊喜地体会到任何一个特定地方的特点。因为这些信息是电子的，所以它可以被录入到电子数据表中，用来比较所有美国的邮政编码区域（或者加拿大的邮政编码区域）对应的不同场景。

我们比较了美国超过500类和加拿大超过1800类的舒适物设施。在这一章，我们会介绍一部分的结论，并介绍场景形态的大概轮廓。我们也穿插描绘其他国家的城市场景。在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在方法论方面主要的挑战：如何把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舒适物设施的数量转化成关于场景的信息数据。当我们在介绍我们对场景的主要测量方式和阐释我们是如何创造这些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校准我们的视角，不仅要看到身边的世界中的“景”，更要看到“场景”，才能更敏锐地观察这个世界。


透过舒适物设施数据看场景

假设你想要记载并且比较尽可能多的场景，但是却缺乏亲自去每个地方参观的条件。那么到这儿，你可能就放弃了。但是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你的一些朋友恰好已经去过每个你想去的地方，并且记录下来了一路的所见所闻。

诚然，不论你的朋友有多仔细，他们大多不是十分明确地要去寻找这些场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原因，记录着众多地方的信息。当然，他们的记录仍然也会有价值，尤其是这些信息是全面的。如果你的朋友运用一致的分类方法，如果他们记录显示地点1有3个X，地点17有10个X，那么你可以很确定X代表着差不多同一个事物，那就再好不过了。假设他们的分类方法又足够详细，那么你有可能将他们的记录转化成不同的术语，更直接表达出场景的专业维度的特征。

两种主要场景数据来源：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

可以把统计局或者黄页当作你的朋友们。每年，统计局都会全面统计每个邮政编码区域里的舒适物设施总数。这种统计被称为“邮政编码商业模式”（BIZZIP）。但是这种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的名字会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除了统计水果市场、平面设计公司等各种各样的营利性商户，也包含了很多非营利性的政府组织的信息，如美术博物馆、宗教组织、人权组织、公民和社会组织等。因为这些数据的迷惑性标签以及数据的难获取程度，社会学家基本上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更不用说分析了。我们是最早研究它们的一拨人。

统计局对这些舒适物设施的分类是依据北美产业分类系统。这一系统的优点在于它的定义是相对清晰的，总的来讲，也是一贯适用于不同的情景。而且毕竟是统计局，所以大部分公布的数据也是受大众监督的。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基本上运用同一种分类方法，这也使我们更容易进行国际比较。同时，我们也检查了如日本、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发现它们基本上也都是运用类似的公式和分类方法。

这种方法也存在缺点，或者说至少也有对我们目的不利的地方，从它的名字——“产业分类法”就能明显看出来。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的出发点是产值和税收，主要是为了告诉人们每个地方的主要工作类型，而不是他们可能遇到的体验。有时候，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分类法也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么有成果。举个例子来说，这些数据只能告诉我们每个邮政编码区域下的餐厅和宗教组织的数量，但是不会告诉我们融合式餐厅、法式餐厅，或是晚宴式餐厅的数量；也不会告诉我们天主教教堂、耶和华教堂，或者是浸信会教堂的数量。

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这些产业分类和更宽泛的分类方法对我们认知场景的特点大有裨益，但是如果能有一些细节会更好。这时候就显示出黄页（Yellow Page，YP）的价值。因为黄页的编制和整理主要是为了客户，而不是统计局，所以它们会提供关于不同组织带来的体验质量差异。举例来说，黄页上不仅仅有众多类型的餐厅和教堂，还有那些垂钓旅馆、自然公园、人体穿刺工作室、玄学书店、大麻店、礼仪学校、圣经商店等。比起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这种搜集信息的规则在清晰程度、公众易获取程度、运用连贯性上就稍逊一筹。

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仍然是我们找到的所有用来度量场景的数据中最好的数据来源。[2]这些数据以地方为单位，能覆盖全国甚至全世界，并且尽管有些状况出现，但是比起其他的替代方案，它们是目前相对清晰、一致性和卓有成效的分类方法。尽管不完美，但是它们至少如很多数据集一样好，都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足够的信息。我们通过这两个渠道，搜集了美国大约520种类型和加拿大超过1800种类型的社会设施的位置信息。在加拿大更容易编制更多类型主要是由于加拿大人口较少〔加拿大的统计单位被称为“进步分类区”（Forward Sortation Area，FSA，FSA也是每个邮政编码最前面的三个字母）〕。


专栏3.1 当心，你的想象力会留下数字痕迹

社会和心理之间的古老鸿沟很大程度上是不同载体的可追溯性之间的不对称：普鲁斯特的叙述者和他的英雄们在做什么，没人知道，因此据说它是私人的，留给心理学的；普鲁斯特从他的书中获得的东西是可以计算的，因此它成为社会或经济领域的一部分。但今天亚马逊数据库可以同时访问我最微妙的偏好以及我的信用卡。因此，一旦我在网上买了东西，它们就会消除我在社会、经济和心理方面表现出的差异，而这仅仅是因为我留下的痕迹。

现在，几十种工具和爬虫可以吸收大量的数据，并通过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地图来再现它，从而使“谣言”或“时尚”几乎被精确地描述为“新闻”“信息”，甚至是“科学事实”。Google的创始人在他们最初的专利中有一个参考点，这不是偶然的，它也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关于科学中引文模式的一章。

欧文·金格利希（Owen Gingerich）是天文学领域的伟大历史学家，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检索第一版《哥白尼》的所有注释。因此，他可以对“哥白尼革命”这个相当空洞的概念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并能说明每个人读过的部分，以及被误解的部分。现在，只要当地图书馆购买了一套优质的数据库，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对他或她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一部分做欧文做过的同样的事情。更不寻常的是，任何记者都可以为最新的麦当娜视频或关于哈里王子的风流韵事的最肮脏的谣言做同样的事情。

换句话说，如今事实和观点的混合已经非常普遍，如果我们将它们进行区分，我们只能获得一点小小的优势，然而，事实传播和意见传播之间的前一种区分已经被抹去，以至于他们现在都追求知名度，而不只是一点小小的优势。主观性曾经是社会科学不得不转向其他不太可靠的方法而选择的内部圣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真人秀”的角色或明星学院的决赛者如何改变他们与观众讲话的方式和方法，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由各种社会事件组成的这个世界与心理的关系是相连续的。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7）



的确，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的组合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特定邮政编码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大体情况。但是如果能知道关于谁在那儿、在那儿干什么、去那儿的频率、都和谁一起去、他们体验怎么样等更多的信息就更好了。我们可以从DDB生活方式调查中获取一部分信息。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将DDB生活方式调查作为主要的依据。数十年来，DDB生活方式调查在人群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并询问他们参加摇滚音乐会、参观艺术博物馆或者去钓鱼的频率，或者询问他们是否同意诸如“我觉得我像我开的车”或者“我愿意尝试任何事情”的表述。虽然我们偶尔在书中会使用DDB调查方法，但是它只能细致到国家层面，所以尽管它能有效评估个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但它不能作为我们场景分析非常理想的基础，只能是作为有益的补充。

尽管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只告诉我们建筑物，建筑物只能被有限度地解读，但是如果我们用更阐释性的视角看待一个建筑物的意义，那么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比如，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会更愿意文身，而不是教育和学习，那么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个文身店比学校更多的地方。在某个特定区域里的设施数量，表明了该区域代表性的活动，进而使我们了解场景。

两个问题：信任舒适物设施数据，让数据表达

这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会问关于如何使用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去测量数据。首先，你可能想知道这些数据作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指标有多可靠。这些数据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可信并且可靠的，我们是否能依赖这些数据？我们从一个地区看似虚无缥缈的体验式意义中最终得到的组织目录是什么样的？难道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地区建筑的数量至多说明人口、收入、密度等功能，但是如果尝试从其中寻找美学意义就显得困难，甚至是不切实际的？

除了这些关于可信性的问题，也存在可译性的问题。在本书第2章里，场景理论不是关于类似社区中心和艺术博物馆这样的设施，而是关于比如睦邻友善程度、自我表达等方面的含义。我们如何能从这样的事物里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如何让这一列列冰冷的电子数据成为展现场景的关键？

这些都是问题，并且没有确定的答案。第8章“关于场景的科学”概述了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常规逻辑也是足够直观的。回答第一组问题，尽管有很多种方法，按照术语来说，使这类数据“生效”，没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数据说明的充满意义并且是直观上可信的方式，是否与预期相对一致？这不意味着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里的每个设施与你亲自出门数的一个不差；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可能是不完全统计，比如，纽约、芝加哥的游乐场的数量少计了。但是特别是当我们结合成百上千的数据，并且检查不同数据来源的一致性之后，通过进一步展示确实能够体现出不同地方有意义的文化差异性的设施数据，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更详细地处理这些问题。像往常一样，其中可能会存在噪声，之后将在第8章做详细的分析。

至于第二部分问题，我们不用模型解释它们。有一些先例是利用到了看起来与文化无关但实质上蕴藏文化内涵的数据。解决利用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数据问题的对策之一就是表现得分。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会展示这项评分内容和评估方法，以及它能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周围世界的美学特质。


舒适物设施数据显示了看似合理的文化模式

让我们转向第一组问题，即关于这些数据来源是否告诉我们北美文化概貌。为此，我们回到弗莱先生身上，或者至少回到他所代表的流派上。其实对于弗莱来说，这只是一部欧洲传统的关于穿越美国、探索其独特精神的最新作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自然是最著名的旅行家之一，因为他将自己的观察转化为关于民主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托克维尔的后继者之一，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其职业生涯中对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行了精炼，延续了托克维尔式的主题，并且经常与兄弟国家加拿大对比，由此特别突出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一直存在的前沿性的美国体验。

通过观察我们数据库中的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见表3-1），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和李普塞特观察到的大街上最常见的设施中编码的程度。食物、上帝、健康、法律、家庭和社区在这份清单中占主导地位。典型的美国体验包括了共享食品消费、个人护理、服饰、自我表达、做礼拜、照料家庭和花园以及社区服务和往来。事实上，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列出了除酒行外更多的市民和社会组织（16号，未在表3-1中显示）。正如李普塞特所观察到的，美国也有许多律师，他们表达出非个人的、平等主义法治相关的正式性和诉讼性，并通常转化为律师的法则。另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它是公路上的流动性和个人主义的典型象征。

即使是在一些简单的国家统计中，同样显示出了托克维尔关于典型美国情景下参与性、自愿性、法律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观察的长期影响力。罗伯特·贝拉（另一个托克维尔主义者）及其合作者在《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中指出，在国家场景中也清晰地呈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义、道德主义和公民行动主义。在这里，自我表达的维度也出现在众多的艺术画廊中。

表3-1 美国排名前15的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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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美国排名前15的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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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性不是人口的简单功能

尽管美国各地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到美国的游客可能更多地会受到其内部多样性的影响。黄页的内容有助于这种多样化的体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表3-2中某些特定类型舒适物设施的最高级别邮政编码，需要注意的是，至少在表面上，很少有人从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等考虑这些。因此，正如任何美食家所知，纽约确实是餐馆大全的中心。全国最多餐馆的10个邮政编码位于曼哈顿（11号和12号在旧金山和芝加哥）。即使是很小的地方，也会出现在清单上，如13号美特尔海滩和16号弗吉尼亚海滩。

舒适物设施的变化与文化相关，对于更加专门化的舒适物设施而言，其体现的人口差异性也更为明显。史蒂芬·弗莱去肯塔基州看到马这件事并不意外，因为肯塔基州确实是马术运动的中心：凡尔赛和列克星敦曾在此举办过最为盛大的马术活动，即使是排名靠前的巴黎和中途岛对其也是望尘莫及。而弗莱仍然可以在纽约的埃尔蒙特、亚利桑那州的凯夫克里克、俄勒冈州的本德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班克找到许多马术设施。

其他小城市则专注于有待开发的生活设施。比如说瑜伽工作室，黄页上列出了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有80310多个，比曼哈顿和洛杉矶的数量还要多。瑜伽风靡小型大学城，像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兹等全国排名前15的城市。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瑜伽和其他新时代设施。


专栏3.2 美国的例外主义

美国自始至终都存在大量差异……它是最具有宗教主义、积极主义、爱国主义、权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地方。它有最高的犯罪率，也有最多的关押犯……它有最低的合法选区投票率，也有最高的志愿者组织参与率……它是向专业领域和其他地位高的精英行业流动的先锋，但是它在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福利垫底，存款最少，税收最低，并且更为强调工作而不是休闲。

革命的出身，使美国成为一个有着对美好社会本质认知的国家。正如不同的人所指出的，美国主义是一种“主义”或意识形态，就像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或自由主义是主义一样。正如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所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信条之上的国家。这信条是《独立宣言》中提到的教条主义和正确的神学……”国家的思想能够用五个词概括：自由主义、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放任主义。

似乎各个矛盾的方面都与美国社会密切相关。缺乏对权威、反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尊重，导致犯罪率上升、学校违纪和低选举票数。强调成就或任人唯贤与高层越轨行为和职权滥用有直接关系。强烈的宗教信仰与减少年轻人依赖避孕和婚前性行为有关。这也增强了好战的爱国情怀。值得担心的是被告人和自由公民有反对枪支管制和难以适用犯罪控制措施的合法权利。个人主义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其既削弱了极其需要集体的社会控制机制，也产生了更多形式的越轨行为。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1997，9，26，290〕



表3-2 餐厅、瑜伽、马术、高尔夫和保龄球的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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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餐厅、瑜伽、马术、高尔夫和保龄球的排名情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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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专门化设施中，也体现在全国最多的设施中。许多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并不会在主要的人口集聚区设置设施，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名列美国舒适物设施最多的前40名名单上。在地方上，像南卡罗来纳州的美特尔海滩、亚利桑那州的太阳城、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加利福尼亚州的棕榈沙漠市是最多的。[3]第6章将展示选举投票模式对高尔夫球场和其他贵族设施的影响。

类似的模式适用于更为传统的工人阶级设施，像罗伯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引领了建保龄球馆的风潮。这些更集中在美国的中心地带：位列前茅的曼哈顿和芝加哥的保龄球馆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印第安纳州的拉斐特、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等地。

世界是平的还是尖的？可能两者都是

除了看舒适物设施的总量，找到典型美国场景下的普遍特征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看设施的分布。峰度是用来衡量数据是否集中和离散的指标。高峰度或波峰代表了少数极端的观测值，然后有许多较低的数值，也称为波谷。低峰度则表示大部分观测值相近，其分布也就平稳一些。

这意味着低峰度的设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但高峰度设施仅集中在某几个地方。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表3-3按峰度排名和表3-1中相同的15个设施。

这些都表明，文化既有共同点，又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本地基础设施像教堂、比萨店、面包店、体育和娱乐设施等在美国遍地都是。企业和功利设施如快餐店、汽车门店也是均匀分布。比较而言，艺术设施在美国虽然多，但也只是集中在少数地方。此外，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最高峰度的设施（没有对其进行展示），我们发现它们与更特殊的“品位”相关，比如像成人娱乐产品和赌场等迎合非法行为的设施。另一个组别的分布则较少：法式餐厅、高定服装店、酒厂、剧院公司和晚餐剧院以及时尚设计师。其他峰值设施包括媒体组织，像影音网络出版商和科学研究与开发中心，等等。

真的就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提出的那样“世界是平的”吗？一方面，这些简单的表格清楚地说明了理查德·佛罗里达（2008）对弗里德曼观点的批判：对于该“创意型”设施，其分布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是“尖的”。的确，在排名前50的邮政编码中，独立艺术家、作家和演员，除了纳什维尔，没有一个不是来自纽约或洛杉矶地区，若想找到一个不是纽约或洛杉矶的邮政编码，那就需要翻到至少第72位：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第4章将具体阐述这些场景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一些新兴设施也广泛存在，比如武术俱乐部（我们将在第5章中详细论述它们作为社会桥梁的独特作用）。

表3-3 根据峰度计算得出的美国排名前15的舒适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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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根据峰度计算得出的美国排名前15的舒适物设施-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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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物设施对地方文化差异的捕捉

我们不应该对美国遍地的比萨、汉堡、汽车、教堂和园艺，以及少有的时尚设计师、艺术家和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感到惊奇，[4]不是这样的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正是这一点，这些数据来源确认了我们对周围场景的直观感受，让我们更加信服这种感受。当我们在同一数据中找到一些新的发现时，这种信服对后面的章节会十分重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相当大的国家总量。然而像弗莱这样的旅行者一直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审美、生活方式和文化差异都很明显。我们希望这些数据也能证明这一观点。

南部和中西部教堂数量更多，西部和东北部面包店和艺术画廊数量更多

表3-4考虑了区域分布模式。它展示了南部、西部、中西部和东北部黄页数据中数量排名前25的舒适物设施。

表3-4 美国黄页上各区域内数量排名前25的舒适物设施

[image: ]

表3-4 美国黄页上各区域内数量排名前25的舒适物设施-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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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显示，地区差异明显。考虑到宗教问题，教堂数量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排名前10，而东北部和西部不是这样。西部和东北部的面包店、艺术画廊、书店和健康俱乐部的数量比教堂的数量多。艺术设施也因地区而异。西部各州的平均艺术设施数量是中西部和南部两倍多。地区是文化差异的典型基础，在黄页中有明显的体现。

尽管如此，各地区的舒适物设施还是有很大的重叠。快餐店在所有地区中均排前6，并且除了东北密集地区以外，位居前2。麦当劳遍地开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意味着，理性和功利主义导致了“世界的麦当劳化”的本土性、自我表达性和迷人性过度泛滥，我们将在第4章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

进一步来说，尽管有分歧，但西方和南方都有许多马术中心和墨西哥餐厅，这些舒适物设施没有排进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前25。南部、西部和东北部对首饰的品位相近，三个均排在前6（中西部的更加低调不奢华：珠宝商数量远远少于比萨店、酒吧、烧烤餐厅、天主教堂和路德教会）。南部教堂数量多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娱乐活动：南部每个邮政编码区域的夜总会数量要比其他区域多。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舒适物设施分布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同时，就此而言，设施数量在区域上的重叠也超过二分类或四分类。

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大城市在文化上依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他的论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和《集团扩张与个性发展》（Group Expan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ndividuality）中提出的经典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思想之一，城市经验中有一些特殊性（齐美尔，1971）。所有大城市基本上大同小异。人口交往密度为城市居民的心理构成和日常交互打上烙印，因此无论我们是在东京、柏林，还是在纽约，都会出现类似的社会类型和社会品质——商业、理性、冷漠、盲目、创新性、草率。

自齐美尔之后学界开始质疑城乡差距明显的观点。然而，它或它的影子仍出现在我们的舒适物设施的数据中。与此同时，诸多迹象表明，横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更不用说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文化差异经常给游客们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些城市是工业、商业和艺术的集聚中心。

表3-5比较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在黄页上数量最多的40个设施（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图3-1展示了其他设施来突出对比。需要注意的是，前三个城市和我们预计的一样，有许多共同特征。前40个舒适物设施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设施是三个城市共同拥有的。

但是差异性也会出现。与分布峰度一致，珠宝商集中分布在国家的主城市中：在三个城市中均排在第一。黄页列出了纽约很多珠宝商，反映出纽约在宝石市场上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其财富和物质富足的场景，更不用提保罗·格拉汉姆（Paul Graham）明确提到的“你应该挣更多的钱”这种野心勃勃的风格。在悠闲的洛杉矶，咖啡屋和咖啡馆（共计）几乎与快餐店数量相当，而芝加哥的快餐店数量则多于咖啡屋和咖啡馆。在快节奏的纽约，熟食店则比咖啡屋和咖啡馆要多（接近两倍）。


专栏3.3 城市与野心

大城市吸引野心勃勃的人。当你在大城市之中，你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通过一百种微妙的方式，大城市传递给你这样一种信息：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应该勇于尝试。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信息之间的差异之大。纽约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挣更多的钱。其他信息当然也是这个意思：你应该更时髦，你应该更会打扮。但最明显的信息就是：你要变得富有。

我喜欢波士顿（或者说剑桥）传达的讯息：你应该变得聪明，你真的应该去看看你打算阅读的书。

当你问一个城市究竟传达了什么讯息时，你有时会得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比如在硅谷人们尊重智力。硅谷传递的信息是：你应该变得强大。

纽约传达的信息则不一样。在纽约实力很重要，但有钱更能令人影响深刻，即使是你继承来的遗产。在硅谷除了一些真正的财产经纪人会关心这些以外没有人会在乎。硅谷关注的是你对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人们关注拉里和谢尔盖的原因不是他们多有钱，而是他们经营着能真正影响到人们的Google公司这件事情……

在洛杉矶，成名看上去才是头等大事。这儿有一份列有关于人们最迫切需要，且最崇拜的事情，或最想和谁做朋友的清单。尽管与纽约所传达的信息类似，但可能他们更关注外表的魅力。

在华盛顿，最重要的是你的人脉，你想要成为某个圈子的成员……

同时，旧金山传达的讯息看上去和伯克利的一样：你应该过得更好。但如果有足够的创业公司选择旧金山多过瓦利，那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保罗·格拉汉姆（2008）



表3-5 美国黄页上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排名前40的舒适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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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美国黄页上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排名前40的舒适物设施-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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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主要区域的城市舒适物设施

注：此图使用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的数据比较了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主要区域的城市舒适物设施。图为邮政编码区域的城市舒适物设施的平均值。


专栏3.4 纽约：争吵中的世界

等到贝尔、克里斯托尔（Kristol）、豪（Howe）和格莱泽的这一时期，纽约市立学院（CCNY）校园已经变成了如同燎原之火般狂热的激进主义的学生们的家园。对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的定义成为激进主义本身的本质，最早由苏联提出这个问题，它是实际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预言家还是苏联革命理想和原则的破坏者呢？在该校的食堂小包间里，激进分子来来往往地集会，从早上到晚上不断地讨论——苏联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在包间一，斯大林主义者在包间二。当然正如城市学院校友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回忆说：“在那些天，进行讨论意味着你要嘶喊着争论一些东西！”……

对于像贝尔和豪这种早期已转变的激进分子，争论甚至早就在他们移民社区的街道上开始了。就像年轻的街角大广播，他们和随机兴起的路人畅谈着美国经济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福泽。但争论的本质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变化在加深。在这几十年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精神的温床，让每个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将自己从激进主义者转变为新兴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争论有助于明确政治救亡的正确路径，但在实践中，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搭建起了通往知识探索生活的桥梁。党派评论的作者们将鼓励他们的这种交叉。

——约瑟夫·多尔曼（Joseph Dorman），《争论世界》（Arguing the World），2000，2-3）



纽约有很多夜店：同艺术画廊和零售商一样，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夜店都比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多，是它们的两倍多——还有许多高定服装店和时尚设计师，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设计师伊丽莎白·科瑞德提出的时尚、艺术和音乐化身的“沃霍尔经济”。纽约的场景也展示出了更多的智力品质。纽约有最多的出版商，洛杉矶最少（尽管它们书店的数量相当）。也就是说，纽约设施体现了智慧和美学、持续运动和寻求利润、激剧城市化的微光场景。这些是在纽约生活、工作和旅游的人能体验到的经历的至关重要的维度，不是通过收入或受教育水平测算出来的。


专栏3.5 洛杉矶：阳光四射还是黑暗无边？

这是洛杉矶文化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进行的三大集体干预活动，我们将其简称为“助推器”“黑人”和“雇佣兵”。“流亡者”作为第四种更具说服力的干预手段，将城市神话级别的生产过程与欧洲对美国及其西海岸的感受的对立关系联系起来……

很难避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洛杉矶文化冲突的关键点始终是关于城市神话的构建/解释，这种神话是为了投机和统治而设计的物质景观……尽管洛杉矶从沙漠中崛起是大型公共工程的产物，但城市建设本来就被无政府的市场力量所左右，国家、社会和公共领导人很少干预。这个城市最积极的人物——水利工程师威廉·穆霍兰（Milliam Mulholland），是一个极度沉默寡言的人（他收集的作品：洛杉矶渡槽和他的禁令“Take it”）。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石英之城》（City of Quartz），1990，22-23〕

加利福尼亚州于自己而言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它给美国人一种奇怪的期望，这种感觉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感到恐慌。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加利福尼亚州到处都是对快乐虔诚的、无神论的共同的追求。逍遥乡里的人们看起来永远都是懒洋洋地泡在泳池里，晒着日光浴，在山间旅行，在沙滩裸奔，每年长高一点儿，从树上就能摇下钱来，半裸着到处玩耍，在红杉树林里游荡——当他们屏住呼吸时——在嫉妒他们的世界的镜头前正襟衣冠。“我看到了未来，”最近才从加州回来的访问者说道，“它正在上演着。”

——《时代周刊》员工（《加利福尼亚》，1969）



洛杉矶的舒适物设施展示了另一个不同的场景。汽车至关重要，汽车经销商数量在洛杉矶十分靠前，它比芝加哥或纽约拥有更多的老爷车经销商。洛杉矶也有许多咖啡屋和咖啡馆供聚会，以及有很多在职艺术家（商业艺术家排在前5）。洛杉矶各邮政编码区域在黄页上的确有比宗教组织数量更多的艺术家、作家和演员（纽约和芝加哥的情况则相反）。因为洛杉矶有许多星探公司（在洛杉矶排名前25，在纽约或芝加哥排在40名开外），使得明星更容易登上舞台。洛杉矶大量的童装商店显示出当地从摇篮时就开始重视外貌和衣着，当然还有电影：洛杉矶在这三个城市中有最多的电影出品公司。格拉汉姆说的“你应该成名”，内化成为这座城市的舒适物设施。

洛杉矶有许多汽车、明星、形形色色的人和咖啡馆，这些设施可以帮助我们衡量和量化我们对城市独特感受的主要因素。许多媒体和开发者推广20世纪30年代的洛杉矶形象，那是有着农民、欧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新移民冲突的时代缩影。[5]他们开发了黑色电影，能够与洛杉矶的浮华城和迪士尼乐园对话。洛杉矶地图的场景将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的老城区与21世纪的西区（好莱坞等）区分开来，区内有着电影业、许多艺术家和波西米亚人。洛杉矶黑暗面的一个潜在标志是：洛杉矶每个邮政编码区域的保释金比芝加哥或纽约的多。

芝加哥的情景仍然不同。芝加哥的传统精神是融合了天主教邻里教区和友好精神的美国小镇，有一部分由非洲裔美国人承载。这种精神蕴含在芝加哥的舒适物设施中。芝加哥到处是教堂。浸信会教堂数量在芝加哥排名前5，而纽约或洛杉矶教堂数量没有排在前10。与其他美国主城市不同的是，芝加哥明显是天主教徒居多：黄页列出的芝加哥天主教教堂的数量是纽约的两倍，纽约的数量差不多是罗马教区的四倍。相对于纽约和洛杉矶，芝加哥有较多的家庭餐厅、美国餐馆、冰激凌店、酒吧和烧烤餐厅、公共图书馆、墓地、公园等经典的芝加哥设施，这些设施都是与唤起家庭、社区、传统和睦邻紧密相关的，就像纳尔逊·艾格林和安德鲁·格里利所写的小说，以及华特·迪士尼和法兰克·辛纳屈小说家所展示的那样。


专栏3.6

说唱偶像Ice-T的纪录片《说唱的艺术》探索了说唱艺人的技艺。在2012年Bullseye的一次采访中，Ice-T描述了纽约和洛杉矶说唱类型的不同：“我称（纽约说唱）为口头体操表演。不仅仅是四四拍的押韵那么简单。我们让它更复杂并在16秒内完成。在那时的洛杉矶，人们试图去定义他们自己。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们忙着试图去定义自己（在洛杉矶），更多的是帮派文化时，纽约已经在重视嘻哈艺术技巧上的发展。任何人都能押四四拍，但你有技巧吗，你能进阶到更高级别吗？所以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可能没有复杂的歌词，但我有很强的押韵。……我的韵脚没有谜语，每个单词都有含义。”

——笔者

莎士比亚闻名世界，靠的是他庞大的词汇量以及他创造的英语单词。但如今的作家能和他的文学技巧相媲美吗？一位纽约的数据科学家（马特·丹尼尔斯）不仅证明了当代词作者的竞争的确能够让剧作家为钱卖命，还发现它们都来源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出处——嘻哈。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和85个不同的嘻哈作品对比，他发现37岁的加利福尼亚州艺人伊索·洛克——他在自己最初的35000个歌词中用到了7392个生僻词——比16世纪诗人有着更大的词汇量。通过对比发现，莎士比亚用了5170个生僻词，与野兽男孩（Beastie Boys）和流浪者合唱团（Outkast）的词汇量相当，而《白鲸记》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用了6022个，仅被Kool Keith、GZA和伊索摇滚（Aesop Rock）打败……

丹尼尔斯还查证了说唱歌手的家乡，看看词汇量是否有南部、中西部、西部和东滨部的区别。南部最低平均词汇量为4268个，50美分（50 Cent）和肥仔乔（Fat Joe）所在的东海岸最高达到了4804个。

——维多利亚·伍拉斯顿（Victoria Woollaston），《武当帮的词汇量真的比莎士比亚更大？》，2014）



然而这些场景印证了新芝加哥融合传统和邻里的力量，在咖啡馆和咖啡屋、商业艺术家、健康会所、艺术画廊和经销商（全部都排在前25）中有所体现。芝加哥的计算机程序员也比纽约和洛杉矶要多。芝加哥的设施混合了传统小镇、邻里、当地实际的场景与商业、技术的咖啡和画廊的新场景。这些设施彰显了芝加哥独一无二的风格——健康积极的邻里小镇景观加持着夯实的知识经济，但在数量上，老到的观察者则已经从定势思维基础上采用跨城市的方法。


专栏3.7

芝加哥的成功来源于还能负担得起较适宜的密度红利。这个城市的经济依靠信息密集型企业，像金融和商业服务这类，看起来价值密度特别集中。金融企业，像百万对冲基金经理人肯尼斯·格里芬，选择芝加哥，是因为它有庞大的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然而与曼哈顿相比，他们仍需要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及家庭友好型的健康的中西部形象。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城市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City），2011）




从舒适物设施到场景

一般而言，美国统计局和黄页似乎是可信赖的数据来源。用社会科学术语对它们的直观合理性进行解释，可以说，这些数据有相当大的表面效用。它们符合人们对城市特征的预期。这反过来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坚实的理由来评估下面出现的非常强烈的、常常违反直觉的结果。

尽管如此，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只会告诉我们类似酒吧、游乐场、画廊和自然公园这样的社会设施的信息，而我们想知道的是友善程度和自我表达，以及犯罪倾向和传统文化。我们如何能从这样的事物里得到这样的结论？

单一的舒适物设施会使人对整体场景的印象产生误导

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注意到，只分析一个或几个舒适物设施可能会产生误导。但事实上大多数过去的舒适物设施研究都是这样做的，例如，分别在博物馆、餐厅、现场表演场所、保龄球馆、电影院和咖啡馆等处进行研究。[6]即便是在对其结果进行了严格的统计审查之后，研究还是发现这些舒适物设施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强大后果，比如，在有更多餐厅和现场表演场所的地方会有人口的增长，在有更多咖啡馆的地方有更低的犯罪率。这证明了舒适物设施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要了解一个区域的整体感觉，单一或小批次的舒适物设施会导致我们误入歧途。一个或几个舒适物设施不一定代表整个场景，这是整个场景的关键点。更具体地考虑一般原则，是展现整个场景的关键，为此，我们要更具体地考虑一般原则。

表3-6展示了美国十大邮政编码区域中4个拥有最多人体穿刺工作室地区的排名前15的舒适物设施。波士顿市中心有个区域的邮政编码为02118，它位于种族多元化、同志友好、文化活跃的南端区。巴吞鲁日市中心有个区域的邮政编码为70806，它包括历史悠久的国会山高地。在邮政编码为92109的地方，这里有圣地亚哥的太平洋海滩社区，充满了冲浪者、夜生活爱好者和单身人士的身影。乔治亚州的邓伍迪位于亚特兰大的郊区，它的邮政编码是30338。

黄页中列出了每个区域中人体穿刺工作室的数量：在邓伍迪和太平洋海滩均有11个，在国会山高地和南端区分别有13和15个。但是，每个邮政编码区域的其他舒适物设施都是不同的（我们也讨论不在表中的舒适物设施）。

例如，除了人体穿刺工作室之外，波士顿的南端区还有咖啡馆、美术馆、艺术画廊，以及一些时装店。与此相反，巴吞鲁日的国会山高地除了有人体穿刺工作室之外，它们有二十几个浸信会教堂和几个福音教会、跨宗派教会、墓地、书店和古董交易所。太平洋海滩社区的运动设施比艺术设施多，它混合了夜总会、瑜伽和各种各样的餐馆。相比之下，亚特兰大的邓伍迪则是更为典型的郊区风格：快餐店、健身房和三明治店——但没有夜总会，它是这四个地区中艺术设施最少的地区。更偏向于拥有同样的单一舒适物设施的地方，它们在舒适物设施的整体搭配上有明显的差异。

表3-6 拥有多个人体穿刺工作室的4个邮政编码区域中的设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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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8 和邓伍迪的交易是什么？

问题：我正在亚特兰大北部/东北部地区找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离I-85公路相当远。我一直在研究邓伍迪及其周边地区。我还是个年轻的单身女性……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听说邓伍迪有好东西，但是不确定它能给我提供什么。有没有有趣的酒吧、商店，等等？如果没有，你对周边的地点有什么建议吗？提前表示感谢！

答：我在邓伍迪长大，最近结婚了才搬回来。邓伍迪比以前更凉爽了，但对于一个单身人士而言，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乌托邦。邓伍迪酒馆和蒂米乡村酒吧是邓伍迪地区仅有的酒吧，它们是非常基本的酒吧或酒馆场所。珀瑞米特尔中心基本上只有若干个类似Taco Mac那样带酒吧的餐厅，但它们还不是完全的夜生活场所。当我还是单身的时候，我住在曼哈顿中城和弗吉尼亚高地，老实说，对于那些想要享受美好时光并结识新朋友的人来说，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好的选择。而邓伍迪适合一家人居住。

——城市数据（2007）



让数据表达：表现得分

通过深度访谈中得到的案例，我们可以比较整体的设施情况。但这种方法非常耗费时间，并且，即使只有4个地区，我们也很难在记忆和处理每个邮政编码的同时，查看邮政编码列表。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收集设施数据，并将它作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指标。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些方法去寻找数字行列中的美学表现。而这些表现的得分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本书第8章描述了如何更详细地创建表现得分评价体系，但其实它的基本原理是相对简单的。它类似于第2章中的变换矩阵。我们为舒适物设施设置了15个维度，并为每个维度分配一个权重（从1到5），这个权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就是说，成人娱乐场所可能在越轨维度上得分较高，在睦邻程度的维度上得分较低；礼仪学校在正式维度上得分高，在自我表现力维度上得分低；朋克音乐俱乐部在自我表达维度上得分高，但在合作意识维度上得分低。

一组程序员为我们数据库中的所有设施分配权重。他们根据《程序员手册》来处理一些标准化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定期开会讨论我们的假设，修改我们的问题，并检查权重的分配是否具有一致性。我们还引入了新的程序员，看看他们重新分配权重后是否会产生类似的绩效成绩。表3-7显示了一些示例性的舒适物设施，它们在这些维度上的权重都是正的，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只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它还包括数百个积极和消极的指标。

我们用权重乘以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每种舒适物设施的数量（如3个成人娱乐场所）。更多的越轨娱乐场所意味着更多的越轨行为。然后，我们将这些结果（成人娱乐设施的数量乘以其15个维度的权重等）加在一起。这些结果为我们提供了15个度量结果，其反映的是在每个邮政编码区域里的整体舒适物设施所体现的自我表达能力、迷人、本土真实性等。我们称这15个度量结果为“强度得分”。

在得到“强度得分”之后，还要一步才能得到绩效成绩。将强度得分除以邮政编码区域里所有类型的舒适物设施的总数，我们就得到了绩效成绩。这个绩效成绩是邮政编码区域的15个维度的平均值。也就是说，已知给定邮政编码区域里舒适物设施的平均情况，绩效成绩能展现场景中所反映的15个维度的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程度。绩效成绩不是排名，而是用于辨别某一地区所擅长的经验类型，我们在后面会进一步分析用分数（表现得分）定义的符号意义。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合作者克莱门特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对具体分析步骤进行了说明，并在网上（http：//scenes.en-linea.eu/en/）为西班牙各城市绘制了清晰的结果图。

电报和越轨

为了更好地理解绩效成绩，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提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伯克利的电报大道的画面。那里会有管道商店、革命书店、出售马克思主义保险杠贴纸的街头小贩，以及大麻项链经销商，无处不在展现这个地方曾经高度的越轨倾向及行为。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大约2006年芝加哥格里维尔的画面。那里有几家文身店、一些成人商店以及一个24小时营业的时髦餐厅。除此之外，它也有小熊棒球队、米勒淡啤促销活动、即兴喜剧表演团和几家星巴克。是的，这个场景会有一点紧张的气氛，但是它通过以下设施来得到缓和，例如，一个氛围轻松的公司、作为旅游中心的格里维尔棒球场，以及当地体育酒吧里年轻的专业人士。

表3-7 场景维度以及舒适物设施对应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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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场景维度以及舒适物设施对应的指标-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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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场景都是与众不同的。伯克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越轨行为，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权威、稳定、秩序和固定标准的反抗，且这些行为经常出现。在格里维尔，越轨行为与其他类型行为并存，年轻人的反抗表现得更加温和。


专栏3.9 空间的诗学

（空间的诗性处理）寻求确定可能被掌握的空间的人类价值，我们所热爱的空间能抵御不利的力量。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及诗性的影响所带来的差异，这是一个被赞颂的空间。依附于它的保护价值，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想象的价值，但它很快会成为主导。被想象所捕获的空间不能作为测量员的测量和估计的空间。它一直都存在着，不是生活在积极环境中，但它享受到了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偏爱。特别是，它几乎总是吸引人，因为它集中在保护的范围之内。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1964）



一个场景中所有的设施会呈现给我们一个整体的感觉，而绩效成绩对这个整体感觉非常敏感。深入了解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它们的本质。让我们想象一个纯越轨的场景，这个场景里包含五种设施，全都是人体穿刺、文身店和水管店。因此，我们会给这种场景中的每种设施的越轨倾向维度赋值5分（我们可以说是5个越轨倾向）。将5个设施中的每一个都乘以5分的越轨倾向并汇总，等于25个越轨倾向，它就是整体的越轨倾向。如果我们将总数25除以场景中的设施总数5，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场景中，越轨倾向的平均值是5！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格里维尔在越轨倾向维度上的得分可能是多少。在这个场景中，有两家人体穿刺工作室、四间酒吧、两家中餐厅和一家星巴克。在这种情况下，人体穿刺工作室的越轨倾向得分为5分，满是吵闹的醉汉的酒吧越轨倾向得分为4分，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越轨性自我表达的中餐厅的越轨倾向得分为3分，星巴克的得分为2分。

将每种类型的舒适物设施数量乘以它的越轨倾向权重，可以得到：人体穿刺工作室的越轨倾向总值为10、酒吧为16、中餐厅为6、星巴克为2。将它们加在一起，我们发现整个场景的越轨倾向总值为34。用越轨倾向总值34除以场景中总的舒适物设施数量，我们发现在这一场景中，每个舒适物设施越轨倾向的平均值为3.8。我们将其设定为3，与电报场景下的值5相比，它处于中间水平。在第8章里，我们有这类计算的图解说明。


采取场景路线

很明显，在制作表现评分时有很多推理步骤。但是，所有的知识都包含推理，甚至是历史上所定义的社会科学的经典概念也包含推理。例如，谁见过习俗，或者本土真实性？即使我们看不到本土真实性（或者在这方面的魅力），表现得分也可以比较每个邮政编码区域舒适物设施的拥有程度。

在本书第8章中，详细介绍了如何为每种舒适物设施赋予权重、检查编码器之间的一致性、评估这些措施的可靠性。主要的目标是一致性和透明度。其他人可能会更改、删除或添加维度，或以不同方式编码相同的数据，并检查结果。任何这样的改变都会对特定地点的场景产生全面的了解。从本质上来说，构成场景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学的。因此，任何关于这些空间场景的认真研究都将是一种解释性的再现。

来自各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获得类似的结果。我们并不是说他们的结果是唯一有效的，但他们在测量理论的一致性上是可靠的，或者说与大多数相似的社会科学一样可靠。有关权重的小的、个别的分歧（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分歧）对于数十万个数据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模型稍有改动，大量的案例也增加了统计的稳健性和一致性。

表现得分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场景测量。他们把我们的分析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的设施上，而不是其所表达的一般文化意义上。不过，我们不是方法论的教条主义者，可以经常使用其他手段。例如，结合新索引中独特的设施，往往有助于我们参与到具体的讨论和概念中，而且有助于突出某些场景的关键驱动力。因此，第5章研究了居住在“新时代”舒适物设施（如瑜伽工作室和冥想中心）和“新保守派教堂”（如五旬节派和基督教堂）附近居民的类型；第6章分析了有很多像高尔夫球场和网球俱乐部这样“蓝血”（Blue Blood，贵族血统）舒适物设施的地方政府的贡献模式。同样地，我们经常将表现分数与其他测量结果结合起来，以获得更加具体的场景图片。因此，第6章将“布波族”场景视为高租金和越轨舒适物设施的组合。我们尝试了用许多其他方式来构建场景变量，例如，量化得分和文化多样性指数。第8章将对许多内容进行回顾。

超越人体穿刺来看这事儿

与其深陷方法论的奥秘之中，我们不如像咬一口布丁那样，其证明就藏在其中。为此，让我们通过一些熟知的领域，这次我们走观光路线。

首先我们想一下之前看过的相同的四个邮政编码区域，它们的一个相似之处是有许多人体艺术和人体穿刺工作室，但是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差异。通过将它们转换成场景的关键字（如图3-2所示），将这些邮政编码区域和美国的每个邮政编码区域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轻松地总结它们的差异。

图3-2显示了5个表现得分的“z得分”，这意味着得分是由全国得分的平均值（得分为0）调整得到的。首先，正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四个邮政编码区域越轨性的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再看看其他几个方面，邓伍迪（亚特兰大）是最功利主义的、国会大厦（巴吞鲁日）是最睦邻的、太平洋海滩（圣地亚哥）是最不正式的。所有地区的魅力得分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南部（波士顿）得分最高，邓伍迪得分最低。表现得分很容易看出由当地舒适物设施产生的场景的共同点和差异，并且为我们提供将这些邮政编码区域和其他邮政编码区域进行比较的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地方进行个人角度的观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微妙之处，如更多维度的分析。因此，可以通过检查数百个单独基础设施得到场景表现得分。但是，表现得分为如何评估这4个邮政编码区域和美国其他邮政编码区域的差异提供了有用的总结性措施。正如后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它们可以和其他数据联系起来评估场景对经济、住宅和政治改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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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场景的越轨特征和其他类型的比较

注：这张图显示了在美国拥有最多人体艺术和穿刺工作室的黄页名单中，4个邮政编码区域的5个表现得分的z得分。这些得分表明相对于全国平均分（0分），这些地方场景维度的实力。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全部场景概况表明了单个舒适物设施和单个维度是如何定义整个场景的。

来自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场景

用类似的方式，在我们上面看到的基础设施概况中，表现得分有效地总结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典型场景中的总体美学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及差异。

图3-3显示了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五个辖区内所有邮政编码区域的黄页平均表现得分（这些也是“z得分”）。在图中我们仅看到了他们以前辛苦计算得出的设施轮廓的整体情况，也就是说，尽管地域、移民团体、政治文化和经济有很大差异，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三个场景的整体概况是十分相似的。与美国的邮政编码区域相比，这三个城市的场景肯定了传统的自我表达和实用性。它们鼓励越轨的、迷人的和自我表达的戏剧性，而不是正式性。它们将真实性融入理性、国家和企业品牌，而不是本土性当中。它们的场景中有丰富的民族特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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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场景特征的比较

注：该图显示了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五个辖区内所有邮政编码区域黄页的平均表现得分（z得分）。这些得分显示了相对于全国平均分（0分）而言，这些场景维度的实力。由于这些都是大都市的平均值，它们中的有些地点和区域的平均值有很大不同。例如，纽约和芝加哥的邮政编码区域与全国平均值相比差别大，但芝加哥南部和西部以及史坦顿岛的许多邮政编码区域却更加相近，差别很小。

随着抽象的、形式化的、远距离的社会关系与加强的个人主义和弱化的原始主义社会关系联系起来，20世纪早期的城市主义者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2004）（继齐美尔之后）称之为“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尽管如此，重要的差异还是出现了。芝加哥的普通场景与纽约或者洛杉矶相比更加传统、友善和平等，而缺乏越轨性、自我表达、迷人的、国家导向和理性主义。尽管纽约和洛杉矶之间的差异很小，但是洛杉矶的场景最具有自我表达性，纽约的场景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民族性和越轨性。


专栏3.10 芝加哥当地的酒吧

芝加哥的睦邻得分排名一直高于纽约和洛杉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大量的公园、酒吧和公共图书馆。最近一篇由《纽约客》和《经济学人》的博主瑞安·埃文特（Ryan Avent，2010）撰写的文章，声称美国缺乏社区酒吧，而欧洲的社区酒吧正是它们优越性的标志。这篇文章引发了忠实的芝加哥人对Andrew Sullivan（2010）网站博主的愤怒，例如，他们邮件回应称：“很明显这个作者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有的读者说：“至少在北面一条街的范围内漫步，如果你没有遇到一个像埃文特描述的那样的酒吧，是很困难的。大概一年前我从华盛顿搬到这里，这些日子这里的啤酒真的棒极了，拥有美味的汉堡和友好的调酒师的街角酒吧无处不在……像是为我来到这个新城市而举行的最好的欢迎仪式。”“在罗杰斯公园这个沿湖最北端的地区，我们做了很多探索。从我的前门到当地的酒吧只有一个街区……到三个街区的话，就有六个街区酒吧……这个国家之外的人对芝加哥的生活简直一无所知，几乎在整个城市都存在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电子邮件既可以用来确定睦邻的指标，又突出了芝加哥和美国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

——梅根·卡拉曼




表现得分揭示空间文化关系

这三个城市的表现得分模式的合理性，使得比较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的特征变得更加可靠。回顾第1章和第2章的关键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关系和维度的组合揭示了不同的整体场景。现在我们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都是经验主义的——场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附近的其他地方的空间关系，不同区域不同场景的相同维度之间的不同联系的文化关系。

近距离对表现得分的改变

假设我们有两个铁屑，1和2，它们的物理性质大致相同。然而，重要的是它们的位置不同，铁屑1在点（a，b），铁屑2在点（x，y）。我们假定点（a，b）和点（x，y）的位置距离很远。同时有一个磁铁M距离（a，b）几英尺（1英尺=0.3米），距离（x，y）几百英里（1英里=1.6千米）。同时铁屑1中的电子会沿着磁铁M的磁极流动，铁屑2中的电子则会随机流动。这两个铁屑在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导致它们获得不同的属性，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运动状态。

同样地，由于附近的其他场景，两个有着极其相似场景的地区也会变得“不同”。地图有助于展示这种空间关系。[8]图3-4显示了所有加拿大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和三个最大的城市（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的传统水平。该图反映了所有加拿大金融服务管理局的传统表现得分。颜色越暗表示传统场景越多，颜色越亮表示传统场景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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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加拿大的传统主义场景

注：这幅地图展示了所有加拿大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和三个人口普查大都市（CMAs）的传统水平的十分位数。颜色越暗表示传统场景越多，颜色越亮表示传统场景越少。虚线表示人口普查的边界线，即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直辖市边界。

城市以多种方式抵制传统

从全国范围看，我们可以看到，拥有更多传统场景的主要城市的外围，和拥有更少传统场景的城市内部形成了一个明显区别——有着明亮岛屿的黑暗海洋。但是农村地区还存在一些反传统的地方，这和大型工业区有关。在主要城市有大量的传统场景。多伦多的传统得分平均值最低，温哥华最高，蒙特利尔有最强的口袋（最大值没有显示，最强迷惑性）。一般的文化模式是根据当地的变化调节的。加拿大的主要城市虽然通常是反传统的，但是它们仍然提供来源于过去权威的场景；虽然农村地区往往比较传统，但是它们仍然提供了一些在习俗之上加入理性和新鲜感的场景。

在图3-5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三种场景的空间类型。表3-8总结了来自加拿大数据库中，用这些维度衡量积极性和消极性的设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反传统场景的替代版本，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在图3-4上的颜色都比较亮，它们传统得分的平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和有关城市传统习俗及信仰的破坏性的经典描述相符合。然而，反传统的方式有很多，而且这些方式深深地融入这些城市的场景之中。因此，如图3-5所示，理性主义在市中心和郊区形成一些场景，但是在每个城市的其他部分都有一些反理性主义的场景。这些往往是由自我表达来定义的，这种自我表达集中在蒙特利尔的著名高原地区和多伦多的中心城市附近的社区（如西部的附属建筑物、娱乐区和皇后西街，东部的莱斯利维尔和海滩）。如果我们在乐曲组合中加入越轨性的戏剧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多伦多有着更多反主流文化的西区（West End）场景和有更多本土性及睦邻性的东区场景之间的审美差异。

[image: ]

图3-5 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理性主义、自我表达、越轨等场景特征分布

注：地图显示了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人口普查部门三个场景维度的水平：理性主义、自我表达和越轨。关于每个城市的金融服务管理局，颜色越暗则分值越高，颜色越亮则分值越低。得分是根据詹克斯的自然断裂法（Jenks natural breaks）进行分组得到的。

表3-8 衡量传统主义、自我表达、越轨性和理性分值高低的舒适物设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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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往往是反传统的，而不是通过替代性的方式或者反对传统的方式来定义反传统。无论是通过自发的、违背着装和外表的传统标准或者是通过坚守功能的合理性来定义反传统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些主题能够用到的地方，并且提出关于其社会后果的可测试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图3-5显示了场景的空间类型差异，并且升华了铁屑的寓意。例如，在多伦多，城市中最具有自我表达和越轨性的场景往往直接与其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相联系。相比之下，在蒙特利尔场景中从一个地方逐渐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才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时一些强烈的场景具有很高的越轨性。[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伦多在其［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WASP）］建立和新的替代方案之间的强烈分裂是如何融入其日常经验的，其中最极端的版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10]

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地图也是如此。如图3-6所示，芝加哥的南面和西面的场景是最接近的，北部的自我表达性最高。在洛杉矶，自我表达的高分分布于城市很大的区域中，这个区域从好莱坞到圣莫尼卡和马里布沿着西部地区延伸，占这个城市近一半的面积。相比之下，这些城市的睦邻得分较低，但是在美国南部的墨西哥社区睦邻得分一直很高（但请记住，这些分数纯粹来自当地公司或组织，而不是当地居民的人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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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芝加哥和洛杉矶社区睦邻和自我表达的场景特征

注：这些地图描绘了芝加哥和洛杉矶的睦邻得分和自我表达得分与平均值的标准差。地图上的分区数量有所不同，一般有4～7个分区。每个城市的得分只有与自身相比较才具有价值，因为每个城市表现得分与平均值的标准差是单独计算的。因此，每个地图只显示城市内部表现得分的分布。芝加哥社区的表现得分和平均值的标准差在-0.5～1.5，然而洛杉矶的表现得分和平均值的标准差范围更大，在-1.5～2.5。这也表明了芝加哥的邮政编码区域比洛杉矶有着更加相似和相互联系的社区价值。该图还显示，芝加哥场景的睦邻得分比纽约或洛杉矶平均高出近0.5个标准差。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当地巨大的邻里文化差异，实质上就和我们看到多伦多与蒙特利尔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一样。在戴利市长的领导下，芝加哥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卢普区和城市的北侧，但是这种变化没有延伸到更广的区域，比如自我表达性并不普遍。

在方法论上，这些地图不仅显示了多维度如何带来更精确的含义，还显示了场景的空间配置有多重要。传统海洋中的岛屿的越轨性与其相邻的一组相似场景完全不同。有着明显界限的对比场景互相接近，会加剧文化的对比和冲突。相反地，在蒙特利尔炫耀主义和越轨的极端情况没有地理上的差异，融入更多的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第4章将回到这个主题上。

美国作为文化的反应堆

在化学反应器中，物质以一种形式进入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铁和硫反应，变成硫化铁。最常见的化学反应有助于生成我们典型的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喝的水、我们吃的食物。然而在实验室，化学家能够生成地球上大多数地方几乎没有生成过的化合物。但这些可能是太阳中心或遥远脉冲星每天日常生成的物质，更别提大海或火山的深处。

美国可以看作文化的反应堆。就像地球上到处都有的空气和水，我们也可以随处发现经历、野心、理想、希望和价值，它们以特定形式相互结合。与此同时，一些结合可能很平常但不一定规范。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社区的人口会经常花费数百年不断对各种选择进行试验。他们用自己的逻辑和游戏规则创造出场景。这些与典型的文化模式有显著区别，就像在有最多生物体生活的大海里，发生着怎样的化学反应，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很奇怪、很不平常。但这些创造了它们自己独特的各种特殊类型动物兴旺的栖息地。同样地，我们可以考虑监管首领作为像巨型珊瑚礁一样只有在某些场景中才存活的社会类型，比如说，在芝加哥而不是洛杉矶。

美国的典型场景：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

19世纪末期的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是现代社会思想的经典对照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齐美尔、路易斯·沃思等都继承了他的观点。他们都对比了联系紧密的村庄和无明显特征的城市。滕尼斯将前一个命名为“礼俗社会”或“社区”，后一个为“法理社会”或“社会”。“社区”是民间文化、友情、大家庭、互相理解、温暖、亲密和羁绊的乡村世界。“社会”是遥远、无情、只有效率没有感情的合作、非个人的、冷漠的实验室、个人主义以及充斥着时尚和玩乐诱惑的世界。

按照滕尼斯的说法，我们将这种场景称为社群主义与城市性，尽管我们有时也会用德语的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和Gesellschaft（法理社会）。社群主义者以睦邻、正式、传统和领袖魅力为特色的场景为努力方向。[11]教会与这种场景的模式息息相关，浸信会和卫理会的主导地位显示出了两者极强的相关性。公共图书馆和捕鱼湖泊也与这种场景相关。社群主义较弱的区域这类设施很少，理性、实用、合作、越轨和迷人特征更明显（相对来说）。在这里，诸如快餐店、旅行社、美容院、计算机程序员、健康会所、咖啡馆、百货公司、软件开发商、图书经销商、研发公司、技术咨询服务和民俗餐馆等事物，呈现的可能性更大。

社群主义/城市性实际上占到了场景的国家总体差异的44%。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风格强烈的差异和它社群主义程度有关的情况几乎占到了一半。总体来说，南部和中西部的社群主义最明显，东北部和西部城市性场景更多。

芝加哥的文化考验

礼俗社会—法理社会的复杂性捕捉到了美国场景维度最常规的结合。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典型的、熟悉的环境，跳入深海里，寻找锰结核的社会等价物，以及它们本身独特的习性，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了考察不同地方相同规模重叠程度，得出了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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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领袖魅力和其他场景的各城市相关分析

注：该图反映了在纽约、芝加哥与洛杉矶，领袖魅力与其他五项指标的关系。


专栏3.11 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

我们发现，所有亲密的、私人的、排他的生活一起被理解为礼俗社会（社区）。法理社会（社会）是公共生活——这是世界本身。在礼俗社会中，一个人从生下来无论福祸都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他去到法理社会时会觉得自己去了另一个奇怪的国家……礼俗社会有自己的语言、民俗、风俗或信仰；相反，法理社会则是商业、旅行或科学的王国……礼俗社会是旧社会；法理社会从名称到现象都是新社会……对乡村生活的所有赞誉都指出，礼俗社会的人口更强大、更活跃……法理社会是瞬变的、肤浅的。因此，礼俗社会应该被理解为生活有机体，法理社会是机械与人工的集合。

个人本质会以同样的方式演变成纯粹的思想和理性意愿，那将趋向于分解并消灭前任，礼俗社会的最初建构形式已经发展成为法理社会以及法理社会的理性意愿。在历史上，风俗文化也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文明……

作为法理社会的由来，国家应该决定打破法理社会或至少对其进行改革或更新。这种尝试有极大的可能会失败……

“大都市”不仅是国民法理社会的本质，而且包含了整个国家或世界的机体的代表。在大都市，金钱和资本是无限且万能的。它能够为整个地球和所有国家生产和供给产品与科学、法律与民意。

——费迪南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2011，34-35，223-21〕



图3-7显示出了在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之内的数种场景维度的领袖魅力相关性。解读它们的关键，是比较每个城市的酒吧。比如说，芝加哥酒吧领袖魅力与睦邻的相关性约为0.7。这意味着在库克县的大约200个邮政编码中，如果你经过社区场景，看到市议员和正从教堂出来的当地要人握手，很有可能会感受到领袖魅力是权力的重要基础。芝加哥的领袖魅力也与平等和传统紧密相关，但与迷人和自我表达无关。

纽约和洛杉矶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将领袖魅力和其他维度结合起来。在洛杉矶的酒吧，领袖魅力与传统和平等的相关性几乎为零，纽约比芝加哥的值也要低得多。在这些沿海城市，与芝加哥相比，领袖魅力更多与自我表达和迷人相关。比如说，纽约和洛杉矶自我表达和领袖魅力相关性接近0.5，芝加哥则低于0.1。洛杉矶领袖魅力与迷人的相关性超过了0.35，芝加哥则不显著。这就是领袖魅力构成的显著不同。

这些场景的差异显示出三座城市中产生领袖魅力的不同设施的配置。在芝加哥，最能凸显领袖魅力的前30个邮政编码（具有最高领袖魅力表现分数的邮政编码），平均每个邮政编码有超过17个宗教组织、约1个公园和操场；大部分坐落在卢普区外的南边和郊区。相比之下，这个城市更注重美丽，设施集中在卢普区和黄金海岸、湖景区之类的高档社区中。而纽约和洛杉矶的领袖魅力排名邮政编码区域平均的宗教组织较少（分别为13和11），公园和操场在0.3以下。它们通常更美丽一些。纽约的切尔西是最凸显领袖魅力的地方，有超过100个时尚设计师；洛杉矶领袖魅力排名最靠前的邮政编码包括有着高密度教堂的南区，但其他一些地方像市中心和比弗利山庄在数量上会超过南区。事实上，洛杉矶领袖魅力排名前30的平均每个邮政编码有至少9个时尚设计师，纽约约为6个。芝加哥相对来说领袖魅力不来自时尚圈：它领袖魅力排名前30的邮政编码平均有不到1个时尚设计师。

在纽约和洛杉矶，迷人和领袖魅力是交叠的；好莱坞的英雄、音乐大师和时尚偶像构成了领袖魅力场景。在芝加哥，迷人和领袖魅力则有所区别；领袖魅力来自社区和虔诚的领导者。领袖魅力在三个城市场景中都有所展现。但当结合自我表达和迷人时只构成了一个场景，当结合睦邻和平等时又构成了另一个场景。在一个场景中，粉丝、狗仔和后援在红毯上追逐着闪亮的明星；在另一个场景中，朋友、邻居和各裔人种崇拜着社区领导人的影响力，这些“大人物”能让你在市中心找工作时或在你违反令人讨厌的城市条例时给你一点“甜头”。


专栏3.12 芝加哥：兴风起大浪

戴利的政治风格受其狭隘主义的影响。他从未离开过布里奇波特。他构想他的城市和世界是布里奇波特那样的社区——敬畏上帝、正直、上进的人民努力保持集体稳定，紧跟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对邻里、城邦和国家都像市民一样履行义务。因此，政坛的人应该在社区很活跃，应该关注他们自身对社区里需要帮助的人的贡献，应该和其他那些以自己方式处理自己的问题的社区保持距离。世界就是一个由不同文化和风俗的各色人种构成的大社区。

——Milton Rakove（Don’t Make No Waves，Don’t Back No Losers，1975，63）



领袖魅力、传统、睦邻和平等的“芝加哥分子”是在独特历史的经验熔炉中炼造而成的，就像某些化合物只会在特定地质环境中产生一样。事实的关键在于芝加哥是美国唯一的以天主教传统为主的大城市。回想一下上述芝加哥典型邮政编码区域的天主教堂有多少。通过对爱尔兰天主教政治领导的提高，教会学校和教堂巩固了邻里社区。而纽约和洛杉矶有着像大型选区那样的法治安排破坏了邻里自治，芝加哥在市参议员举行游行时，比如在圣·帕特里克节上会有50个护卫，也会有比其他美国城市更多的社区节日。在克拉克撰写《树与真正的小提琴：建设后工业时代的芝加哥》（Trees and Real Violins：Building Post-Indust rial Chicago）的手稿中，数十年的民族志和芝加哥从戴利一世到戴利二世的口述历史，进一步详细地研究了芝加哥生活和政治的这些独有的特征。


结论：每个场景都有不同，但这些不同是否有意义呢？

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一下，但首先我们要不管场景和舒适物设施分布模式是否真的很重要。也许这些美学分歧只是简单的常见社会科学结果的，比如财富、种族、教育或民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讨论这个普通领域的内涵、分类和再分类就变得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它也将分散整合社会的真正力量。

这实质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利用统计方法，表现得分是不是真正的自变量。我们会在下面三章展示其对经济、居住模式和政治的重要影响。第8章会深入探讨哪些变量最能预测场景这一问题，并强调只有很少一部分场景中的差异能够被收入、教育和种族等这一类变量解释。

更实际的是，将景观作为场景，以审美和生活方式来看待我们通常看到的商业、政治或人口统计方面的情况，是有效且有利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对人们有深度影响的场景差异性对人们来说，引用威廉·詹姆斯的名言，“是否有意义”，能否揭露出某个地方的某个场景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场景更能展示出人类行为模式这个事实呢？

接下来的三章就详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创造出每个人都认为生活十分重要的集合。这个集合包括商业和经济、收入和就业、资本和劳动力。那场景会在集合里有一定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解释场景怎样影响、为什么影响，我们就需要回到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基础上，并重新思考在常见因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共同作用下，场景的文化特征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1] 〔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作为新兴的、基于网络的“大数据”资源变得更加易得（如Facebook、Yelp、Twitter），这为更丰富和精确的场景测量提供了新的潜力。这也是我们在继续探索的领域。

[3]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可能不会令人震惊。但是对法国人来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实上，在我们对法国设施的探索性研究的数据中，我们发现法国和美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是教会的地点。在美国，教堂几乎无处不在，从小城镇到大城市，从内城到郊区和低收入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社区。但在法国，它们几乎是在城市主要中心和主要林荫大道上，其他地方找不到，这展示的是历史和盛大的国家中心符号，而不是当地的街角社区生活和社会企业家精神。

[4] 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的民族构成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也是这些城市场景区别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纽约有更多犹太人和改革新教徒。他们的宗教传统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主题产生共鸣。神圣走向抽象的普遍正义是主题。它同时攻击竞争性亚文化群体，如激烈的个人主义、华尔街市场，或势利的典当商。思想辩论是围绕政府和政党的弱点，同时纽约也有更多国家媒体和出版公司。相比之下，芝加哥的政治展现的是20世纪的特点，是爱尔兰的非理学特质主义伦理。特别是地方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修行天主教和社交［克拉克（1975）提供了广泛的调查和历史数据支持这些差异］：“不要兴风作浪，不要支持失败者。”“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纽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极性相反的，以全球和国家而不是当地的愿望，强烈的社会自由主义，积极的世俗伦理以及意识形态参与公共生活。《纽约时报》是最明显的例证，它的载体遍布美国的各个地点。具体见Abu-Lughod（1999）和McNickle（1993）。

[5] 芝加哥和纽约长期以来都有当地的政党组织欢迎移民。相比之下，洛杉矶以更多白人新教徒统治和民族冲突为标志。从《洛杉矶时报》的钱德勒家族，到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到对移民进行公民投票并废除平权行动（全州范围内），到墨西哥和非裔美国人的帮派冲突，这些是洛杉矶学者如Davis（1990）、Sonenshein（1993）和Ethington（2015）强调的主题。

[6] 具体见 See Glaeser、Kolko、Saiz（2001），Papachristos、Smith、Scherer、Fugerio（2011），Falck、Fritsch、Heblich（2010），Reese、Faist、Sands（2010）.

[7] 因为强烈的种族真实性得分完全基于在一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舒适物设施（在黄页上的舒适物设施主要是餐厅）的设施，因此它不一定表明一个传统意义上界定的民族社区，其中我们也可以定义为包括某些类型的设施和居民一个不同的种族背景。考察居民祖先与舒适物设施的关系有助于衡量这个更传统的民族社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例如，与纽约相比，在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更倾向于住在有意大利餐厅和爱尔兰餐厅的邮政编码区域。甚至是在同一城市，舒适物设施和居民交叉重合的方式人有多种可能。哈克沃斯和莱凯斯（Hackworth、Rekers，2005）展示了多伦多的几种可能：在小意大利区，遍地都是非意裔加拿大人开的意大利餐厅和少数意裔加拿大居民。希腊城镇，虽然希腊裔加拿大人的数量在下降，但是这里有很多希腊祖先经营的买卖。周末这里会接待很多来这里吃饭和社交的其他希腊裔加拿大人。小印度区的印度裔加拿大人的数量从未减少，因为最初生活在这里的印度裔加拿大人很少，这个区的商业氛围比居住氛围更强一些。

[8] 第8章探讨如何使用更高级的统计技术来分析空间环境的作用。

[9] 温哥华显示另一种模式，通常是全市平均水平高，极端情况少。这种模式也出现在艺术家集中的城市社区研究中，其中，温哥华通常是平均水平最高的，但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有个别社区艺术家集中程度较高。

[10] 在我们的数据中，这种文化遗产至少有两种另外的呈现：第一，多伦多的平均越轨分数低于全国平均数，这在我们分析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情况中是唯一的。正如我们在国际数据中初步发现的那样，正式性场景一般与高租金关系在加拿大高于美国，“加拿大展览主义”（Canada the Exhibitionistic）并没有完全落空。第二，我们看到与“替代”生活方式相关的具体设施的差异。在多伦多，有更多的设施支持认真的个人发展，如瑜伽、冥想、旧书店和自然疗愈中心等。在蒙特利尔，有更多的视觉、身体特色性的舒适物设施，比如皮具店、性用品商店、迪斯科舞厅和模特公司等设施。多伦多的替代场景更加波西米亚；蒙特利尔的则更加时髦。这里的主要论点是场景设施和测量数据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数据指标进行测量和比较的。

[11] 我们通过因子分析推导出这些组合；在第8章中我们讨论了每个因素在不同维度的具体权重。最常见的维度组合在加拿大一般而言是相似的，但在细节方面有许多不同。它将国家分为一种功能主义的核心形式，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企业然后是“其他的一切”，包括更多的社区化特点（睦邻、传统、族群等）和更变通性的特点（自我表达、领袖魅力、越轨）。继韦伯之后，我们称加拿大模式为“钢壳”（Steel Shell）。加拿大城市生活的人群比美国的比例较高，所以城乡区别就没有那么明显。而加拿大其他一些场景特点和美国也非常相似，但是加拿大的场景也展现了美国所缺乏的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共和国主义”（La République）。


4 回归土地，归因场景：场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Back to the Land，On to the Scene：How Scenes Dr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这一章论证了场景是生产要素的观点：它们是经济成败的关键。虽然大部分经济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但是这些要素本身无法从细节上解释：增长为什么发生，主要表现在哪些地区。本章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概念和理论上回溯了从作为大自然物质馈赠的“土地”，到作为一个地方（Locale）的具有文化和美学特征的“场景”的认知变化过程。第二部分阐述了场景变化如何带来经济增长的几个假设。第三部分通过将场景测量与工作、工资、租金、人口、专利、人力资本等经济数据相结合，验证了这些假设。

当深入研究了场景特征和经济增长相关联的具体假设后，我们得出了比以往所有发现都更重要的一点：场景是“新”的经典生产要素之一，但是直到今天仍然不被商业活动所重视，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某些行业如农耕而言，土壤的质量事关成败；对于另外一些行业如软件公司而言，其运营的场景质量也一样关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将场景测量与经济学、地理学的经典变量一起加以分析，揭示了场景如何对本地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很多人“知道”场景是关键的生产要素，但将其纳入计量模型的分析显示，它们的经济贡献并非道听途说。


土地的消失、再现和转化

经典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基本前提假设并想象替换它们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经济思想经典所勾勒的世界图景中，场景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是模糊的。这因此引导我们思考，为何以及如何调试我们的概念体系，以便将场景理论更清晰地纳入。


专栏4.1 将商业社会神圣化

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奢侈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正像把一种敬神之用的基金的收入移作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用父兄节省下来打算用来做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多游手好闲的人。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第二篇，第3章）[1]



接下来故事的核心脉络是土地概念的表述、消失、再现和转化。我们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开始，他们最先将土地表述为关键的经济概念。接下来到了马克思那里，土地或多或少地消失了，或者退居幕后，这对于后来的（尤其是全球化）理论影响重大。随后，通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的研究，土地概念以一种转化了的、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方式，悄悄回来了。接下来，场景理论对马歇尔、韦伯和帕森斯所开创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并增添了具体的实证含义。

作为社会理论的生产要素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仅是经济学的经典，更是现代社会思想的启蒙之作。书中对现代商业秩序之核心方面的定义，也许在任何其他著作之上。斯密关于资金与市场、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前瞻性论述，使得《国富论》经久不衰。然而，语言修辞也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斯密雕琢出一种描述商业的神圣语言。向来以闲散和尚武而备受尊敬的贵族们，现在堕落成了（虽然在某方面而言是可爱的）浪子。反而，勤勉、节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工匠和商人，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他们的储蓄导向持续的资本积累，并继而唤醒国家巨大的生产能力。

在很多层面上，《国富论》的社会学意义，好比早期的天文学著作。好比仰望星空，从随机中构建秩序一样，从《国富论》中，我们看到了重新解释社会世界的框架。商业部门的兴衰、价格的涨落、不同工种的回报、不同工作场所的生产效率，以及阶级之间的冲突，等等，都有其社会逻辑。

基于劳动收益分配理论，斯密将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地主、劳动者和资本家。劳动收益组成国民财富，即一国内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总和。该财富变成利润、工资或者租金，它们分别是三个经典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收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后来增加了第四个要素，称之为“管理”和“商业力量”（马歇尔），或者“企业家精神”（熊彼特）。］

在这一基础上，斯密发展出了他的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理论，所依据的基础是三大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理解自身利益并采取行动的能力。对于那些只知斯密是“资本主义教父”的人而言，自然震惊于其社会冲突理论。比如，斯密以最广义的概括方式指出，资本的利益对社会的总体发展本质上充满敌意，而劳动者的利益与全社会发展本质上一致。斯密认为，劳动者的主要兴趣是获取更高的工资，这通常代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创造了将消费者的一般利益置于任何特定企业或者部门利益之上的更加广泛分享繁荣的基础。而资本所有者恰恰相反，他们倾向于把生产者利益置于消费者利益之上，从而保持高额利润，甚至意味着以次充好、货不符价。这里的问题是：资本家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据此行动，而劳动者通常做不到这一点。

在斯密的理论中，地主处于一个奇怪的中间位置。他们的利益最终将与国家以及劳动者的利益协同一致。“社会实际财富的每一点增长，有效劳动投入的每一点增加，都会间接地提高土地的实际租金。”（亚当·斯密，1776，第一篇，第11章）但是，地主们似乎对自己的利益认识不清。因为他们只是轻轻松松地坐着收租，不用忙于想赚取利润的方法，地主——“乡绅们”，斯密经常这么叫他们——尽管受过良好教育、时间充裕，却不会像资本家那样目光长远，在权力的大堂上为自己争取一席之位。将土地出租给高利润企业的诱惑，以及资本所有者的诡辩，使他们蒙蔽了双眼。“基于对自身利益的高度清晰认识，资本家常常利用乡绅的慷慨，说服他这样一个简单、诚实的信念，即资本家的而不是他的利益，才符合公众利益——从而借此放弃自身以及公众的利益。”（同上）


专栏4.2 亚当·斯密：矛盾的理论家

（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但实际上，他们往往缺乏这种（和本阶级利益相关的）知识。他们在上述三个阶级中，算是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地位，使他们自然甘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

第二阶级即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劳动者的利益，虽与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但他们没有了解一般社会利益的能力，更没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他们的状况，不能让他们有接受各方必要消息的时间，即使有此时间，他们的教育和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对任何消息做出适当的判断。因此，在公众集议时，只在特殊场合，即在雇主为着自己的特殊目的，而不是为着劳动者的利益，出来鼓动并支持劳动者发言的场合，劳动者才发表意见。

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构成第三个阶级……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退而下降……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就和其他两阶级不同……他们（商人和制造业者）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做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第一篇，第11章）[2]



在斯密看来，结果地主违背了自身利益，与资本家联手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价格。从斯密角度理解的这种政治联合，正可以解释长期以来，地主与广泛的社会发展力量相抵触的原因。然而，通过阐明这一联盟如何建立在地主错误认识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因此正本清源了土地在国民财富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后，斯密指出，只有对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更加全面的阐述，才能更广泛地评价它的重要性。

土地作为地方的价值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探讨其他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的学者，从现代早期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思想家大卫·李嘉图开始。我们不应被他理论中的细节的复杂之处吓住，比如“土地租金由最后一块用于种植的地块决定”这样的思想，[3]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逻辑直觉。

以两个农民为例。两人每天工作时间大致相同，使用的工具也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相同。假设农民1在肥沃湿润的土地上耕种，农民2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耕作，农民1自然产出更高。多出的价值就是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带来的贡献，当土地稀缺时，该价值就生成地租。

这是一个直观的，并非特别有“深度”的观察，但是李嘉图确实从中推导出了一些反直觉的、影响深远的结论。在目前的语境下，更重要的是，土地概念将其分析聚焦到本地的具体特征——首先是土壤的肥沃度，接着是空气质量和阳光，然后是距离，以及与市场和供应商（通过水路或铁路）的连接度等品质。如此将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自然提出了具有分析探测性的问题：本土区域特征（local area characteristics）如何影响经济的成败。

随着距离消失而消失的土地

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数年研读斯密和李嘉图以及其他人的作品后，马克思写出了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这是一本超越总结的书。这不仅是因为其文风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前人们直截了当的风格截然相反，还因为《资本论》里有多重的讽刺与幽默挖苦，使得它在作为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同时，也像一部文学著作。

尽管如此，当读完斯密和李嘉图后再读《资本论》，就会震惊地发现，土地几乎从故事中消失了。前两大卷几乎不曾讨论租金和土地问题。这些主题最后在第三卷中终于出现，但这是马克思未发表笔记的辑集，去世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并做了大量的编辑后）出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进一步详细讨论了土地和租金问题，这部书主要为阅读斯密、李嘉图等经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笔记辑集，但也是直到1956年才全部出版。也就是说，马克思生前从未将土地和地租理论与他更为著名的资本和劳动理论整合到一起。研究马克思的文献浩如烟海，与研究《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不相上下，但是最近经济学家米格尔·拉米雷斯（Miguel Ramirez，2009）搜索研究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文献时，才找到十余篇。[4]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试图在他的《资本的限度》（Limits to Capital）中努力延伸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思想是“处于发现过程中的暂时性的想法”。[5][6]

随着土地退出舞台，资本和劳动，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粉墨登场。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描述，资本主义以前的前现代社会，丰富多样，有贵族、骑士、僧侣、主教、国王、工匠、店主、商人、行吟诗人，以及很多其他角色。同时社会冲突极为复杂，不能简化为任何单一的对抗。

资本主义秩序将一切简化了。资本主义就像一剂溶剂，清除殆尽神秘的差别、古色古香的形而上学和古老的感伤。一切必须成为资本，资本必须调解一切。[7]只剩下资本，以及它循环往复不可或缺的——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随之发生，资本旨在将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劳动——改造为达成目的的工具，由此引发了对迄今历史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阶级斗争，并达到了它最尖锐的顶点。

这已与斯密形成强烈对照——后者多数时候身处家乡丰富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国富论》把一个地方的骄傲给予了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他们是小城镇和浓郁都市环境中的主角。斯密认为，拥有乡村清新的空气，对自己的财产倾心关注的农夫生活，已足以吸引任何健康的人。商人和大厂商方式本身虽然令人钦佩，但是让斯密感到焦虑，而且这种焦虑不轻，因为他们不受某个具体地方的限制，与其财产和同胞保持着某种距离，也与他们所工作的当地的风俗习惯相脱离。

马克思可能将此看作斯密的多愁善感。商人和大实业家代表着未来，黑白分明的未来。马克思早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体现在（斯密的）本地小店主或乡绅身上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在道德和经济意义上是封建的，它经受不了资本的冲击。“如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大地产，因为目标是要挣尽可能多的钱，它已经摆脱了封建束缚，具有了工业特性。”（马克思［1844］1959）如此，斯密社会理论中的第三主角已经身处悬崖边缘。

当然，马克思有他忽视土地的有力理由。这有经济技术方面的原因。如果说土地仍然与工业不同，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甚至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尚未广泛应用于农业。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土地的物理禀赋越来越不被看作大自然的馈赠，而是成为影响纯粹资本运行的地方扰乱因素（马克思，1967，3：861）——变成更多是屈尊于人类技术主宰（即资本）的客体。随着资本投入的持续提高，土地的稀缺性和品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3：760，765）。[8]

此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三方比赛/互动，远比一对一的对决更复杂。将土地单拎出来，意味着将地主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使人们更难看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对峙。马克思写道：地主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它存在于过时了的封建财产权中；因为权力，而且只是因为权力，该财产权继续存在。[9]事实上，土地收入是对资本家活动的再一次寄生。当资本家用精力充沛的冷酷理性地剥削工人的时候，土地的价值犹如从水蛭身上吸蛭，即“撇”掉资本家工作中的“奶油”——对于马克思而言，它都不值“工作”这一名称。


专栏4.3 一个地主和一个资本家之间的谈话

正如你对某个生产资料条件的所有权，物化的劳动力使你能够从工人那里挪用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而我对另一个生产资料条件的所有权，比如土地，将我和你们这些资本家阶级彻底划清界限，那一部分无偿劳动不属于你们应当获得的收益。你们资本家的法律纵容你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挪用无偿劳动，而你们之间的竞争会使资本可以挪用与它等量的无偿劳动。好吧，我碰巧发现这个法律适用于你们……但是这条法律不能约束你“生产”的无偿劳动中超过正常配额的部分。谁能阻止我（地主）利用这一部分“超额”？为什么我要遵循你们资本家的传统，把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放到资本的大锅里面然后跟你们分着吃？……我不是资本家。我允许你使用的生产条件不是物化的劳动力而是一种自然存在。你能制造土地、水或煤矿吗？当然不能。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1968，41）[10]



哲学原因也很重要，尽管在马克思思想的政治经济史中很少谈到。马克思本质上是一个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因为形而上学的原因，他需要共产主义作为对立的辩证统一。无论如何努力，对立统一不能从三方面中得出。它需要两极，一个是“一切”，另一个是“全无”。[11]

于是土地被关到了门外。当土地从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中被剔除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只剩下了资本和劳动。当它们与任何具体区位（Location）的特质脱钩时，两者便都被迅速地标准化、抽象化和去地方化了。资本流向薪资最低的地方，劳动力则相反。劳动本身变成匀质的了，不再被不同地方的传统、习俗和习惯所区分，其生产率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简单标准加以衡量，它是指完成某一任务，一个劳动力平均使用的时间。这使所有地方的所有工作都可以通过一个恒定的标准进行比较。同理，资本也被标准化了。工厂就是工厂，不管在哪里，周边怎样的环境，怎样的人，都有相同的产出。

马克思着力阐释的这些，现在可以反讽地加以接受了。资本主义导致人性的扭曲，诱导我们相信，资本可以主宰一切，将自然、人性和文化都变为无能，这一点现在看来就好像一个苦涩的笑话。这也正是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1998）在他的《钱袋如此幸运》（Moneybags Should Be So Lucky）中，对《资本论》有力的文学性解读。[12]

或许如此吧，不过很多人还没有领会到这个玩笑。想想关于全球化或者互联网的标准化解读，诸如“距离之死”、“世界是平的”，或者“快餐化的世界”等。其前提假设是：既然在任何地方工作都可以等质量完成，那么工作会流向成本最低的地方。人或者企业依恋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是一种顽固的非理性表现，最后一定会让步于到处等量通用的更加抽象的全球标准。

这可不是《纽约时报》的专家见解，或者早期互联网时代的预言。哈佛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已经将世界扁平化与马克思描绘的全球资本主义图景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普遍趋势已然威胁到了“养育我们的，给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位置的独特的地方和社群”。[13]有些经济历史学家对于这种“二因素”世界方式思考下的简单化结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4][15]

回到土地

马克思之外，还有一个理论传统，其中土地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虽然是以一种转变了的方式。该理论太过丰富复杂，在此不能详述，我们仅强调其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其中两个关键人物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马克斯·韦伯，他们的思想被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其学生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引入了《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一书，并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土地的新理论。[16]


专栏4.4

我和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交谈后开始考虑大整顿的问题。桑德尔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描述的世界变平的过程实际最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

桑德尔解释说：“世界将成为不受各国边界限制的全球市场——马克思是最早预见这一点的人物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可以瓦解一切封建、宗教和民族实体的力量，认为它将导致市场力量统治下的全球文明……”

的确，今天当我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他还预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

桑德尔对我说：“你所说的和马克思预言的十分类似。你说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将低效和摩擦排除在市场和经营之外。这就是你对‘平坦’的定义，但平坦的、无摩擦的世界却是把双刃剑。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它可能会对全球的商业发展有利，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但是，它也可能给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和团体构成威胁，正是这些地方孕育了我们，并标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005）[17]



帕森斯是20世纪中叶社会学领域的巨匠，尽管目前星光黯淡。他的主要关注之一，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整合进一个体系，同时又保留各自的位置。在此目的下，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1937，1967）加入了两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两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的思想——直到那时，后两者的书北美还不为人知。帕森斯还进一步将韦伯的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翻译并介绍给了美国读者。

1956年，帕森斯与学生尼尔·斯梅尔塞一起出版了《经济与社会》一书，关注点回到一般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之间的联系。该书的主要目的，是把经济学问题——价格、分配、增长等放到更大的框架下进行考察。这将使经济学家的具体问题更加突出。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旨在提供一个系统调查许多非经济因素，包括权力政治、法律规制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规范，如何“从外部”（如其所在地）影响经济，反过来又受经济影响的方法。

在其职业生涯的尾声，帕森斯在《美国社会》（American Society）（他逝世后的2006年出版）中写道：《经济与社会》的“重磅炸弹”其实是对土地概念的诠释。帕森斯和斯梅尔塞通过深入研读马歇尔和韦伯深化了这种诠释。马歇尔和韦伯的核心相似之处在于，对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习惯”或“习俗”（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的宿命般的经济结果高度敏感。这种观点在斯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那里也都存在，但是被淡化了。马歇尔和韦伯将之重归正位。

韦伯成为连接文化与土地的关键理论来源绝非偶然。韦伯作为一个多产的一流学者，首先是农经学家和法律史专家。土地，以及存在历史性、社会性意义变迁的财产，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是现代社会理论史上最为著名的观点之一，但是它与土地概念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见，是帕森斯和斯梅尔塞创造性地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联系是，清教徒在上帝召唤中的奉献和大自然的馈赠（如瀑布、肥沃的土壤），都非源自经济原因（如工资或利润），却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后果。这是为什么？

对于加尔文主义者而言，物竞天择的机会有固定的量，究竟谁占有这些机会是命中注定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已经知道谁进谁出。但想要知道你自己是否被选中？作为一个有限的凡人，你不能。你能为占有一席之地做些什么吗？什么也做不了。


专栏4.5 清教徒的自我塑造

1595年6月14日。今天我的疏忽是：在去教堂之前没有呼唤上帝，在教堂里没有欲望呼唤上帝，在服侍神中感到困倦。周日，我的罪恶持续了一整天：（1）以上提及的疏忽；（2）聆听布道时没有应有的感觉（原文如此：没有祈祷上帝日后保佑我）；（3）后来在晚餐时没有讲善事；（4）过度利用上帝的创造物；（5）晚饭后立即睡觉；（6）直到钟鸣才为布道做好准备；（7）懒散地聆听上帝的指示——为我丰盛的晚餐而做的指示；（8）懒散地聆听另一个布道；（9）回家后没有对布道进行复述，因为我的同胞尤班克和我在一起；（10）（原文如此：没有劝勉他向善）；（11）没有参加晚祷；（12）大快朵颐时没有想起我可怜的同胞；（13）七点的时候没有适当施舍那位可怜的妇人；（14）以无精打采的态度激励我的兄弟去参加基督禅修；（15）听到布道重复时渴求慈爱；（16）我祷告时的懒惰。这些是我每日对你犯下的罪，我的主。

——塞缪尔·沃德，日记节选，摘自玛格·托德（1992，236）[18]



加尔文主义者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心理困境中。他们的解决方案，以自己的方式而言，是巧妙的，即将选择问题转为虚拟语气。如果你是被拯救者，那么你的生活将证明你的信仰，完全地、彻底地，以你所有的想法、感受和行动，没有一丝保留。你不可能做任何事去挤进天堂，但是你可以内省，寻找已被上帝选中的迹象。

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自我审查。一个人必须穿透内心深处，冲刷灵魂中任何罪恶的迹象，以期完全透明地呈现在上帝面前。正是在此背景下，记日记首先成为自我反省的积极实践。

但是只反观内心是不够的。信仰必须通过你所有的活动，甚至包括那些最平凡的、日复一日的谋生行为，来加以荣耀。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它从达到某种目的（如生存或快乐）的手段，变成一种使命（Vocation），自身具有了存在价值。被神选中的人不会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在生意场上，他像在家中一样一丝不苟，值得信赖；他不会为个人的荣耀和眼前的享受而贪求利益，他甚至拒绝当下的愉悦，将之延宕至未来。

借此，他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同时谨守基督教禁止炫富的戒令。生意上的成功使他得以控制大笔金钱，但这本身不成为问题。如果上帝要在两个灵魂之间做出选择，其中一个通过诚实勤勉获得了生意上的成功，另一个恰恰相反，他会选择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经济上的成功变成了被神选中的标志而不是原因。这就跟土地概念有了关联。我们并非为了发电产生的利润创造瀑布，它是大自然的赠予。同理，加尔文主义者也并非为了经济考量（如工资和利润）献身工作。他们响应神的召唤献身工作，就好像一份免费馈赠，当然它源自信仰而不是大自然。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它带来了额外收益和剩余。

因此，对企业来说，充满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地方，就好像好的土壤。假定你需要从两个区位中选择一个来开创事业，其中一个区位受这样的思想驱动，即做好本职工作就像完成上帝的使命，而另一区位较少受这样的思想驱动，你会选择哪一个呢？答案再一次不言自明。

韦伯接下来并没有明确地将土地与文化、文化与地租联系起来，是马歇尔做了这件事。他借由“准租金”（Guasi-rent）和“能力租金”（Rent of Ability）等概念，打破了总是把地租归于自然所赋予的大地的经典认识。其中关键的概念创新，是把租金作为存在于任何有价值物体中的分析元素，而不再将之与物理的大地严格等同：“甚至土地的租金是看得见的，但不是作为物本身，而是作为一大属类中的主导种类。”[19]


专栏4.6 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租金

他们知道在日常叫作“工资”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真正地租的成分，在日常所谓的地租中含有真正的劳动报酬等。总之，他们懂得把化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因以处理商业上普通的氧与苏打，虽然它们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2，第五篇，第9章，第4节〕[20]



从这种洞察力出发，马歇尔发展出了关于各种租金的论述，影响深远。准租金来自人类对自然的各种永久性的改善，如更好的农舍、给排水、灌溉等。虽然长期而言，这些改善可能来自它们自身产生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只是“准”租金），中短期而言，它们好像好的土壤和空气，给所有人提供红利，业主也可以对这种红利收取租金。

能力租金同样重要。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对戏剧的需求大幅上升，比如说，社会的教育或富裕程度整体增加，演员将能够收获他们的天赋带来的报酬。现在城镇周围几十部戏同时上演，但是有能力表演的人只有那么多！这与新技术创新突然间使埋藏在某些地块下的矿藏有了价值，土地的所有者在此过程中变得富有的情形并无本质区别。

同时马歇尔承认“情境价值”（Situation Value），一些地区试图从周边的开发中获利，如为了获利，公开在靠近工厂或海滨的地方规划建一个镇——这中间的大部分价值他称之为“公共价值”。这种区位价值（Locational Value）并非来自获取该价值的任何直接努力，而是来自周边公共和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果拐角处一家寿司店开张，使你家房子增值了100美元，这是公共价值——餐馆并非进入房地产业提高了你家房子的价值，而是改变了你家周遭的环境，使你坐享更高的租金。总而言之，租金不“在”土地里，而来自并不一定为经济目的而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可以说，租金回报我们行为中“毫不费力”的成分，我们拥有它或即是它——因此与财产相联系——而无须在后面费力追逐。

对区位动力学（Locational Dynamics）的类似敏感，使马歇尔对工业区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得出了他的著名结论：互补型产业共存的地方产生一种“场”，提升所有人的表现。马歇尔因此成为研究集聚效应的经济地理学家中的典范。然而，前边的讨论显示，这种集聚效应不过是一种特例，还有一种更深更广的集聚效应，它超越集中的直接经济效益或是把技术创新当作创造力的狭隘观念：呼吸某个特别地方的“空气”，会激发某种存在方式和互动交往模式，行动因此更具意义和重要性。这样的场景，即便是最传统主义的，都能把人们带入他们自己营造的舞台剧般的生活中，并且提升整体环境的价值。

帕森斯和斯梅尔塞把韦伯和马歇尔的想法集成并加以拓展，将土地的概念分成三个部分：物理设施（大地、阳光和土壤）、文化设施（如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和动力承诺（如新教伦理）。至少在短期内，它们都对价格不敏感；不管有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都在那里，不增不减。它们依区位而不同，有些地方因此品质多些（或者少些）。它们为坐落附近的企业和工人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归因场景

想想场景的经济重要性，将它作为韦伯—马歇尔—帕森斯—斯梅尔塞传统的拓展和具体化。核心理念再次直觉般简单。地方培养某些特定经验（包括韦伯清教徒式的充满激情的工作奉献）的机会完全不同。

但是相比韦伯的时代，现在可能范围要大得多。各种各样的地方，鼓励你变得迷人，展现独特性，在外表上打破常规，或者根植某种传统，努力工作，做一个好邻居和社区成员，去逛市场和吃当地小吃，去休息和放松，等等。当我们步行或者骑着单车或者闲逛，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时，我们自然意识到这些。它们以不同的程度和组合出现，所以有了我们介绍过的场景的15个维度以及许多复杂的组合。


专栏4.7 从工业区到Bungalow 8夜总会

Bungalow 8夜总会和苏荷区之于创意产业，犹如马歇尔的工业区之于工业革命。而它们说同一种语言——就像马歇尔说的，有如某种东西“在空中”，在这些地方，知识以最随意同时也最重要的方式进行交换。真正的信息、合作与产品审核不仅仅通过诸如晚宴或商业午餐等社交场合发生，它们还发生在音乐会、画廊开幕和DJ之夜上。

在创意世界中，夜生活具有相当的经济意义。正如昆西·琼斯所说：“因为（创意产业）就是互动。人们之间的互相往来非常重要。”对于特定产业而言，某些场所尤为重要。像肉库区（Meat Packing District）的夜店如APT和Cielo，以及Table50和现在已经关了的CBGB都是音乐家的聚集地，而Indochine餐馆则是时尚圈的会合点……设计师兼Surface to Air联合创始人丹尼尔·杰克逊证实说：“周五晚上去一趟APT，你就能拓展人脉，然后生意就来了。”

——伊丽莎白·科瑞德〔《沃霍尔经济》（The Warhol Economy），2007，95-96〕[21]



有了这些经验，以及韦伯的新教伦理和马歇尔的公共价值，我们不需要假定人们追逐这些仅仅为经济目的（虽然他们也可能这么做）。人们在舞池里大放异彩，在爵士俱乐部里即兴演奏，在本土酒吧里感觉像在家中一般温暖，在社区中心或者教区里因为相互信任与其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本身就足具吸引力。当一个地方有某些很强的特定体验（在它的“场”中），而且轻易可得，对应的某类企业也会获得更好的成功机会——就它创造的经验来看，场景的经济价值不可小觑。场景能够培育技能，创造氛围，灌输对于某些工作来说非常有价值的奉献精神。


场景提升经济绩效的六个假设

我们用两家视频游戏设计企业代替之前的两个农民。科技企业1坐落在鼓励个人表达的场景中，科技企业2则并非如此。科技企业1靠近前沿新思想，置身于鼓励创新而非墨守成规的氛围之中。对于需要这样的能力、承诺和气氛的公司而言，这是一块绝佳的土壤，当它在这一场景上雇用某人，或者租用一个办公室时，就等于“租”用了这些特质。它生产的视频游戏也因此更好。


专栏4.8

人们不仅仅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更渴望有趣的体验。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tht），（《风险、不确定和利润》（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2000，第二部分，第3章，第5节）[22]







专栏4.9 “天才”与“景才”（Scenius）

我是艺术系的学生，和所有艺术系的学生一样，被引导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毕加索、康丁斯基、伦勃朗和乔托等少数不知如何诞生的天才带来了艺术革命。

但是当我越来越走近艺术，发现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是，那是涉及各色人等的极为丰富的场景——其中有艺术家、收藏家、美术馆馆长、思想家、理论家、潮流人士和时尚弄潮儿——他们创造了一种人才生态。正是从这种生态中才产生了许多绝妙作品。

我特别感兴趣的“俄罗斯革命”时期尤其显示了这一点。所以我开始思考，最初那几个名留青史的人——符合“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理论——他们被称为“天才”，但有趣的是，事实上他们都发迹于一个艺术土壤极为肥沃而且充满智慧的场景。

所以我提出这个概念——“景才”，它是一个整体的智慧或一群人的合作。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种更有用的思考文化的方式。所以，让我们暂时忘记“天才”这个概念，思考一下能够孕育好的创意想法和好的创新作品的创意生态。

——布莱恩·艾诺、辛斯海德（《布莱恩·艾诺评“天才”与“景才”》，2009）[23]







专栏4.10

决不应该忘记，出高额城市地租的人所换取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娱乐以及其他的便利，而这些是许多人不愿弃而不享的，因为它们带来的利益比总租金要大得多。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2，第六篇，第12章，第5节）[24]



我们对其他职业，比如艺术家，也可以形成类似假设。至少在趋于文化导向的后工业经济中，艺术家集群提升各种类别的工作成效，这已经成为许多学术文献的主旨。经济学家安·马库森（Ann Markusen）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艺术红利”（the artistic dividend）。她强调艺术家在许多现代工作场所中的重要性，这些工作场所越来越需要艺术家的服务，比如图形设计、网页设计、产品设计、市场营销或广告印刷等。[25]相类似地，社会学家理查德·劳埃德（Richard Lloyd，2006）认为，芝加哥柳条公园这样的艺术家社区，在文化生产、人才集聚、新潮流的激发以及观念分享等方面扮演了关键作用。理查德·佛罗里达（2002）《创意阶层的崛起》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传统上与艺术家相关的“波西米亚式”情感，如今通过将“创意经济”所重视的实验精神和大胆想象广泛注入工作场所，使之不再仅限于艺术家，从而提升而不是削弱了工作场所的效率。佛罗里达指出，非艺术家“创意人士”现在向波西米亚艺术家群体靠近，并且向他们学习，后者对于越来越欢迎而不是排斥他们的经济秩序的敌意也降低了。

但是，不管艺术家集群和更广泛共享的经济增长之间本身的联系有多强，它们都极有可能因支持性场景得到提升。以两个艺术家——艺术家1和艺术家2为例。假设每个艺术家每周工作时数相同，使用的工具（计算机、绘画颜料、软件等）也几乎相同。艺术家1住在富有朝气的场景里，那儿鼓励自发性（自我表达），布置精致瞠目的展览（迷人和正式性），从人群中脱颖而出（领袖魅力）。艺术家2居住的地方，这些特质则要弱得多，甚至遭到反对。艺术家1在肥沃的艺术土壤中工作，可以想象，这里的场景有着对即兴创作和冒险的开放态度，有对很多想法不一定能够付诸实施的理解，还拥有很多分享观点和技艺的机会，它鼓励人们随机应变、做出一些伟大的事情，还鼓励人们摆脱传统的刻板成见，回归最原始、质朴的体验，等等。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场景鼓励并且促生高质量的艺术创作，更别提它可能带给别人的“艺术红利”了。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更“肥沃”土壤上的科技公司或者艺术家都会产出可观的经济回报。相反，对工作不利的土壤则不会产生回报，或者说就算有，回报也要小很多。这里的“土壤”不是泥土，而是场景中的生活。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假设在不同的场景背景中，其他变量的经济影响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得出以下三个具体的经验性总结：（1）当选址更加鼓励自我表达的场景时，生产创新产品的（比如高科技）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更强；当选址反对自我表达的场景时，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更弱。（2）当艺术家处于更加注重自我表达、迷人，以及具有领袖魅力的场景中时，一般经济增长以及广义上的创意阶层的增长都会更强；如果处于相反的场景中，增长更弱。（3）在鼓励自我表达的、迷人的场景中，租金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增长指标都会上涨。

场景对经济的影响随环境而改变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论化：场景的经济影响随周边的环境而改变，正如马歇尔“情境价值”概念所暗示的。将波西米亚作为一个情境转变的例子。波西米亚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与具体地方之间有很强的历史联系。想想拉丁区、格林威治村、海特-艾许伯里区，或者更接近当下的多伦多的柏岱尔或芝加哥的皮尔森[26]。这些街区都十分特别，欢迎那些自认为潦倒同时又是特立独行者中的精英者，他们脑中所想、心中所感，以及生活中的体验，都超过了普通人的范围。

然而经典的波西米亚并非“孤立”的小区；通常某个特殊历史时刻，它们在周边城市大放异彩。事实上，许多波西米亚人聚集的更大的都市区域并不那么“波西米亚”。拉丁区之所以在19世纪40年代出名，是因为巴黎没有一个其他这样的地方让人们集聚并公开地自我表达。波西米亚在巴黎最强盛的时代，也正是路易斯-菲利普（Louis-Philipe）的统治最反动压抑的时候。芝加哥柳条公园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因为直到最近，不同族群的教堂里支持政治机器的社会生活仍然主宰着这个城市。多伦多的第一次波西米亚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约克维尔社区，当时正处于“美好的多伦多”的道德环境中，就像厄内斯特·海明威所描述的：“85%的居民周末去新教教堂做礼拜。”[27]

空间边界会强化符号的边界。踏足波西米亚区并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等于将你自己与广场那边的世界划清了界限。相反，如果整个都市区都是“波西米亚的”，那么划定边界就变得很难。如果你的妈妈喜欢朋克音乐和独立剧场演出，你的老板是业余的迷幻乐队乐手，你的邻居们都抽大麻，那么要抵触的东西就更少了。波西米亚变成了“新波西米亚”，司空见惯，而不再是特立独行者心中的灯塔。

本土真实性（Local Authenticity）是另一个对本土环境敏感的关键场景维度。事实上，“本土”的吸引力就在于，一个人希望找到只有这里才有的，还没有被全球资本主义标准化力量所同质化的独特东西。社会学家沙伦·祖金尤其以纽约下东区为例，把本土真实性和社区增长联系在一起。本土魅力吸引了那些对日渐麦当劳化和均质化的全球文化大失所望的人，促进了对当地产品和服务——包括从水果摊、独立唱片店到本地咖啡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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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总是在昨日。

——马尔科姆·考利（《20世纪2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流亡者的回归，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奥德赛》，1964，62）[28]

在杂货店和公交车站/人们谈论局势/阅读书籍，重复引用/把结论涂到墙上/有人说到未来/我的爱，她轻言细语/她知道没有成功会像是失败/失败也根本算不得成功。

——鲍勃·迪伦（《爱减去零/无限》，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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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的一位前桂冠诗人皮尔·乔治·迪·奇科（Pier Giorgio Di Cicco）在他2004年的演讲里说道，这座城市已经爱上了它自己，“作为抵御全球化的一个避风港和一幅文化蓝图，以及作为一场重新人性化现代生活的实验，它有一种自带势头的兴奋感”。多伦多一直在变化，一直在重塑其部分，在其维多利亚的基础上，搭建起面向所有新移民的脚手架，使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已经并将持续改变这座城市，使之变得更大、更有趣。

我理解，许多散步都是孑然而行，或者有一两人结伴……

在圣詹姆斯镇的中央，沿着安大略街常常闹鬼的地方，常有临时的水果蔬菜市集；而在威尔斯利附近，Basic Food超市旁边，天气好的时候会有跳蚤市场。在威尔斯利人行道上卖毯子的一位小贩，会在特定的时间跪在他的毯子上，朝麦加方向礼拜。这些场景都和周边高塔建筑锁起来的巨大容量产生碰撞。这里的人们知道如何制作、操作，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本土经济。

……这里的城市生活已然形成，它只是需要一些尊重。

——肖恩·米卡勒夫《漫步》，（2010，15、288）[30]



什么情况下本土真实性的魅力最大呢？这里需考虑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场景中的人们如何打发时间？更具体的，他们步行还是开车？步行让人们对周围环境更敏感，它放慢了生活的步调。步行时，你会更容易注意或者光顾当地的小店；跟咖啡馆的常客挥手示意，或者干脆坐下来一起喝一杯；穿行漫步于小区的跳蚤市场中。这些都是开车60英里（96.6千米）时速时很难做到的。也就是说，当与更能带来放松体验的步行组合时，本土真实性作为全球化快节奏的现代性的替代，更具吸引力。

第二个可能性跟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关。这个语境下的自然变得很重要，因为即便“土地”不再仅仅是“自然的物理属性”，它仍然包含自然。事实上，正如哈佛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提到的：“美国人好像真的很喜欢温暖的天气。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再没有比温和的冬天预测城市增长更好的指标了。”[31]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好天气及丰富美丽的自然风光。那么，这些地方除了认输还能做什么呢？

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的市长吉姆·布雷纳德（Jim Brainard）提出一个假设：“我们没有太平洋，我们也没有落基山。所以我们只能在文化设施、建成环境上下更大的功夫，让城市更美好，成为人们选择在此生活、养家育儿、退休享福的地方。”[32]当一个地方缺乏自然禀赋——这种禀赋让人们“自然地”识其美，并与丰富的休闲活动联系在一起——本土真实性可以“弥补”这种缺失。这样的社区更有动力打造本土真实性，将自己的魅力努力播散，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越是缺少自然舒适物的地方，本土真实性越是大的卖点，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逃离激烈的都市竞争，到一个优美的地方定居下来的高学历人才来说。也就是说，在自然禀赋不足的地方，本土真实性可以替代自然。

所以我们又有三个命题：（4）当波西米亚居民位于波西米亚文化较少的城市时，它与人口变化、经济增长的指标有较强关联性。它所在的环境越不传统，波西米亚所带来的红利就会越弱；（5）在更适于步行的地方，本土真实性对增长的积极作用越明显；（6）在自然舒适物越少的地方，其增长也越慢。


场景是增长要素

我们把场景变量和一些主要来自普查数据的变量一起加以考察，采用社会学标准方法，问这样的问题：人口、工作岗位、收入、人力资本、租金、创新等的增长，是否发生于更加鼓励自我表达的场景中？

当然，这样提问立刻引出了虚假关系（Spuriousness）问题。可能我们观察到的相关性不是由场景，而是由其他一些因素引起的。也许自我表达性场景总是坐落在人口密度高的区域，而人口密度高的区域不论在哪儿都有经济增长，即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在人口密度高的区域，自我表达性场景就不会和经济增长发生联系。

为了排除虚假关系，我们在分析中加入了一组控制变量。哪些呢？最佳选择是那些能够帮我们排除场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变量。最可能的备选是以往地方发展研究文献中出现的、专家们对诸多相关问题研究后的主产品：人口、生活成本、教育、种族、政治和犯罪。因此在所有的美国研究中，我们都控制了这些变量，在后边的加拿大研究中，也详述了类似的变量。第8章对这些变量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描述。

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两个关键变量。一个是当地的文化产业就业集中度，以此验证是否场景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事实上与地方的整体美感关系不大，而是由这类特定从业群体的存在引起的。[33]第二，我们还把最常见的场景综合维度，社群主义VS城市性（Communitarianism Versus Urbanity，来源于德文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礼俗社会VS法理社会）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因为这一综合体清晰地描绘了全国各地场景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所看见的，比如自我表达和社区增长之间的联系，不是社群主义VS城市性的一般机制的结果。

我们把这八个变量叫作“核”，列在图4-1后面的注释中。在这一章所有的多变量分析中，我们都将“核”作为自变量，为评估结果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其他章节中，我们常常根据所验证的具体假设的需要，增加其他变量。

因此，所报告的任何场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核”之外的净量。即下边的结果显示，是否在教育水平、人口水平、生活成本等因素之外，更强调自我表达、本土真实性或迷人魅力的邮政编码区域有更多的经济增长。

我们如何测量经济增长？主要包括以下经典变量：人口、收入、租金和工作岗位的增长。我们再增加三个最近后工业创意经济文献所强调的变量：专利数，它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创新程度的标准替代性测量；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增长量，它们是对导致观念创新的人力资本的典型测量。最后共列出九个结果变量。除非另外说明，我们研究1990～2000年的变化。

除了前边的“核”心控制变量外，我们还考虑了成打的其他变量，从科技产业集群，到1月的平均温度，再到县域内对工作场所中女性的态度，等等，以评估它们的影响。


场景差异真的能带来不同吗？

第3章中的场景测量显示，地方的文化个性存在显著差异。第3章以威廉·詹姆斯的一个质疑结尾：这些差异真的能带来不同吗？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它们仅仅是表面的锦上添花，还是如场景作为生产要素之讨论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进程？想一想我们之前提到的假说。

自我表达性场景提升地方经济中科技集聚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命题，我们用美国的数据加以验证。我们的问题是，科技集群对各种经济发展指标的作用，是否随所处场景更多（或更少）鼓励自我表达而变化。图4-1显示，这样情境式的动力学确实经常发生。

[image: ]

图4-1 科技集群在自我表达性场景中表现更优

注：该图显示科技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随自我表达性场景变化。它表示自我表达与技术集群之间的交互作用。图像阅读顺序从左至右，x轴显示自我表达程度值的高低（与全国平均值比较），y轴为6个独立的结果变量所预测的变化（同样和全国平均值比较），总的就业岗位、收入、总人口、租金、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1990～2000年的变化（由于数据可得性，工作岗位为1994～2001年的变化）。其中，就业、收入、租金和人口变化采用比例形式（如2000年人均收入/1990年人均收入）；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变化采用比例的差值形式（如2000年的大学生比例/1990年的大学生比例）。预测值由县为第二层分析单位，邮政编码为第一层分析单位的多层模型获得。协变量包括：科技产业集聚度，（邮政编码商业模式）自我表达性得分，它们的交互值，以及“核”（县人口、租金、党派选举和犯罪率；邮政编码区域大学毕业生比例、非白人比例、文化从业人员集中度，以及社群主义/城市性值）。所有变量加以了标准化。除非特别标注，所有交互项都呈统计上的显著性（p＜0.05）。N是所有的美国邮政编码。更多关于变量和分析方法的阐述详见在线附录（press.uchicago.edu/sites/scenecapes）。

读懂这种图，需要比较x轴、y轴和三条直线。在图4-1中，x轴代表场景鼓励自我表达的程度：平均值为0，变化值为高于或低于该平均值的标准差。y轴是我们要考察的经济发展结果：就业岗位、收入、人口、地租、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占比等的变化。仍然，平均值为0，单位值是距离该平均值的标准差。三条线分别代表科技产业平均集聚度、高集中度（90%）和低集中度（10%）。

对于图4-1所研究的命题，读懂的关键是，关注三条线沿给定x轴从左到右的变化。结果很惊人。从左上角的就业岗位变化结果变量开始。在最左端的地方，三条线差别不大：在最不鼓励自我表达的场景中，科技产业集中度对就业岗位的增加影响不大。但是，当我们顺着直线往右，三条线开始分离：在美国最具自我表达性的场景中，科技产业集中度越高的地方，就业岗位增长越快。


专栏4.13 创意产业的乘数效应

创意产业给它聚集的社区带来“好工作”和高薪水，而且他们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比直接效益更加深远。吸引一个科学家或者软件工程师到城市来会激发一种乘数效应，使提供本地服务者的就业机会和薪资增加。本质上讲，从城市角度来看，一个高科技岗位不仅仅是一个岗位。事实上，我的研究显示，城市里的每一个高科技岗位最终都会在高科技领域之外创造五个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会落在技术工种（律师、教师和护士）和非技术工种（服务生、理发师和木匠）上。旧金山的推特（Twitter）公司每引进一个软件工程师，社区里就会多出五个新岗位，提供给咖啡师、私人教练、医生和出租车司机。虽然创新永远不会成为美国主要的工作岗位来源，但是它对美国社区的经济有超过比例的巨大影响。多数行业都有乘数效应，但是创新部门的乘数效应最大：比制造业大三倍。

——恩里克·莫雷迪（Enrico Moretti）《新就业地理学》（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201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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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这样的城市里，未来工位岗位都将基于我们集体智力的应用。鼓励（这种应用）的方式是营造一种创意氛围，并允许创业精神在这种创意氛围中取得成功。创意经济包含各种层面。我们因此聚集在Communist’s Daughter酒吧里。这个品牌创立于我当市长时。它的成功正在于它秉持了这一原则。人们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周六下午可以来听很棒的爵士乐，它有点怪伽，小而又与众不同。这创造了工作岗位，而且是创意性工作岗位。这里的服务生和调酒师是创意经济的一部分。我认为创意经济的此含义并没有被讲得很清楚……它其实跟创新精神息息相关……。所以当“城市繁荣议程”提到了创造力时，我觉得它存在于各个方面……帮助外来者成功，支持充满活力的艺术和文化场景，因此想到IT部门工作的人愿意住在这里，因为在IT工作的人普遍比较年轻，而且喜欢充满活力、有趣又有点怪伽的城市。它也与像Communist’s Daughter老板保罗这样的企业家息息相关。

——大卫·米勒（2011）[35]



场景的自我表达程度同时改变了科技产业集中度对收入、地租、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变化的影响。在这些因变量图表的最左端，凡是代表科技产业集中度高的点状线，都比代表科技产业集中度低的实线位置低。说明在自我表达性低的场景中，科技产业集中度高的地方，地租、收入、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数量的增长反而更慢。然后顺着直线往右，它们相交了：在自我表达程度高的场景里，科技产业集中度更高的地方，以上结果增长更快。但是人口变化不遵循这一规律：无论是在自我表达性强或是不强的地方，三条直线都一直相距很近，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性。[36]不过整体来看，鼓励自我表达的场景的确是经济发展的富饶土壤。[37]

雷诺阿《包厢》场景提升艺术红利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当艺术家集聚于受欢迎的场景中时，艺术红利会增长。我们用加拿大的数据验证这个假设，测量接近于雷诺阿《包厢》（Renoir’s Loge）的场景。我们对从加拿大商业普查数据中构建的场景维度进行了因子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雷诺阿《包厢》场景测量指标，它综合了迷人、领袖魅力、自我表达和正式等特征。[38]它与专栏4.15中所列的雷诺阿《包厢》场景的关键设施如剧院以及其他项目等高度相关。这样的场景高度集中于加拿大市中心，29个得分最高的邮政编码区域（FSA）都位于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多伦多得分最高的邮政编码区域M5V，包含了该市的娱乐区；蒙特利尔得分最高的邮政编码区域H2W，是蒙特利尔皇家山高地的中心，艺术家比例在加拿大所有邮政编码区域中最高）。

我们再次考察中位家庭收入、平均就业收入等几个代表地方整体经济发展的指标变化（1996～2006）。分析也加入了跟美国数据中的“核”类似的系列控制变量，见图4-2注释[39]。


专栏4.15 （加拿大）雷诺阿《包厢》关键舒适物设施

这是一个与雷诺阿《包厢》高度相关的关键舒适物设施的列表：剧院、电影和视频制作，独立艺术家、作家和表演者，后期制作和其他视频制作服务，艺术家和艺人代理及经纪人，电影制片人及工作室，平面设计服务，音乐团体和音乐人，全套服务餐厅，录音服务，电影和视频发行，建筑服务，露台餐厅，摄影服务，慈善和社区组织，餐厅，表演艺术促进者，社会倡导组织，糕点店，传播和公关咨询，平面设计师，营销顾问，多媒体、期刊出版商，艺术与文化组织。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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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将艺术红利置于情境之中

注：该图显示不同的雷诺阿《包厢》场景之下，劳动者中文艺工作者占比对加拿大本土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雷诺阿《包厢》场景是迷人的、领袖魅力、自我表达、正式、反功利主义和反公司主义的因子得分（和全国平均值比较）。图片阅读顺序从左至右，x轴表示雷诺阿《包厢》场景指数的高低，y轴预测6个独立的结果变量1996～2006年的变化（同样和全国平均值比较）。其中收入、地租和人口变化采用比例形式（如2006年从业收入/1996年从业收入）；大学毕业生和创意阶层变化采用比例的差值形式（如2006年人口中大学生占比/1996年人口中大学生占比）。由以人口普查都市区（CMAs）为第二层分析单位，以邮政区（FSAs）为第一层分析单位的多层模型计算获得预测值。协变量包括劳动力中被雇用为“文艺工作专业人士”的比例、雷诺阿《包厢》场景值、两者的交互值、1996年的人口、地租、大学毕业生和人口中可辨识的少数族裔比例，以及2000年自由党派支持率。所有变量加以了标准化。如无特别标注，所有的交互项都呈统计显著性（p＜0.05）。N是所有加拿大的邮政编码区域。

图4-2检验当场景更像（或者更不像）雷诺阿《包厢》时，经济增长指标与地方劳动力中文艺从业人员占比之间关系是否发生变化。所展现的模式同样惊人。从左上角的就业收入（即工资）变化和中位家庭收入（一个更广泛的收入增长指标）变化开始。两者都呈现相同模式：文艺从业者集聚总体上和收入增长相关，但是当艺术家们处于雷诺阿《包厢》场景中时，这种相关性最强。在x轴的最左边，三条直线相交：在雷诺阿《包厢》场景弱的地方，文艺工业者高度集中并未带来更多的收入增长。但是，当这些线往右时，它们开始分离：在雷诺阿《包厢》场景强的地方，文艺工作者就业比例更高的地方收入增长更快。地租的变化更富戏剧性，不仅随场景变化，而且反转。在雷诺阿《包厢》场景较弱的左边，代表文艺工作者占比较少的直线在最上方，说明艺术家数量更少的地方，租金反而上升更快。然而，顺着x 轴到右边雷诺阿《包厢》场景更强的地方，三条地租线相交，然后，艺术家更集聚的地方，地租增长更快。人口变化也遵循相似的规律：当雷诺阿《包厢》场景较弱时，艺术家更少的地方人口增长更快；当雷诺阿《包厢》场景增强时，人口增长总体放慢，三条直线开始靠近，艺术家聚集不再成为拖慢人口增长的因素。

艺术家聚集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与对收入的影响类似：当雷诺阿《包厢》场景效应增强时，艺术家集聚的作用也稳步增强。但是艺术家对创意阶层的影响却随场景反转。在不怎么迷人、不具有领袖魅力和不鼓励个人表达的场景里，艺术家更集中的地方，创意阶层扩大得更慢；当处于更加鼓励展现自我、散发出迷人魅力的场景中时，艺术家更加吸引创意阶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合适的舒适物设施，创意阶层不会受艺术家集群的吸引。当艺术家和舒适物设施一起构造了一个更吸引人的整体场景时，创意阶层才会崛起。

总的来说，与理查德·佛罗里达及安·马库森的观点一致，艺术家和总体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但是，只有当艺术家聚集于集迷人、领袖魅力和自我表达于一体的雷诺阿《包厢》场景中时，这种联系才最强。这个语境之外，艺术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弱。这些结果显示，艺术家身处积极支持性场景中时，艺术红利确实会提升。

自我表达与迷人：一般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驱动力

有很强的证据显示，特别是那些推崇迷人（时尚）和自我表达的场景，提供了经济成功的非经济性基础。我们因此希望看到，它们不仅与租金上涨，而且与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都相关。图4-3的发现显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读懂图4-3，关键是看黑白阴影及圆圈的大小。如果出现圆圈，说明在控制了“核”外，该相关性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圆圈不存在，如传统主义场景和所有结果变量之间那样，说明关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更大的圆圈意味着更强的关系（如在自我表达和工作变化之间），黑色圆圈表示正相关关系（自我表达性更强的场景，就业增长更快），空心圆圈代表负相关关系（图4-3中没有）。

凸显的是，自我表达、迷人（时尚）与增长之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在两个场景维度都很强的地方，租金以较快的速度攀升。但不仅仅是租金，迷人（时尚）和自我表达显著地推动了9个结果变量（在图4-3底部列示）中的7个变量的变化；在所考察的20个自变量中，它们对各种经济增长指标的作用最广泛积极。迷人（时尚）和自我表达事实上比城市发展的主要产物如人力资本、艺术工作、科技工作、人口密度及通勤时间等的增长或水平都更为持久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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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自我表达和迷人（时尚）是本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驱动

注：该图显示3个（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场景表现值——自我表达、迷人和传统——对9个经济发展成果的影响。它包括三个独立分析。每一个分析中，完整的模型包括“核”（见图4-1的注释）和一个场景表现值。黑圈、空心圈以及空白分别代表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性、负相关性及无相关性（p＜0.05）。圆的大小与以县为二级分析单位，邮政编码为一级分析单位获得的多层次模型系数大小成正比。所有变量都加以了标准化。由于专利是县级变量，因此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圈的大小与标准化系数成正比。N是所有美国邮政编码区域。


专栏4.16 “创意人才”在西南部生长得更好（节选）

此片2008年在英国萨默塞特的温摩尔创意与艺术家农场拍摄。在田园风光的农场里，一个老农夫走过一片绵延的农田，从泥土中生长出许多年轻、成熟的“创意人才”。

我意识到我们家族做这一行已经300年了。每年我们大概能生产250个（创意人才），差不多吧。（走到一个完全嬉皮士模样的年轻人旁边）。嗯，他看起来又好又成熟，不是吗？作为创意人士，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得到足够多的表扬，你懂的，抚慰满足一下他们的自我，特别是在收获之前……（走近一个年长的男人身边）哦，看这儿，他错过了收获季节。他没用了，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了。所以只能留在这里作为一个警示。（进入农舍，创意人才们正在一个大榨汁机里被压榨）。这是液压榨汁机。过去我们都手动榨汁。看看这些现代的，真棒，每一次按压能多挤出10%的果汁。如果碾压平整，每平方英寸能达30吨。果汁流出来，流到下面，通过漏斗进入水槽。然后……我们就得到了纯净的“创意果汁”。停，别喝！上帝啊，它会让你头痛欲裂……（走到装料区）这里是装配中心，所有的果汁会封装好，准备送到西南各地的人们那儿，那些需要创造力的公司那里。有布里斯托蓝瓶装的，适于线上和直接市场营销活动。我们还有普利茅斯特制塑料箱装的，主要给电视广告之类用。



迷人（时尚）和自我表达不仅与关键结果广泛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很强。比如，对人口增长而言，“核”控制变量中的任何一个变量都超不过自我表达的作用。对于大学毕业生数量增长而言，只有中位县级租金和艺术家集中度的作用超过了迷人（时尚）和自我表达。如果你想预测20世纪90年代哪些地方享受最强劲的经济增长[40]，最好的赌注不仅包括大学毕业生数量、技术，还包括本地场景推崇即兴生活的态度和以迷人（时尚）的方式展现自我的程度。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主义场景与经济结果之间没有联系（无论是以积极方式还是以消极方式）。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更加社群主义的本土场景在经济发展中毫无作用，年轻灵活的创意是城里唯一的游戏，这将是错误的。在更具本土真实性的场景中，大学毕业生和其他经济增长指标是上升的；在更加睦邻友好的场景中，租金也是上涨的。睦邻友好和本土真实性都与专利相关（图4-3中未显示）。

最后关于专利的发现，跟城市发展文献更加强调创新的城市性和实验主义大相径庭。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自己的结果，并进行了多次测试以证明这只是统计误差所致。但看起来好像不是。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大多数分析忽略了这一关联，因为睦邻场景、本土场景和专利都刚好位于高租金区（如硅谷），他们错把租金当作主要原因。但是一旦控制租金变量，睦邻友好与专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强。

也就是说，创新除了打破规则、引人注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维度。由于失败多于成功，它常常负荷很多情绪。根植于温暖、稳定、支持和信任的环境中有助于人们坚持并渡过难关。一些最好的新知识就像最好的食物：来得慢，不快，与本土实践有机联系，扎根于具体地方和社区的特殊动力学中。


专栏4.17 设备齐全的贵宾室和走廊尽头的文身套房

当瑞奇·希尔费格皮肤上用三福记号笔描画的复杂的玫瑰花环和骷髅头图案终于干透时，太阳早下山了——终于可以给这位在四点前就来了的客人文身了。标准用具在文身师身旁的桌子上一字排开：独立包装的针管、装有墨水和消毒剂的盒子，和一小坨AD软膏。

“他（文身师）会从我最痛的地方开始纹。”希尔费格笑着说。此时，文身师高举着工具枪，专注地凝视着希尔费格锁骨和肩膀之间的一寸肌肤。

“我现在觉得很棒。”希尔费格的女朋友克里斯塔尔·马托斯插话道，尽管她先前抗议说，看着男朋友文身感觉比他自己还痛。

这是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廉租商业街上都会出现的一个场景，但这一家却不是那种窗户上有霓虹灯，狭小的角落里放着折叠椅的临街文身小店。相反，它是“卡通先生”的一个“弹出式工作室”，卡通先生是一名文身师，他的客户包括艾米纳姆、碧昂丝和米娜·苏瓦丽等名人。这家工作室位于格拉梅西高档的马塞尔酒店内，从而将自己与其同类区分开。

作为酒店的驻场艺术家系列，卡通先生已经在酒店大堂摆上了自己的原创作品。平时他驻地洛杉矶，客户要提前3～6个月才能预约上，并且收费达上万美金。而现在从11月14日起到周三，他将在一间两居室的套房里提供文身服务……

卡通先生本名马克·马查多（Mark Machado），一位资深的涂鸦和喷绘艺术家，兼杂志和专辑封面插画师。他9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文身行业，但是并无起色，直到13年前一位杰出的文身师答应收他为徒，前提是他戒烟戒酒。他说，他做到了。该行动帮助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包括一家代理机构，以及与多家服装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

“我现在脱胎换骨了。”他说。并补充说，他现在有自己的房子，结了婚并有四个小孩。

——黛安·卡德韦尔（Diane Cardwell，2010）[41]



社群主义海洋中的波西米亚岛，而不是其他地方，带来增长

波西米亚的吸引力应当与周边环境特点有关。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们根据理想型波西米亚场景对美国邮政编码区域的场景构建了幸福点测量（A Bliss Point Measure）指标。接近理想型的邮政编码区域更加波西米亚。波西米亚量度最强的地方，通常是有许多艺术家居住，同时周边大学毕业生、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较少的高犯罪区。它往往是这样的地方：据DDB生活方式调查，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时，其典型代表人物可能回答：“不。”即它是资产阶级埋头苦干的工作伦理相对较弱的地方。[42]

我们分析探讨波西米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随环境而变化。这里的环境，是一个县在社群主义/城市性方面的平均得分。一个县级场景，从社群主义（位于x轴的左端）——那里符合传统主义、睦邻和正式——到非社群主义（位于x轴的右端）——那里符合理性主义、企业化、功利主义、越轨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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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波西米亚社区的经济影响随县的城市性改变

注：该图显示波西米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因周边场景是社群主义还是城市性而不同。它是美国邮政编码区域波西米亚幸福点测量指标与县平均城市性程度的相互作用。图从左至右阅读，x轴表现社群主义/城市性，y轴表现6个独立的结果变量的变化：娱乐专利、高科技专利、人口变化、收入变化、就业岗位数量变化和人口中研究生比例。除了专利，其余预测值由以县为第二层分析单位，以邮政编码区域为第一层分析单位的多层模型计算获得。因为专利是县级变量，它们是通过OLS回归模型分析的。协变量包括“核”（详见图4-1）。对于“核”，我们加入我们的邮政区波西米亚幸福点测量指标（在线附录中有详细定义），县平均城市性和它们的相互作用量。我们用包含了多个场景维度的因子得分测量社群主义/城市性，高城市性意味着更多迷人魅力、越轨、企业性、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低城市性意味着更加睦邻友好、传统和正式。所有的变量都经过标准化，让它的平均数为0，标准差为1。除了特别标注外，所有的相互作用都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p＜0.05）。N表示所有的美国邮政编码。

图4-4显示，波西米亚邮政编码区域的经济影响在反差更大的环境中（即更加社群主义的县里）更为强烈。在更为社群主义的县里，更加波西米亚的设施可以带来收入和人口增长；但是当这个县更加城市性时，波西米亚主义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影响差别不大。实际上，在最不社群主义的县里（最右边），更不波西米亚的邮政编码区域收入增长更快。同样，在更不社群主义（而更加城市性）的县里，更加波西米亚的地方，高科技和娱乐专利反而更少；就娱乐专利而言，在更社群主义的县里，上述关系反转。然而，波西米亚和就业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并没有随县级社群主义水平转换：当沿x轴移动时，三条直线之间的距离没有发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变。[43]

图4-4为我们的社群主义海洋中的波西米亚岛屿有助于增长的假设提供了某种限定。[44]更普遍地讲，它强调了场景所处环境的重要性，限定了“想要更加创意，就得需要更加波西米亚的人”的常情推理。场景结果显示，恰恰相反，如果周围环绕的人和制度更加社群主义，甚至反波西米亚时，波西米亚可以增加（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的价值。

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社会思潮已经较少因循守旧，那么加入更加波西米亚的人、设施或者计划（如果我们考虑本土政策选择）的话，只会产生很小的经济影响。当波西米亚不再是一个社群主义海洋中的孤岛，或者说只是更加多样化（城市性）背景中的一种风格时，它对周围环境的反文化抵制减弱，其经济效益也更不明显。建制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对立降低了；更具体地讲，波西米亚社区不再凸显为创新中心和人才吸引器。更不社群主义环境中的波西米亚作用消减的表现之一，是研究生学历拥有者增加了——他们是未来的建制派，[45]如图4-4所示。[46]

本土真实性有时可以通过步行加以提高，并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

最后，我们检验关于本土真实性的思想，即本土场景的魅力可以通过日常的步行加以提高，并可能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我们来看本土真实性的影响如何随步行便利度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改变（见图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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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本土真实性通过步行得到提升，并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

注：该图显示，（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本土真实性对人口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口增长的影响随步行便利度和自然环境变化。左图表示本土真实性与步行便利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右图表示本土真实性与自然舒适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图像阅读顺序从左至右，左图x轴表示步行便利度，右图x轴表示自然舒适物，y轴表示两个结果变量的预期变化：人口数量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预测值通过多层模型计算获得，其中，人口普查都市区（CMAs）为第二层分析单位，邮政编码区域（FSAs）为第一层分析单位。协变量包括“核”（参见图4-1的注释）。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左图添加本土真实性、步行便利度和它们的交互项；在右图我们添加本土真实性、自然舒适物和两者的交互项。所有变量都经过标准化，均值为0，标准差为1。除了标注之外所有交互项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5）。N表示所有的美国邮政编码。

图4-5显示，对于某些结果来说，本土真实性的增长潜力随环境而不同。先看左图。当我们随本土真实性曲线向右，随着步行便利度的上升，曲线交叉然后分散开：人们更多步行上班的地方，本土真实性对人口增长的作用最强。这一结果适度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当人们放慢脚步去体会强烈的本土文化时，这种文化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这一简单想法说明了特定场景的经济增长潜力。


专栏4.18 

（格林威治村）仍然和以前一样自由，但是从此已经被（郊区）赶超——后者才是曾经为波西米亚注入挑战传统的反抗力量的地方。

——弥尔顿·科隆斯基（Milton Klonsky），《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1948，458-459、461）[48]



现在我们来看右图，沿着线从右到左，意即从更多自然舒适物的地方搬到更少自然舒适物的地方。我们看到，自然舒适物较少，但是真实性高的地方，人口中研究生比例增长更快。[49]这一模式与布雷纳德市长的直觉产生共鸣。既然自然环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他（通常如节日、花园、民宿或图书馆等被建造出来的）舒适物，至少对某些人（如研究生）而言，可以补偿自然环境低于或接近平均水平的缺憾。这比起许多往往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做的陈述而言，足以令人鼓舞：地方政策制定者有建设一个有吸引力场景的潜力。例如，理查德·朗沃斯（Richard Longworth，2008）关于中西部城镇的叙述《左右夹击》（Caught in the Middle）中，展示了芝加哥和卡拉马祖等一些地方，在创造新场景来应对锈带（Rust Belt）地区[50]制造业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许多其他地方则只是安静地任其衰退。

创造有吸引力的本土真实性不容易，但这些结果比朗沃斯所描述的图景更乐观。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很多。但是，我们的分析仍然为反直觉的布雷纳德效应提供了有趣的一瞥，显示它可能对许多人起作用——他们对本土环境的敏感可以带来真正的差异。“如果你有柠檬，那就做柠檬水吧。”（也可译作：“当生命给你又酸又苦的柠檬时，你可以把它做成又甜又好喝的柠檬汁。”）这一政策座右铭（在第7章我们会再回来讨论），反思了场景之于地方政策的一般含义。


结论——“每个人都是音乐家”：打开阁楼之门

这些结果传递出来的信息清晰而响亮：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是其经济财富的重要决定力量。

我们以这些发现在更广的层面上意味着什么，来结束关于场景经济影响的探讨，从而回到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问题的更高层面的思考上来。马克斯·韦伯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切入点。韦伯喜欢用“每个人都是僧侣”这句话概括新教改革的世界历史意义（尤其是经济上的）。

韦伯想表达的是，新教改革打破了修道院的围墙，把禁欲主义的元素带进了日常生活，为专注地、有纪律地、理性地践行工作和家庭管理这样的世俗活动提供了积极的宗教支撑。以前仅限于宗教爱好者的理想规范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大众，极大地扩展、深化了他们的个人宗教体验和承诺。在专门环境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对自律表现抱持极高期望，这产生了新的焦虑和冲突。[书ji分 享V 信shufoufou]

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谓的“自律性的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51]整个世界都被包裹进了资本主义的“钢壳”中，正如韦伯所描绘的。如果加尔文主义者用宗教召唤下禁欲主义式的狂热进行工作的话，那么那些将世间劳作看作一种负担的人，要么被迫更努力地工作，要么靠边站。

但是自韦伯时代以来，情况已经改变。“每个人都是音乐家”——而不再是“每个人都是修道士”——更好地描述了现在的状况，哪怕不完全准确。实验室、演讲厅和拉丁区的围墙都已经打开了，给日常生活注入了表现和创造的元素。以前仅限于创意爱好者的实践和情感已从阁楼、工作室和书房，扩展到了会议室、市政厅、办公室隔间和大街上。

这标志着一般大众获得表现和创造性机会的极大提升。它同时也将更多的个体置于一种以前只有少数人才有的追求真实性和需要建构自身意义的焦虑之中。当政治越来越民粹，1968年后更进一步发展时，“普通人”（Everyman）的字面含义已经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变得包含更多的男人和女人。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最清楚不过的；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不是这样。

我们正在见证，创造性在许多地域内的制度化和内化。就像新教伦理一样，它改变了整个经济场域。最能促进思想和风格生成的地方正在成功，即使成功不由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如教育、基础研究、技术、艺术家、宽容，或其场景等）造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韦伯都快不认识了的世界。

它建造起了创造性的“铁笼”？创新还是死亡？波西米亚还是破产？分析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发现，许多鼓励居民表达和展示迷人魅力的地方，正处于创意经济的前端，但是它们并不垄断创新或增长。其他睦邻性的场景也在增长和创新。植根本土，或者与自然接近的地方，也在增长、创新，并吸引受教育的和有技能的人才。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产业与纽约、洛杉矶的可以相提并论。然而，每个城市的音乐流派都由不同的设施和场景滋养。在洛杉矶，最多的五个舒适物设施中排前三的是珠宝店、面包店和商业艺术家；在纽约则是珠宝店、熟食店和艺术品经销商；而在纳什维尔，则是汽车定制服务、卫理公会教堂和基督教会。

这些不同的模式讲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与忽略土地很不相同的故事：当地文化土壤培育不同的场景，继而带来不同的经济效果。当然，场景还带来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结果。它们不仅是工作的土地，它们也是生存栖息之地。第5章因此将转向场景与居住区构成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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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场景中的家：场景如何塑造居住模式

Home，Home on the Scene：How Scenes Shape Residential Patterns

当你步入芝加哥布朗兹维尔宏伟的马丁·路德·金大道时，会受到一个巨大的索门（Soulman）人物雕塑的欢迎（见图5-1）。索门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他高昂着头，戴着一顶大沿运动帽，身边的手提箱用绳索紧紧绑住。他全身似乎都包裹着鱼鳞，但是如果看得更仔细些，会发现他周身包裹的是鞋底。这些鞋底提醒着我们，从美国南方腹地到布朗兹维尔的路途中，走坏了无数双鞋子。索门是一个为了自由勇敢逃脱奴隶主控制的先锋人物。虽然在他的时代，很少有人被他的精神鼓舞，敢于冒风险穿越地下铁路逃跑，但是在之后的许多年，他的精神却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

索门雕像在现代的布朗兹维尔留下了非常强的历史象征性。在布朗兹维尔，数千个混合收入的住房单位被数量众多、大大小小的教堂包围着，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蓝调和福音音乐也首创于此。在沃巴什基督教青年会，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能够读到自己的作品，他是马丁·路德·金大道人行道内的青铜匾中被纪念的几十个人之一。这些场景围绕着布朗兹维尔的历史遗迹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挥了作用，正如玛丽·帕特洛（2008）在《黑人街区》中记录的那样：这里吸引了许多可能选择住在别处的中等收入居民。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形象和愿望的象征性资料库，为歌曲、布道、舞蹈、诗篇等向通常苛刻和敌对的世界提供了批判性的意见，为喘息和创造性的参与提供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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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芝加哥布朗兹维尔的索门雕塑

布朗兹维尔当然只是一种场景类型的体现。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灵魂仍然在格林威治山谷和海特-艾许伯里区徘徊。这些场景唤起的波西米亚和Beat主题的自我表达和越轨至今仍然是吸引大批年轻人和艺术家的力量。同样地，慢节奏和少有社交的乡村田园景象对老年人有更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在路上”消耗他们的黄金退休时光，坐在房车中欣赏各种美国自然风景。而另一些退休者，尤其是那些“Ruppies”（退休的城市专业人士），可能会被吸引到新兴的市区，那里有餐馆、剧院、交响乐厅和公园等设施。

不同的人喜爱不同的场景。场景的特色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在何处生活，也因此塑造了不同的居民社区形态。可以肯定的是，地区的舒适物定义了区域能够为当前和未来潜在居民提供的机会和吸引力。因此，分析多样的变量和多样单元至关重要。

这个想法很简单，在传统的城市学分析中，倾向于单一因素和维度的解释，而工作要素通常都是分析的核心。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研究方法。国家（或者大都市）通常构成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按照这个传统，如果找工作是迁徙的主要动机，那么综合考量，在任何给定的劳动力市场内，社区都是相同的——因为城市中任何地方的工作都可以吸引各种社区和各类背景的人群。也正因如此，许多定量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国家或者大都市区域的经济和人口变化关系上。相对而言，民族学者常常注重对个别社区的案例分析，却忽视国家或全球模式的研究。同时，国家对个体的调查也常常忽略了他们的社区。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选择一个地方的生活还涉及其他宽泛和复杂的因素，那么城市分析的框架就会整体改变。尤其是，不同社区的居民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也已经准备好使用大量不同的舒适物设施和场景。芝加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布朗兹维尔以北四英里靠近卢普区的区域，在1990年吸引了大量25～34岁的年轻人和大学生，这比美国任何城市大都市的都多。[1]这主要归功于当地四个月免费或者低价的音乐会的流行，以及大量的卢普餐厅和丰富的夜生活。当这些年轻的城市专业人才迁入后，当地的租金也成倍数地增长。然而，在芝加哥的其他社区，有的人口和租金保持稳定的状态，有的出现严重的下滑，例如，那些附近有被遗弃的钢铁工厂的区域。全国性的数据总结了许多社区具体的动态，但是这些数据在汇总的时候消失了。

芝加哥和许多大城市在说明“邻里-个体”的多样性方面是相似的。为了解析这种多样性，需要一个更加宽泛的研究方法。需要将当地的社区和其他社区做对比，也需要将社区所在的城市和其他城市做对比。同样，需要把非合作性工作和收入以及新的维度（如自我表达和迷人）、新的舒适物设施（至少在美国，如瑜伽和艺术俱乐部）相联系测量。这样做不是为了否定过去的研究成果，而是为了展示，通过添加场景的概念和要素测量，这些增长可以如何被加强。最终展现给我们的结论，是关于为什么人们选择不同的居住地，以及居住模式是如何改变的。

几个主要问题将引导以下的分析。第一个问题是：哪种形式的场景会吸引哪一类人群。我们发现，场景和人口变化的关联中涵盖了很多种人群。年轻人倾向于聚集在越轨性比较高的场景中，婴儿潮增长在与自我表达和本土真实性混合的场景中，退休人员更倾向于自然舒适物和艺术性丰富的地区。而且，布朗兹维尔不是唯一一个与非裔美国人相联系的场景：历史上，非裔美国人集中在社群主义场景中，而现在已经转移到那些混合了迷人和爱炫的场景中。场景与所有人相关，不仅是年轻人、受教育者和富人，而且也与中年人、老年人和非白人相关。

第二个问题是：场景如何区分和超越强大的社会分裂，如种族、宗教和教育。与艺术家群体创建一个独特的新阶级或同质化的消费群体的想法相反，我们发现艺术工作可以分布于许多不同的场景中。同样，我们质疑美国在“文化差异”方面“分裂”的程度。社区当然有许多的大的文化差异：在邮政编码分类数据中，受到大学教育的白人比例在瑜伽工作室中相对较高，但是在福音派教堂中却很小；非白人的情况则相反。然而，一些舒适物弥合了这些分裂。流行文化（如快餐、流行音乐和运动）是美国的通用语言，出现在许多有着不同民族组成的社区中。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武术俱乐部中，武术俱乐部靠近瑜伽工作室和福音教会，在种族隔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社区中，但是武术传统和文化的开放并不针对任一特定的美国人群。与许多受欢迎的解释相比，美国人的生活更具有交叉性和多元性，而那些解释往往强调一种黑白分离，却没有表现出在分享梦想和各种活动中出现的潜在公共性和遇见“其他人”的机会。

我们探寻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但是仔细思考，场景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更加明晰。城市发展和改变不仅仅因为它有分支或者工作机会，更因为它提供独特的、吸引不同类型人群的独特场景。


新芝加哥学派

布朗兹维尔的例子解释了为什么著名的芝加哥城市学派注定出现在芝加哥，这是基于它对邻里和当地文化独特的关注。[2]因为我们主要关注当地，我们将场景理论的方法当作芝加哥学派的一部分。[3]突出当地场景延伸了经典的芝加哥学派，它重点关注社区中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它摒弃了旧芝加哥学派对乡村生活的怀旧之情以及不同社区类型应当归于何地的刻板印象（如应当在中心区）。同时，新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增加了一个更多元化和交叉性的，灵活、广泛的文化主题，用以区分和联系邻里。为了更好理解场景基础下的新芝加哥学派如何拓展和扩大以种族邻里为基础的旧芝加哥学派，本章首先回归对当地背景的经典研究，然后再研究为什么从邻里扩展到场景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地方情境（Local Context）的社区凝聚力类型

当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城市变化的时候，倾向于不予重视当地情况并且强调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但是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过程有自身的根源。事实上，在18世纪英国经典的工业城市中，来自各种背景的制造业工人都渴望围绕工厂凝聚成一个新型的社区。忽然地，他们的居住和日常生活被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工作环境决定。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搬到工作地周边，而工作成为穿引他们日常生活的主线，超过或至少与他们的语言、家乡和种族并存。

在铂尔曼（芝加哥外）和索尔泰尔，靠近布拉德福德（英格兰北部城市）这样的极端例子中，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造都围绕公司完成，所有的员工都被期待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是铂尔曼和索尔泰尔的员工。在索尔泰尔，城市的中心不是城堡而是一个纺织厂。一个铂尔曼的员工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我们生于铂尔曼，吃着铂尔曼的食品，在铂尔曼的学校中上学，在铂尔曼的教堂中忏悔，当我们去世，也会进入铂尔曼的地狱。（引自《铂尔曼劳工报》，1883）

相似的规划也出现在其他地区。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1993）指出，19世纪末德国家长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引导了社会民主党，指引企业领导人和地方官员同意为工厂旁边的工人建造住房。这一模式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向苏联地区和中国扩散。

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在所有地方。工作和居住模式的联系与地方情境有关。如果马克思在20世纪初期访问了芝加哥，他就会看到这种关联。在这里，明显的种族主义群体——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没有住在工厂附近，而是住在自己的教区附近，他们常常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没有民族国家作为种族认同的核心，就像欧洲国家一样，社区变成了中心。虽然芝加哥的例子有些极端，美国却被点缀成了星罗棋布的希腊城、小意大利、中国城、葡萄牙城等，而且它们的相似性很多。

这种以种族居住的模式，又通过游行、食品、酒吧等加强了民族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存在于沙龙、教堂和民族民兵中，而不仅仅集中在议政厅和革命咖啡馆里。事实上，如果查看舒适物设施的数据，就会发现，如今住在特定社区的意大利人的数量和社区内意大利餐厅的数量有强烈的正相关性，这远比德国人、法国人和爱尔兰人和他们餐馆的相关性强烈。一些新移民（如韩国人和牙买加人）也用相同的方式创建了新教堂和餐馆。[4]甚至当人们搬离他们的社区，由于商铺的密度、餐馆、教堂、节日和老社区的符号意义，他们也会在夜晚或者周末前来集会。

同时，当这种民族文化的空间集中似乎被稀释的时候，它可能会激发焦虑和失落的感觉。因此，洛杉矶学派声称这种碎片化、冲突的现代都市生活根植于它自身独特的社区体验：大量相互脱离的社区，许多住在免费人行道上的单亲家庭、高速公路通勤人员、环球明星、帮派、暴力和国际传媒公司。即使是对现代生活分裂特征的普遍主张，也有其本土性的基础。[5]


专栏5.1 芝加哥沙龙

爱尔兰天主教对城市政治和政府制度的支配是当今芝加哥的一种生活事实，并且会长时间持续。最初，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是芝加哥的主要人群。尽管德国人是芝加哥政治的重要主体，爱尔兰人却拥有几项优势。爱尔兰人说并且理解英语，他们熟悉英国当地的政治和政府机构，而这正是美国系统的基础。他们在传统种族的反感和敌意中是中性的外来者，这些反感和敌意是中欧和东欧少数民族从他们的家乡带来的。（“一个立陶宛人不会给一个波兰人投票，而一个波兰人也不会给一个立陶宛人投票”，根据一位芝加哥政治家的说法，一个德国人不会给他们二者的任何一人投票——但是他们三个都会投票给一个“火鸡”，一个爱尔兰人。）最终，爱尔兰人变成了芝加哥的掌控者，而爱尔兰人拥有和运转的城市变成了继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之后，大量涌入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波西米亚人和意大利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否则，一个民族劳动者在钢铁厂或经营场所经过12个小时的工作后，晚上去哪里休闲娱乐？

——弥尔顿·克拉夫（Milton Rakove，Don’t Make No Waves，Don’t Back No Losers，1975，33）



在种族社区日渐强大的地方，宗教、遗产和文化为忠诚和憎恨提供了比阶级更重要的基础。这是我们在第3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它记录于芝加哥家庭餐馆、公园、墓地和教堂的数量中。事实上，居住模式和种族文化之间有强烈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经典问题的核心答案：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部分）答案是，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芝加哥这样的城市，种族和宗教常常对政治更加重要，而不是阶级。但是不同的地域会产生不同的答案，这个主题在第6章将有所讨论。

芝加哥与邻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这种强烈联系将芝加哥人变成了典型的文化人类学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观，这成就了他们的日常仪式——人与人之间应当站多远、餐桌礼仪、家庭装饰、日常休闲，等等。芝加哥人不需要去亚马孙学习这些，他们只需要走过一个公园。

马克思的学术倾向是通过他看到的当地内容去推断即将发生的全球和划时代的改变。旧的生活方式会被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潮流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但是芝加哥方式更加多元和务实：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的强度使当地的情况变得不同。在一些地方，工作和工厂是生活的中心，工作和阶级就是中心舞台；在别处，其他事情则更加重要。


专栏5.2 一个芝加哥老笑话

一个中国人移民到芝加哥。他在西城开了一个洗衣房，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了10年，从没休息过一天。他为自己而骄傲，每天跟许多客户聊天。最终，20年后，他决定好好休息一下。他在城里转了一圈，去了卢普区，去看看那些风景。但令他吃惊的是，没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自问道，是不是他忽然忘记了他过去20年学的所有知识？一张友好的脸出现在他身边，低语道：“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知道你说什么？”他摇头。“你说的是波兰语。”

——笔者



回归社区

场景分析将这种敏感的社区焦点扩展到了一个不仅有教堂和当地酒吧，还有夜店、农贸市场、舞蹈俱乐部、瑜伽工作室和柔道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确定了一个地方的独特性。这与第4章的“回归土地”是相似的，同时加入了新的、更广泛的文化层面，这些文化层面不仅仅影响了工作中的人群。在第4章，这意味着要更加广泛地看待一个地方的性格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不仅仅是对物理土壤，或者对是马克斯·韦伯的清教徒伦理学的关注。本章的思路是“回归社区”，我们需要拓宽社区文化的视角，以理解这种融合可以为区域增加更多的居民，而不只是生产。因此扩展老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就意味着转移到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研究。

这种从“社区”到“场景”的扩展不是一个抽象的主张。是从具体的本土经验中发展而来的，而芝加哥的街道又格外显眼。因为如果“你交出你的选区，我就交出我的”，是芝加哥日常相关主义的政治结果，那么这也让芝加哥人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团体联合形式和进入他们的酒吧和餐馆的方式高度敏感。因此在芝加哥，一个团体标签被强制应用于一种新的社会类型：雅痞。

考虑到芝加哥当地文化认同的强度，在1970年早期场景中出现的人物变得显而易见。他们脱颖而出，因为芝加哥人总是对他们之中的“外人”非常敏感。这些新人更可能去喝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他们参与奇特的新活动，如慢跑和爵士健美操；他们去瑜伽工作室或者医疗中心就和去教堂一样频繁。因此，芝加哥人通过命名来识别他们：新都市专业人员——雅痞，然后像区别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区别他们。雅痞有自己的酒吧，而我们有我们的；他们应当住在他们的社区中，并且远离我们；等等。[6]


专栏5.3 灾难来临

“如果未来是一个灾难”，布里奇波特本土艺术家埃德·马斯泽夫斯基（Ed Marszewski）在二月的《纽约时报》上慷慨陈词，“那么布里奇波特就是未来的社区”。作为失业者联盟“卢彭”（Lumpen）的领导者，马斯泽夫斯基将卢彭的总部设在布里奇波特，并且编辑一本以该组织命名的杂志，以引起人们对社区和艺术事业的关注。她在社区的仓库中找到了第一手历史资料。

历史似乎论证了马斯泽夫斯基令人毛骨悚然的言论。布里奇波特可以说是芝加哥社区中最“芝加哥”的；它标志着暴力种族主义、阶级冲突和腐败机器政治的历史，这个社区中有空壳炮弹和屠宰场，这曾经使得芝加哥成为“世界上的生猪屠宰者”。同时，第35街，这里还有霓虹灯照耀下的威士忌酒吧，以及在白袜队比赛期间为社区的蓝领人群提供水源。

选择每年秋天举办的媒体节将在布里奇波特举行，强调卢彭的自由社会议程，通过艺术媒体解决贫困、歧视和城市枯萎问题。这更好地反映了卢彭在芝加哥的吸引力；媒体节分散在南部和西部地区，来自整个城市的艺术家、游客和画廊所有者涌向工作室的舞台总部……一个古朴雅致、翻新的多层展览中心和艺术家的生活空间，坐落在毗邻亚什兰大道的配送设施和仓库的憔悴骨架中。

泰勒说：“布里奇波特肯定是反对北方……”……然而，在自我意识的宇宙中，社会进步主义与前卫艺术作品一样盛行，“G现象”（中产阶级化）就没有限制。“你说的那一刻，人们的脑袋就会开始转动，发射他们的弹丸——吐出豌豆汤。”拉弗·伊曼纽尔说。

——约翰·汤普森〔《“未来社区”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Future），2007〕



在芝加哥市市长戴利二世（1989～2011）执政期间，芝加哥的文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旧芝加哥政治的核心原则应用于这个新“种族”的产物。这个原则就是，弄明白他们想要什么，给予他们，然后再提醒他们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因此，自行车道、花园、独立摇滚和后现代主义建筑使芝加哥的社区环境变得优雅，紧接着是通过标语告诉你他们的来源：市长理查德·戴利带给你们的。[7]

这就是芝加哥！到处是猪肉屠夫，一个人们长着宽广肩膀的城市，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复杂的、多个维度重叠的场景城市，嬉皮士、雅痞、花花公子和都市型男就和兄弟会成员以及爱尔兰沙龙的文化景观部分一样多。在布里奇波特一个基于“戴利意志”的经典社区中，中国国际艺术家与波兰餐馆的地下儿童艺术家混在一起，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蓝领-布波族”（Blue-collar BoBos）[8]。他们在父母的生意场所和以前的仓房里举办活动和展览。

身份的多样化和个人表达的扩展反映了一种国家模式。事实上，我们发现自我表达场景中最强烈的预测因素之一是反映了血统多样化的人口比例。然而，这些“碎片化的”社区既不是空无一物的也不是无迹可寻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场景类型，可以和经典的民族社区一起研究，也可以使用类似的工具。事实上，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可以采用后现代的做法来庆祝反讽、跨界和混合类别，而不是利用固定、封闭的世界和纯洁。苏珊·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 on Camp）对这种形式的实践提供了一种经典的阐释，而这些阐释被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奇亚佩尔（Eve Chiapello）进一步拓展，他们在《新资本主义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2007）中将顽皮的讽刺与当代的“艺术批判”资本主义相联系，将标准经验转化到（潜在的）机会和权威中。

场景和居住模式的联系并没有排除北美。经济学家奥利弗·福尔克（Oliver Falck）、米迦勒·弗里斯奇（Michael Fristch）和斯蒂芬·海布利希（Stephan Heblich，2010）论证了有巴洛克歌剧剧院的德国城市和别的城市相比，更可能吸引到那些能够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高学历住户。他们也引用了一份有50万德国人的调查数据，调查发现，给高学历工作者一个“有趣的文化场景”是他们择居行为最重要的因素。相似的是，克莱门特·纳瓦罗和他的同事们论证了场景在南欧也同样重要，“创意阶层‘更愿意住在西班牙’非传统场景”中。

总之，在新芝加哥，和全世界的城市一样，在一个社区和另一个社区之间进行选择的差异更加微妙和广泛。他们超越但仍然包括传统主义、俱乐部、教区或者歌剧剧院的睦邻友好。因此我们的15个维度和其他的组合自然变成了居住模式多样性的关键驱动因素。


专栏5.4

“坎普”是一种想象世界的风格——是一种特殊的风格。它是一种夸大的爱，是对“事情不是他们原本样子”的“关闭”（off）。最好的例子就是新艺术派，他们最典型最充分地发展了坎普风格。新艺术派的风格，通常会将一件事物转化为其他物体：开花植物形式的灯具，真正的石窟客厅。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世纪90年代后期由赫克多·吉玛德（Hector Guimard）设计的巴黎地铁入口铸铁兰花茎的形状……

坎普有引号中的所有内容。它不是一盏灯，而是一盏“灯”；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女人”。去感知坎普中的物体和人物，就是去理解“存在即是作为角色的扮演”。在感情上，这是对“人生如戏”这一比喻进行的无限延伸。

——苏珊·桑塔格（《关于“坎普”的札记》，1966，280）



场景、舒适物设施和人口变化

如果芝加哥的选区领导见证了社区正在被微妙的场景所定义，那么社会学家们就要花更长一点时间。早期的呼声，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或者丹尼尔·贝尔，质疑传统的社会学假设：“社会中个人或群体行为的变化归因于他们的阶级或社会结构中的其他战略地位”（贝尔，1996，37）大多数已经被湮没了。[9]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83）的《城市和草根阶级》（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标记了后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传统的转变，指出现代城市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基于“集体消费商品”的社区导向，如公共交通、教育、艺术和文化。从另一个角度看，特里·克拉克和李普塞特（2001）的《阶级政治崩塌》（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显示，在许多不同的国家，经典的左派、右派，联合-资本部门的分歧在政治上变得不那么突出，而品位、消费和质量的生活变得更加相关。

克拉克之后的研究基于这个观点。在《新政治文化》（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1998，与霍夫曼·马蒂诺（V.Hoffmannn-Martinot）合著〕中，列举了越来越多的市长和市政局将生活方式和消费放入了他们的主要议程中的实例，其中包括环境、舒适物设施、同性恋厕所、社区体育馆等。《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2004）跟随着关于舒适物设施如何驱导城市移民的前沿研究，首次使用黄页数据去显示有更多城市舒适物设施的区域（如戏院和果汁店）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而老年人会在有自然舒适物的地方聚集（如山脉、湖泊）。

甚至经济学家也报告了舒适物设施驱导移民的例子。理查德·佛罗里达（2002）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普及了这种新兴的对消费权利的共识，而不只是生产驱导人口变化的观点，并且对艺术家和同性恋予以格外的关注——他们被称为“波西米亚人”，因为他们本性向往舒适物，因此对舒适物的消费权利吸引了“创意阶层”。在爱德华·格莱泽对于“消费城市”的研究中，认为人口增长更多地被城市提供的消费（餐厅、戏院）而不是生产（工厂、仓库）所驱导。

当我们注意到，甚至是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分析文章中都对文化，如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关注的时候，这种转变就变得十分明显。一个例子是哈维·莫洛奇（Havey Molotch）的研究。他早期的著作《都市财富》（Urban Fortunes，1987，与约翰·洛根合著）在“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一节中强调，商业精英通过操纵政治制度来推动城市发展。此后，他弱化了自己的立场，并将文化魅力，而不仅仅是商业和权力阴谋，视为推动城市变革的关键力量。因此，到了2011年，莫洛奇做好准备宣布“精神与迁移”（the Soul and Migration）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认为除了政治经济之外，一个区域的地位、发展方向和增长还有其他的因素。


专栏5.5 精神与迁移

人们感觉，与其他一些地方相比，他们与某个地方相处更和谐，事实上，是一个与其他地方相比较为特别的地方。他们这种偏好的基础包括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消费广泛的微妙判断，（甚至包括一些对消费的评论）这些判断被认为是在积极和微妙的选择模式中发生的。不管是不是社会学家，我们都知道，人类并非自我最大化的机械人，而是通过自我表达和审美偏好进行区域性生活。一些人将自己的生命视为艺术品，努力使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更美好……或许迁移与精神之间存在一种联系。

这并不意味着“硬”（hard）变量也不起作用，它有助于在目标地区进行暗箱操作并获取一些其他的经济性质的机会。政治经济操纵者为有效剥削他们吸引到的人而尽其所能做好充足的准备。但在一定范围内，外来移民（和从本地移出移民）的风格和情绪的倾向会发挥作用（有时是在字面上发挥作用）。一旦处于运动中，就会产生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会不断强化他们的模式。平面设计师和警察有相同的教育水平和相似的收入，但他们的日常活动、消费品位和投票行为将会产生不同，正如平等权利、目标意志和表现行为所呈现的。因此，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的教育水平相匹配，但实际上，新罕布什尔州的家庭收入远远高于佛蒙特州。除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例如宗教或种族等标准的“+文化”（Add-in Cultural）变量都不足以支撑我们理解选择性机制。

——哈维·莫洛奇〔《花岗岩和格林》（Granite and Green），2011，155-159〕



社会学重新关注地方文化的另一个动因是最近关于探索城市和文化社会学关系的努力，以重新思考声称的“贫穷文化”的问题。在臭名昭著的莫伊尼汉（Moynihan，1965）报告发表的几年后，社会科学家，实际上，大多数人停止了关于非裔美国人的家庭的研究——它变得太政治敏感，尤其是记录非裔美国人家庭的衰落。[10]之后，威廉·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和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开展工作，重新将家庭作为研究重心，来解释黑人生活和文化的诸多方面。[11]

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关于社会项目的讨论，生活方式、文化的改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研究的议程中，但并不是那种在表面上将积极或消极的价值与独特群体相联系，例如，爱尔兰的价值观都是堕落的。[12]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聚焦于特别的设施和活动，关于它们是否建立起重要的技能、社会联系、知识和能力。一个成长于高犯罪、贫穷和缺乏舒适物设施及服务地区的人，很可能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人生观。

当代研究的关注点因此转向当地舒适物设施及其在改变黑人社区轨迹方面的潜在作用。学校、日托、教堂和社区中心通常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学研究表明，舒适物设施可以在建立社区关系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促进相互支持、信息分享和尊重。[13]

在这个思想活跃的时期，以“生活方式飞地”或“消费社区”或“趣味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有许多名称；还有将这些群体吸引到特定地点的社会关系名称，如“文化氛围”、“地点美学”或我们自己的“场景”。它们都指向一些共同的东西。一个地方可能塑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定义它能否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生活场所的关键因素，场景激发了人类的栖息地的意义。[14]而在某些情况下（如专栏5.6所示），来自场景中生活的归属感可以与控制人类情感的纽带相竞争，至少一起被提及，这就是家族的纽带——这与19世纪欧洲将家族作为一种身份来源的族裔崛起，并从大家庭的隐喻中吸取能量的方式不同。


专栏5.6 作为大家庭的场景

当提及“所有权”，我们是从意识形态或修辞的意义而言，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其本身并不是被拥有的，而是被共享的。公共空间是公共财产。特别是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买不起私人财产，不能使一个公寓或住所归我们所有，因此公共空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家越来越多地是在户外：街道、庭院、酒吧、音乐会舞台、书店、公园。家人已经延伸出客厅之外，包括乐队成员、篮球队队员、帮你设计网站和参与滑稽表演的人。公共的即是私人的，反之亦然。

——杰森·麦克布里奇（Jason McBridge）、阿拉纳·威尔克斯（Alana Wilcox）〔《乌托邦》（Utopia），2005，13〕



解释城市变化的标准，通常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学和政治学，往往忽略了场景在推动移民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社会学家杰森·考夫曼（Jason Kaufman）和马修·卡林纳（Matthew Kaliner）最近对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不同轨迹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场景具备重要性的例证。在整个20世纪，这两个州的社会经济状况非常相似，一开始它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到21世纪初，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夫曼和卡林纳，2011，138），佛蒙特州宣称自己是人们在寻求的，具有自然与艺术气质，以及普遍放松、环境宽容的天堂。相比之下，新罕布什尔州的形象是商业友好型、旅游友好型、个人主义型、低税率和容易进入型：“不自由毋宁死”是该州宣传的官方形象。多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迁徙到了两个州，通常依据是这两个州的形象是否适合他们。因此，佛蒙特州在政治上转移，从右倾到“左”倾再到现在的自由堡垒。新罕布什尔州则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考夫曼和卡林纳关于文化动力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证据是：佛蒙特州有更多的勃肯鞋店、素食餐馆、保健食品商店、大麻商店以及本杰里冰激凌店；而新罕布什尔州，有更多的奶品皇后[15]和哈雷戴维森店。


家就是场景所在的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场景所在的地方是能够表达你感觉到的氛围、情感、情绪，以及你认同的气氛的区域。而且你会觉得，综合考虑所有因素，这里是一个和谐并具有吸引力的，可以选择居所的社区，而其他地方不具有这些因素。你会更加关注能够引起共鸣的场景，并且更加具有动力；你会选择迁徙或停留在一个场景中，而不是选择那些感到冷酷，甚至感到憎恶的场景。让我们把这个当作一般性命题，并且将一些要素具化，用于测试。

过往研究的批判性延伸：邮政编码与州和城市，单一舒适物与整体场景，总体与子总体，单一因果与多重因果

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采用了多种办法，批判性地发展了上述的许多过往研究。虽然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大部分特性，但这些特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再次变得重要。

首先，尽管大多数针对文化、景观、设施与人口变化的研究着重分析城市、郡县乃至州级层面的人口变化，但是我们的研究从邮政编码数据开始。这一分析决定根植于许多熟悉的经历。我们听到诸如“我要搬到纽约州了！”“威斯康星，我来了！”这样的话有多频繁呢？或许有时候能听到。但是在大多数选址决策中，通常人们对于州的心理学关联比城市要少。“要么选旧金山，要么失败到底！”“前往奥斯丁！”是更加常见的口号。即便如此，城市内部（想想斯坦顿岛和对面的曼哈顿）有着诸多变化（如教育层次、种族构成等），单纯研究城市在面临“我会在哪里？”（确切地说是“我会在哪个社区定居？”）这类问题时就会把我们带上绝路。确切的说法是：“芝加哥的哪个社区能让我过得舒服？”如果想说出具体是哪些地点，我们需要往下寻找更小的单位。

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将较大的单位包括进去也很重要，但是从邮政编码着手能够让我们评估不同大小区域的相对重要性（小到邮政编码，大到县和州），还让我们能够提问诸如“一个城市的平均地租或者总体就业增长是否对地域决策影响，甚至超过场景对地域决策的影响？”这是一个简单问题，但它与许多通常研究大型单位的研究不同——那些研究甚至无法提出这些问题。

其次，与大多数设施与人口变化的研究不同，我们通常不注重单个或者几个舒适物设施，而是关注于数百个舒适物设施（尽管有时候我们也会研究较小的子集来解决关键舒适物设施的特定假设）。虽然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特征（也正是我们的场景测量所要捕获的）变化相对较慢，但现实是有许多离散的个人和舒适物设施进出，这些样本较密集的调查方法在分析方面会变得至关重要。许多年轻人可能会实验性地搬到格林尼治村，或是柳条公园，抑或多伦多的皇后西街，去体验一般能满足自我表达、越轨等非主流且时髦的场景。其中一些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选择留下，但其他人会在有了孩子或有了更温和的偏好后搬往既能满足自我表达，又有着不同维度的场景（接下来我们会提到）。文艺青年或嬉皮士这类年轻的新新人类进入后，虽然区域特定的商业行业会发生变化，但场景的整体氛围仍然会保持不变——人体艺术工作室开张、文身馆倒闭，泰国-墨西哥餐馆关门、印度-墨西哥餐馆开张。即便居住者改变，场景依然保持独特。

是的，场景会变化，甚至移动，有时还非常显著。纽约各式各样的场景迁往布鲁克林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例子。但总的来说，这些场景的迁移比具体的个人和舒适物设施的迁移要慢得多。场景是一个生态层面的现象，而不是个人层面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把场景看作独立变量、把人口变化看作因变量的主要理论根据。[16]

再次，我们着重于诸如年龄段群组、大学生与研究生、艺术家群体、非裔美国人等子总体，而不是仅仅分析一个地区总人口的变化。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子群体总体居民的关注超出了许多寻找城市和社区总人口增长或收缩原因的研究。标准方法的问题在于：许多子群体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兴衰，沿用标准方法使我们忽视了总体人口变化背后的多样性。总人口变化相对停滞的城市在某些地区可能会有巨大的收益，而在其他地区则会出现下降。或者总人口可以保持不变，而一个社区内的人口类型会发生显著变化。所以，明确指出不同子群体的行为方式，应该更加合理地提出一般性命题，而不是去设想“人们想要什么？”的概括性话语——诸如低税率和气候变暖等命题。

在一个理想的（辩证理性的）世界里，我们或许能够超出人口普查中相对的子类总和的范畴，例如，不仅了解诸如一个女士的年龄、是否毕业于大学等信息，还能知道这位女士喜欢读什么书、经常去什么样的餐馆，甚至是她的性格。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她的位置决策明确衡量她的饮食口味和教育证书之间哪个更加重要。唉，像这样地理学水平低得可以的数据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可能早就被各个大企业的市场调研部门锁在数据库里了。[17]

虽然我们因此被困在了人口普查的范围里，但是依然能够利用人口普查做很多事。除了一些简单的展示，我们还发现人们所处的年龄段、归属的种族以及人们所在的不同教育群体都与场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确实，人口普查按照现有方式划分人群是有原因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种类划分的方法对于人们定义自己与他人格外重要。

同时，人口普查信息可以被用来显示：场景如何打开传统分歧的裂缝并在它们之间搭建桥梁。比如，人口普查信息可以展现出：来自相同人口普查群组的人们如何被不同的场景吸引？相似的场景如何吸引多个不同的人口普查群组？或者不同的场景维度组合对同一人口普查群组有着怎样不同的影响？这些概念在现在看来有些抽象，但是在下文会详细说明。

为了这么做，我们把注意力转回第4章提到的核心变量，因为它们和住房及经济问题相关。由于很多人为了生意、爱情或许多其他方面的机会定居在或迁往已经有很多人口的城市，因此一个郡县的总人口再次变成重要考量因素。又一次，我们将一个郡县的地租纳为考量该地区普遍生活成本与购买力的替代概念。把大学毕业生所占的人口比重纳入考量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受教育群体对于地点选择的重要性，把该地区非白人人口比例纳入考量可以帮助我们评估接近白人群体或远离非白人群体的程度对于不同群体居住地以及对场景的影响。犯罪率显然是地点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再次把在第4章所用的犯罪数据纳入考量。一个县1992年投票支持比尔·克林顿的比率代表了该地区在分析中第一时间点的总体政治取向——这会影响关于一个地方的人是否好客的判断。和第4章一样，我们把地方文化就业集中度的变量包括了进来。这一变量可以被解释为文化公司及其员工给一个地区所添加的高度艺术气息的迹象，也可以解释为这些公司所提供的工作机会。我们再次将社群主义或城市性的场景设置作为我们核心模型的一部分。它使我们确信，任何更具体的场景与场景维度之间的联系，都不是简单的常见美国场景的反映。

我们还在核心模型上增加了两个变量。首先是美国农业部的自然景观指数（涉及山峦、湖泊等），因为靠近自然的生活可能是许多人的重要考量因素，而且自然景观在过去关于舒适物的研究中有着显著特征〔克拉克，2004；泽勒涅夫（Zelenev），2004〕。其次是测量县内工作增加的数量。这能解决一个在报告会上经常提到的问题：“场景可能对选择社区很重要，但它对决定在哪个城市居住，哪个区域能够承载最多新的工作岗位方面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在对于场景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果都是各个变量的净值。也就是说，这些净值展现出了场景与年轻人、大学毕业生等人口普查群组之间的联系强度，同时也说明了一个地区内教育、地租、犯罪率、密度等因素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然而，我们也时常为一个地方的，包含舒适物、人口、犯罪等任何一个，甚至整体特征这类其他变量进行报告。

年轻人生活在能够释放天性的场景中

关于场景如何塑造住宅社区的第一组问题涉及场景与特定亚人群之间的联系：哪种类型的场景适合哪种类型的人居住？我们从年龄组开始：年轻人（18～24岁，25～34岁），婴儿潮出生者（出生于1945～1965年）和退休人员（即65岁或以上的人）。为什么以年龄分类，这里有多种原因。

第一，特别是自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出版以来，许多城市、官员和研究人员对吸引年轻人到特定地点的问题非常感兴趣。总的想法是，年轻人能够带给城市能量、活力、对新观念的开放和宽容，而且是对增加的美国个性生活多样性的一种安慰。年轻人往往是税基的净贡献者。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谈到许多城市地区的“青年化”（Moos，2014）问题。我们将在图5-2中衡量。

第二，无论婴儿潮一代接触什么，他们都会改变。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人数众多，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至少在总数上是这样。但是，关于婴儿潮，重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人数。事实上，婴儿潮一代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消费的先驱（从甲壳虫乐队到呼啦圈），而且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兴趣不大可能随着年龄而消失。

第三，退休人员正在成长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住在哪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是在歌剧院附近的市中心还是在宁静的乡村，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尽管大多数学术文献侧重于青年，但退休人员可以腾出很多空闲时间，更加具有做志愿者的意愿，并往往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尽管他们的家庭仍然受到工作的限制，但是他们很少受限。因此，详细说明吸引他们的东西也很重要，以便了解社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这些年龄组往往会生活在哪些类型的地方，他们的人数在哪里发生变化？图5-2显示了自我表达和越轨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年轻人和婴儿潮一代在1990年的邮政编码人口占比方面的联系，以及1990～2000年人口百分比（我们返回到下面的退休人员）的差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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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自我表达和越轨表现的评分以及它们的内在关系

注：该图显示了（黄页）自我表达和越轨表现的评分以及它们的内在关系，从中可知：（1）邮政编码居民18～24岁，25～34岁和婴儿潮一代（1990年）的百分比；（2）1990～2000年这些相同组的百分比差异。黑色圆圈表示统计学显著（p＜0.05）正相关，而空心圆圈表示统计学显著负相关。圆圈大小与多级模型中系数的大小成正比，其中邮政编码是1级分析单位，国家级是2级。除了这三个场景变量外，整个模型还包括核心内容：城市人口，租金，党派投票和犯罪率；邮政编码内大学毕业生率；非白人比率；文化就业集中度；和我们的社群主义/城市性测量因素评分。本章的分析增加了核心内容：工作总量（1994～2001）和自然设施的变化。所有变量进行分析的结果包括模型中的相应水平（例如，1990年水平间25～34岁年龄段的人在25～34岁间的变化），N是所有的美国邮政编码。有关变量和分析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8章和在线附录（参考uchicago.edu/sites/scenescapes）。

图5-2对比了三个年龄段的关系和两个场景的维度。1990年，在18～24岁的人和25～34岁的两组人中，令人惊讶的是，自我表达的场景低于人口平均百分比（扣除模型中的其他变量）。18～24岁的人口比例通常在越轨更多的场景中较高，而1990年的25～34岁的人口却与越轨无关。然而，1990～2000年，25～34岁的人确实存在越轨场景中（作为人口的一部分）有所增加——事实上，在我们模型的所有变量中，只有县郡总人口和成长在25岁至34岁的人有更强的联系。与此同时，更令人惊讶的是，25～34岁的人和自我表达场景毫无关联，而18～24岁的人却与之有消极的联系。

相比之下，1990年的婴儿潮一代与越轨或自我表达都无关。但是，1990年和2000年的婴儿潮人口占比在这些场景中均有上升。随着这批婴儿的长大，他们在自我表达的场景中有所增长，在越轨的场景中有所减少。陶艺培训班和书店的世界对这批婴儿潮人口的吸引力超越了文身店和朋克俱乐部。[19]

我们可以总结，年青一代的成年人不在乎，甚至抵触自我表达吗？不，如果我们还记得所有的场景包括各种维度的综合，那么这个结果目前体现了一个在自我表达和越轨中隔绝的二分法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者合并会怎么样？没有单独的文身店或者艺术馆，而是将两者放在一起。从统计学角度，可以通过将两个变量相乘来识别这种效应，做出所谓相乘的内部关系。图5-2所示结果，标签为“越轨和自我表达”。

图5-2表明，即使将自我表达和越轨分为不同的维度，18～24岁的人和25～34岁的人也会更集中于自我表达和越轨组合的区域。相比之下，婴儿潮一代的增长在这些地区更低。[20]

这些结果也表明，自我表达并不是年轻人独有的特性。事实上，斯特恩（Stern）及其同事表示，“了解某人的年龄或出生年份，在解释他或她的艺术参与程度方面提供的价值很小”（斯特恩，2008，15）。此外，如果我们专门研究“新波西米亚”舒适物设施[21]（如咖啡馆、艺术画廊等），我们发现（未显示），这些舒适物设施通常不仅位于有更多年轻人的地方，而且存在于很多中老年人群中。由于这与近期关于城市发展和艺术的最新研究成果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在其他地方详细阐述了这个“灰色创意阶层”。[22]

添加多个复杂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人群所在场景的多样性，这不仅要看自我表达和越轨，还要看场景维度的整体模式。回顾第3章，社群主义/城市性是美国最典型的维度组合。但是还有其他主要的场景，它们的维度经常结合在一起。[23]

“爱乐之城”场景与“迷人”和“爱炫”两个维度有很强的联系。与这个场景相关的设施包括夜总会、文身、健身俱乐部、美容院、定制T恤衫店、人体穿刺、服装店、舞蹈公司和汽车定制服务等。它有相对较少的钓鱼湖、狩猎小屋、公墓、卡车站、露营地、修道院和公共图书馆。爱乐之城在市中心和洛杉矶西部以及纽约的切尔西、芝加哥的卢普和近北区都有强大的影响力。[24]

“罗西尼巡演”场景强调本土真实性和自我表达。相关设施包括古董店、游艇码头、钓鱼湖、瑜伽工作室、艺术画廊、旧书店和稀有书店，以及咖啡馆、住宿加早餐、园艺和户外娱乐营。快餐、汽车经销商、卡车站和教堂在该场景中比较少见。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格林维尔、索诺玛和马林县等地在这个场景中得分很高。

“山巅之城”场景具有平等主义和领袖魅力的维度，而且迷人维度更少。相关设施包括公共图书馆、教堂和墓地；比较罕见的项目包括马术中心、游艇俱乐部、滑雪胜地、夜总会、旅行社、私人网球场、餐厅、健康俱乐部、美甲沙龙、广告公司、艺术品经销商和室内设计等。这个场景在中西部地区最为普遍。

“高新技术区”场景这一术语来自乔尔·科特金，他将理性主义和正式两个维度相结合，相关设施包括科学和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办公室、软件出版商、研发部门、商业协会、专业组织和计算机编程服务。高新技术区相对罕见的设施包括露营地、钓鱼湖、酒类商店、人才机构、休闲用品、古董商、文身店、艺术家和时装设计师。它在美国西部和南部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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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年轻人住在哪里？

注：该图显示了14个可变因素对两项结果的影响：（1）在1990年，邮政编码区域的居民中25～34岁人群占比情况；（2）25～34岁人群占比在1990～2000年的变化量。除了图5-1的注释中列出的可变因素，这一模型还包括了4个场景量度（外加作为核心之一的社群主义/城市性）：爱乐之城、罗西尼巡演、山巅之城和高新技术区。基于对全美所有邮政编码中15个场景维度的表现得分的主成分分析，可以由这些变量得出因素分数（这部分内容在第8章中进行概述）。更多细节见对图5-1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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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住在哪里？

注：该图显示了14个可变因素对两项结果的影响：（1）1990年，在“婴儿潮”时期（1945～1965）出生的人占比情况；（2）“婴儿潮”人口占比在1990～2000年的变化量。更多细节见图5-2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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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退休人群住在哪里？

注：图5-5显示了14个可变因素对两项结果的影响：（1）1990年，65岁以上退休人群占比情况；（2）65岁以上退休人群占比在1990～2000年的变化量。更多细节见图5-2注释。

场景告诉我们关于总人口变化之外的亚文化群体

谁倾向于生活在这些场景附近或者之中？总人口在社群主义和罗西尼巡演（未显示）这两种场景中都有所增加。然而，这些场景都与特定的亚文化人群有明显的联系：不是所有场景都吸引所有人，不同的场景会与不同的人群产生共鸣。哪种场景和哪一类人产生联系？图5-3、图5-4和图5-5显示了场景与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关系。

图5-3、图5-4和图5-5显示了年轻人、婴儿潮一代和退休人员的人口比例及其变化。这些数字按照每个变量与不同年龄组相关的强烈程度排序。

首先，对于年轻人（25～34岁）来说，最重要的是都市化水平。他们在犯罪率和租金较高的大城市最为集中，这里自然舒适物水平较低，但是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从邮政编码数据中看，他们处于文化产业集群强烈的区域，这里的非白人人口比例高，大学毕业生少；他们在有更多民主党的地方人数也有所增加。[25]

场景显然是解释年轻人居住模式的重要因素。然而，与青年人固有属性的冷酷形象相矛盾，青年人（25～34岁）与高新技术区场景的理性主义和正式最为紧密相关，接下来是一般较少的社群主义，其中混杂着越轨、功利主义、企业、国家、理性主义和迷人的要素。但是，他们也有可能集中在爱乐之城场景中，这样的场景中融合了迷人、爱炫，并且青年人将在这些场景中不断地增长。青年人很少，并且持续消失在罗西尼巡演场景中，这个场景充满本土真实性和自我表达。用一种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表达，年轻人是一种多元的指示符。[26]

那么婴儿潮一代的情况呢？到1990年，婴儿潮一代更多集中在高租金、民主党集聚的郡县中，在大学毕业生集聚以及文化工作者集聚的地方，这里的犯罪率较高，人口较多，自然娱乐设施和非白人比较少，工作机会也在增加。在城市性场景和高新技术区场景中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而山巅之城场景中婴儿潮人口的占比相对较低。

1990～2000年，不同类型的邮政编码中，婴儿潮一代在总体人口中增加的区域有所不同。在高校毕业生人数多和非白人人口较少的区域，婴儿潮人口增长率较高，但是，与前者形成对照，婴儿潮人口在高新技术区场景和更少社会主义的场景中增长更慢，这是1990年的历史模式转向。在罗西尼巡演场景中，婴儿潮一代显著增加。这一发现增加了图5-3的精确度：婴儿潮一代并没有在自我表达场景中有大的转变，而是融入了那些将自我表达与本土真实性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如瑜伽工作室、咖啡店、园艺中心以及艺术画廊）中。婴儿潮人口的增长在文化就业集群和爱乐之城场景中相对较弱，与自然设施没有关系。

考虑到婴儿潮的人数众多，他们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诺玛或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等新景区的“巨大审美迁徙”（Great Aesthetic Migration），可能会指向城市景观的重大洗牌工作。如果没有场景理论和舒适物数据的支持，这个趋势很难确定或解释。然而，很明显，婴儿潮出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而场景成为展示出路的磁石。这些结果突出了我们将在第7章中强调的一个政策要点：吸引了年轻人和活跃分子的要素可能会驱使另一些人离开；城市可能会受益于爱乐之城场景魅力因素之外的各种场景，特别是如果政策目标是针对这些在成熟期的二十多岁的人群。

65岁或以上的退休人员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在租金较低、犯罪率较低、人口较少并且就业增长相对较弱的地区增长。这里有许多自然舒适物，大学毕业生较少，但是文化工作者集聚程度较高。在有退休人群的邮政编码数据中，场景有一种社群主义的感觉，一种罗西尼巡演场景中的自我表达和本土真实性的组合，也有山巅之城场景中的平等主义和领袖魅力，以及高新技术区场景中的功利主义、合作意识和正式性。

虽然这些描述大部分与老年人居住的传统形象相符（小城镇感觉的城市且靠近自然舒适物，这与克拉克的发现一致，老年人倾向于靠近自然舒适物），但是其他方面的数据却指向不同的方向，例如，老年人集聚与文化就业人群的紧密联系。经典的画面似乎大多持续存在于1990～2000年，但仍然存在差异。在邮政编码中，拥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爱乐之城场景和高新技术区场景较弱的区域，退休人员有所上涨。

艺术家集聚：不只是房租

这些结果表明，美国人居住的地方通常与那些特定类型的场景有明确的联系，例如具有特定的文化和美学感受——这甚至可以解释租金、工作、种族和教育等“更难”的变量。从这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场景如何与人群中的其他关键部分相连，如艺术家人群。

事实上，如果城市分析家们最近讨论过年轻的一代，那么他们会沉迷于研究从事艺术和文化工作的人。其中，大部分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第4章中解释了这些原因。

但是，和艺术家群体有更多关联的是社会和社群问题。有学者论证，在那些有更多艺术家工作的场所中，社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街景往往变得更加美丽，街头生活更加充满活力，更多的社区联系的机会出现在艺术课程、工作室和演出中。

但是，艺术群体的集聚也有反作用。艺术家被吸引到市区内的城市居民区，这里是租金低廉、风险高，具有边缘性和多样性的区域，常常与犯罪活动和非白人的集聚有联系。随着艺术家发挥他们的魔力，社区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其他人，通常是白人、富人和大学生群体会搬入社区，随之而来的是租金上涨，社区原来的居民和艺术家都会被推到一边，廉价酒吧和低劣的音乐俱乐部会被高级公寓和高档餐厅取而代之。简而言之，这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过程。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观察这些过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捕捉到一些现象。例如，我们可以调查哪里的艺术和文化工作最为集中，它们在城市的哪些区域有所增加，以及这样的邻里有哪些特点。首先，关于艺术家在哪些社区最为集中的问题，[27]图5-6有答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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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哪里的艺术集中度最高？

注：该图显示了14个可变因素对两项结果的影响：（1）1998年的艺术集群；（2）艺术集群在1998～2001年的变化量。这14个可变因素与图5-2的注释中所列出的因素相同，但是我们移除了“文化产业集中度”，并加入了“邮政编码区域的租金变化”这一因素（以此解释一些“中产阶级化”动态）。与核心模型中广义范围的“文化产业”可变因素相比，在此我们将“艺术”界定在更小的范围内，它包括独立艺术家、作家、表演者、音乐家和音乐团体、舞蹈团体、其他艺术表演团体、戏剧团、美术学校、艺术品经销商和艺术影院。我们将艺术集群作为一种区位熵进行度量，也就是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艺术工作者的总数与全国平均数相比所占份额。更多细节见对图5-1的说明。

艺术群体没有辜负人们对他们的普遍印象。在“在艺术工作集聚在哪里”的预测因子中，关联最强的是大学学位持有者人数的比例和县郡的人口规模。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还包括爱乐之城、城市性和自然舒适物；犯罪率和邮政编码区域内非白人居民的数量也与艺术家群体呈正相关，就像山巅之城和罗西尼巡演场景一样。

也许最有趣的是，即使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美国最常见的场景维度组合中，有五分之四的场景维度与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的集聚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艺术家群体不仅出现在城市性、迷人和爱炫的场景维度中，也同样出现在混杂着自我表达和本土真实性的罗西尼巡演场景中，以及混杂着平等主义和领袖魅力的山巅之城场景中。“艺术家”是一个远非同质化的分类；其成员的范围广泛，可以从文化反叛分子到教堂唱诗班领袖，再到沙漠风景画家。这种内在的差异表现在他们集中在互有区别的场景和地域里。

那么，关于在中产阶级化的核心部分——租金呢？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艺术就业集中在更高的租金范围内。同时，我们也发现，1990～2000年艺术集群与租金变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回顾1998～2001年艺术家变得更加集中的区域，那么艺术集群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无可否认，这个周期并不足以得到一个普遍性的结论。[29]此外，我们只有一些有艺术就业的美国邮政编码（约10000个），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已经发生艺术增长和艺术集群度已经很高的地区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与一些流行的叙述相反，艺术家似乎没有不断移动到新的地区。因此，仅查看现存的艺术就业的邮政编码以及与艺术集群度增加有关的因素（以2001年与1998年区域的份额比率来衡量）是有用的。

得到的结果（见图5-6）非常有趣。在犯罪活动较少的小县城中、大学生人数增多的邮政编码区域，以及1998年艺术家群体较少的区域，艺术就业的集中度会增加。相应地，随着邮政编码区域租金的变化，县城的租金变化也非常显著。然而，五分之三的场景因素得分是显著的：艺术就业集中在更强大的社群主义、罗西尼巡演场景以及较弱的高新技术区场景中。也就是说，艺术集群不是在最城市性的、人口稠密的或者租金低的地区，而是在那些包含本土真实性、睦邻、传统和自我表达的场景中。

城市分析师卡尔·格罗达奇和迈克尔·西曼在对2007年之后大衰退期间文化领域的分析中，在将要超出标准的变量中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发现，即使在经济全面衰退的时期，生活成本也是对艺术就业影响较弱的决定因素。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艺术家或其他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能够承担得起生活成本的老工业城市中有所增加，无论是因为他们从更为成熟的文化中心迁移而来——这已经在大众媒体上广泛报道，或者是其他原因。事实上，这两个地区拥有的文化集聚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经济衰退不仅影响了文化的相关职业，而且影响了艺术家群体。总而言之，生活成本和文化就业增长的相关系数很弱，数据上没有强烈的相关关系。”（格罗达奇和西曼，2013，19）

这一切都说得通。芝加哥的柳条公园是一个以艺术家为主导的社区整改的范例。按照美国的邮政编码的平均数值，柳条公园的租金可能永远不会低。如果租金低是影响因素，总会有托莱多城这样的地方。当然，租金对于利润很重要，但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柳条公园拥有的，就像多伦多皇后西街或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那样，是相对更接近的艺术家网络，是相对更接近市中心（用于演出和工作以及其他机会），是某种危险和兴奋的感觉（如角落里的妓女和毒贩），以及潜水基地和肮脏的设施（如酒吧和餐厅）共同形成的饥饿艺术家式的波西米亚风格，以及相对许多北边社区都更加低廉的租金。

这可能不会是一个那种“艺术机构建立在场景中可能改变邀请新居民的方式”的显著的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但它确实暗示了一个单轨模式，经济和人口力量无情地驱动着寻找廉价租金的艺术群体和雅痞的继任者。例如，就像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波西米亚的场景导致更传统的社群主义城市的工作和人口增长，而不是在更加城市性的城市里，因为那里已经有许多艺术家以及艺术友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不在于艺术部门“从不”关心租金和“不”开始中产阶级化，我们不想用一个单维度理论取代另一个理论。很简单，因为在研究中有很多变量和变体。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什么一些引领了潮流并有人跟随，反之亦然。[30]

与标准版本相比较，还有更多的本地变量应该被承认。因为强烈的种族社区可能会通过控制住房的获取或确保（有时）他们的小艺术家首先获得机会，抵制（或改变）中产阶级化的“第一阶段”。例如，圣路易斯（爱尔兰）、“山巅”居民区，或者芝加哥的布里奇波特（爱尔兰和波兰）。即使在新艺术家已经到达的情况下（如多伦多皇后西街），政治组织的艺术宣传团体也可（有时）游说市政府在社区中立足。艺术团体可以与政府机构合作，向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正如黛博拉·莱斯利（Deborah Leslie）和诺玛·兰提西（Norma Rantisi）在蒙特利尔圣米歇尔街区的太阳剧团的案例中记录的那样］。正如布朗·萨拉西诺（Japonica Brown-Saracino）所记载的那样，“社会保护主义者”有时会组织起来保留社区的历史人类生态，即使新中产阶级已经迁入。许多这些变量和更多的资料都被格罗达奇和西尔（2012）在《城市文化政策政治学：全球视野》（Politics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Global Perspectives）中记录在案。

布朗兹维尔和它的超越者

正如我们上文所看到的，布朗兹维尔包含着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核心文化维度：《圣经》中有一个比我们目前更好的世界，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激情的牧师、音乐家或者伟大的运动员身上会体现出领袖魅力。与此同时，这些还与充满活力的夜生活、时尚靓丽、舞蹈、创新音乐、以及有趣浮夸的服装和外表相联系，混杂着对主流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经常性批判和反文化立场。这种非裔美国人深厚的宗教和文化潮流的历史联系与具有广泛的娱乐选择和文化设施的自然场景相结合，肯定在布朗兹维尔近来相对戏剧性的增长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中等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引领下。

但布朗兹维尔到底有多独特？

图5-7显示布朗兹维尔远非例外。相反，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更广泛模式的典范。1990年，美国黑人居民比例较高的居民区往往在民主党区域，这里犯罪率相对较高，就业增长乏力，邮政编码区域中的大学毕业生也相对较少。这些社区中经常有能够唤起经典《圣经》预言主题的场景——平等主义、睦邻、传统的社会主义场景，山巅之城场景，以及理性主义和具有正式特征的高新技术区场景。然而，1990～2000年，非裔美国人从社会主义的场景中转移出去（即使在2000年在社会主义场景中的黑人人口的数量仍然高于城市性场景）。与此同时，他们的数量在混合了迷人和爱炫的爱乐之城场景，以及山巅之城场景中持续增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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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非裔美国人住在哪里？

注：该图显示了13个可变因素对两项结果的影响：（1）1990年，非西班牙裔黑人占比；（2）非西班牙裔黑人占比在1990～2000年的变化量。这13个可变因素与对图5-1的说明中所列出的相同，除了不包含“非白人占比”这个预期因素。

这些结果与“新大迁徙”（Frey，2004）的概念大致相符，许多非裔美国人正在从衰退的锈带地区迁移到主要的南部大都市，如亚特兰大和孟菲斯以及许多郊区。但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比这个概念更加广泛：如果将南方加入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尽管南部邮政编码区域（1990～2000）的黑人人口比例增加，但场景对非裔美国人的移民影响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否在南部，是否在文化产业工作者集中的邮政编码区域，场景的城市性、平等主义、迷人、领袖魅力和爱炫，在非裔美国人中都有增长——而且，这又一次与我们核心模型中的房租、教育、人口、犯罪以及其他变量无关。[32]


专栏5.7 一个乡绅的自白：当人口变化不涉及肤色

如果你问艾尔莎·摩尔关于中产阶级化的问题，她的第一反应是嘲笑。国会高地的黑人居民摩尔说，她居住的8街区“百分之百是黑色的”，并且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没有人离开，”她开玩笑说，“在我看来，如果新人买了房子，那是因为一位老妇去世了。”然而，摩尔并非来自特区，2002年，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以后才居住在该城市。2004年，她的男朋友在国会高地买了一栋房子，并于2009年与她一起搬进来。

除了肤色以外，每一个衡量标准都使她成为一个像年轻白人一样的绅士，每个周末都会在U街NW附近卸载移动客货车。摩尔说，她对数十个故事感到沮丧，故事的特点就是让人们对于华盛顿的看法变得“不那么黑”。而这些故事却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片。“就数字而言，我明白了，但它很烦人。这里河流以东的故事全都是关于黑人绅士化的，”她说，“黑人正在回到阿纳科斯蒂亚和国会高地地区，这里有不同类型的人，但是这不会降低黑人的比例。”“绅士化”不能等同于“白人”。毕竟，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穷人是白人（尽管这明显是一个数字游戏；白人不可能比黑人和拉丁裔人更穷，只是他们人数更多而已）。尽管像摩尔那样的绅士没有很多钱，但她拥有特权，接受教育，并且有很多像她一样努力奋斗的朋友，她至少有资源能够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

生活在哥伦比亚高地，克里斯·华莱士感到很矛盾。他在邻居中受到怎样的对待会因他的穿着而异。如果他从贷款官员的工作中下班回到家，换下西装穿上运动鞋和牛仔裤，在当地的小酒吧中喝一杯，就会湮没在年轻的专业人士中，这可能会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说：“邻居中有色人种的年轻人，他们如何向我说话，说什么，或者是否跟我说话，都取决于我所穿的衣服。”

“我是一名黑人男性，我从来没有入狱过，我有工作。我不愿意在这里，但事实就是这样了。”德克尔·恩甘冈说。他描述了最近的一次休假时说道：“我在14号那天漫无目的地走进星巴克，我经过了有100左右的黑人男性，而他们在一天中无所事事。”真是令人沮丧，他又补充道：“我的很多黑人同龄人经常会感到迷茫，我们到底都在做什么？”……

恩甘冈通过寻找他可以做的“小事”来对待这种状况，比如与附近的孩子们交谈，并将他的座位与其他非利益人士一起使用，以帮助他们了解表现不佳的学生的处境。

——莎尼·希尔顿（Shani O.Hilton，2011）




一个巨大的分歧？

关于人口变化和空间中产阶级化的许多学术研究是由那些传统上对整体性和文化因素（如场景）不敏感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做出的。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仍然对场景和设施的分析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不仅仅是有助于人口和经济的研究。

美国媒体和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美国住宅社区中的分裂、隔离和断裂主题。冲突是新闻，不冲突是无聊的。那么主要是哪些主题呢？它们的基础如何呢？

评论员强调分裂来自整个政治领域。在《开始分裂》（Coming Apart，2013）中，保守派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追溯了美国社区的文化分裂。一方面是“贵族社区”中主要是那些保持着经典的美国公民和家庭价值观，同时通过引领文化氛围浓厚的生活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同胞分开的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社区，默里认为，工人阶级社区中美德逐渐减弱，积极的榜样很少见。默里暗示，这种分歧由于每个群体所特有的消费和生活习惯而得到加强。例如，大学毕业生喜欢外国电影，而非大学毕业生喜欢好莱坞大片。温和派比尔·毕肖普在《大归类》（The Big Sort）中提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分裂：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基于生活方式偏好而行动，他们最终会越来越多地根据政治立场选择居住区域。自由派去有星巴克、有机食品店、瑜伽工作室和苹果商店的地方，保守派去教堂、枪店和看纳斯卡赛车。其结果是激烈的党派争斗和相互误解的加深，因为不同的人群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中几乎不会遇到。同样，左派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合作》（Together）中认为，美国人正在失去“合作的能力”，因为倾听和讨论的“民主仪式”正在让位于冲突和一种在社会中流行的“我们和他们”（Us-Versus-Them）的分裂观点。

这种失落、冲突、衰落、分裂和断裂的言辞与美国本身一样古老，令人怀疑社区危机之前的统一是何时形成的。另一种选择是将社区关系视为复合式的，冲突和共识同时出现。


专栏5.8 适应时代的道德

我不会感叹一个持续不断的分裂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价值观的缺失，社区、信任、承诺和人格形成的社会意义的消逝。在目前关于价值观和道德的争论中，这样的悲剧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在社会科学和文化批评领域都构成了独有的修辞类型，它们可以被建成保守和激进两种形式。他们自成一种流派的事实已经可以使我们意识到这种流派所带来的模式化和叙事类型的限制。

当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班德（Thomas Bender）遍查美国史学来确定清教徒社会生活理想中的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胜利的准确日期时，他发现，自1650年以来几乎所有时间点都出现了这样的主张。他绝望地质问道：“一个美国社会究竟可以瓦解多少次？”（1978，46）。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在所谓的社会分裂形成之前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思考在不断强迫他们遵循道德意识和社会衰退的框架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在时代变革中实行了公义。

——汉斯·约阿斯（Hans Joas），（Morality in an Age of Contingency，2004，392）



这种更为复杂的情况是社会学家克劳德·菲舍尔（Claude Fischer）和格雷戈尔·马特森（Greggor Mattson，2009）在回顾数十年的研究时发现的。美国正在分裂吗？他们发现虽然自7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活动家的意识形态分化日益加剧，但在一般选民中共性却更为普遍，而且这与过去导致像内战这样的深刻战争的敌意完全不同。人种和种族仍然与分歧的生活密切相关。尽管种族隔离居高不下，但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种族通婚虽然很低，但数量一直在增加。有证据表明，文化风格和选择日益增多，“杂食”的品位也日益广泛，但这是否意味着文化断裂或者文化多元尚不清楚。教育是在分歧中增长最为迅速的，因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有可能会互相通婚，生活在相同的社区之中，并拥有共同的品位。

从这种更温和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一些关于舒适物如何与美国的主要社会分化，特别是与教育和种族相关联的一般主张。一方面，我们预计某些类型的舒适物具有相对较窄的地理和人口统计范围，并因此与教育集聚和种族居住选择的相关性较强。另一方面，这些相关性应该只有中等强度。可以补充说，应该有一些具有更广泛吸引力的舒适物类型，扩展到了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不同种族的人居住的地区。

为了更精确地检验这些一般性命题，我们从场景维度的抽象绩效评分测量转向特定的设施，选择了四种类型来评估一些“标准评论”提出的冲突线。前两种类型可能是最经常讨论的冲突：“新时代”生活方式与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后两种是更为广泛传播的：流行文化和武术。下面我们详细讨论每种类型，并使用我们的设施数据库中的指标来衡量它们。通过分析它们的位置，可以深入了解美国社区的实践和经验类型是广泛共享还是狭隘追求的。它也指向了一个更加普遍的宗教伦理组织概念：教会作为人们可能在各种场景中加入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化和休闲选择相竞争，包括艺术、体育、音乐、瑜伽、空手道等，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忠诚和敌意。

研究结果中出现了两个主要主题。第一，许多美国人似乎生活在不同的场景中：白人和大学毕业生靠近新时代的设施，非白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靠近福音派教会。第二，这些差异并没有他们刚开始显露的那样艰难和快速：流行文化和武术似乎弥合了新福音派之间明显的文化鸿沟。

新保守派教会：种族弥合与教育分歧[33]

普特南和坎贝尔的《美国恩典》（American Grace）再次证实了宗教社会学中一项重要而可靠的发现，那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教会的成员人数和参与度都下降了。与之相反的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处于支配地位。

美国的一种流行观点将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的兴起与宗教右派和道德多数派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些变化与共和党紧密相连——该党派以不欢迎种族多样性而著称。因此，有人推论，福音派的兴起来源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他们严格的性道德被解释为传统观念对现代化浪潮的反对，这涵盖从个人主义到多元化的方方面面。

有很多事实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事实上，学术文献常常记载着，保守派宗教（如南方浸礼教会）在历史上与种族隔离崇拜、反对政府支持非裔美国人紧密相连。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讲的，一个县人口中福音派基督教的信教人数比例是预测他们会投票给共和党还是保守党的最有力证据。因此，福音派在许多有关美国文化分歧的讨论中都处于风口浪尖。然而，事实还要更加复杂。

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宗教潮流之一是保守派新教的全球性发展，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这种发展在新兴的或过去就有的少数教派中最为强势，如五旬节教派。美国的福音运动仅仅是更大浪潮的一部分，这浪潮涉及拉美、非洲和亚洲（特别是韩国）的大量转变。在这场世界性浪潮的综合化研究中，一名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2005）总结道，五旬节教派的兴起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宗教现象，这种现象围绕个人狂热以及帮助人们陷入狂热状态的魅力型领导者出现。他进一步阐释，拉美的五旬节教派尤其促进了个人戒律和教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与女性更好的社会领导角色和男性更多的家庭责任和行为节制紧密相连。

在美国，这些“新保守派”或“新保守主义”教派经常将自身理解为局外人，在保守派新教的范畴内行动。许多人积极地扮演种族中立的角色，超越或者远离从传统上分隔美国社会的裂痕。他们经常涉及对狂热的或者魅力的崇拜，充满了摇滚乐队、多媒体表演和那些有助于消除将人们紧紧束缚的传统社会规范的活动。（参见柯林斯，2008；多尔蒂和惠瑟，2008；马蒂，2009）。他们融合了个人狂热、魅力型领导者和和平等主义观点，并严格遵循上帝的旨意，在当代语境中发扬了山巅之城场景的《圣经》传统。

这些新保守主义教派类似于韦伯所称的“现世的内心活动家”（Inner-worldly Activists）：他们是上帝的传教士、军队，以上帝的形象重塑世界。因此，许多人要求他们的教派成员邀请不同的客人加入他们的事业。他们在旧城区建立了分支机构，积极地招募不同种族的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将这种浪潮称作美国历史上福音派狂热的“第四次大觉醒”。他将前三次觉醒与大革命、废奴主义以及导致罗斯福新政和女性参政权的性别平等运动相关联。他认为这次觉醒是一次社会运动，更多与“精神”产品而非“物质”产品相关联。

一种重要而同样具有争议的研究观点认为，新保守主义教派确实跨域了种族分歧。由此，罗伯特·普特南发现，福音派的会众呈现更为种族多元化的一面，而非更加像温和自由派。[34]主流新派成员迈克尔·艾默生（Michael Emerson）发现，大型的福音派教会在1998年至2007年呈现种族多样化的“急剧增长”，1998年只有6%的教会被归类为种族多样化，但是2007年增长到25%。大约20%的拉美人现在已经是福音派新教信徒。类似的是，其他人（如约瑟夫·伊）发现，新派教会具有更大的种族多样性，那些新兴的、不那么发达的福音派新教教会，包括典型的“无教派”大教会，都不属于更发达的浸礼教会、路德教会、卫理公会派或长老教会。[35]正如下文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保守的福音教派与种族多样化的社区联系更紧密，超过了与主流基督教教会的联系。


专栏5.9 大教会可以弥合种族鸿沟吗？

2009年秋天的一个礼拜天，芝加哥西北郊柳溪社区教堂的创始人兼高级牧师比尔·海贝尔正在宣扬耶稣的话语“爱你的敌人”的含义和能力。按照他的习惯，海贝尔在他的讲台后面摆放一排半圆形的画架，用来书写与强调重要的短语。海贝尔的讲道是精简的，语气和姿态是准确的。他像往常一样穿着黑色衣服，这使他的脸色更显苍白，蓝色的眼睛和头发更加明显，曾经典型的荷兰男孩的金发如今已变成白色。的确，如果一个白发的牧师闯进大教堂，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发光的。

然而，海贝尔的布道和他的23400名会众都没有像他那样“圣洁”。他援引了马丁·路德·金和耶稣的讲述。然后，他介绍了查卡·汗（Chaka Khan）的前伴唱歌手肖恩·克里斯托弗（Shawn Christopher），这个歌手出演了节目《我们可以克服一切》（We Shall Overcome）。随着音乐声渐强，一对非裔美国人夫妇拉里和雷内塔·巴特勒在7800个被视为避难所的座位中习惯选择的位置上互相瞥了一眼。“自从海贝尔10年前决定积极地欢迎少数族裔加入他圣洁的会众后，”雷内塔说，“几乎没有任何讲道忽略提示他就在那里。”“他总是抛出一些东西。”她说。她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回忆是否有例外的情形……

种族分离的状况正在严重侵蚀着一些大教会，在美国宗教最保守的地区之一——福音派基督教会中衰落得最快。根据赖斯大学种族与信仰专家迈克尔·艾默森的研究，在过去九年中，有20%以上少数族裔参加的美国教会的比例下降到了7.5%左右。但在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的福音派教会中，这一比例从1998年的6%增加到2007年的25%，增长速度超过三倍。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大教会的“反分离”（Desegregation），并将其视为国家信仰的关键时刻。艾默森说，大型机构中的这种快速变化“拨动着我的思绪”。这个国家中一些最大的教堂已经参与其中：作为最大的教堂之一——拥有43500名成员的约尔·欧斯汀主持的休斯敦湖木教会已经被黑人、西班牙裔、白人和亚洲人各种族平均占据，海贝尔的“柳溪”（Willow Creek）占20%，已成为其中的少数。大教会仅为美国7%的教友服务，但它们极具影响力：例如，柳溪通过其柳溪协会与另外12000个教友进行联合。圣母大学研究这一趋势的政治学家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说：“如果数千万美国人开始跨越种族界限分享信仰，那么它可能成为一个超越种族分离的最后阶段。”这样可以使美国过渡为一个真正的“彩虹国家”（Rainbow Nation）。

——大卫·万·别尔马（David Van Biema，2010）



保守的福音派运动的发展还有另一面。虽然新保守派有时比其他美国教派更能够跨越国家的种族隔阂，但是，福音派严格遵守道德和拘泥于《圣经》权威，让教义在大学毕业生这一群体中收效甚微。平均而言，大学毕业生信奉道德自由和文化相对主义——尽管这些平均分类可以掩饰内部差异。

这些一般命题表明了特定的经验主义结论，这也是我们如下总结的：许多新保守主义教派的社区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总体种族多样性、当地人口中更高的非白人比例，以及信教人口中更低的大学毕业生比率。

新时代灵性：新灵性与分歧

美国社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抵制福音派宗教自有其道理。的确，保守福音派新教的出现绝不是20世纪60年代骚动中唯一的宗教运动，也不是最知名的，甚至也不是公众话题中最受欢迎的部分。当时出现的还有嬉皮士，他们寻求新意识模式，这是一种关于爱的开明的宗教，也是一个新时代。

大学校园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中出现的新灵性思想的重要孵化器。当然，并非所有校园都是自由爱情主义的温床，但是诸如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则是主要的发射台。美国新时代灵性最持久的活动中心是加利福尼亚州崎岖的大索尔海岸线上隐匿的伊沙兰学院，由斯坦福大学比较宗教学院的两名学生创立。他们在全世界宗教的背后——包括东方和西方宗教——建立了普遍性的宗教之春，它超越了任何特定的权威、教师、教条，并惠及全人类。[36]

或许，新灵性觉醒的核心特征是拒绝权威，并相应地关注自我。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通向幸福的路，没有人可以替代自己。“局外人”和“外部的”权威无法指引道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路标，他们所指明的方向需要个人亲身尝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是绊脚石，用一纸空文、道听途说和压倒性的因循守旧意图取代你的自身体验与人生旅途。正如社会学家保罗·希拉斯（Paul Heelas）所称：“如果存在太多的外部权威——有神论者、传统主义者或多神论者，那么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不再和新时代并肩前行了。”（2003，25）

拒绝传统是新时代的关键，同样地，清教徒式的态度也是对待身体的关键，特别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身体不是罪恶和诱惑的猛烈暴风雨，不应因此被支配、被掌控。事实上，身体“知晓一切”：它的脉搏和本能是世界和谐的种子，它们必须被赐予慷慨的关照、栽培、唤醒、释放和大爱。克利帕说，伊沙兰学院是大量新奇的身体修行的先驱，不仅包括瑜伽和健身，也包括慢跑。


专栏5.10 新时代的重要通用语：自我灵性

新时代运行的最大障碍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思想灌输，或者说在新时代的意义上，我们被主流社会和文化所“洗脑”……为了依照诸如此类的规则生活，我们被家长、教育体系和其他机构灌输着各种观念，我们始终成为非自然、确定和误导性路径的受害者……

不能够通过社会化美德完善我们自身寻找到“完美”，同样也不能够凭借社会引擎的惯例方式找到。“完美”只能通过超越社会化自我的前进来实现。体验“自我”本身就是体验“神”“女神”“源”“基督意识”“内在的天性”“内心的方式”，最常见的简而言之为——“内在的灵性”，我想，或者以更简单更常见的说法来讲，是“内在灵性”。高度自我体验与那些由自我获得的东西形成鲜明对比。内心世界被认为是构成完美生活质素的源泉，包括真实生命力、创造力、爱、宁静、智慧、力量、权威。

——保罗·希拉斯，〔《新时代运动》（The New Age Movement），2003，18-19〕



它包含两种元素：寻求西方基督教背后的源头，以及身体本身。这让新时代灵性对东方事物具有高度包容性，特别是瑜伽。当然，很多东方宗教传统，如古鲁的权威，并不适合自我灵性。尽管有很多不适合的元素，但是很多内容都在美国新环境中被重新解读。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如希拉斯评价英国佛教的发展时所称：“东方灵性形式强调拒绝现世。”（1986，55）“拒绝现世”（World-rejection）是韦伯提出的新词，新时代灵性更进一步阐释了他所称的拒绝“现世”的“被动的超凡脱俗”（Passive-otherworldly）。信徒无须积极处世以便改变世界，而必须“顺其自然”，退避到圣殿中冥想、沉思，等待神的天启。就这样，新时代运动在加州海岸的群山中和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蓬勃发展。

这种“自我灵性”当然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中，融合了中西方文化。新纪元思想清晰地唤醒了从爱默生到惠特曼（Whitman）等作家的作品中的主题，许多人都表明了对自我表达的支持。的确，在19世纪末期，印度吠陀和瑜伽文化进入美国的新英格兰文学沙龙，这种活动的参与者还有威廉·詹姆斯[37]等人。他的“放松福音”（Gospel of Relaxation）概述了未来将激励新时代运动的主题，他的思想传遍了剑桥沙龙乃至全食超市的留言板（Bender，2010，106-12）。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令人陶醉的快速增长，各种各样“自我灵修但不信奉宗教”的思潮发展兴盛，得到广泛传播（乌瑟夫，2007）。希拉斯［及合著者琳达·伍德黑德（Linda Woodhead）］预计，截至2001年，英国会有达900000人口积极参与到“指压疗法、占星术、东方宗教思想、瑜伽、日式指压按摩法和类似活动中”。（2006，47）尽管他们预测的美国的数据不太精确，但也有500万～2000万参与者。

然而，在新纪元诞生初期，这种增长并不明显。希拉斯和伍德黑德对一座英国小镇的独立调查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灵性发展更多限于白人群体，以及（现今）就职于以人为导向的职业的中年女性。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他们发现，瑜伽练习者多为高收入、高受教育程度的白人女性（布瑞德等人，2008），而且，波士顿地区的“心、体、神”活动的参与者比例失衡，受众多为高受教育程度人士，约90%持有大学毕业证，70%的瑜伽练习者拥有研究生学历（欧和萨尔基安，2012）。


专栏5.11 新时代的重要通用语：自我灵性

迪克（理查德·普莱斯，埃萨林治疗法的创始人之一）从专家那里得到了格特·戈文德的名字（通过邮件），并开始计划一次一个月的浦那之旅。这对于埃萨林治疗法来说是个大新闻，因为它似乎表明基本规则之一即将被打破，或者至少被深刻检验。“没有人获得过标杆。”没有专家。但是现在有一位专家，埃萨林治疗法的创始人之一似乎在服从他的教导……

但事情并没有如预想地发生。迪克在静修室的冥想设施中度过了前两周，这里一切都正常进行着。之后他进入了一个会心团体（Encounter Group），参加了一位英国心理治疗师的特别会议，至此一切都还不错。接下来，在隔壁的会议上，一位女士在争斗中伤了腿，显然是在小组会议上发生的。这让迪克感到很沮丧。然而，让他抑制住愤怒的是涉及拉杰尼希本人的第二幕。在骨折后不久，一位女士在问答环节中站了起来，询问专家关于这次暴力事件。她质问是否真的有必要这样。据迪克说，拉杰尼希不仅没有回答该问题，并且转向了那个女人，试图恐吓和羞辱她，使她沉默。这就是迪克所经历的事情……

后来，他写信给《时代周刊》，“拉杰尼希……他可以精辟地谈论人类变革的可能性问题……然而，静修室会心团体却是可憎的专制主义的、恐吓的、暴力的，习惯于用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达成一种新兴的“橙色新秩序”，而不是促进其成长，我很愿意作为“理查德·普莱斯”，而不是“格特·戈文德”的身份被人所认识。

—杰弗里·克利帕〔《伊沙兰》（Esalen），2007，364-365〕



我们的结论（如下）也表明，新时代运动与受教育程度紧密相连。

这种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时代灵性关注内在、被动和强调冥想的特点的影响。如果说个人的自我表现是一条黄金定律，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是，没有人会愿意被“强制”加入教派，也不会愿意被命令做传教工作，更不会主动接近那些可能“不愿意”被拯救的人。他们更愿意成为希望的灯塔，让光明长存，或者成为光明本身，并随时欢迎那些自愿走进大门的人。尽管这种精神是高贵的，但是其中一个现实的结果是，那些没有了解过新时代信息的人群相对不愿意进行回应。


专栏5.12

美国人的过度紧张、焦躁、表情局促、呼吸障碍、压迫感和表达的痛苦主要是社会性的现象，其次才是生理上的。他们的坏习惯，或多或少都是由习俗和先例造成的，这些习俗和先例源自对不良模式的模仿和虚假个人理想的塑造。

……我们必须改变自己，从竞争的状态中出来，这种竞争的状态会让你崇拜为了利益而产生局促紧张，并且认为低调的声音和安静的方式枯燥而乏味。相反，我们要成为另一种人，对待理想保持冷静，对待自己的利益保持和谐、有尊严和释然的心态。

……总之，放松你的智力和实用的机械性，让它自由运行，这样它会对你起到成倍的良效。

——威廉·詹姆斯，〔《放松福音》（The Gospel of Relaxation）［1899］，1911，59，65，70〕



不过，一些练习方法，特别是瑜伽，已经在美国基督徒当中大步前进了。大受欢迎的哈达瑜伽强调，健康比“心、体、神”练习更重要（欧和萨尔基安，2012，301），这有助于最大程度上减小与基督教教义的潜在文化冲突。的确，“基督教瑜伽”运动意在积极地融合基督教教义和瑜伽（Alter，2003；Cullen-Mahtomedi，2005；也参见Knaster，2011；Morris，2010），瑜伽课程在当地基督教青年会（YMCAs）和一些主流教派中也更为流行。布鲁克·布恩（Brooke Boon）是一名保守派基督徒，他建立并推广了“神圣瑜伽”（Holy Yoga），在10个国家拥有475名教练（C.G.布朗，2013a，45-46）。自我表达绝不与宗教社区、基督教教徒或其他人站在对立面上。


专栏5.13 不受伤害的神秘扩张

保拉打断了他的话说：“是的，那真的很棒。当我们被要求想象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了乔治·W.布什。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小男孩，不成熟并且幼稚。所以当凯茜说要向他传递爱时，我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把我的爱给了他。但当她说我们应该像把我们的爱给伊拉克人民时，这真的很生动，我感觉我脑海中的画面正在放大。我仿佛真的看到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在一起，母亲在一幢看起来像是他们的房子前面抱着孩子。

……虽然聚集在教堂空间中的神秘主义者希望实现和平与正义，同时凯茜的形象化描述让我们熟悉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战争的批判性，整个仪式再现了一种精神化的帝国主义，那里的美国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迅速扩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让“真正”的妇女和儿童摆脱精神和政治暴政的束缚，进入他人的心灵，然后不受伤害地使之熟悉。然而更糟糕的可能是他们会经历邪恶心灵中的“刺”的痛苦，但即使是这样恐怖的事情，也可以通过保护神秘的光来战胜。

——考特尼·班德（Courtney Bender），〔《新形而上学》（The New Metaphysicals），2010，178，180〕



但是，将瑜伽和新时代运动的自我表达与美国当代基督教活动融合有时会受到保守天主教和福音派精英的强烈抵制。2003年，罗马教廷和南方浸礼教会领导阶层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新时代灵性的信条和活动，包括一些瑜伽的形式（斯坦莫，2003）。福音派的马斯·海尔（Mars Hill）和大教会西雅图地区的牧师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抨击瑜伽是“邪恶的”。德里斯科尔认为将瑜伽的泛神论的灵性与身体练习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德里斯科尔，2011）。瑜伽备受争议的状态引发了是否将它纳入公共学校课程的讨论。2013年在一场加利福尼亚州恩西尼塔斯的官司中：支持者强调，瑜伽有益于儿童身体健康，如它的身体锻炼、静观、压力释放等；反对者（包括国家法律与政策中心、保守派基督教的法律辩护组织）认为，这项练习具有宗教本质，因此不适合成为公共学校课程的一部分（C.G.布朗，2013b）。

尽管新时代灵性的确从威廉·詹姆斯曾参加过的剑桥降神会中发展开来，它仍然面临着困境，特别是来自那些致力于基督教神学保守性和传统性的美国人的压力。在基督教看来，新时代灵性具有秘传、对立的一贯形象，这种文化机制降低了保守派基督徒的接受程度。在很多低收入社区中保守派宗教的很多资源和人力，包括教派所在地和志愿者，很难接触到意图扩大影响力的新时代灵性倡导者。另外，黑人、西班牙裔以及受教育程度更低的美国人，更信奉保守派宗教，更不可能参与新时代灵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在受教育程度更低的群体和非白人社区中，新时代设施趋向于缺乏供（教师）求（学生）关系。

因此，新时代设施的一般所在地与美国文化的历史性根源息息相关。新时代设施的数量应该相对少，并应该比新保守派更集中，新时代和新保守派的共同点应该是更多地接纳低收入社区并扩大受众数量，新时代灵性应该减少种族多元化，同时受众群体应该更多地包含白人和高等教育群体。

流行文化：美国的通用语言

“文化鸿沟”的传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正如我们下面所示，新时代和新教会具有某些类似的特征，他们也与不同的社区相关联。然而，这些“分裂”的设施并不是唯一的，其他人也很有可能使用它们。它们在哪里呢？

一个可以开始研究之处是流行文化区域，它几乎可以被定义为吸引广泛和多样观众的领域。我们已经为这个想法找到了一些证据。回想第3章，绝大多数美国邮政编码区域中会包括诸如汉堡、快餐店、体育和娱乐中心以及比萨店等舒适物。

可以肯定的是，当瓦格纳将民俗文化写入流行音乐das Volk中时，麦当劳可能不能体现它想要引领的主题。但是，这些都具有文化价值，我们不应该对其嗤之以鼻。流行文化为很多人提供了共同的记忆。对那些少有交集的人而言，流行文化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共同点，更不用说那些当家乡球队胜利或者一首曲子流行了一整个夏天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时刻。

更进一步地审视，流行文化事实上是美国文化中最深刻的一种例证——是一种“无论什么作品”的实用主义传统。在沃尔玛，你可以购买耶稣蜡烛和瑜伽垫；快餐店拥有超大的三重芝士汉堡、拿铁咖啡、托斯卡纳沙拉、卷饼，有时甚至是韩国炸玉米饼。这种折中混合的实用主义传统，使形而上学的不适成为回忆，又貌似合理地拓宽了美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使它违背了搜索社会理论的统一本质，但是它定义了一个单一的、持久的共同文化。巨无霸、大盒子、棒球、邦德电影、碧昂丝共同构成了美国通用语言。

这些我们的数据可以测试的“共识”含义是明确的：流行文化设施应该是多数的、传播广泛的，并能够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住宅社区中找到的。

武术作为社交的桥梁

还有什么是被广泛分享的？一位政治科学家约瑟夫·伊的《上帝与南区的空手道》（Karate on the Southside，2009）指向了亚洲风格的武术俱乐部。为什么选择武术？因为在美国，这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兼收并蓄、吸引许多不同群体的组织。

在亚洲，功夫的儒家价值观通常与年轻的自由主义改革者抵制的等级制和父权制相关联。但是在美国，功夫获得了重生，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活力传统，也包括妇女和少数种族。事实上，在约瑟夫对芝加哥南区武术俱乐部的人种学观察中，他发现了不同的人群，年轻的黑人男子经常自愿接受不同年龄的黑人和白人女性、犹太教授的子女的权威观点，反之亦然。

而且，美国的亚洲风格的武术俱乐部高度结合了流行文化。在儒家士大夫影响的基础上，美国修炼者经常被要求背诵美德，撰写散文，甚至把诗歌作为功夫升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武术也是衡量电影院票价的标准，从《空手道小子》到《猛龙过江》再到《功夫熊猫》，功夫已成为许多公园里、基督教青年会和公立学校的常规课程。此外，功夫保证了像李小龙或者查克·诺里斯这样的明星与刺激、兴奋相关联，提供了学习自卫技能的机会，学习如何飞踢以及如何摔跤。功夫既感染了成熟、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也感染了喜欢在星期五晚上观看最新动作片的普通人。


专栏5.14 社会关系的新形式

消费者研究人员揭示了来自墨西哥、拉丁美洲、亚洲、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的20世纪20年代社区的新移民社群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现在种族商店和种族媒体提供了有形的种族市场……在费城的波多黎各巴里奥区……“酒店老板”用主流产品提供给顾客充足的西班牙产品，如香蕉和粮食。

西班牙族裔的顾客用特殊产品标志他们的种族，但同时参与了主流消费主义。例如，费城酒窖的客户也在超市大量购物。消费者同时也参与媒体……我自己听西班牙语广播的时候也证实了这种混杂状况，麦当娜之后的胡里奥·依格莱西亚斯（Julio Iglesias），还有麦当劳特别为西班牙裔产品制作的西班牙语广告都存在这种情况。

在消费主义世界中，我们再次看到深刻而多变的分化。一方面，消费者和营销人员使大众产品适应特殊化流程；另一方面，消费者需求和营销人员创造特殊的种族产品，这些产品被纳入全国性生产流程。并且这种趋势在不断加剧，新的流程模式形成了，在新的模式中，特殊产品随后被纳入主流消费，如在超市的种族货架或墨西哥餐馆中的传播……

相同的货币、相同的消费品同时可以具有普遍的和本土的意义，那么为何众多观察者会在多样性和共同价值之间假设一种不可避免的紧迫关系呢？因为以较高的视角看，他们未能捕捉到这种表象的双重性，在其中，我们只能发现外在的一致性（outward uniformity），而在本土适应性方面却是多样的。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多元市场》（Multiple Markets），1999，202-206〕



除此之外，虽然武术不是基督教，但它与圣经基督教“整体”灵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有重合，也相对独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武术进入美国文化有一个特殊途径。尽管标准的瑜伽和其他亚洲进口产品是在新时代运动期间，通过新英格兰学者和寻找超越基督教的自我表达的大学生被带到美国，但武术却通过美国军队被带到美国，被福音派、黑人和白人所热烈拥抱（Moskos、Butler，1996）。在东亚的军事基地，美国士兵第一次见识了亚洲武术，并建立了第一个美国练习团体（Krucoff，1999）。例如，查克·诺里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于1958年在韩国的乌山空军基地驻扎时学习了韩国的唐手道。因此，武术往往不像传统基督教那样富于挑战性，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积极的补充，或者至少是中立的。

武术的这种“中间位置”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时涉及准神秘的宇宙能量（如气），但美国的武术（与瑜伽形成对照）与宗教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关于神学问题和文化战争的激烈公共辩论不太相关。武术也不会与历史上那些与基督教教派交织的种族分裂联系在一起，它在历史上既不与白人也不与非白人相关。

尽管武术组织不是基督教的，但从不松懈。这些组织需要纪律、勤奋和奉献。在许多学校，每节课后，学生必须念出基本美德，如对父母和国家的忠诚。教师在等级考试中询问（年轻）学生成绩单以及是否清理房间是一个常规。约瑟夫·伊报告了他的一个线人的转变经历，这些经历非常类似于宗教转换，是一种转变为更好、更清洁、更关注生活方式，并将其与强大的家族相联系的转变。特别是在非裔美国人之间，出现了跨传统种族隔离的紧密社会联系，他称之为“世界性种族”（Cosmopolitan Ethnicity）。

换句话说，武术俱乐部切入了许多文化主题。相对于“传统自由派”更倾向于传统宗教组织之外的自我表达和个人真实性，武术团体容许其子女接受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控制的教育，这独立于自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设定。而这些相同的文化保守派人士在社会中寻找权威和纪律的壁垒（表面上）的过程中失去了其道德指南针。类似地，武术强调在潜在的反对团体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社会理论家唐纳德·莱文（Donald Levine）几十年来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关于“冲突理论与合气道”的一门课程，强调了合气道冲突体验本身如何变成一种深度整合的社会纽带来源。这些想法导致他创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延伸合气”，致力于将合气道作为全球和平力量的实践。


专栏5.15 基督教化的儒教徒

由于他们中外来者的存在，“非宗教”的框架——武术，可以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相融合，包括那些经常被认为对外来文化表现狭隘和敌对情绪的保守派基督徒。在匹兹堡举办的1000全能武术锦标赛中，有一名参赛者叫凯文（白人男性，38岁）。他在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McKees Rocks的家中，已经经营基督教武术学院15年之久。他从大专学校获得两个“第二学士”学位，并在美国航空公司担任领班。

凯文从20岁开始便练习武术，约有18年了。“我一直做这件事。武术电影、武术道德观等一切都非常贴近我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在训练中，凯文学会了自律、道德感和谦逊。

“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尊重人生……武术的确引领我着眼于自己的生活。即使是现在，即使自己训练，我也总是能够学到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约瑟夫·伊（《上帝与南区的空手道》，2009，136）



如果武术确实将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那么他们不同于新时代娱乐设施的相对狭隘，应该体现出对不同各类型邻里的广泛吸引力。因此，应该遵循一些经验性的概括：与新时代的娱乐设施和新教堂比起来，武术俱乐部应该位于种族多样化和受过教育的社区；武术应该与流行的文化设施更加密切相关，是适应新时代的设施。


专栏5.16 武术道德社区

一位母亲表示，公立小学并不会激励和挑战学生，像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黑人男性）一样，这令这位母亲感到非常沮丧。

克里斯蒂安真的很喜欢唐手道。他把所有旧皮带和破碎的木板留在家中。我认为唐手道的确能够塑造性格。我在克里斯身上看到很多纪律的痕迹。如果他不做我要求他做的事情，我只是说：“你不想去学习唐手道了吗？”他就会马上去做。克里斯真的很喜欢唐手道，所以他每周都会去上课。他会花更多时间在唐手道上而不是学校！……唐手道有一条很清晰的晋级路径，白带、黄带等。在级别测试过程中，所有的父母和朋友都需要留在外面。

为什么孩子在学校升到高年级时不会获得相似的兴奋感？为什么孩子们不会对学校产生兴趣？……我希望我们能把武术学校的特质借鉴到普通学校中。

——约瑟夫·伊（《上帝与南区的空手道》，2009，118）



上帝、瑜伽和空手道在哪里？

我们的设施数据库为这些假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令人感兴趣的主要变量来自黄页数据库。武术俱乐部也包含那些所谓的“武术课程”。我们的新时代指数总结了瑜伽工作室、冥想中心和抽象学书店；流行文化指数总结了六个项目：快餐店、体育酒吧、音乐商店、电影院、体育娱乐设施，以及仓储超市。[38]

为了衡量新保守派教会，我们总结了每一个美国邮政编码，把所有的编码归纳为10种不同类型的教会：五旬节派教会、非宗派教会、圣经教会、使徒教会、神教会、基督教会、全备福音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上帝教会和拿撒勒教会。这10种类型也是黄页数据库中唯一保守的同源清单；相比之下，浸信会、路德会、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包括保守派（福音派）和更自由派（主流）派系。[39]

为了说明这些类型舒适物的不同位置，我们开始从描述统计逐步进行到多元分析。我们首先比较总数量和四种类型的国家分布——新反对派、新时代、流行文化和武术，以及它们的区域分布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将这四个索引与人口普查数据结合起来，考察其中数量最多的邮政编码的人口特征。各指标与种族多样性之间的国家二元相关性如下。最后，我们设计多元回归模型，以便对新保守派、新时代、武术和流行文化组织通常所处的邮政编码特征进行多变量分析。

流行文化、新保守派和武术比新时代舒适物传播得更为广泛

首先考虑一些类似表5-1这样简单的描述性数据。表5-1显示了国家新保守派、流行文化、新时代和武术的总数、平均数和峰值。

与我们的预期十分吻合，新保守派和流行文化组织的数量最多，每个邮政编码区大概有4个流行文化和2个新保守派舒适物，并且流行文化的舒适物全国分布最为均衡。新时代舒适物的数量最小且集中度最高（峰度最高）。武术俱乐部在全国的分布更为平均和广泛。总体上看，在全国范围内，“上帝”和“空手道”看起来比新时代的存在更为普遍，而且不出所料，流行文化分布最为广泛。

如图5-8所示，区域分布能够帮助我们更为长远地观察到这些组织的典型性分布。图5-8显示了美国主要地区4个指数中，每个邮政编码所列出的黄页组织的平均数量：南部、西部、中西部和东北部。流行文化在西部最高，在中西部最低。新保守派在南部最高，在东北部最低。武术和新时代在西部和东北部都是最高的，这与它们作为世界性沿海地区的“进口商品”这一状态相一致，尽管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武术俱乐部比新时代舒适物的存在更为广泛。

表5-1 新保守派、流行文化、新时代和武术这四项指数各自在全国范围内的总和、平均数和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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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新保守派、新时代、流行文化和武术舒适物在美国每个主要区域平均邮政编码内的平均数量

注：其中的定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得分高的个人邮政编码数据符合我们对这些类型组织的位置和范围的期望。名列前茅的新保守派的邮政编码数据大多数位于南部（如孟菲斯市、费耶特维尔、北卡罗来纳州、劳德代尔堡）、大城市中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聚集的地区（如芝加哥的卡蒂奇格罗夫、洛杉矶中南部、达拉斯南部）。名列前茅的新时代舒适物邮政编码数据包括大学镇（博尔德、安娜堡）和“嬉皮士居住地”（圣达菲），还有一些时尚大都市邻里地区（如芝加哥的林肯公园、纽约的切尔西）。名列前茅的武术邮政编码数据包括切尔西和博尔德，还有亚特兰大市中心（黑人占据72%）、火奴鲁鲁（亚裔占据大多数）和兰丘库卡蒙加市（在洛杉矶外部，白人占据大多数，但亚裔和西班牙裔的比例在上升）。流行文化的前3名邮政编码涵盖了曼哈顿的亚特兰大市中心和密苏里州的布兰森（多莉·帕顿“南方豪宴”的故乡）。

这些不同的分布表明，不同类型的舒适物既有差异性又相互关联。表5-2显示确实如此。表5-2中的相关性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所有的舒适类型都是相互正相关的——即使这些不同的舒适类型通常相互靠近。但这些相关性的优势各不相同。流行文化和武术与其他组织类型的平均相关性最高。新时代和新保守派之间的相关性最低，但它们并不是负相关的；鸿沟并不是绝对的。总而言之，新时代与美国流行文化的空间重叠程度似乎最低（在这些组织之间），而武术和流行文化则最有可能出现在兼具新保守派和新时代的地方。

表5-2 新时代、新保守派、武术和流行文化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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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美国各地邮政编码中典型的种族构成与不同地方组织的关系。我们测量种族多样性作为种族熵变量。我们计算2000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种族熵，并分析了1990年的多样性和1990～2000年的差异。种族熵范围从0～1，其中0代表完全种族同质性，整个邮政编码人口为单一种族，1代表最大多样性，在各种人口普查种族类别中个人的分布完全平均。

表5-3显示了每种舒适物与种族多样性的相关性。主要的一点是种族多样性随着所有四种类型的舒适物而增加，尽管对于新时代舒适物而言有所减少。[40]新保守派与种族多样性最为密切相关。流行文化和武术在中间。[41]

表5-3 种族多样性与新保守派、流行文化、武术和新时代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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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检查更多变量，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这些舒适物所在区域类型的更广泛、更细致的描绘。图5-9表明，在所有这些舒适物被发现的地方通常存在一些广泛的相似之处：在邮政编码中有更多的文化就业群，更大的县，犯罪率和就业增长相对较高。然而，新保守派和新时代再次脱颖而出。在1990年，新保守派是四个分类中唯一一个会在大学生相对少和大学生增长相对较慢的区域出现的。另一方面，新时代的舒适物是唯一一个在民主党地区会更多出现的指标，而它们在邮政编码数据中则存在于非白人占比增加较慢的地区。与此同时，新时代的舒适物与大学毕业生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是在水平还是增长速度上。相比之下，武术和流行文化与大学毕业生以及非白人居民的增长速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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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上帝、瑜伽和空手道

注：该图显示了那些最可能出现新保守派、流行文化、新时代和武术舒适物的邮政编码各自的特征。圆圈的大小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系数成比例。当结果是一个计数时，这些类型的模型是相关的。所有变量都被标准化为平均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N是美国所有的邮政编码。

这些结果说明了当代美国的不同文化模式。它们表明，美国国家文化分裂的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宗教上保守的新保守派倾向于集聚在具有大量非白人和大学毕业生很少的社区，宗教上进步的新时代舒适物倾向于种族多样化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社区。[42]这些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而对2010年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趋势在继续扩大（约瑟夫、西尔，2015）。与此同时，流行文化和武术的空间分布凸显了它弥合这一社会分歧和其他社会分歧的潜在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结果可以及时洞悉一些特殊的时刻，然后为新时代提供各种新的可能性。如果新保守派和新时代的奉献者致力于克服消极的刻板印象和敌意，他们可能会扩展到不同的种族、阶级和情感。事实上，许多相关人员正在热切、努力地抵达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约瑟夫指出，“校园基督徒团契”是一个学生福音派组织，已经拥有超过700个校园学会和34870名学生会员。校园基督徒团契一般避开诸如同性婚姻之类的文化战争问题，并推动将宗教保守派和进步派统一起来的多种族社会正义活动。同时，许多瑜伽练习者主动接触不同种族、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在纽约市，非营利组织“一心学习”（Bent On Learning）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周为3300名学童教授瑜伽；其他团体将瑜伽带到监狱囚犯（施瓦特，2012；希尔，2010；兰道和格罗斯，2008）。

我们不应该忘记第3章的一个要点。许多社区可能共享单一的舒适物，但总体情况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我们在第3章以人体艺术和穿刺工作室的例子详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具体舒适物——武术、流行文化、福音派教堂、新时代——可能与许多其他舒适物和变量一起运作，在不同群体、个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场景中。

事实上，许多教会已经将流行文化的服务内容纳入其中，特别是在与其他教会和休闲活动明显竞争的地方。例如，流行歌曲和有才能的表演者的广泛使用，部分政治人物激动人心的政治演讲，加入新大学教堂内部的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及使用新媒体形式。对新的观众而言——这些都经常被指向更具越轨性的、以增长为导向的五旬节主义的特征。

并不只有福音派教会希望连接更广阔的场景。一些主教教会中有女性部长参与，并公开呼吁性少数群体（LGBTQ）教区居民。英格兰教会在其领导层相关生活方式和身份问题的辩论时发生分歧，因为他们试图回应更多激进主义的福音派教徒。同样，2013年教皇去巴西时，他鼓励公民将他们对国家政府的街头示威活动提高到更高水平。这些英格兰教会和教皇的激进努力反映了传统宗教组织在20世纪末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它们与多种神圣而世俗的替代品竞争，并希望通过连接当代场景来重新激活传统实践。

但是，在没有探究确切的历史细节的前提下，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从坦桑尼亚到泰国到芝加哥南部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其更广泛的一套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教堂往往是一个场景中的元素。选择参加哪个教会的问题不仅在于原始的身份重现，即遵循一个人祖辈的道路，而且也是他自己的道路，以及他希望沿着这条道路所发现的品质和经历的明确表达。对于那些年轻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巴西和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看到五旬节会员人数极其迅速的增长，特别是在他们最边缘化的公民中，正如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从天主教徒转化为福音派基督徒一样，同时伴随着生活方式和品位的变化。同样，在最近的调查中，与异族人通婚的美国犹太人的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普特南和坎贝尔，2010，156）。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在教堂之外，其他途径将人们带到柔道训练场或瑜伽工作室，这引发了关于这些实践（及其练习者）如何能够或不能融入基督教主导的美国典型场景的新问题。

这不是一个无冲突的世界。这是一个以多元化和潜在的多种新方式描绘分裂和共同性的世界。场景方法使我们意识到广泛的重叠元素，这些元素改变了人们选择彼此作为邻里的地点和方式。例如，如果仅仅关注种族和收入数据，它们似乎能够“解释”邻里差异，并引发很多公众性的争论。[43]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远，故事就会改变。富人和穷人，黑人、白人和棕色人，天主教、主流教派、福音派和犹太教徒、世俗和精神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自由派和保守派，男性和女性，墨守成规的和放任不羁的，自我表达、迷人、越轨、协作、正式、传统主义和睦邻。这些多样化的指标构成了一个交叉矩阵，在这个矩阵中，每个人可以找到很多他们共有的或者不具备的东西，也有无数个组合和重组的机会，以及许多桥梁和边界，但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单一的，最终能决定余下所有语境下的“最终结论”。这是比典型的黑人和白人对决部落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图景。这是一个冲突与合作、联结与桥接、定义与重新定义、加入与分离不断发生的美国，构成了既持久又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区结构。

虽然本章主要关注场景和住宅社区，但其中许多讨论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对许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差异不仅在场景中，同时也存在于宗教、教育、阶层、种族以及所有其他方面，事实上只是关系到转化为投票间或集会上的差异。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比尔·毕肖普的“大归类”产生了这么大的轰动。美国人将自己分类到“生活方式社区”这一举动可能显然是明智的，而且这对政治家和政治迷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些社区可能会对选举和政治运动产生影响。

但是这些生活方式社区真的如此有影响力吗？如果的确是这样，这些生活方式社区与像宗教、阶级和种族等其他变量相比又如何呢？这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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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克拉克（2011b）。

[4] 但是，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例如，这些新移民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的所有团体中都特别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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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通过回归模型对2010年的数据进行的类似于图5-2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总体趋势在2000年之后依然存在，因为25～34岁的人口继续集中在大城市，相对于非白人的邮政编码、艺术产业集群，以及都市场景、爱乐之城场景和高新技术区场景。2000年，35～44岁（即20世纪90年代的25～34岁）的人，在青年人口较少、白人居民较多的地区，以及更多的社群主义的场景中，都出现了急剧上升的趋势。即便如此，由于2000年的25岁至34岁与2010年的35至44岁人口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r=0.45），该组群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邮政编码中。

[27] “艺术集群”在这里被测量为艺术工作的邮政编码占比。这一措施与作为核心内容的、更广泛的“文化就业集中度”相似，但基于更加狭隘的“艺术”产业集合。

[28] 我们在对艺术家的分析中纳入了邮政编码区域租金的变化，因为这个变量在讨论艺术家主导的中产阶级化方面有显著的重要性。

[29] 帕特森和西尔（2015）在2001～2011年对加拿大艺术组织的地理区位的趋势进行了一些相关工作，编纂和测试了关于艺术增长为何可能在不同地点发展的五个假设，并找到了类似的混合和多重过程的结论。

[30] 这个问题激发了我们对第8章关于艺术工作与总工作之间的“鸡与蛋”动态的讨论，我们发现在某些时期，艺术工作会引发更多的总的工作数量；在其他情况下，情况恰恰相反。

[31]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舒适物中寻找，我们会看到其他强有力的联系，这为一般的“布朗兹维尔和它的超越者”模式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例如，非裔美国人在越轨更多的场景中人数会增多。在布朗兹维尔的日常当地边缘性体验，融入了赖特的审美和风尚，仍然成为许多非洲裔美国人日常体验的一部分。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夜店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联系。我们两者发现了强烈的积极联系，非裔美国人在水平和比例上都有所增加。马库斯·亨特（Marcus Hunte，2010）对芝加哥城黑人夜店的重要性进行了人种学研究，该研究发现，夜店是社会支持、关系、资源和娱乐的关键舒适物设施。

[32] 通过类似的回归模型对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仍然持续存在，黑人人口在社群主义、爱乐之城场景、山巅之城场景和高新技术区场景中比例较高，但在罗西尼巡演场景中较低。21世纪初，南方邮政编码区域的黑人人口继续增加，这些地方的文化产业集中度较高，具有城市性场景和山巅之城场景。这段时间里，这种增长和爱乐之城场景之间的联系似乎被削弱，即使现在爱乐之城场景已经与更高水平的非裔美国人口相关联。

[33] 本节的部分内容来自丹尼尔·西尔与约瑟夫·伊（Joseph Yi）的合作研究（2015）。

[34] 见普特南（2000），普特南和坎贝尔（2010）。

[35] 参见约瑟夫（2009），约瑟夫和格拉齐尔（2011），以及艾默生（2006）。

[36] 宗教研究学者杰弗里·克利帕（Jeffrey Kripal，2007）记录了埃萨林治疗法和新时代主义。

[37] Syman（2010）认为，在美国，瑜伽的历史是复杂的。尽管许多美国人接受（或反对）瑜伽为“后基督教”，但许多瑜伽练习者却刻意避免与文化战争意象的任何纠葛。他们将瑜伽描绘成宗教中立的——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反基督教——并且与美国流行文化兼容，包括其个人改良和创业精神的传统。这也包括在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印度教老师斯瓦米·维维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他对增加追随者和支持资金比对批评基督教更感兴趣（Syman，2010，38）。

[38] 我们的瑜伽和武术指标是通过这些标签明确界定的，而不是像“体育娱乐设施”那样，可能包括两者。因此，我们可能会测量更多“信仰”框架的瑜伽和武术工作室，并分析当地组织的模式，用更加清晰的术语定义它们。尽管如此，即使数量众多（超过60000个）和均匀分布（类似于新保守派教堂）的组织被包括在“体育娱乐设施”标题中，但是相比“瑜伽”（约250），在他们的标题中更多的还是包括“武术”、“空手道”或“跆拳道”（约900个）。当然，我们无法从这些数据中确定有多少普通健身企业（如Gold’s Gym）或城市公园和娱乐中心包括瑜伽或武术。瑜伽更有可能通过这种途径渗透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和宗教保守的社区，即使更多的“信仰”变量遇到了更强的文化抵触情绪。这与我们的理论一致，但测试这个命题是未来工作的一项任务。

[39] 我们对保守派（即福音派）和自由主义主流新教徒的定义遵循斯坦斯兰及其他人（2000）、普特南和坎贝尔（2010）的定义。

[40] 约瑟夫和西尔（2015）将分析扩展到2010年，并表明这些趋势基本上持续存在，主要区别在于新保守派与种族多样性增长之间的积极联系略有减弱。

[41] Meng的测试表明，这些与种族多样性的不同相关性在统计学上彼此不同（除了流行文化和新保守派与种族多样性几乎相同的相关性）。见Meng、Rosenthal和Rubin（1992）。我们还研究了其他基督教教派与种族多样性的相关性。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徒和主流新教教派的种族都在0.2以下，与种族多样性相关。

[42] 显然，许多当地组织（如教堂）从非本地居民（即超出其邮政编码）中派生出许多成员/消费者。例如，奥马尔·麦克罗伯茨（Omar Mc-Roberts，2003）证明，非裔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经常参加他们居住的社区之外的教堂。这引发了组织吸引其成员/客户的区域问题。调查问题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是比较县级和邮政编码级别的变量。我们使用新保守派的索引来做到这一点，从而构建每个邮政编码的新保守派教会县平均数量的衡量标准。根据麦克罗伯茨的研究，独立于邮政编码层面的新教堂，非洲裔美国人人口数量更多，并且在拥有众多新教堂的县中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纽约教会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在邮政编码层面的联系依然存在，即使是县级变量也是如此。同样，尽管瑜伽工作室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强大的邮政编码关联依然存在，但我们发现在拥有众多瑜伽工作室的地区大学毕业生中百分比较高。我们将在第8章的“建模背景”一节中探索建模空间背景的更多方法，这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43] 普特南（2007）和其他人撰写的关于信任的缺乏及其与邻里族裔的紧密联系的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他们指出，墨西哥和洛杉矶是极端的。然而更仔细的研究发现，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与留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些结果对其他群体有影响，但是梅尔斯（2007）和莫雷诺（2005，147）进行了更为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在墨西哥不到10%的墨西哥人对警察、银行或政府“非常信任”，这些百分比在美国墨西哥人中上升到30%～40%。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尔斯显示了墨西哥裔美国人不断进步的文化适应。这与谴责“墨西哥化”的流行解释截然不同。


6 场景力量：场景如何影响投票，激发新社会运动，产生政治资源[1]

Scene Power：How Scenes Influence Voting，Energize New Social Movements，and Generate Political Resources

位于巴黎铁道旁的冷库（Les Frigos，见图6-1），巴黎艺术家们的集聚地，坐落在一个废弃铁路站之中，属于传统的工人阶层社区。20世纪80～90年代，在艺术家们占领这里几十年后，原本被用于冷却火车车厢的建筑物和这个“冰箱”中的艺术家社团，摇身一变成为巴黎地下艺术的焦点所在。

密特朗政府与地方当局提出了一项针对冷库周边区域的再建工程，号称是自豪斯曼时代（Haussmann）以来最宏大的项目之一。由于与这项工程的基调格格不入，冷库被确定为爆破拆除的目标。在这个时候，艺术家社团站了出来，经过长年的政治抗争，他们不但成功地保住了家园，而且为艺术家们在城市的官方政策中留下了醒目的一笔——他们被称作正在演化的社区中坚力量（索耶，2012）。冷库艺术家社团的活动家与传统的工人阶层紧密团结在一起，提出了新动议。有人建议，适度保留建筑物与塞纳河之间的视线空间。更为普遍的是，一座座玻璃钢结构建筑在冷库周边拔地而起之际，艺术家们努力尝试保留这个社区那种无政府主义朋克般不受世俗约束的特质。换言之，他们为之抗争的就是一个场景。

这些“冰箱”里来的反抗者并不是唯一将场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人。韩国首尔那些卓有政绩的地方和国家政府部门，在美化滨水区、打造文化交汇点以及将城市建造成为时尚和设计中心的过程中，也经常遭遇尖锐的抵抗。波哥大魅力十足、爱炫的（无党派）市长安塔纳斯·莫库斯（Antanas Mockus，绿党总统候选人），命哑剧演员们走入堵车大军中，鼓励司机们文明出行；他让歌剧团为贫苦社区的居民们表演，借此证明文化是可以跨越社会阶层差异的。这样踌躇满志的政治行动开始在全世界各地纷纷出现，带着场景独有的特色，时常作为政治论战的议题及公共政策的目标占据舞台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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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巴黎的冷库

拍摄者：珍妮·孟德莱特（Jeanne Menjoulet）

这些进步只不过是众多政治文化大转变的冰山一角，左翼与右翼间存在已久的分野正在被重新定义，显著政治议题的外延和特征也正在延展并日趋多元化。因此，美国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2000年竞选时，采用了“温情保守主义”路线，主张政府应在改善百姓生活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当选以后，他放宽了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并着手实施了许多诸如“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之类的新社会项目。到他卸任时，政府的规模已比就职时扩大了许多。民主党的贝拉克·奥巴马与布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8年经济大萧条后，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他实施了巨额的凯恩斯主义刺激计划，致使政府雇员和政府采购遭到大幅削减，但与此同时，他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上两项策略的原理都承继自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政治文化”（New Political Culture），它们有效地将财政保守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融为一体。

当今社会，政治文化高度复杂化、多元化，没有任何一个单一要素（如财富和教育）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个人投票给某政客，政治运动为什么会在一些地方（如冷库）蓬勃高涨却在另一些地方彻底失败。左翼和右翼在不同情境中阐释出了许多新的含义。

发现此类新模式的源头正是场景分析法所擅长的，它鼓励拓宽分析政治活动的视野——不仅要关注其与个人的财富、教育水平、种族和宗教信仰的相关性，也要关注它排斥或采纳的一系列意义深远的事件及相关的方方面面。从传统到越轨，我们的场景维度及舒适物数据库能够对显著影响国家和地方政治的场景环境中某些特定的文化要素予以捕捉并加以详尽的阐释。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观点和数据，然后将之与经过验证的、成熟的政治分析工具相结合。

本章将从四个板块展开。第一板块，研究场景如何为政治活动提供可用资源。在以下几个领域中，场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文化的崛起，（2）城市性的复兴，（3）新政治文化。场景中政治效能的活力，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热议点”（Buzz）中，它是场景所产生的、具有价值的资源，既可以用于交换金钱或信用等其他资源，也可以成为政治武器、动员群众的工具等。第二板块，通过举例说明场景和热议点能够借势渗透到地方政治的方方面面。这里选取了多伦多地方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片段：当地政治团体间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将一座废弃的有轨电车修理厂改建为一个艺术与社区活动的综合体。

第三板块，基于对全美邮政编码的对比，识别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NSM）活跃的场景。新社会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张人权、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从对新社会运动手法和修辞的分析到孕育了它的宏观背景，我们发现它与当地某些独特的社会环境高度相关——在人口稠密、租金低廉、非白人居民集聚及受过教育的居民社区中呈现城市性且富于自我表达的场景。由于简·雅各布斯的施压及艺术家们的密切关注，步行便利度也成为催生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四板块，我们转向了国家政治层面，宏观背景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在，我们展示了总统选举模式是如何随着政治大环境而产生变化的。1996～2012年，民主党得票情况与更加城市性的维度相关，如越轨和自我表达；而共和党则与更具社群主义的维度相关，如睦邻和传统主义。在短短十多年间，这种相关性的强度足足增长了三倍。在总统竞选中，这些场景的特征正在逐步转变为可靠的风向标。场景同样也改变了其他政治变量。举个例子，在房租较高的郡县，人们一般会支持共和党，然而，在越轨行为较显著的场景中，他们则更加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该实证恰恰印证了“波西米亚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模型或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创立的“布波族”模型。在加拿大，我们验证了个人的政治态度是如何随着周边场景而产生变化的。最后，我们分析了对总统候选人的资金捐助（2000）。我们构建了一个舒适物“蓝血”（Blue Blood）贵族目录——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私人网球场等，用以说明场景的效用是如何利用邮政编码追溯来实现的，有时候甚至要与相邻郡县乃至州府来做比较。

我们由此发现了一个极其复杂且涵盖甚广的美国政治文化断层。我们融入多种知识传统，并从个案研究转向全国性统计，从而理清了场景怎样深植于全国和地方政治格局的脉络，并形成了研究工具和一系列概念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诱因和方式。


文化的兴起和城市政治的转变

在《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的结尾部分中，简·雅各布斯就她认为城市所面临的“最迫切且最不受重视的”的问题，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说片段：

“我不相信其他星系生物会出于好奇而乘坐着飞碟来到地球，介入我们的事务。但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带着不可思议的先进发明来到地球，我们一定会极度渴求学习这些先进技术。然而，我们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很多事物将变得面目全非，比如：他们将发明什么样的政府组织，以确保经济和技术发展能持续开放而非走向封闭？既然我们得不到来自外太空的好建议，那它仍将是一个最迫切，然而也最不受重视的难题。”

雅各布斯的书基本没有碰触政治领域，她的研究主要围绕城市经济，提出了以下观点：（1）城市对发展的驱动力贡献普遍高于乡村；（2）相对于效率，创新对城市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显著。她用丰富而详尽的方式阐释了以上观点，这种方式此后被她的追随者们，如爱德华·格莱泽和理查德·佛罗里达广泛沿用并加以拓展。可惜的是，她竟然没有对城市政治的潜在形态展开想象，恰恰正是它们孕育了此后的“创意城市”（Creative Cities）。在她的理念中，这样的政体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雅各布斯的著作撰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想象力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代城市理论学者们（包括雅各布斯的追随者们）却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整个世界此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时起，参与创意性活动的人，尤其是中低阶层参与者普遍增加，其中美国、加拿大和北欧国家的增长速度最快（详见表6-1）。“创意城市”的概念在世界城市的政治议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所见的所有类型场景，都能驱动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居住模式。许多城市的政治领袖和城市治理风格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新的文化和美学敏感性被添加到了“剧目”中。除犯罪率、干净整洁的街道、种族以及阶级等传统议题之外，地区争议开始关注舒适物应该如何组合才能更好地体现本土精神，提供能够体现市民价值观的、更高质量的体验。场景也就相应成为政治论战的主题和政治权威的来源。

表6-1 文化的崛起：文化相关组织机构会员数占比，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

[image: ]

表6-1 文化的崛起：文化相关组织机构会员数占比，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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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冷库是一个极具戏剧性，乃至近乎传奇的欧洲案例，但其过程却是具有全球性的。它的影响从巴黎延伸至柏林，从纽约到北京、波哥大和多伦多。至少有三个主要趋势推动了它的全球化进程，而且每一个都对其余两个起到了加强作用。前面的章节已经涉及了这些趋势，在本章回顾和引入将有助于凸显场景是如何被它们的合力径直拉入政治游戏中的。

艺术和文化在市民中的崛起 尽管罗伯特·普特南在著述《独自打保龄球》（2000）中，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公民协会参与度的下滑展开了讨论，但他没有能够详尽阐述特定活动类型所发生的细节变化。事实上，也许保龄球和基瓦尼俱乐部正在减少，而其他类型的俱乐部却变得更加重要。表6-1的数字显示的确如此：从总体上来看，1981～2000年，35个国家中的27个，其文化类组织（如博物馆）的城市会员占比都有所增长（仅有35个国家能够根据组织的类型提供时间连续数据）。其中，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文化组织机构会员增速最快，增幅均超过了10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在年轻人中还要更高。第1章的图1-2，展示了加拿大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思议的规模增长，音乐团队、舞蹈企业、独立艺术家以及艺术表演场所数量均呈现陡峭的上升趋势，运动设施和俱乐部也呈现同样的显著增长。第1章图1-3显示在美国，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中，艺术和娱乐从业者也同样呈现了稳定增长。这种正在进行的转变表明，表达文化和个人创造力的重大突破正在平民百姓中悄然发生。

这样的“艺术崛起”在其他方面同样得到了佐证，如花费在文化上的家庭开销、文化产业的规模、文化就业率以及政府开支的增长等。尽管这种变化各区域间参差不齐，而且并非都呈现线性特征，但它仍然影响巨大，超越国别。[2]

城市性的再发现 如果说20世纪中叶到晚期是城市郊区化时代，那21世纪早期就是中心城市的城市性（urbanity）复兴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世界年轻、富裕的大学毕业生和离退休人士迁居城市尤其是城镇中心的数量普遍增加，提振了城市旅游，也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如散步、街头生活、适应性再利用、园艺活动等［从巴黎海滩到时代广场步行区，再到多伦多的长青砖厂公园（Evergreen Brick Works）］。全球各政府对创意居民、游客和金融资本的争夺，催生了这些崭新的都市主义情感（urbanist sensibilities）［如《城市CEO》（CEOs for Cities）］。[3]

这股“再发现”潮流为什么会出现？城市研究学者将变化的构成要素一一罗列组合，却仍没有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例如，吉尤尔科（Gyourko）、梅耶（Mayer）和西奈（Sinai，2006）的研究表明，美国明星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和租金增速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与之类似，科特赖特（Cortright）和梅耶（2001）的研究数据表明，全美市中心地铁区域内的年轻人数量增长十分迅速。但学者们局限于人口普查数据，都没能够解释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生活在包容且富有活力都市中的创意阶层是问题的答案。爱德华·格莱泽高度关注创意生产的增长，认为它们来源于技术人员的密集网络。在他看来，城市性的再发现是因为随着大工业生产的下滑和知识经济的上升，创意生产在经济上的贡献正在变得日益举足轻重。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很重视与那些喜欢居住在市中心的国际影星保持私人交情，她认为较高的生产性服务和资本的全球化水平是吸引他们的关键诱因。大卫·哈维重点研究了由于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地方治理理念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的变迁。这种变化促使城市寻求促进发展的新策略，减少对地方服务规定的干预，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形象和场所营造。［哈维，1989；布伦纳（Brenner）、西奥多（Theodore），2005］

在第5章中，我们探讨了场景的吸引力是如何根据亚群体的不同而产生变化的。场景可以提供研判空间自身特质的线索，这些特质让一部分人觉得舒适，而另一些人感到格格不入，不同的人群因此被区分开来。无论其最精确的诱因是什么，城市自身已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他们的美学和文化特质不再主要依赖于“先天”的给予，而是变成了一项工程，理想问题对普通市民和领导者们都是相似的，这就意味着将会因此产生竞争。

新政治文化的兴起 这一节的内容主要记录在克拉克（克拉克，2004）和霍夫曼-马蒂诺特（1998）及其他文献中。政治激进主义及合法化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生活方式和社会事务与政党忠诚度、阶层和对物质的关注等的关联度显著提高。财政保守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日益融合；新形式的参与及合法性已经出现，来自传统阶层和原生环境特质的影响有所减弱，而其他类型政治角色和动员的影响有所增强，它们都源于同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生活的品质”——飞速的汽车、宽敞的房屋、亲密的社团、个人的尝试、自然之美、人身自由、游乐园、健康的身体、开放的空间、稠密的步行区和令人快乐的运动，不一而足。拉米雷斯、纳瓦罗和克拉克（2008），详尽回顾和评述了他们在研究北美和欧洲几百个地方政府的文献，通过梳理发现，在传统政党之外，居民对社会和生活方式问题以及新型政治运动所提供的支持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我们现阶段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理清这些过程的诱因和属性，而是如何剖析它们的政治特性。通常，它们会被单独或者从综合在一起的三个过程中取其二进行分析。[4]但是，所有三个过程综合在一起促使场景在社区和城市层面的决策、联合政府和争议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图6-2阐明了它们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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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促进文化与城市政治相连接的全球性过程

图6-2中的三个过程——艺术和文化在市民中的崛起、城市性的再发现以及新政治文化的兴起——组合在一起，通过各种机制将文化与地方政治相关联起来。文化的崛起令市民们（公民）表达的关切更具普遍价值，例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个性是如何通过电影、音乐、服饰和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哪种类型的社会受众会被吸引并愿意分享这样的自我表达方式？恰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所谈到的设计、外观对个性的吸引力，以及顾客所在乎的内涵将对产品的用途和功能提供有益补充。

城市性的再发现能够将场所的品质融入生活的品质之中。它促使人们开始考虑什么样的场所、地区或城市能让一个人觉得生活有价值、有趣味、美好或真实。场景变成了城市景观中的标配，也成为人们考量生活和工作地域时的突出要素。这些动态的表现力借助互联网的普及、大范围的城市间竞争以及不断提高的区域流动性获得了大幅增强。当人们意识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都可以被与其他任何地方进行比较和评估时，对内涵和认同的深层次寻求被激发了出来（萨森，1994；哈维，1989）。因此，“文化烙印”（Cultural Branding）和地方认同逐渐成为普通市民与公民领袖争议的焦点问题。

通过强调新生领袖和社会运动如何捍卫特定生活方式和消费关注，新政治文化把品质、文化和场所等问题用政治词汇进行了再定义，新问题在政治和政策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带动作用：如何创造具有吸引力和活力的场景，为居民们提供品质生活所需的舒适物设施（公园、音乐会、自行车道等）；如何以这些舒适物设施和场景为杠杆，撬动经济增长、社区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推选出的官员和运动领袖们应该如何调动公民对特定类型场景的情感拥护，以获得选举优势，并实现其他政策目标。这三个过程综合作用，促使许多政治和公民领袖发起了城市再造先锋运动，引领着城市变得更富有文化韵味〔参见帕索蒂（Pasotti），2009；利斯（Lees），2003；N.史密斯（N.Smith），2002〕。在这个过程中，场景对于雄心勃勃的领袖们来说，变为政治机遇以及公民之间竞争的对象。[5]

作为资源交换、界限和符号膨胀管理的场景政治

公民们高涨的艺术情趣以及相伴的某些场景美学，为政治增添了新的元素。首先来详细阐释一下我们称之为“热议点”的政治资源，其次我们将对多伦多艺术区的热议点进行分析，然后我们将思考新社会运动及其活力。

像金钱和选票这样的经典政治资源能够在活跃的场景支持者手中创造新的含义。在评估如何以及为什么时，与前面的章节一样，我们把场景概念与更为成熟的方法结合起来，检验场景是如何“注入”（Feed Into）其他领域中的。比如，第4章研究了场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5章展示了场景和居民社区之间的联系。然而，这样的“注入”并不是自发自动产生的，它离不开论战、辩论、协商、施压、建立联盟以及权威，一言以蔽之，它的产生与政治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场景所激发的兴奋和能量——热议点——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可能影响并重新定义其他有价值的资源，如金钱、政治支持和选票。

热议点包括围绕场景反复出现的符号、信号以及与此地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信息。这样的符号价值不可估量，它能吸引投资、关注度、访客、移民等许多人事物。热议点往往是由文化行动派们炮制和传播出去的，比如那些其他资源，如金钱、参政权和本地居民信任（相对）匮乏的艺术家。与此同时，随着热议点价值普遍提高，围绕其产物、分配以及消费的控制权产生的矛盾正在改造着城市政治。它为新的组织获取权力提供了渠道，为其与传统机构的行动者们结成联盟创造了可能性。

热议点之所以能具有如此的影响力，是因为它能够成为交换其他信息的筹码。举个例子，房地产开发商希望通过建造新的建筑物来获取经济回报，这种努力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涉及审美或文化，但开发项目可能会面临：（1）如果周边场景的热议点能够吸引社会关注和投资，将有助于开发商获得更高的收益；（2）开发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的阻挠或审查；（3）项目需要面对本土居民的接受或抵制。归根结底，场景热议点、政治权力以及社区干预都会对开发商的总体经济回报产生影响。然而，如果从场景参与的角度来看，开发商的收益和政治家的权威与他们是否能帮助场景提高体验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能够培育和提升场景的文化魅力，增强自身表现力，加深本土内涵，更新族群的真实性。

无独有偶，如果政治家的政治支持依赖于满足市民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且活跃的场景能够为城市的品质生活提供保障，热议点场景就会成为举办典礼、维护政治权力的关键渠道。此外，如果一个场景能增强地方认同（如为经验分享活动提供公共场地），那么依靠认同来施加影响的地方领袖们，就会培育艺术家、艺术团体以及提供多元化的设施，创造场景。另一方面，富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提供的背书能促进居民团结，从而接受场景的热议点并将其视为本土的财富。

无论如何界定，场景活跃人士们（如艺术家等）通常是具有相似美学理念的极小众社区居民，他们如何与其他政治逻辑产生互动是评估中必不可少的。美学天赋所具备的能力——演绎戏剧的天分、栩栩如生的绘画、富有诗意的言谈、令人沉醉的音乐、时尚的设计——能为金钱之类的“平凡”政治资源增光添彩，热议点因此在自己领域中树立起了权威。过去几十年间，美学天赋借助政治活动与市民们的交互渠道（如智能手机、社交媒体、视觉体验），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在北美城市，这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也同样得到了印证，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埃及和叙利亚，这里的村子和政治团体们在打造宣传海报、标语和游行活动的吸引力上下足了功夫，他们相互竞争，努力争取摇摆不定的市民支持。

以上事例阐明了资源向政治靠拢的一个关键点：绝大多数市民只在政治上投注其全部资源的很小一部分，严重的“政治意识淡漠”（Political Slack）几乎无处不在。想要在竞选中获胜就必须保持选票的持续增长，哪怕只有一点点，而说服选民改变立场却不是必要条件。传统的方式是用金钱、赞助工作、圣诞火鸡以及其他类似的物质激励；但是从芝加哥到中国，这些方式都被官方认定属于违反道德及贪污腐败，竞选者们只能想办法寻找替代资源。最终，他们找到了热议点。如果场景热议点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由艺术家和其他专家们引发的情感共鸣能够激发普通市民们为场景的存续投入金钱和时间，从而为支持者们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社会交互并不意味着达成一致。总是有新的政治竞争、政治联盟以及对商业、美学、地区和政治实践的创新性阐释不断涌现。举个例子，一个社区领袖期望通过一次公众节庆活动在邻里间建立信任，他更容易在迷人的场景中达到目的，稳固自己的影响力，同时避免刺激居民们敏感的神经。对舒适物和文化的美学分歧常常与对社区本质的不同意见交织在一起。那些想要在竞选中获胜，动员市民们在本土文化政策中采取行动的政治领袖们，倾向于在那些能够丰富居民生活的场景中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必须实施许多对文化有益的措施，如果做得不好将会对其政治生涯造成极大的损伤。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利用热议点来筹集资金、培育政治影响力、获得社区支持来构建场景，而自己则借助场景的青云梯，利用它持续的活力来获取财富、权势以及地方认同，即便他们可能因此面临拉拢收买、出卖以及文化归化等指控。从场景的角度来看，受不断上涨的租金、房地产价格以及新增开发项目的影响，场景迫切需要反哺它的热议点，提供一些财政补贴、政策支持以及地方团结，利用自身独特的体验与实践特质，融入社区，扎根地方，长久存在下去（如迷人、越轨、即兴自我表达等）。

场景能将其他能够想到的政治动力都转化为资源。场景的热议点有时会发生“膨胀”，作为场景体验的信号，可靠性会因此减弱。也就是说，随着一个场景热议点的膨胀，更多的爱好者被吸引过来，他们只会炫耀那些表面的符号，却不会真正成为场景的一分子。这将令以前那些清晰的符号载体（如T恤衫、歌曲、特定杂志、特定内部装饰等）无法准确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基本感受，而这些也会反过来影响场景热议点，削弱其符号的魅力和表达的张力。“膨胀”的热议点失去了场景的灵魂——情感，应有的效用大打折扣，最终只能事倍功半。

同样地，热议点的传播半径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利润率”（Interest Rates）的影响。部分场景大力宣传扩张政策，广泛拓展热议点的影响广度和宽度却对门槛不设多少要求，比如“低成本”（Low Commitment）的流行音乐或俱乐部。另一些则可能会提高借贷成本，控制热议点的拓展范围（如哥特或重金属音乐，或者兄弟会等，他们对别人使用自己的符号要求十分严格）。许多参与者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因此门槛较低的热议点也许会在场景中吸引到相当可观的投资（包括货币及其他形式）。尽管这会带来较快的增长，但同样会导致膨胀。因为空间有限，为了保持其美学品质，场景通常会利用政治区划或非正式机制限制扩张，结果，较高的热议利率推高了参与价格，也提高了场景的档次（当然，也抬高了租金）。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祖金（1989，2010）近期探讨了保护地域（如纽约下东区）美学特质的愿景所遭遇的政治和经济窘境。当真实性政治遭遇热议点的膨胀、紧缩及其他实质性的变化时，其热度通常会升高，并将场景的象征性从物质实践中分离开来。如果政治领袖和其他人对场景中长久存在的维度做出明显的更改，那他们极有可能被贴上“不靠谱”的标签。我们将在第7章就政策制定中的此类事件展开讨论。

更普遍的是，许多城市官员选择按照图6-2所示的三个过程来执行，他们制定政策，利用当地的舒适物和场景来吸引游客、催生新业态、吸引新居民。比如把老火车站用“正宗”的石头装饰一新、用钢铁结构搭建一个时髦的餐厅或酒吧、妥善安置社区艺术团体和农贸市场等，都是最典型的事例（参见祖金，1989）。另一方面，那些为场景创造热议点的关键人物也许会拒绝继续为某个特定空间服务，这其中包括艺术家、摄影师、作家、策划师、设计师、演员及其他人士。一个地区商业的盈利水平、居民之间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政治家的选举等，都有赖于热议的持续，否则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热议静默（Buzz Strike）。[6]

围绕场景核心资源展开的角力常常与快速的增长、膨胀以及紧缩相伴相生，并且充满了不稳定性和冲突。而这些往往会导致场景参与者和旁观者们对场景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怀疑，甚至引发论战和人口外迁。人们开始担心，所谓的艺术家们及其朋友圈只不过是故作高雅。有些地方鼓励大力发展旅游和酒吧区来提高地区热度，但这些最终会凌驾于本土居民之上；为了防止此类后果的发生，人们选择通过制约餐馆、酒类产品经营许可证等措施，慢慢地引导场景融入当地居住区和产业区之中，从而令地区的热度变得“可持续”（Sustainable）。这些政策决策植根于场景的动力之中，我们建议，在上文引述的吉尤尔科、梅耶和西奈以及科特赖特和梅耶关于租金和人口迁移的狭义描述性研究基础之上，填补一些被遗漏的批判性阐释。

内部交换、划界、膨胀周期以及政策制定等，给政策制定者们创造了新的政治机遇，也制造了新的难题，这样的过程随语境的不同差异巨大。这将有助于从更宽泛的场景视野来剖析地方案例及其热议点的政治驱动力。

在那些本土政治与全国政治联系更加紧密的场景中，参与者们支持文化组织和舒适物发展，制造引起全国和全网络轰动的热议点可能性更高。但是在外部优先权和本土可靠性之间，潜在冲突经常存在，令场景参与者们难以抉择。

当平均主义、反社团主义等理念被众多场景普遍采纳，将很有可能出现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反之，个体的自我表达可能更重视其唯一性，从而对参与集体性政治问题兴趣缺乏。因此，重视彰显创意性与个体性的场景会与“妥协并从众”的政治逻辑产生矛盾。

那些天然有资源创造热议点的场景参与者，如艺术家、作家或职业媒体人等，也许会被不具备此类资源的人所排斥。

当居民之间就如何将场景（尤其是新的场景）融入本地产生争议时，本土艺术家热议点的道德贡献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如构建或破坏地方认同）。我们可以用场景的15个独立维度来分析研究这些政治争议。如果寻求合作的新政治活动家及其他政客利用这15个维度来追溯各种冲突矛盾背后的共性，那么他们将可能有效降低新老公共政策之间的差距。

文化的发展（如建造一座新的博物馆）有时也会对本土场景产生冲击，引发矛盾。热议点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会引发居民对传统的本土问题的忧虑（如交通便利度和住宅售价），而专业的艺术管理者们（图书馆馆长、博物馆馆长等）却常常跳过当地，从更国际化的视角来经营运作（如参照国际标杆来评判本土项目）。

许多争议都围绕着产业政策对本土场景的补贴。艺术家对场景热议点的贡献以及由其产生的经济结果会成为政治问题的核心。

在附属政治文化中，政治领袖往往倾向于摒弃那些向所有人提供均等政治资源的常规文化规划框架，转而对特定文化受众分别提供支持，用以构建对其本人高度忠诚的场景。围绕衔接核心受众目标的渠道、要求“再造”的运动以及构筑广义的“艺术家阶层意识”（而非特殊关系），矛盾冲突将日益增多。

当历史性反文化场景与商业利息、政治组织和居民团体建立了合作，人们会产生质疑，认为场景的核心价值会被出卖、笼络（Co-opted）乃至驯化（Domesticated）。围绕场景表达其核心文化体验和吸纳新参与者的能力，内部争论将逐步产生、发展起来，与其他领域相互依存。

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游戏规则也随之变化，资源的影响也因此各有不同：在经济挂帅的权力结构中，金钱更具说服力；在艺术为美学意识锦上添花的体系中，投票数则多取决于平等主义制度。表6-2中列举了部分假设例证，用以阐释此类资源变化的语境主义逻辑。[7]比如，它主张在经济挂帅的政治体系中金钱的影响力较高，而热议点的影响力则较低。但是在表6-2所列举的其他政治系统中，却并非如此。这些不同的“理想”类型依据经验彼此叠加，因此，即使同为本土居民也可能因为谁的资源或规则该说了算相互斗争。它图文并茂地阐释了场景是如何通过将普遍规则转变为特定规则，实现对合法性和权力再界定的。

综上所述，场景既是现代政治的攻击目标也是重要的资源。关于本土场景维度的争议——“合法的”、“戏剧化的”或“富有美学情趣的”的标准为何，本土当下应该培育哪些维度——也许会与现存的政治分歧结合起来，如种族、年龄或阶级（如黑人场景VS白人场景、工人场景VS知识分子场景、年轻人场景VS老年人场景等）。这种争议可能在目前的类别继续，也可能会跨类别发展，生成新的盟友和新的对立方。不管细节如何，现阶段问题的要点是借助场景的力量，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驱动要素。

表6-2 政治语境影响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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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伍兹伍德车库（Wychwood Barns）：对一个引发争议的本土场景的案例详解

我们为详细阐释多个重叠过程的驱动要素提供了以下命题和假设：资源、交易、议题领域、膨胀和热议静默等。我们有能力为其量身定制更多的理论，其中列出的都是可以通过实证进行验证的。我们主要的担忧在于，比起传统的本土政治问题，如分区和税率等，场景的政治观点更适合用那些不再短命或较为棘手的概念来分析。在多伦多伍兹伍德车库与地区争议的案例中，其焦点主要集中于那些与热议点有关的问题，这一特点在全球与艺术有关的地方争端中普遍存在。本案例详细阐释了，为什么在地区场景中，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政治事务与争抢金钱和权力一样饱受争议。它同时展示了多种资源如何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斗争。[8]

伍兹伍德车库的前身是多伦多市交通委员会（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TTC）的有轨电车修理库。车库建于20世纪早期，毗邻被艺术家们所占领的伍兹伍德公园，在这里，他们以其原始的自然风貌为美［伯兰（Berland）和汉克（Hanke），2002］。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个车库变成了一个几乎毫无用处的工业时代地标，荒废于人口稠密的现代市中心居民社区中。

进入21世纪，随着周边地区的变迁，如何处理这座空荡荡的车库变成了一项重要的辩论议题。多伦多市区与郊区的合并导致两位现任议员要竞争同一个职位。未来将建设什么样的社区以及拥有什么样的新守卫者已经成为本土政治领导人换届选举的象征性焦点。

最终胜出的乔·米海伍（Joe Mihevc）——一位神学和社会伦理学博士，能轻松随意地引用弗洛伊德和简·雅各布斯，对众多公园运动如数家珍——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有人对他赞美有加，反对者在社区会议上鼓噪，讽刺地吟咏着“愿你好运，米海伍”，支持者们称其拥有“禅系从容”（Zen-like calm）。〔兰斯伯格（Landsberg），2002〕在随后围绕车库展开的争端中，本土政治领导权成为关键，在这次运动中，作为重要力量之一，米海伍主张把车库改造为一个社区文化中心。对于倡议将车库改造为艺术中枢的人们来说，在资源方面的最大担忧在于如何将其设想展示出来，从而动员市民和公民领袖们支持这项工程。其中一个答案是：扩大“艺术”的外延，从“私人产品”（Private Production）的被动观赏，拓展为市民在节庆活动、艺术课堂、社区园艺、农贸市集中可以共享消费并积极参与，乃至更进一步，转化为一个独特的场景。同时，通过对项目的展示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那些家庭或者社区观念较强的本地居民。

车库作为创造和传播热议点的媒介，对本地居民的数量和类型变化具有潜在的诱惑力。房产价格稳定上涨，家有年幼儿女的年轻夫妇不断迁入，发展的压力增大，自称“多族裔起源”（Multiple Ethnic Origins）的居民，文化、艺术和娱乐领域从业者，在家工作的人以及步行上班的人占比不断提高，“我们是谁？”这个疑问弥漫在社区的方方面面。[9]当个人身份、社区传统本土文化及民族文化根基被质疑或产生变动，一项艺术化、富有表现力、具有专业城市规划水准的工业遗址改造项目，恰好适合作为新型社区博取公众眼球的绝佳实验。这项提议与车库作为艺术和手工艺占领地时那安静的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公园？”代表了“我们社区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没能找到明确或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最终导致了政治分歧。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们对“什么是公园”的疑惑。米海伍和他的竞争对手都主张把车库变成“100%的公园”，在当时，这意味着“不对其进行商业地产开发”。然而当需要明确“100%的公园”究竟是什么之时，社区产生了分歧。有人提出将其改造为艺术景观——由一个组织将车库进行修复并建设成为艺术枢纽（最终还是会进行开发）——该提议被提交社区会议讨论，与此同时，米海伍开始构想方案，如何对老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而不是部分或全部拆除，它们将为艺术团体、农贸市集、社区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食品中心提供场地。然而，当地生态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则提议恢复这个片区的原始风貌。

所有这些改变貌似将构筑真的“公园”。选择哪个方案成为不断升温的社区会议焦点所在，居民们相互辩论他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场景周围。部分居民自称为“100%的公园社区”（Neighbours for 100% Park）并开始倡导传统的草坪、树林、活动场所和运动场地。剩余居民中有一部分被米海伍拉拢，自称“新公园之友”（Friends of a New Park），组织居民从全局出发，考虑支持多功能利用，尤其是艺术景观议案。

这些小型特设组织的形成产生了公众可见的社会团体，它们象征和代表着超越私人利益的东西。与寥寥数人相比，它们更容易融入社区，索取志愿者服务、金钱以及媒体关注，从而降低“资源闲置”（Resource Slack）。它们变成了新的移动平台，常出现在政治冲突升级之时，而且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最终转变为会议组织者、资金筹集人等。

车库因此变成了“什么场景最适合本社区”的核心议题，围绕它人们展开了各种辩论和集体动员。他们从上到下，把脏乱的工作、嘈杂和机器符号化，植入原本十分田园风的场景中。把车库改造成草地、树木和儿童游乐场的想法得到了许多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希望能借此给大工业时代画上句号，将其丢入历史的垃圾桶。“我理解，艺术家们需要工作空间，”一位“100%的公园社区”的领袖（电影制作人，伍兹伍德本地居民）如是说道，“但公园是唯一能让我忍受城市生活的东西。”〔康罗（Conlogue），2002〕

由米海伍和“新公园之友”们大力支持的艺术景观议案，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将工业时代的过往看作“集体学习过程”（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中的一部分。“绿色车库将成为自然与文化交会之地……社区居民能够在保留了历史风貌的TTC车库遗址中探索自然。”（Friends，2010）诚然，人类伤害了自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与她平等协作而非凌驾于她之上（On Her）来完成我们的工作，从而避免导致敌对——他们提出，这样的理念能够通过原住民祭典舞蹈的影像得到升华，在食物教育中心、农贸集市以及那些在挂满了有轨电车照片的工业遗址建筑中创作的、后工业时代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中获得实现。

这个正在形成的场景对社区团结会产生什么样的潜在的影响，是存在争议的。“新公园之友”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社区的根基应建立在公众宣传、互动以及个体的自我表达，而非私生活上。车库能够为社区创造一种“动态且灵活”（Dynamic and Flexible）的空间，成员的身份可以不断变化。“所有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关键都在于其适应性强、灵活度高，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之相对，“100%的公园社区”的理念最初是由本地居民们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公园属于周边居民所有，是自家后院的延伸。他们带着成袋的猪油，在社区会议上生动形象地展示如果自己的孩子得不到充足的空间，将因为缺乏运动在体内积累起多少脂肪。生活和工作在公园里的艺术家们创造出的热议点将非居民团结在一起，在“有教养”和“粗野”之间画下了一道夸张的分界线。艺术景观议案将创造一个“独特的空间，艺术家们能够在这里邂逅演员和政治积极活动分子，居民们只要有胆量，随时可以加入”（Neighbours，2010）。最终，它将成为本地的“海港景观大道”，这就是说，周边地区将转型为旅游景点，会有“多种多样的空间、画廊开幕式、剧院表演、非营利活动、食品仓库交易以及我们只敢在私下说的，灯红酒绿的景象……一个非常繁忙的场所，是很难保持宁静的居住环境的”（Neighbours，2010）。这对局外人和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一个导引，根据这个观点，新场景的多元开放性会减少，在政府的慷慨支持下，逐渐演变成引发新型分歧的空间：“我们能拼写出得到了补贴的纳税人吗：（有—围—栏—的）商—业—住—宅—社—区。”（Neighbours，2010）这些竞争观点为“谁的规矩说了算”增添了政治紧迫性。

如果说“新公园之友”对评论家们来说是“理想的”（Dreamy）热议点充气机，那么“100%的公园社区”则错误地充当了热议点泄气阀。“100%的公园社区”成员大多匿名，很少接受采访，绝大多数介绍自己时都表示自己是在保卫私人财产而非构建公共空间。也许“100%的公园社区”最重要的媒体曝光时刻就是一位成员的言论被报道：“她不希望附近建设任何新东西，因为那样来参加她朋友晚宴的客人们将无处停车”［巴伯（Barber），2002］。“100%的公园社区”因此被定位为“一群恐惧外来人和改变，（致力于）保卫私人草坪以及私人财产的人”。

“新公园之友”却完全不同，他们能够将艺术家的形象从外来者和越轨精英转变为正直的邻居和公共财富。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能建设了许多界面简洁、看起来十分专业的网站，带领居民围绕车库进行鼓舞人心的健步活动，分发海报，以及举行参与式设计讨论。他们甚至还制作了一个视频，将车库的未来与显而易见的城市难题联系在一起（如凋敝、缺少公共服务），变魔术般地展示车库的历史与结构之美（将其与一个大教堂的内部照明进行了对比），强调了团队赞助者的多元化（艺术家、教师、演员、环境主义者、景观设计师、城市农业家等），并且展示了各类集体活动的图片（唱歌、跳舞、学习）。所有这些令车库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创意时代”；不再是一个消极的公园，而是“更高层次存在”的集聚场所。

为了建立地方认同，“新公园之友”向核心民间团体寻求支持：他们收到了几十封来自本地学校校长的支持信；他们的网站上骄傲地展示了几百个本地居民的名字和住址；他们公开声明一个广受热议的场景与草地或者树木一样，也能成为社区架构的一部分。活动的增加意味着更多“街道眼”（Eyes on the Street）以及更安全的环境。不同于把离经叛道的人（Deviants）和享乐主义者（Hedonists）引入这个地区，常住艺术家们会开设戏剧课、绘画课及其他课程。此外，他们还在视频中断言，艺术能够增添价值，而这些是金钱所做不到的。“令城市伟大的并不是股票经纪人。我们需要金钱，但是我们更加需要艺术。”这些努力将场景中那些围绕车库艺术性利用的潜在热议点，与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政策联系在了一起，既回应了传统居民社区所关注的问题，如信任、安全以及学校，也维护了场景中活跃美学参与的自主价值。

最终，新增热议点的保障和政治活动家们富有技巧的部署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果。[10]伍兹伍德车库现在被称为“艺术角”，原本残破的修理厂被修复如初，整个工程花费了大约2000万加拿大元，资金来自众多渠道，比如周边公寓议案的开发经费、省级和联邦政府核发给低收入保障性住房的补贴（在附加法条中主张收入低于租金的艺术家空间可以有资格申请此类基金）、基金会和私人捐助、城市贷款以及免税优惠。他们现在安置了多个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各种各样的音乐教育项目、一个儿童剧院、环境保护组织、一个专注社会公平的社区食品组织，越来越多节庆活动和重大事件被排上日程，而且不止于此。米海伍是全年不休的农贸周市的常客，他常在这里与选民们握手问好。如果期望此类场景能够调动资源，打造同盟，那么它能够制造热议点这一现实已经注入新的开发、艺术创作、社区集聚和本地商业，并对那些为此做出了贡献的领导者们政治效忠。


场景与新社会运动

伍兹伍德车库工程和冷库的活动分子们都显示，在我们的情境主义政治方法中，隐藏着一个重要、可能普遍存在的洞见，即（1）与（2）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1）特定类型政治组织（如各类环境社团、社会正义的拥护者、人权拥护者等）；（2）特定种类的场景（如那些主张创意、体验和世界主义价值观的场景等）。成功的往往是“新社会运动”，而它的成功却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植根于特定场景之中。

纵观新社会运动，它的兴起并不是自身政治和美学理念联动的结果，而是与那些能够让新社会运动茁壮成长的场景相关的特定议题息息相关。使用我们的场景评估方法和可在全国范围内比较的数据来检验这些命题，让我们能够刨除一两个案例自身的特殊性，解答“通常来说，什么样的要素偏爱新社会运动组织”这一疑问。这项更广泛的分析为我们摸清场景如何构建本地政治格局打开了一扇窗，阐明了它的普适性贡献——场景数据和概念有助于理解政治行动主义的根源。

新社会运动寻求与自然、与个人的身体、与另一个性别、与工作和与消费建立一种新的关系。[11]因此，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与工会和政党在20世纪西欧及美国大部分政治活动中所倡导的经典产品（Classic Productions）以及工作场所问题结合在一起。然而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政治分析家们（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也认为美国政治并不是对工会老板或军事命令的服从，更像是有关应该买什么衣服或者听什么音乐的一种交流。[12]拉扎斯菲尔德显然是从奥地利迁居美国之后看到了这些政治特征，但是他的这种洞见晚些时候生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这是向场景迈出的极大的一步。

这些新民间团体强调新的议题——生态学、女权主义、和平、同性恋权益——而这些恰恰是旧的政治党派们所忽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更具人文和审美意味的议题也涌现出来：城市蔓延、体育场馆、城市园林、博物馆、步行便利度，等等。在欧洲，新社会运动反对的对象是“保守当权派”阶层。在美国，它们的对象则常常是本地商界和政界精英。[13]很多政府被认为对这些公民积极分子关上了大门。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抵制新社会运动的议题。

这类对立的建立对新社会运动组织来说是一种鼓励（特别是在它们成立的那些年），也同样促进了其对抗策略的提升。但是随着一些政党和政府们接纳了新社会问题，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和生存空间彻底发生了改变。运动领袖们放弃了“城市游击战”（Urban Guerrilla Warfare），转而开始参加竞选、游说，为政府提供咨询。随着他们的议题被政治体系所吸纳，他们的诉求也渐趋缓和。然而，他们也给政治生活中那些情感丰富、动听悦耳、形象驱动（Image-driven）和戏剧化的部分，增添了高度的（艺术）敏感性。[14]

在一个明显相关的转变中，房地产开发商、政治领袖和候选人等商业行动者往往变得更加环保和艺术性。诸如阁楼生活或自我表达之类的概念频繁出现在他们的发言和政策中。竞选候选人如比尔·克林顿曾经戴着太阳镜，吹着萨克斯出现在公众面前。除了传统民族音乐活动，芝加哥市市长戴利二世又在城市日历中增添了一些另类以及独立制作的音乐活动。他参加同性恋权益大游行，并开始出现在美术馆中。

换句话说，新社会运动改造了阶层和政治之间的传统关系。他们的世界性议题具有高度的普遍性，无法被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所承载，其议题的特殊点在于他们聚焦于整个社会阶层。由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活动分子和赞助者们都是来自从事专业工作的受教育人群，工会在引发阶层差异演变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有所减弱。不仅是新左派，一种更普遍的政治文化出现，在社会和财政自由主义领域的左派和右派阵营开始出现变化。[15]

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变得十分强大，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们仅仅是边缘的激进组织，如今却已经成为主流。许多对新政治运动的研究都着眼于那些“成功”案例——社会团体能够有效地组织，有时甚至设计一场戏剧性的胜利。我们做这类研究，是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它们的新战术、修辞和组织工作，评估它们如何与现有的影响渠道衔接起来（或不衔接）。

然而，这个方法的风险在于，如果没有其他新社会运动产生或产生了但声势较弱，一个或几个成功案例很难与其进行比较，一个人很难判断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以及为何会产生区别。新社会运动的修辞手法往往带有浓重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色彩，关注的大多是环境恶化、人权、自我表达以及社会正义之类的问题。无论你住在哪里，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这些议题是全人类共通的。然而这些普遍主义的议题却未必能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结果无论是组织风格还是政治成效都因此天差地别。

本土政治模式区别于彼此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区别？一些分析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情境特征（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比如本地政治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麦克亚当（McAdam）、麦卡锡（McCarthy）、扎尔德（Zald），1996］。“框架”和“组织”同样被认为是影响社会运动繁盛可能性的关键变量。

普遍主义的特殊性 如果用一种不太抽象的方式来分析新社会运动成功的语境，就需要把那些赋予它们力量，哺育它们成长的地方特质一一罗列出来。达西·利奇（Darcy Leach）和塞巴斯蒂安·豪恩斯（Sebastian Haunss，2009），明确地把场景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展示了酒吧、俱乐部、电影院、音乐会和社交聚会的地理集聚对激发德国人的“自治”（Autonomous）运动是多么的重要。他们以汉堡和柏林的案例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包括场景如何支持富有活力的运动，以及场景和运动二者之间如何形成相互作用的拉力。

在美国情境中，人口稠密、犯罪率高、多族裔集聚的市中心是新社会运动激进主义的核心场景所在。在这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迁到了种族多元的内城区。投资不足和城市的败落在许多城市的这种地方尤为突出，因此出现了“白人大迁移”（White Flight），那些年龄较长或思想保守的白人迁居郊区的速度往往是最快的。在“留守者”（Left Behind）中（或一部分）开始出现对另一个未来的期望：更人性化，对人类行为对大自然产生的后果更加谨慎，不仅能欣赏对称和规律之美，也能包容不同和无序。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1970）的文章《无序的作用》（The Uses of Disorder）表达了部分此类普遍的态度。

仅仅人口密度一个要素不足以捕捉这些新社会运动孵化器的独特之处。为什么如此？我们向雅各布斯寻求答案，她的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1992），成为对全世界城市改革者的号召。雅各布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她多年作为活动分子经历的启迪和凝练——她曾在纽约和多伦多生活多年，与纽约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多伦多的弗莱德·加德纳（Fred Gardiner）等人所主张的城市更新工程作斗争。摩西和加德纳提出要建设大型高速公路，让郊区居民快速、方便地进入市中心的商业和设施区。而雅各布斯和她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些行为不仅会切割现有社区，还会破坏掉那些让社区正常运转的东西，尤其是社区的步行便利度。她认为，人们走在街上才更有可能和别人偶遇，或是遇到与自己不同的人，同时避免陷入僵化的日常行为，并时刻留意犯罪活动。汽车文化威胁到了城市社区的基础，以及对不断进步的新社会运动至关重要的世界多样性精神。

与走路同样重要的是艺术。当然，艺术家自身常常在政治上与新社会运动议程保持一致，而且他们确实倾向于居住在雅各布斯和别人正在努力保护和扩大的社区中。但是它们的意义更为深远。艺术家自己可能是城市变革的催化剂，也是城市社区新愿景的催化剂。城市不仅可以是由堕落、绝望和污秽构成的场景，也可能成为美的来源和一种审美现象。


专栏6.1

我们能从艺术家身上学习什么？我们能通过哪些方法让那些外表平平、不觉得有过人之处的东西变得更加美丽吸睛，让人们渴望拥有？我们可以从医生那里学到很多，比如他们如何稀释那些苦涩的东西，或者把红酒和糖装进他们的搅拌钵里；但是我们有更多东西需要向艺术家取经，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制造这样的发明和机巧。比如，远离物体直到基本上看不到它们，为了看到它们，有人会因此产生幻觉——或者仿佛它们在画框中一般，从旁侧观赏——或者精心设计摆放位置，把它们部分伪装起来只有特定角度才能看到——或者要通过有色眼镜或夕阳的余晖来观赏——或者最后覆盖一层半透明的表层或表皮：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向艺术家们学习，并超越他们，变得比他们更聪明。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这种美好的力量通常随着艺术的终止和生活的开始而停止；然而，如果我们想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诗人，首先应该从最微小和最平凡的事情上入手。

——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2001，第4篇，格言 299）



换句话说，艺术家会成为一种工具，能将污秽的城市内部转化为培养自我修养的空间；艺术家也会成为表达而非焦虑的来源。审美体验本身，作为最深刻、最人性化的素质，应该成为人的一种权利，而新社会运动必须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发展自身素质的空间。而且，如果这种愿望与国家机关和企业所喜爱的文化类型和社会愿景背道而驰，它自然会呈现更为越轨的、反主流文化的基调。另一种不同的景象出现在先锋派绘画与诗歌的创作领域中，当然，受益于现行制度的人很难去接受将要到来的变化。


专栏6.2 亚当·斯密论城市文化政策

一个条件很差的人……绝不是任何伟大社会的杰出成员。当他仍在乡村，他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关注，他也可能会被迫关注自己的行为。但当他来到一座繁华的城市时，他就会变得默默无闻。他的行为受不到任何人的监视和关注，因此他很有可能会自己忽视这一点，并把自己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放荡和有伤风化的行为中。有两种简单有效的补救方法……第二种补救措施是公共娱乐的频率和欢乐程度。也就是说，对于所有企图通过绘画、诗歌、音乐和舞蹈，而非丑闻和下流行为来给人们提供消遣和愉悦的人，国家/政府通过给他们全部自由来鼓励他们；那些忧郁阴暗的幽默几乎总是正当流行的迷信和狂热行为的温床，但是通过各种各样戏剧性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展览，那些忧郁阴暗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会轻松地消失。对于所有的流行热潮的狂热倡导者来说，公共娱乐活动常常是令他们恐惧和仇恨的对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第五篇，第1章）



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以后，在当下这个流行将艺术家看作“城市发展代理人”（Urban Development Agents）的时代以前，一些最有远见的城市文化政策文件才被制定出来。而这些政策文件更进一步地推进了欧洲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主题，正如在专栏6.2中从《国富论》中选择的部分所示。

新社会运动通常位于密集的、步行便利且支持自我表达和拥有许多艺术家的区域

我们可以将这些大致观察的结果转化为可验证的经验主张。新社会运动应该在密集的、文化多元的地方，在这里高犯罪率与大学毕业生和艺术家共存。在都市的、自我表达和越轨的场景中，在更多的人花更多时间走路的地方，新社会运动应该很强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制定了一个新社会运动索引，来自美国邮政编码人权组织、环境组织和社会宣传组织。

表6-3列出了美国新社会运动组织最多的30个邮政编码（截至2000年）。可以想象，许多州府和华盛顿特区居于榜首。但表6-3也说明了，新社会运动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靠近和接触政治领导者，还受更多因素的驱动。例如，在使用教区和坦德尔劳恩区的邮政编码并得到最高总数的前30名当中，旧金山湾排名第五。在波特兰历史悠久的Goosehollow，其社区协会明确地将步行便利度、公园和文化机遇列入其主要建设目标（Goosehollow，2015）。它和西雅图人口密集又时尚的贝尔敦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拥有最多的新社会运动组织。

表6-3 美国新社会运动最活跃的前30个地区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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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美国新社会运动最活跃的前30个地区邮政编码-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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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新社会运动组织繁荣地区的本土环境

注：该图描绘的是跨栏模型中显示的结果。这种模式用来表示输出结果相关性较低，却呈现多种价值的情况（如美国郡县主要运动团体）。目的是同时了解关于推动新社会运动崛起，并增加新社会运动崛起数量的条件（例如，任意一个主要运动团体与芝加哥库克县五个主流运动团体的对比）。结果显示出相同因素的介入并不是即刻清晰的。需要注意的是，介于分栏模式是如何评估的，这两列代表不同子模型，其中的圆圈大小不能跨越自身独立变量，但是可以同每个模型相比较。在它们的分析层面上，变量已经被标准化。它们平均等值为0，且标准偏差等于1。除非特殊注明，非场景变量表示1990年邮政编码层级的值。文化就业集群和其他场景变量同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一致。N是全部美国邮政编码。更多分析变量和方法在第8章和线上附录（press.uchicago.edu/sites/scenescapes）中。

图6-3跳出了这几十个邮政编码本身，进一步评估了与国家新社会运动组织有着典型相关性的变量。由于大多数邮政编码没有新社会运动，所以我们将美国所有的邮政编码分为两类：没有新社会运动的邮政编码和至少有一个新社会运动的邮政编码。然后，我们提出两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1）哪些条件与新社会运动是否存在有关？（2）考虑到至少存在一个新社会运动，那么影响到新社会运动存在数量多少的条件是什么？左列将解决第一个问题，右列解决第二个问题。

新社会运动在哪里能获得蓬勃发展？它们通常出现在高租金、高犯罪率的郡，而且在民主党占优势的郡还会有更多新社会运动。存在一个或很多新社会运动的社区通常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和低租金的邮政编码区域。这些区域有着强大的文化就业中心，大量的非白人居住者以及大学毕业生。此外，正如雅各布斯所引导我们期待的一样，步行成为新社会运动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但是，去培养一种对自我表达和城市性总体感受的开放性也很重要。我们衡量自我表达和城市性这两个要素的工具都与新社会运动的存在密切相关。特别是城市性，其数值不仅与新社会运动是否存在的概率有关，还与出现多次新社会运动相关。

图6-4中的左图显示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城市性因子得分与新社会运动是否存在的概率存在适度的正相关。在我们的模型中，在最城市性的场景中有大约15%的概率存在（至少一个）新社会运动。然而右图显示，在至少有一个新社会运动的邮政编码中，城市性感觉很强的场景可能会出现非常多的新社会运动。轻度城市性的场景往往只有几个新社会运动（模型预测在每一千个舒适物中有少于2个）。处于平均值的城市性场景有少量新社会运动（预测每一千个舒适物中约有5个）；而城市性最高的场景有更多（预测每1000个舒适物中有18个）。换句话说，城市性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形成十分重要，同时，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似乎是新社会运动数量增长的一个更为关键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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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新社会运动（NSM）组织城市性的边际影响

注：该图显示了城市性对新社会运动组织的边际影响。图序从左至右，y轴表示发生新社会运动的预测概率和平均每个美国邮政编码发生新社会运动（参照任何已存在的）总数的预测概率（使用图6-3中列出的协变量来定义）。x轴代表邮政编码中的城市性均值从非常低（高度社群主义）增加到非常高（高度城市性）。

自我表达的、城市性的、步行便利的、人口稠密的、多元化的、低租金的社区——这些确实是与简·雅各布斯的格林威治村和其附属社区十分类似的地方。将这些因素联合起来的社区，就会创造出一种明显有利于新社会运动组织的体验；在其他地方，这种组织更为罕见。


专栏6.3 波西米亚对政治活动的矛盾态度

幻灭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放弃政治，赞成病态的反省，并被浪漫主义的所有哥特式恐怖所装饰，如头骨和月光墓地、中世纪的城堡和野外景观，以及拜伦的诗歌中所赞美的……

后来的波西米亚人继承了对政治不妥协不让步的传统。然而，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可能会使他们变得阴郁或愤世嫉俗。因为他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成功遭到了背叛。

就像在其他方面，波西米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掩盖了一定的相似性，因为革命的专制主义常常以不关心政治的冷漠态度结束。

——伊丽莎白·威尔逊（《波西米亚人：迷人的流浪者》，2000，23-24）



越轨的含糊性

图6-3中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涉及越轨。一个地方有多少支持越轨精神的舒适物与它是否属于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无关。这种情形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有任何新社会运动的地方或者有许多新社会运动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革命观念中讨论“越轨”，这可能令人十分惊讶。但它与历史上波西米亚文化中强烈的张力是一致的。一方面，有一群激进分子认为，拒绝当前的世界也意味着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但是，波西米亚的另一面却始终存在，那就是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怀疑。

不那么激进的人群更关心的是风格和文化上的反常规。这一类波西米亚人倾向于从公共政治参与中撤退出来，而不是试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这让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反资本主义者大为懊恼。即使这个元素具有了政治性，它也以一种更艺术的方式进行。例如，当波德莱尔评论他参与1848年革命的时候，他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冲垮一些东西，然后被超越自身的更强大的激情带走——不是传播人权。此外，他还可以在最古老的旧政权机构——天主教堂中找到类似的经历。尽管这无法得到证实，而且我们也不能过度解释一个在统计学上毫无意义的发现，但这一结果可能表明了，对政治的矛盾情绪持续存在的间接证据是建立在反体制文化的基础上的。[16]

自我表达的场景增强了步行便利度的政治显著性（Political Salience）

图6-5显示，步行便利度是新社会运动所在社区最广泛的特征之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模型中具有高步行便利度的邮政编码地区（即标准偏差高于平均数值的）拥有的新社会运动数量要比具有平均便利度的邮政编码地区域高出60%。步行体验可能确实会对经典的新社会运动问题产生一种自然的敏感性，比如区域划分、环境、多样性、城市规划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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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步行便利度催化自我表达对新社会运动（NSM）组织的影响

注：该图显示了步行便利度与自我表达如何相互作用，以预测更多新社会运动。此图从左向右读，y轴分别表示拥有任何新社会运动可能性预测和平均美国邮政编码（来自图6-3中列出的共向变量）存在新社会运动（假设它任意存在）的总数预测。x轴数值表示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平均自我表达场景中，从最低到最高的增长。

然而，以上的分析都是对步行便利度和社区的场景特征（如自我表达）进行的独立分析，但是，它们不是独立运作的。雅各布斯行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城市体验本身应该成为一个令人振奋的机会，这就意味着要花时间去漫游其中、去倾听它。这种道德观表明了一种易处理的假说：在步行便利度和自我表达相结合的地方，应该更容易找到那些致力于保护和扩大生活愿景的组织。这种愿景应该是：世界性的、开放的，准备从偶遇的经历和不同个体那里学习的，让世界比现在更美丽，更可持续。也就是说，正是在那些步行便利度和自我表达相结合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目前最大规模的、集中的新社会运动的活动。


专栏6.4

就像成功的城市街区必须经常做的——能够管理好新来者，在没有新来者参与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安全的资产。一个城市街道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质。

第一，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必须有清晰的界限。公共和私人空间不能像在郊区一样互相渗透。

第二，街上必须有“街道眼”，属于那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街头自然主人”的“眼睛”。同时，要使街道上的建筑物能够管理新来者并确保居民和新来者的安全，就必须面向街道。建筑物不能将它们的背面或空白的一面朝向街道，导致街道处于不受关注的隐蔽中。

第三，人行道必须被人相当持续地使用着——这样既能增加街道上有效的“街道眼”数量，又能诱使沿街建筑物中有足够多的人观看人行道。没有人喜欢坐在门廊上或者透过窗户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1992，35）



通过探究各自影响他们与新社会运动组织的联合关系的变化，图6-5显示了步行便利度和自我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促进新社会运动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左图再次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步行便利度高的地方通常要比步行便利度低的地方更有可能存在新社会运动组织。但是，图6-5也说明了，这种差异在更具有自我表达力的场景中更明显：在全国最不具有自我表达力的邮政编码中，在步行便利度最高的地方，存在新社会运动组织的预测概率比步行便利度最低的地方高出8个百分点左右。但在全国最具自我表达力的场景中，存在新社会运动组织的预测概率在步行便利度最高的邮政编码比最低的邮政编码高13个百分点。

在图6-5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表达力较高的场景中，许多新社会运动具有更高的步行便利度溢价。在高自我表达的场景中，平均步行便利度和低步行便利度之间的差异有明显的扩大。在自我表达力较低的场景中，步行便利度较高的邮政编码要比步行便利度较低的邮政编码在每一千个舒适物中平均要多出4个新社会运动组织。但是，在自我表达力最高的邮政编码中，步行便利度较高的邮政编码在每一千个舒适物中平均要多出20个以上。

也就是说，当步行便利度和自我表达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很可能是倡导人权、社会正义和保护环境的组织。[17]雅各布斯认为，步行便利度和自我表达二者相互支持。有人行走的社区，是一个有观众的，一个让人有机会“看”与“被看”的。一个珍视自我表达的场景，也会是将活动（为了获得经历与互动，将个人的想法、见解和想象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活动）合法化的场景。在这些地方，公共的社交能力和个人的自我表达将把彼此推到更高的层次。这些地方似乎也是在培养一种环境，一种能让新社会运动从中发现能量、灵感、成员和与他们目标和抱负一致的支持者的环境。

因此，这些分析显示了新社会运动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工作环境的具体特性。无论新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是多么的普遍和国际化，它们似乎都能从本地的具体环境中获得大量的能量和支持。这些品质推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赋予它紧迫性和重要性，但它们并非无处不在，甚至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密集、步行便利度、自我表达、城市性、多元、智能，而每一个特征都是重要的。当它们集合在一起时，便为新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催化剂。但是，在它们的薄弱或缺失的地方，新社会运动组织的风格和目标可能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不受欢迎，而且它们可能会在扎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换句话说，雅各布斯式的环境为更抽象的环境特征提供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情感能量。这些抽象的环境特征更常在新社会运动组织中的“三位一体”（机会结构、机会框架和机会组织）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除了这些细节之外，总的观点是，某些形式的政治在某些场景中繁荣发展，但在其他地方却会失败。


场景和国家政治

场景可以为新社会运动组织的繁荣奠定基础，并定义当地政治争议的具体条款。但是，场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显然超越了小组织和社区政治而上升到了国家政党的认同，以及更具概括性的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意识形态。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黑格尔的新见解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道德、礼貌和习惯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当前者不同，后者也会不同。正如场景所展现的那样，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不同愿景——嵌入并体现在他们的日常实践和行为——在场景上的差异，应该与他们大致的政治取向差异相一致。候选人、政党或政策建议在某些场景中产生共鸣。这些场景体现了一些共同的愿景或价值观，而在另一些场景中则表现平平。

虽然事情如此简单，但在目前的政治分析中，这种普通的观点似乎还是不那么明显，因为这些分析倾向于将选民与他们的社会背景隔离开来。即使我们去考虑战后政治科学的主要趋势，也还是会有一些观点与场景概念和分析相结合。

政治不是一座孤岛 专业的政治分析已经从相对狭窄的焦点转向了宪法和法律结构以及立法过程。它现在将政治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许多“公法”和“政府”的学术部门都采用了“政治科学”的名称。这些名字的变化标志着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转变，包括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菲利普·康文（Philip Converse）和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等学者的作品。

另一个挑战是经济学概念的入侵，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学的“公共”（Public）或“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模型进入政治科学。尽管公众选择的传统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倾向，但它强调的过程也把分析的注意力放在了更广泛情境的重要性上。因此，讨论理性选择的学者们——如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和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了一系列的情景化概念，比如公共物品和免费搭便车。这将不再是简单地分析个人利益，比如建设一个公共公园。公共选择分析家强调，要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融入动态分析。这些新概念使人们认识到，不去显示你对公园的支持，而是让其他有类似兴趣的人免费搭便车应该是理性的行为。在考察一般的均衡条件时结合特定的本地政策（比如财产税），这推动着研究朝着更具情境性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认为理性决策的本质取决于他人的决定，正如在将博弈论应用于政治时所产生的巴洛克式的复杂性（Baroque Complexity）。


专栏6.5

人们必须为接受最好的法律做好准备。

对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瓦鲁斯（Varus）的法庭审判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查士丁尼（Justinian）在拉孜里（Lazi）建立起来，去起诉杀害国王的凶手，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件最可怕和野蛮的事情。

密特里达特斯对罗马人，尤其对他们的法律程序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谴责。帕提亚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国王，他在罗马受过教育，亲切友善，对所有人而言都易于接近。但自由本身对那些不习惯享受自由的国家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这样纯净的空气有时是令人讨厌的，就像生活在一个沼泽之国。

白璧（Baibi），一个威尼斯人，在勃固城（Pegu）被介绍给国王。当国王得知他们在威尼斯没有国王时，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大笑，以至于咳嗽了起来，难以开口说话。什么样的立法者可以向这样的人提议建设一个受欢迎的政府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1777，第19卷，第2章）



冲击精英中心式分析的牢笼 讨论公共选择的学者们在个人主义方面的关注点产生了另一个相当情境化的效果。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王子、总统和政党领袖转移到了普通公民身上。民主党领导人依靠民众的支持；这些领导人忽视了公民的偏好，现在他们调整计划来反映这些偏好。这一观点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核心观点。与之相类似的是，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强调政治党派和领袖们并不是有主导权的人。在一个影响全局的背景下，候选人通过为竞选活动选择热门话题的方式成为人民的公仆。托克维尔通过强调人们如何建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如信任）进一步启发着学者们——如罗伯特·普特南。托克维尔强调的不是强大的国家或地主乡绅，而是小城镇和它们的多元化组织，从农业协会到教会，这些组织清楚地表达了当地的政治文化。[18]

从小处着眼 “情境”（Context）可以是宏大的，如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舒密尔·埃森施塔特（Schmuel Eisenstadt）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传统的宏大风格，进行的有关文明的分析，强调如西方或亚洲这样的大型实体，以及这些文明的“情境”是如何运作的。

“情境”也可以引导一个人去思考小的事情。当我们把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普通公民，比如像移民身上时，小单位也会变得非常重要。当人们四处走动时，城市和社区就会获得不同的地方政治历史、文化和制度，而每个社区或城市的这些内容都明显不同，和自己所属的更大的集体也不同。例如，我们可以将旧金山和奥斯汀的波西米亚人与圣地亚哥和休斯敦的乡村俱乐部进行对比。要看到它们的差异，我们需要将“情境”看成是“本地情境”（Local Context）。

丹尼尔·艾勒沙（Daniel Elazar）也许是当地最新的一位理论家。他在大约50本书中阐述了美国政治，并对当地情境进行了全球性的解释。艾勒沙（1975）的观点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可以追溯到那些定居美国的原始移民所作的深层价值承诺上。在新英格兰，这些价值观的来源不是地理学，而是卡尔文的理论。他的理论从瑞士公社、荷兰和英国的非国教教堂中得来。这就是“契约社会”（Covenant Societies），它的创立文件明确地将新政府以及上帝和他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型是由摩西从西奈带来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用来指导古代犹太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契约；这是一个由上帝赋予的契约，所有人都必须在生活和政治中遵循的道德准则。


专栏6.6

但愿我更相信制度的全能。我对我们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希望，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偶然发现那个能纠正所有错误的秘方，或者偶遇那个知道秘方的人。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我深信政治社会并不是法律将它塑造成的样子，而是情感、信仰、思想、习惯，以及塑造政治社会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的人的精神，还有自然和教育，这些事物将它塑造成的样子。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53年9月17日，《关于政治与社会的书信集》（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1985，294）



新英格兰的镇民大会要求所有成年公民参加，此举使得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被全体公民所尊奉。集体行动不是基于个人的多数原则，而是基于经过充分论证的讨论和妥协后的一致赞同。艾勒沙将新英格兰的政治文化与大西洋中部和南部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在他们的立国宪法中，这些都没有与上帝订立盟约。大西洋中部的定居者更加个人主义，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持怀疑态度。他们赞成个人的多数统治，而不是通过思考而产生共识。相比之下，南方则更注重等级体系的传统主义。作为奴隶主，南方的绅士居住在其庄园的房子中。他们是美国最接近欧洲贵族的“蓝血”。因此，政府只被看作获得世袭特权的工具，而不是监管市场或改革世界的工具。

两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联邦政府和大众媒体的成长，迁移和民族融合仍然没有能够消除这些模式。这些模式被带到城市和社区以外的地方。艾勒沙细致地追踪了这些迁移，例如苏格兰-爱尔兰人从阿巴拉契亚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城镇，又如贝克斯菲尔德带来了他们的“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尼斯贝特（Nisbett）和科恩（Cohen），1996〕多项调查和案例研究仍然显示出这种差异（如克拉克，2004）。

场景和票迭总统模式

在政治研究的多重传统中，这些多元化的知识轨迹集中在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上，即全民投票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可以看到场景和政治观念之间的联系。即使仅在一个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它们的政治取向和决策方式都是不同的。“理性选择”在传统的与越轨的场景中是不同的。[19]此外，鉴于其权力下放的国家体制，这种地方的政治文化差异在美国尤为突出。

揭示场景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直接方法是将它们联系起来。图6-6显示了现场与投票两者的强烈重叠，突出了具有关键维度的郡县的投票趋势，从更城市化的（自我表达、越轨、理性主义）到更多的社群主义（传统、睦邻、正式）。最引人注目的是，1996～2012年，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变得更加民主主义。这些场景以这些舒适物设施为标志：艺术画廊、瑜伽工作室、咖啡屋、环境组织、公民和社会组织、健康食品商店、旅行社、研究与发展组织、科学技术咨询公司、民族餐馆和文身工作室。相比之下，更多的社群主义场景如传统、睦邻、正式变得更加共和主义。这些场景建立在更少的城市性舒适物上和更多的其他舒适物上，如教堂、墓地和狩猎小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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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1996～2012年，传统的、睦邻的和正式的场景培育出更多共和党；自我表达的、越轨的和理性主义的场景培育出更多的民主党

注：该图显示了六个（黄页）场景维度和1996～2012年美国总统郡县投票的皮尔逊相关性（Pearson Correlation）。郡县投票数据来自阿特拉斯的美国总统选举（http：//uselectionatlas.org）。


专栏6.7 政党转变当地问题，但在美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少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开放的初级选举使得新的问题在公民中更容易更迅速地出现，尤其是在低水平的选举中，如市长或市议会选举。这种地方动态产生了高度去中心化的政党结构，即使在美国各地的政党名称相同。主要政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实施的政策，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集中的行政和政党制度更加分散。

不同的城市在当地的响应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克拉克和霍夫曼·马丁诺特（1998）发现，美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教育不平等，与更多的地方公民活动和市长关于再分配的政策偏好的陈述（赞同在公共卫生、公共福利和公立学校有更多开支）有较强的联系。相比之下，在法国、德国、英国、芬兰、挪威、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意大利、波兰、以色列、日本，当地的不平等对当地的政治影响为零。国家政党的立场是这些国家的市长政策立场的主要驱动力。

——笔者



这些结果表明，特定的场景维度与政治取向密切相关。例如，一个自我表达的场景，可能暗示了一个广泛的文化自由的环境，对混合与多元化持开放态度，对新的不同的想法和实践持包容态度。英格勒哈特（Inglehart）和威尔哲尔（Welzel，2005）认为，这种自我表达的价值观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家内部也有类似的支持。同样地，社群主义感也被社群主义的维度所暗示，似乎在文化上与保守的世界观有强烈的共鸣。例如，齐美尔（1971）城市与乡村的经典对比，将后者与慢节奏的生活、对变化的不适应以及对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的看法联系在一起。这个小镇在保守的想象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发现，76%的顽固保守派选择小城镇或农村地区作为他们的理想居住地，相比之下，只有31%的坚定自由派人士选择了这个地方。[21]我们的结论与这些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并且表明那些具有当地小城镇社区观念的地区居民确实倾向于投票给更多的共和党人。图6.6还表明，1996～2012年，场景和政治越来越趋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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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场景和政治增长中的重合部分

注：该图显示了（黄页）15个场景维度与1996～2012年郡县共和党投票份额的皮尔逊相关性平均绝对值。郡县级投票数据来自阿特拉斯的美国总统选举（http：//uselectionatlas.org）。

图6-7凸显了场景和总统选举模式之间不断增加的重叠部分的高低起伏。它显示了在5个选举年里，15个场景维度和共和党人的选票份额之间的平均（绝对价值）关系。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1996年克林顿对战多尔的竞选中，15个维度与共和党投票的平均关联度在0.04左右；在奥巴马对战麦凯恩和奥巴马对战罗姆尼的竞选中，麦凯恩和罗姆尼的支持率分别增长了3倍，大约0.12的关联度。美国政治版图日益与它的文化场景相对应。[22]

当研究类似于图6-6的相关性时，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场景和国家政治之间的重叠是否只是表面性地映射了更基础的分裂，比如一个郡县的规模、富裕程度、种族和宗教组成？对这一问题的评价需要能够评估自身和其他政治显著特征的模型。当然，这是第一步。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同一个城市里的社区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更多。对政治生活的潜在场景影响的全面评估，需要结合个人和社区数据进行场景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前者在当前的投票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在美国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美国的庞大规模使得对那些大到足以与当地相匹配的个人调查变得困难。然而，我们已经能够分析加拿大的个人及其周围的场景，有一些惊人的结果，总结如下。第一步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而美国郡县级的结果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通过图6-8说明了场景-政治关联的普遍强度，具体检验越轨场景与民主投票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显著的郡县特征。该模型包括我们的主要核心变量：人口、租金、非白人及大学毕业生人口占比和我们的文化产业集群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添加了一些其他可能导致产生政治分歧的变量：20～34岁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整体宗教皈依率、福音派和天主教皈依率。[23]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工会组织数量、[24]票数[25]以及该郡县是属于蓝州还是红州选区（取决于特定大选年该州胜选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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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1996～2012年总统选举郡县共和党投票份额预测

注：该图显示了1996～2012年共和党郡县投票份额的多层回归分析，其中郡县是分析中的第一层单元，州是第二层单元。点和固定影响概数相一致，线显示95%的置信区间。如果这条线穿过0，变量在该层面上就不具备统计学显著。我们的回归模型与布波族模型一样，测量郡县总租金的中间值z的乘积和郡县平均越轨数值。越轨×租金是郡县越轨和郡县总租金中位数的乘积交互作用项，这个在图6-9中被标记了出来。N是所有美国的郡县。郡县投票数据来源于阿特拉斯的美国总统选举。

图6-8证实了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即没有一个单一变量是主导的。各郡县的许多特点都与它们的党派构成有关。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在更小、更高的租金、更同质的白人郡县中的更少的年轻人（20～34岁）和更年长（60岁以上）的公民。共和党的郡县也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宗教信徒和福音派教徒，但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工会的数量和投票人数却减少了；它们通常是红色的，而不是蓝色的。高投票率有利于民主党。这些结果与政治学家通常在个人调查中发现的结果一致，从而为评估我们的场景结果的传统因素提供了有用的基线。

图6-8还表明了美国的主要地理党派模式是多么的持久，以及这些模式又是如何显示出构造变化的。租金、年龄、种族、工会和宗教都是政治分裂的稳定来源，种族构成始终是唯一最强的变量。然而，在这段时期有一些变化，例如，白人分布不那么均匀的地区总是倾向民主党，并继续变得更加倾向民主党，尤其是在奥巴马的选举中；大城市也变得不那么倾向共和党了。

但也许最有趣的转变是宗教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事实上，一个郡县的福音化结构在其政治意义上发生了变化，向右移动。天主教郡县也在同一时期向右移动。与此同时，拥有更多大学毕业生的郡县变得更加倾向民主党。1996年，教育与共和党的投票呈正相关。然而，大学毕业生和共和党人之间的这种联系逐渐发生变化，直到2008年和2012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郡县投了更多的票给民主党。

教育和宗教的政治变化确实是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可能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场景和投票紧密相连（如图6-6和6-7所示），它还说明了罗伯特·福格尔（2000）所强调的观点——美国福音派在一个或多个方向上的政治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态势变化的，这通常和当今的重大道德议题相关。[26]罗伯特·普特南和大卫·坎贝尔将分析进一步细化，说明了最近涌现的福音派政治激进主义，在2000年乔治·布什总统选举崭露头角之前，它是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文化的主流中形成的，还展现了它是如何通过基层群众数十年的努力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这种将福音派宗教政治化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反作用，尤其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中，他们在回应中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政治自由。图6-8显示了这些变化是如何深刻地反映出来的。[27]这种变化不仅通过个人态度和调查反馈体现出来，还通过美国党派布局的基本结构得以体现。与此同时，福格尔和普特南认为，有起终有落，现在的一致性绝不是天生或永久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图6-8中所采取的措施的结果是增加了显著性。它们与各郡县的党派组成相关联，独立于这些深刻而有文件可证明的分歧（郡县规模、种族、教育和年龄构成，宗教、工会甚至是红州和蓝州的位置）。尽管政治模式是新的，但如图6-8所示，这些场景也是美国政治版图中经久不衰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所有的五次选举中，在我们的越轨表现得分上得分较高的郡县更民主，也更不像共和党。我们从不同场景的关系中知道，越少的越轨意味着越多的传统、睦邻和地方主义，这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共和党人的选票。图6-8表明，自由政治与自由文化的融合不只是传统政治特征的产物，比如教育和工会的集中。

在我们的模型中，越轨的场景和投票之间的重合“独立”于其他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场景与其他变量没有相互作用。图6-8中“越轨×租金”的结果表明，变量之间确实是相互作用的。这一变量（越轨×租金）突出体现了它在更有越轨倾向并且租金更高的郡县中的政治影响。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布波族”效果，并在图6-9中描绘出来。

“布波族”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波西米亚人的缩写，这一术语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提出：波西米亚价值观和资产阶级预算的结合造就了布波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波西米亚人。布鲁克斯认为，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但他们的波西米亚风格却经久不衰。他们生活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经典主题中，以前仅限于作家、诗人和艺术工作者的小圈子。（他们选择）徒步旅行而不是马球；真正的农民和民族食品，而不是米其林星级；鼓圈、阅读小组、摇滚乐，而不是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游学而不是巡游；等等。现在有了费用账单，这些品味可以定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像在布波族的坚强阵地（如旧金山海湾地区或西雅图）能看到的高端户外露营用品供应商（如REI），以200美元听一场滚石的演唱会，以及融合了异国风味和本地特色的美食杂志。[28]

对于布波族来说，更鼓的钱包并不意味着保守的政治观点，而是一个更有效地捍卫波西米亚文化和政治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文化和理想在过去与边缘化和贫困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将租金与越轨倾向相乘是一种区别高租金/高越轨倾向和低租金/低越轨倾向地区很直接的方法。通过将布波族看作一种指数而非二分问题，形成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布波族程度范围，我们因此能够分析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同程度布波族特性（BoBoness）的地区，在政治上有何差异。虽然其他的布波族特性测量方法是可能的，但这一方法的功能非常强大，并且具有很强的表面效度。


专栏6.8

要想计算一个人的地位，你可以用他的资产净值乘以他的反物质主义态度。这两项任何一个为零都会让你没有声望，但是这两项都是很高的数值将让你到达最高位。因此，要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善待，你不仅要表现出一些收入的结果；你必须做一系列的佯装，以显示你的世俗成功对你来说是多么的渺小。你总是想要比你周围的人穿得低一个档次。你可能想要去文身或开小货车，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些其他被社会公认的反社会阶级的异常行为。你会用你的谈话时间来嘲笑你自己的成功，同时展示你的成就和你与他们讽刺性的距离。你将不断地痛击雅皮士，以表明你自己并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你会谈论你的保姆，就好像她是你亲密的私人朋友一样，就好像你恰好住在一个价值90万美元的圣塔莫尼卡房子里，而她每天坐两小时车去巴里奥，而你认为这只是一种奇怪的琐事。

——大卫·布鲁克斯（《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2000，50）



如图6-9所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旧金山海湾地区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附近的布波族特质得分较高。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和波特兰相对较低。相反，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得分普遍同预期一样低。布波族兴盛的郡县尤其集中在旧金山海湾区南部的硅谷。他们向北延伸到马林郡和索诺玛郡。这些地区的房价在美国是最高的，而且在海滩上到处都是食品商店、徒步旅行、工艺品展销会和深夜的鼓圈。科罗拉多州的许多郡也在布波族规模上排名靠前。科罗拉多州的皮特金郡是阿斯彭的所在地，全国排名前五，而博尔德附近有几个强大的布波族郡。另一个布波族集群沿着大西洋海岸运行，包括纽约大都会区、波士顿萨福克郡、费尔法克斯郡和阿灵顿郡县（华盛顿郊区）的几个郡县。

投票模式与布波族模式有多接近？共和党人在高租金且强越轨倾向的郡县选举，其表现通常比在有低越轨倾向的相似郡县更糟。图6-10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首先看这个图的左边，就是那些有着强烈的非越轨倾向的场景的郡县。在y轴上，最上面的虚线是高高在上的：在没有越轨倾向的场景的情况下，高租金郡县的共和党选票份额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虚线向右移动时，它会急剧下降。最右边的是越轨倾向得分最高的郡县。


专栏6.9 索诺玛郡的种植者赢得了祖母绿杯

在索诺玛郡县，一种名为“樱桃考拉”（Cherry Kola）的定制大麻品种赢得了第10届年度“祖母绿杯”（Emerald Cup）大麻竞赛种植者奖，这是第一次在索诺玛郡县的露天市场上举办这个比赛。

索诺玛郡集团首席执行官阿萨·沙弗（Asa Shaeffer）说，这种大麻品种是由索诺玛郡集体开发的。在一年一度的“花卉（Flower）”比赛中，这一毒株也获得了第二名，从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数百个大麻花蕾中脱颖而出。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人们把它看作一种荣誉。”阿萨·沙弗说。而此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星期日颁奖典礼留下的垃圾，以便为接下来经典摇滚乐队的演出腾出场地。演出的乐队包括Big Brother、Canned Heat和Jefferson Starship。“总之我们非常开心。”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每天有大约4500名商家和与会者参加。参加会议的人可以浏览各种与大麻相关的产品，包括种子和农业设备。那些持有国家医用大麻证书的人也可以购买和吸食大麻，不受圣罗莎警察和私人保安的干扰。

——肖恩·斯卡利（Sean Scull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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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布波族分布

注：该地图显示了美国所有郡县的布波族分值。这里的布波族的分值是通过郡县租金乘以其越轨表现分数。该地图是通过Jenks自然断裂法将郡县区分成5类。正数值和深颜色阴影表示在平均租金中位数以上且在平均越轨分数以上的郡县。我们的回归模型与布波族模型一样，测量由乡镇房租增长中位数以及乡村平均越轨分值形成的z值。为了在地图中体现出来，我们保留了所有低于平均租金和越轨的郡县的产出项。这使得地图上标出的这些郡县的值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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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越轨×租金=较少的共和党投票

注：该图表明了如何通过越轨和租金之间的相互影响来预测较低的共和党投票份额。该图从左向右读，x轴表示郡县平均（黄页）越轨表现分数，y轴表示2000年的共和党投票。所有变量已经被标准化。预测值建立在以郡县为分析的第一层以及以州为分析的第二层的多层模型基础之上。协变量包括图6-7中的所有变量。N代表美国所有的郡县。

在这里，高租金郡县的共和党选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不是所有的富裕郡县都是平等的。高租金/高越轨倾向的郡县更偏向民主党；高租金/低越轨倾向的郡县更偏向共和党。这个简单明了的例子说明，一个表面上简单明了的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是如何在仔细的观察下变得复杂多变的。这一变量就是富裕程度，它由租金中位数的高低决定。越轨倾向性是一种政治转换器：在不同的场景中，钱会使其政治倾向由蓝色变为红色。

情境与组分效应[30]

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地位的力量。事实上，基于地点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投票模式已经确立（比尔·毕肖普，2008；布莱克，1972；格尔曼，2008；罗恩·约翰斯顿，1983）。然而，对于产生这些空间模式的具体社会动态却没有进行细致分析。影响投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两个主要方式是通过“组分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s）和“情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s）——罗恩·约翰斯顿和帕蒂（Pattie），1998；科克伦（Cochrane）和佩雷拉（Perrella），2012；吉登吉尔（Gidengil）等，1999——最近的工作模拟了当地的影响［桑普森（Sampson）等人，2005；沃特克（Wodtke）、哈丁（Harding）和艾尔沃特（Elwert），2011］。

组分效应是由个人特征（通常是人口统计学特征）驱动的，这对于一个给定的结果（如投票）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组分效应追踪区域政治差异到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的人的聚集。他们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类型的空间背景；不管在哪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教育的组分效果将大致相同。相反，当地域特征影响个体的行为时，情境效应则起作用，例如，居住在有本质区别的社区的、在人口统计学上相似的个体，会有对特定社区的不同体验和生活机会［柯克（Kirk）和帕帕克里斯托（Papachristos），2011；桑普森，2012；沃特克、哈丁和艾尔沃特，2011］。

在以往的政治空间差异研究中，往往通过控制个体层面的变量来确定情境效应。任何无法解释的变化都归因于地方主义或地方性影响［埃尔金斯（Elkins）和西米恩（Simeon），1979，罗恩·约翰斯顿和帕蒂，1998］。这使得区域成为空的容器，而剩余的部分则没有解释。如果没有一些有意义的解释，说明“为什么生活在某个地方就应该赋予一个人政治观点”，“情境”就像一个等待解释的占位符［卡特勒（Cutler），2007］。

场景分析是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种局部区域的容器填满实质性内容，并通过情境效果的运作来识别机制。[31]一种途径是通过塑造居住模式和选址决策。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某些场景的鉴赏力与不同的政治态度相关联，场景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某些个体聚集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地方。其后的过程是通过定义塑造政治意义的地方规范。场景可以体现相同类型的关注和判断，这两点会影响选民对应该当选的候选人和政党的判断［格林（Green）、帕尔姆奎斯特（Palmquist）和西科勒（Schickler），2004］。

这一点可以延伸进第1章中康德对政治的洞悉：当我们观察别人像我们一样做出反应时，我们的主观判断是有效的（约翰斯顿，1983）。这样的推论促使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作为她政治理论的基础（阿伦特，1992）。场景可以类似地帮助个体观察他人的主观政治判断，从而判定自己的政治判断是否有效。一个充斥着艺术画廊、妇女组织和农民市场的社区，与充斥着卡车经销商和商业协会的社区传达并认可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当地的景观所传达的价值观确定了当地的情境，这种情境是国家政治事件的中介。

合体与个体

我们对美国的分析已经表明，通过将选票集中到郡县一级，场景和政治之间显示出强的联系。这些郡县的综合结果在它们自己的权利中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选举方面。我们经常想知道在一个地区哪个政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因为这些地方的选票数决定了国家立法机构的组成。个人的投票选择总在变化，但这些地方选票的聚合模式通常非常稳定。在加拿大，2001年和2011年自由党的选举投票份额为0.65。在美国，1996年和2012年的共和党投票结果为0.72。

然而，聚合关系仅是地方性过程的其中一种类型。聚合地区的特征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32]不幸的是，直接测试当地空间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的政治行为是困难的，而且由于方法论上的挑战而很少做到。大多数的全国公民调查力度太小，以致不能进行局部地区分析。[33]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可以通过2011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个人层面的调查来打开一些新的局面。[34]这些数据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非常有价值，因为每个被调查者都与选举区（ED）有关。这使得我们可以将受访者与我们的加拿大场景数据和加拿大统计局每个地区的社会人口特征联系起来。[35]

为了衡量个人的政治态度，我们对每位被访者的整体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总结性表述。我们的分析着重于将政治意识形态与两个场景维度联系起来：自我表达的合法性和本土真实性。高度自我表达的场景包括大城市的艺术区（西多伦多、东温哥华、蒙特利尔高原蒙特皇家），而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萨斯喀彻温省、大西洋省）的本土性很强。

我们评估了场景对个人政治的影响，并与过去研究中使用过的相似个人及选区层面控制变量进行了对比。个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教育、明显的少数民族地位、孩子数量、宗教信仰、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参与以及居住地（城市对农村）。选举区水平控制变量是平均租金、区内确定为可见少数族裔人口的百分比、选举区具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人口百分比、选区内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百分比和选区内租住房屋人口百分比（不拥有住房）。

发现

第一个主要结果是11%的个人政治变化是由选区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其余的89%是由选民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其次，个体选民的政治敏感度与他们生活的不同场景有关。周围有促进自我表达的舒适物（如艺术画廊、现场剧院、音乐工作室）与自由的政治态度相关联，而强调当地（如古迹、露营地）的舒适物设施则与保守的态度相关联。由于这些效应在加入个人控制时依旧保持一致，这些关联不能简化为个人的人口特征。

这些发现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其他的场景维度是无关紧要的。那些与平等及国家相关的场景，植根于移民资源中心、福利服务机构、公立医院、公共图书馆及公立学校之类的舒适物中，在使用聚合受教育程度数据进行测算时，它与自由主义的投票呈显著正相关（西尔和米勒，2014），但与自由主义者的个人态度无关。这一发现令人惊讶，因为现代自由主义态度的基石是支持政府干预，以促进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然而，在当代加拿大，这些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平等的维度在政治上显得不那么突出，而个人的自我表达和地方的真实性则更为突出。这些全国性的选举结果反映了我们对热议点的讨论，表明了许多地方的艺术和表现活动是如何激发政治的。

对比上下文指定不同的政治动态。当新工党和候选人如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出现时（克拉克和李普塞特，2001），自由阶级（强调国家和平等）的传统左右投票往往会减少。我们对法国总统选举投票率的研究发现，主要的驱动因素仍然是传统的收入、职业和移民。当地的场景是无关紧要的。相比之下，在欧盟（EU）选举中，一些场景，尤其是那些由强大的文化组织集中度所定义的，在相同的法国选民中增加了投票率。欧盟选举的特色是生活方式的政党和诸如环境等议题比法国总统选举更重要，而艺术活动也是一个更显著的因素（德拉波斯塔等，2014）。

集成、自治和极化

在政治上，人们对场景的影响有多大？一种常见的模式出现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似乎不太受当地场景的影响。在加拿大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分析当地居民和场景数据。我们详细介绍加拿大的情况。

图6-11显示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场景的回应越少。更多的教育和生活是在一个自我表达的场景中，两者都预测出更低的分数（即更自由主义的）。当地的真实性则预测出更多的保守态度：在左边的图中，所有的三条线在向右移动的时候向下倾斜；在正确的图形中，这三条线都向上倾斜；虚线（高教育）总是比其他两行更低（显示更自由主义居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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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高学历的人受其周围场景的影响较小

注：该图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和政治变化如何体现在加拿大场景中。它显示了政治意识形态（左-右标度）和高学历（90%）、中等学历（中位数）和低学历（10%）的个人变化在自我表达和加拿大本土选举行政区域的变化。底部表示标准偏差，y轴是左-右指数分数。该左-右指数结合了IPSOS民意测评中的5项，一个问题是2011年联邦竞选中应答者给什么党投票和四个关于应答者政治态度的一般性问题：“一个最具有政治性的问题，你是站在左派、右派还是中立？你对对杀人犯执行死刑持有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你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以下哪个观点和你的观点相近？‘政府干预太多事务，而这些应该让市场去解决’，‘政府应该解决更多事务’。”这个计量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是0.733。仅是分析投票选择得出了与报告中相似的结论。

然而，直线的斜率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图6-11中的变化幅度最大，在最少和最具自我表达的场景之间的保守程度降低了约1.5个单位。在右侧的图中，随着环境变得更加本土化（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政治观点也随之转变，变得几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一样自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坡度较低，在自我表达的场景中向下移动大约1个单位，而在本地的场景中几乎没有增加。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本土化（以及文化上的保守），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也会这样做，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却做得更少。因此，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之间的政治距离也在增加。其结果是，加拿大的自我表达的场景比大多数地方主义的场景更不受教育的两极分化——在前者中，这三条线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分散开来。因此，教育正规化产生的相对文化自主性和世界主义可能也间接地导致了，在某些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之间政治的两极分化。

我们这些发现表明，政治个性化本身可能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环境变量，可能会对政治两极分化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这两个相互依赖的过程，并评估它们的相对影响，而不是假定政治决策是自治的、个人主义的或整体的。纳瓦罗·亚涅斯（Navarro Yá？？n～ez）和罗德里格斯·加西亚（Rodríguez-García，2014）发现了西班牙的相似的场景与个体趋同的结果。

场景与政治捐献

投票是民主社会的中心政治行为。然而，选举是竞选活动的最后时刻，并且竞选活动是通过现金运作得以完成的。因此，公民参与竞选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就是对其进行直接的财政捐助。随着互联网的扩展，此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已经变得更容易，且被更多公民所接受。

数字化手段简化了对政治捐献来源的追踪。联邦选举委员会对每笔捐款超过200美元的捐献者的信息进行报告。信息包括捐献者的姓名、性别、职业、行业以及（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邮政编码。响应政治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已将所有信息收录到电子文档中，可在其网站opensecrets.org上查阅。社会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挖掘这些信息。

分析这些数据有极大的潜在性价值。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可以使我们得到郡县以下的邮政编码。在整本书中，我们强调了郡县集合体如何能够掩饰邻里差异。邮政编码在政治上可以与周边郡县存在明显差异。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在2000年竞选活动中，只有大约43%的选票投给了乔治·布什。但是格林威治的邮政编码06830在其2000年竞选所捐献的68.5万美元中，有76%贡献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从邮政编码上看，这是本国共和党捐献总额中的第五大份额，并且这来自一个绝大多人投票支持戈尔的郡县。相比之下，曼哈顿压倒性地投给了民主党，但2000年竞选中，与其他邮政编码相比，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最多的是曼哈顿10021。（即使这个地方给民主党的投票稍多一些）。仅仅分析郡县投票动力学会忽视格林威治或曼哈顿等地的政治性筹款活动。

此外，捐献动力学可能与本土场景密切相关。从银行账户上写张支票或直接存入资金比改变邻居投票的方式更为容易。因此，生活方式偏好在场景中的编码在捐献中显现的可能比投票中更加明显，尤其是因为捐献是按照候选人、政党、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等分别列出。如此承载价值的捐献是政治化场景的潜在内涵指标，使我们更好地、更深入地诊断本土政治场景中具有表达力的内容。

结合其他场景的概念和数据，这些信息为分析挖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深化我们对政治捐献发生的地点和原因的理解。[36]在这里，我们简单地阐明一下理解捐献模式的场景的重要性。我们调查“蓝血”贵族舒适物（如游艇俱乐部、私人高尔夫球场和乡间俱乐部，下面会做出更详细的定义）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同一邮政编码上的捐献比例之间的关联性。

“蓝血”贵族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显得尤为突出。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对纽黑文市的经典研究《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Who Governs）中以“社会名流”为主要对象，他们是“老贵族”的后代。这些“老贵族”“建立并统治了城镇和殖民地、城市和国家近两个世纪，体现出理想社会的最高成就”（1974，17）。随着时间推移，天主教移民的涌入和工业资本主义“新人”（the New Men）的崛起使这些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

非正式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成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识。“如今纽黑文市上流社会最好的会员身份象征是该市举行的纽黑文市律师俱乐部举办的年度大会的邀请函……大会提供了原始成人礼的衰退版本，选举人女儿在社会上的初次登台”（达尔，1974，64）。19世纪晚期，这些早期的移民创建了私立学校，郊区住房和类似乡间俱乐部那样比平等主义更显贵的其他排他性机构。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1982a，1982b）详细介绍了波士顿“婆罗门”（Brahmins）把交响乐团、戏剧、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喧闹的跨阶层事物变成更加狭隘的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的事物这一现象。“随着新欧洲移民涌入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城市，随着工业化爆发以及阶级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精英们开始建设能够使其家庭免受现代化国家威胁的机构。”[37]

然而，“蓝血”的政治含义是复杂的。哈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婆罗门堡垒，19世纪末期它已经把招生扩大到了新英格兰精英之外的范围。[38]20世纪初，住房体系的建立明确地将穷人和富人融合在一起。因此，哈佛大学在减少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WASP）的排他性方面超过了其他常春藤盟校。与此同时，剑桥的一些先锋学者也将新的文化主题引入戏剧中。例如，威廉·詹姆斯在主持会议和讲座中讲授了自我改造和自我表达，这些理念点燃了20世纪60年代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意识崛起”（Consciousness Raising）。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与蓝血贵族结合，他在罗得岛的新港与上一任“最佳名媛”杰奎琳·李·布维耶（Jacqueline Lee Bouvier）结婚，那里是许多新英格兰贵族的家乡。然而，肯尼迪是一个偶像般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总统。布波族模式从这样的根源出现，蔓延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专栏6.10

她：如果只有布什的朋友为他投票，我们会好得多。难道不是吗？就是这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我想，我承认父亲和布什以及他的父亲有同样的经济利益。但他们不是朋友，我不会这么说的。

他：他们之间没有交际吗？

她：他们都去一些聚会。

他：乡间俱乐部？

她：是的。休斯敦乡间俱乐部。

他：是那个蓝血贵族的俱乐部吗？

她：是的。都是一些十九世纪的蓝血贵族。一些年长的休斯敦人。那里有很多的社交舞会。他们正在列队前行。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漩涡。

——菲利普·罗斯（《退场的鬼魂》，2007，207）



到2000年为止，纽波特结合了蓝血舒适物和弱势选举支持小布什。我们对蓝血舒适物和郡县投票模式之间的联系的分析（未显示）揭示了蓝血的政治复杂性。通常情况下，拥有大量蓝血舒适物的郡县会投票给共和党人。然而，当蓝血舒适物与强烈的自我表达和本土真实性相结合时，蓝血与共和的联系就会降低到蓝血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预测投票的程度。像对布波族的分析一样，当在标准投票模型中加入了一个或两个场景指标时，这阐明了收入这个看似基础变量的偶然性。[39]

从方法论上，蓝血指数阐明了另一种方式（超出了上文讨论的绩效分数和相互作用），即我们可以使用舒适物来衡量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我们可以回到基本舒适物上，以获得更多概念上的纯粹成分，而不是像迷人这样的更一般的场景维度，并构建加入许多其他强大模型的新措施。我们的蓝血指数阐明了一个方式，就是滑雪设施、游艇俱乐部、雪茄店、主教会、马术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私人高尔夫俱乐部、长老会教堂、私人网球俱乐部、私人俱乐部、舞厅和社交舞蹈指导服务这些设施数量的简单加总。表6-4显示了拥有蓝血舒适物最多的25个美国邮政编码、它们对各主要党派的捐献总额，以及2000年周边郡县的共和党投票份额。

许多名列前茅的蓝血邮政编码位于南部，尤其是佛罗里达州，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海德岛、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亚拉巴马州的奥兰治海滩和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这些邮政编码通过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地区（费城和纽约）以及夏威夷度假胜地相连接。这些名列前茅的蓝血邮政编码为共和党人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约为77%），尽管共和党只赢得了这些郡县49%的选票。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高尔夫球场（Beach，Californi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有37%的郡县（前嬉皮士等的故乡）投票支持布什，但在2000年，圆石滩在其总额为63600美元的总统捐献中，91%提供给了共和党。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在名列前茅的蓝血邮政编码中再次凸显出来，它对民主党的捐献多于对共和党的捐献，诸如此类的地方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曼哈顿10001和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华盛顿、芝加哥和旧金山地区的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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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尔夫杂志报道，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圆石滩的赛普拉斯高尔夫俱乐部是全球排名第二的高尔夫球场。长期会员鲍勃·霍普（Bob Hope）曾经开玩笑说：“一年来，他们在赛普拉斯有很庞大的会员群体。他们开除了40名成员。”（Golf.com，2015）

——笔者



表6-4 美国排名前25的“蓝血”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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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美国排名前25的“蓝血”邮政编码-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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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蓝血舒适物和政党捐献在地理区域上的分布

注：在该图中，该线表示来自单个多层模型的结果，其中变量测量的是基于不同面积单位而建造的蓝血舒适物。该模型利用的核心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变量，其中包括共和党在2000年的投票份额。为了比较结果，所有变量（包括输出的结果）都已经被标准化。Y轴显示的是回归系数，用以表示蓝血舒适物与邮政编码、郡县和州的党派总统捐献之间的关系。党派捐献是以2000年选举周期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捐献比例来衡量的。总统捐献的数据来自响应政治中心（opensecrets.org）。

为了控制引起政治捐献的多种原因，我们使用了图6-12中的模型。为此，我们在三个层面上添加了蓝血指数：该邮政编码拥有蓝血舒适物的总数，郡县内每个邮政编码拥有的平均数量以及每个州的平均数量。然后，我们使用了一个记录邮政编码和党派捐献如何以郡县和州的形式集聚的三级模型。

图6-12聚焦于邮政编码、郡县和州的蓝血舒适物与党派捐献之间的比例，同时控制模型中的其他变量。模式是清晰的：线的起点在左边很高的位置，但随其向右移动而下降。关于邮政编码的总统捐献信息，郡县蓝血舒适物提供的较少，各州几乎没有。[40]显然，分析州和郡县两个层级遗漏了跨越两个层级的重要邮政编码属性，这往往相当重要。对于加入场景和舒适物的小型本土区域数据，用以说明政治活动的文化根源的潜力，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于是，我们探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捐献，如全国步枪协会、人权组织、环保团体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如何参与到场景的政治动力学中。


结论

这一章显示了地区的文化和政治特征之间的明确联系，并且这些关系的力量在1996～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增加了两倍（参见图6-7）。对于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来说，这些结果显示了把信息瞄准红色（共和党）和蓝色（民主党）州以及贫富的选民之外的范围的重要性。即使各郡县的财富状况和许多其他标准的政治关联相同，政治信息在场景不同的郡县也可能有相当不同的诠释。[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p>
对于政治分析家来说，这些结果表明需要详细阐述区域和州一级以下的政治文化特性，包括郡县和邮政编码的变化。他们还表明除了教堂礼拜或类似于星巴克和沃尔玛这样的单一舒适物之外，采用更广泛的一组文化指标的价值，包括数以百计的使我们能够衡量微妙但重要的文化差异，并能以超越过去的政治文化工作的精确度和敏感度衡量其政治影响的舒适物。

许多熟悉的洞察政治倾向的方法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仍然保持其重要性。共和党在富裕阶层中表现良好。民主党则在种族不同的大城市表现优异。福音派近几十年来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具有重要而复杂的影响，而大学毕业生的集中程度越来越与民主党的投票相一致。

然而，美国的政治格局比这些经典变量还要多。无论当地人口、租金、种族和宗教构成，以及我们模型中的其他标准政治变量如何，共和党人在场景并不那么越轨的，且传统的、本地的、友好的地区表现都不错。新社会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然而在四十年后，他们的支持基础仍然明显狭窄。他们集中在密集的、都市化的、受过教育的、艺术的、多样的、自我表达的、步行便利的场景中，当步行便利和自我表达并存时更是如此。然而，一些新社会运动的价值更为广泛地传播。我们用像布波族指数中的租金×越轨这样的场景来捕捉它们。与其他富裕的郡县相比，布波族特征较为明显的郡县投票给共和党的可能性较少，布尔乔亚（资产阶级）预算被波西米亚人的情感所改变。蓝血舒适物丰富的郡县往往投票共和党，但共和党与蓝血的联系在更具有自我表达的场景中被削弱。我们对州、郡县以及邮政编码三个层级的蓝血对政治捐献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证明了邮政编码的影响超过了利用州、郡县平均值所测量出的相同蓝血项目影响。对于政治分析而言，越细微的环节，影响反而越大。

最后，我们对加拿大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做出的分析，是对我们所了解的个体政治态度中关于地方文化语境的质量维度的唯一直接实证性测验。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是重要的，即使文化情境的影响与个体特征的影响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情境分析家（如地理学家）主要基于地点数据的推论遵循：将与个体特征和情境相关的数据囊括进来；将自主性和整合性、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相互依存的过程进行概念化和分析。



[1] 与克里斯托弗·格拉齐尔合著。

[2] 请参阅席尔瓦（Silva，2009）和克拉克（2014）的相关著述了解这些跨国趋势，以及关于全球主要国家的更多具体信息。

[3] 佛罗里达（2008）总结并推广了许多证实这一趋势的研究成果，其著作《创意阶级的崛起》的流行以及其他有关这一变化的叙述，是它的一部分论证。

[4] 例如，虽然理查德·佛罗里达和艾伦斯·科特（Alan Scott）的观点差异很大，但都将地区和城市增长与文化生产的增长联系起来，而将政治抛诸脑后。同样，爱德华·格莱泽和理查德·劳埃德是不同类型的作者，但他们都将城市化的兴起与文化产业，消费城市和后工业劳动力条件联系起来。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治影响和领导人。克拉克（2004）将城市设施的变化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但很少关注建筑物设施的政治性和政治政策。

[5] 与此同时，城市政治分析的传统概念变得不太适用，比如“政权”或“增长机器”。即使克拉伦斯·斯通（Clarence Stone，2013）也承认：“城市政权分析是否到了和荣誉一起埋葬的时刻。”……洛根（Logan）和摩洛奇（Molotch，1987）的增长机器，彼得森的发展政治学（1981），以及我在亚特兰大的双种族联合（1989）的研究……这些各种各样的分析……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城市政治。正如西尔和克拉克（2013）更详细地阐述的，植根于场景动态的新概念变得更加突出。

[6] 斯汀康比（1968，119）指出，劳工罢工不是新组织对现有形式的权力的篡夺，而是与劳动力市场的崛起和正式的自由就业相关的一种行使权力的新方式。热议静默是一种类似的新形式权力，与文化的兴起相联系。第7章（以及西尔和克拉克，2013）中关于艺术活动试图对多伦多公寓发展产生影响的案例研究说明了威胁热议静默有时可以产生明显效果。

[7] 帕森斯和达尔（Dahl）对克拉克、科尔曼（J.S. Coleman）和斯汀康比编撰的显示资源随价格变化的交换矩阵进行了讨论。本章通过编撰文化和审美标准可以改变其他不同资源的价值/价格，进一步扩展了这种逻辑。详见克拉克（1973，第4章）；西尔和克拉克（2013）。

[8] 本书第7章讨论了多伦多经历的一些更广泛的变化，呈现一些本地的问题。其中包括政治融合、大规模迁徙、后工业创意经济和“文化复兴”，以及另一个案例中场景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变得高度政治化，与伍兹伍德车库案例相比，出现了不同的动态。歌达（Grodach）和西尔（2012）记录了近20个关于城市文化政策的类似争议政治的案例研究。

[9] 我们对该地区的分析表明，2001～2006年，报告“多族裔起源”（加拿大统计局）的邮政编码区域，居民比例从34%上升到43%，而2006年全市平均水平为30%。在车库附近的人口普查中，“多族裔”的百分比最高。约9%的沃德街区人口从事艺术、文化和娱乐工作，16%从事社会科学、政府和教育工作，这两个数据都远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大约35%的居民拥有人文或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学位，相比之下，大约12%的学生拥有工程学或技术相关专业学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工作人员比多伦多街区的少，在家工作或步行上班的更多。

[10] 在伯兰（Berland）、汉克（Hanke，2002）和洛林克（Lorinc，2002）的研究中，极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发生的细节。

[11] 见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和塔罗（Tarrow，1988）。

[12] 政治行为模式从生产和等级转向消费的这种变化是《个人影响力》（Personal Influence）〔卡茨（Katz）和拉扎斯菲尔德，1955〕的主题之一。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我们关注当地意见领袖和非正式对话的政治观点，它也可能逆转标准的因果方向，因为消费和品位模式可能会影响政治决策。里波维斯基（Lipovetsky，1994）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扩展，表明时尚的多元化为公民提供了运作民主政体所必需的多元化。

[13] 见拉米雷斯（Ramirez），纳瓦罗和克拉克（2008）。

[14] 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cDonald，2006）探索了这种敏感性。

[15] 见克拉克和霍夫曼-马蒂诺特（1998）。

[16] 虽然这些积极分子的新社会运动组织与越轨的邮政编码级别的场景没有显著关联，但我们发现，跨越其邮政编码平均具有更多越轨场景的郡县会倾向于更具政治自由性（通常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越轨”的政治含义是多变和复杂的。

[17] 我们从步行和魅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现了对新社会运动的相似的强烈影响，甚至考虑了步行和自我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梳理步行，还有诸如城市形态、艺术、场景等其他方面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我们正在积极研究的一个领域，其中一些出现在努森（Knudsen）和克拉克（2013），努森、克拉克和西尔（2016）的研究中。

[18] 对一般公民行为的普遍关注导致了政治理论化，这将日常决策与政治过程联系起来。迁徙就是一个例子。蒂布特（Tiebout）假说（由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查尔斯·蒂布特提出）认为，人们用脚投票，选择哪个地方居住也会将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加以综合考虑。因此，从一个城镇转移到另一个城镇成为揭示人们希望生活在哪个社区的政治声明。因此，分析人员必须了解什么样的政治团体和机构吸引什么样的人，反之亦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同样将住宅选择定义为退出（Exit）、声音（Voice）或忠诚（Loyalty）之间的政治决定：你可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你的社区保持真诚（忠诚），煽动着去改变事物（声音）或离开城镇（退出）。然而，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分析框架强调这些都是公民的选择，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以保持居民的忠诚度，以此来保证他们手中的选票。通过这种方式，居住地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取向。

[19] 最近的政治研究更新了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李普塞特、罗坎（Rokkan）情境论思路，最近的政治研究包括格尔曼（Gelman，2008），他说明了个人的投票行为如何随其国家收入而变化，巴特尔斯（Bartels，2008）同样表明在红州和蓝州富裕人士在政治上有何差异。政治地理学的情境分析也有很强的传统，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罗恩·约翰斯顿（Ron Johnston）是一个主要的例子（约翰斯顿，1983、1987）。在美国，詹姆斯·吉姆佩尔（James Gimpel）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已经详细说明了当地情况如何将政治结果从投票率转变为金融贡献投票（如吉姆佩尔、戴克、肖，2004；吉姆佩尔、考夫曼、皮尔森·梅克维兹，2007；吉姆佩尔、李、卡明斯基，2006；吉姆佩尔和舒克内希特，2004）。

[20] 图6-6显示了我们的黄页维度的结果，但是从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构建的场景显示了非常相似的模式。这些变化与教育、宗教信仰和投票趋势有关。

[21] 同一项调查发现，73%的一贯自由派和23%的一贯保守派认为，靠近艺术博物馆和剧院对决定住在哪里十分重要。见皮尤研究中心《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第三部分，政治极化与个人生活》，2014年6月12日，2015年6月5日，http：//www.people-press.org/2014/06/12/section-3-political-polarization-and-personal-life/.

[22] 这种联盟出现的原因并不太清楚。比尔·毕肖普（2008）《大归类》一书指出了迁移和住宅分类：当受家庭义务的限制较少，受教育程度高和流动性较高时，个人就越多地转向文化适宜的城市。相反，莫里斯·菲奥莉娜（Morris Fiorina）认为，不是迁移而是“转化”才是关键驱动因素。人们越来越希望他们的党派忠于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于是，用“转换”去表达自己坚持的党派立场，会在文化观和政治效忠之间产生更强的一致性。

[23] 这些宗教数据来自美国宗教普查中的对宗教集会和会众的研究。“信徒”是部长估计出来的平均每周都参加服务的人数，“是与会众有关系的人数最完全的计数，也是所有参与群体中人数中最有可比较性的计数。信徒可能包括所有与会众有联系的人（儿童、会员和非会员的参与者）”（美国宗教机构统计学家协会，2010）。这里的福音派新教徒包括146个教派，它们“强调与基督的个人关系，来自《圣经》的启示，以及与非信徒分享信仰的重要性，福音派新教主义通常被视为比主流新教更具有神学性和社会保守性”。（宗教数据档案，2010）对于2008年和2012年分析中使用的所有变量，我们尽可能使用2010年的数据。

[24] 当然其他衡量工会实力（Union Strength）的方式是可能的，但全国知名的工会城镇如密尔沃基和凯霍加县在这一衡量方式上排名第一。工会与民主党投票和投票率的强烈联系进一步增加了其表面效度。

[25] 投票率（Turnout）被定义为每个选举年的人均总票数。

[26] 伯林特（Brint）和施洛德尔（Schroedel，2009）更详细地研究了这些主题。

[27] 天主教地区的相应右移也说明了普特南和坎贝尔的观点之一，即在现阶段，政教分歧在消退，一种更为普遍的“宗教对抗非宗教”（Religious Versus Nonreligious）政治可能正在出现。然而，我们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个观点的一些重要的限定性条件。当我们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法，发现南方天主教的右移最强，而西方则几乎没有右移，天主教地区确实更倾向民主主义。国家平均值会忽略这些地理差异，建议要注意独特的本土程序如何带动这些趋势。

[28] 参见约翰斯顿和鲍曼（Baumann，2007）。

[29] 如果我们分析DDB调查中的个人行为和态度，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显著模式。高收入人士倾向于认定为共和党人。然而那些在调查中更多给出“平等主义”和“自我表达”的富有人士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民主党人。收入不能决定政治命运（“平等主义”回应的例子如下：支持工作场所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支持工会、回收利用或社区项目，并希望从其他文化中学习。“自我表达”回应的例子包括参加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会和参观博物馆、看起来与众不同、不想陷入惯例、欣赏文化变革，等等）。

[30] 本部分借鉴了与戴安娜·米勒（Diana Miller）的合作，戴安娜·米勒曾带头研究加拿大场景和政治。

[31] 本部分借鉴了与戴安娜·米勒（Diana Miller）的合作，戴安娜·米勒曾带头研究加拿大场景和政治。

[32] 这一部分中的场景分析建立在过去那些关于情境效应和本土研究的工作之上，如以利亚撒（Elazar）、李普塞特（1990）、斯图尔特（1994）、怀斯曼（2007）等。例如，约翰斯顿（1983）发现，本地环境中党派观点的力量塑造了个人的政治敏锐性，可以削弱或夸大国家政治趋势。科克伦和佩雷拉（2012）同样发现，个人的政治偏好不仅受其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当地选民的经济状况影响。个人的空间环境也影响他们的社交网络，从而形成他们所接受的各种政治信息。［参见布拉姆利特（Bramlett）、吉姆佩尔和李，2011；哈克菲尔德（Huckfeldt）和斯普瑞格（Sprague），1987；楚克曼（Zuckerman），2005］。

[33] 桑普森（2012）回顾了这些层次的解释和其他方面，包括个体对集体（即个体行为如何产生聚集模式）、个体对个体（即个体行为如何影响其他个体行为）以及“鸟眼”（Bird’s-Eye）过程将街区彼此联系起来，并与周围更广泛的世界联系起来。

[34] 我们探索了美国的DDB，发现个人的结果与我们在本章中报告的集聚模式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例如，居住在更睦邻和传统场景的个人对社会自由主义观念的支持较少（考虑到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教育和收入），而生活在布波族场景中的人（如上文所定义）的支持较多。虽然有趣，但这些初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来源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只在这里指出它们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重要方向。

[35] IPSOS是一家私人民意测评公司，该民意测评是基于互联网的双向选择调查。调查从307个选区的20万名人员中选出了39236名人员。我们的分析中排除了一个选区马佩奎湾（Malpeque），因为数据限制导致我们无法获得这个选区设施的精确计数。

[36] 这些数据几乎没有经过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的检验。詹姆斯·吉姆佩尔一直是领导者。通过合作者弗朗西斯·李和约书亚·卡明斯基，他发现周围环境对捐献有很大影响。当邮政编码靠近其他捐献高的邮政编码时，他们捐献的更多；他们发现，这种环境效应并非简单的是对高收入的反映。在另一项关于（布拉姆利特、吉姆佩尔、李，2011）该国捐献最高的邮政编码（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中的个人态度的研究发现，巨额捐献者地区的社会自由度更高。

[37] 尤其参见贝塞尔（Beisel，1997）；坎（Khan，2010）；肯德尔（Kendall，2008）和梅奥（Mayo，1998）。

[38] 参见卡拉贝尔（Karabel，2005）。

[39] 这只是我们探索的各种组合的一个例子，通常会在经典投票模型中添加一两个场景度量。具体来说，我们的“罗西尼巡演”因素得分（第5章讨论）与蓝血舒适物的相互关系和共和党投票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说明了这一过程。楠塔基特岛在蓝血舒适物指数上排名全国第394名，但在罗西尼巡演因素与蓝血相互关系中升至第50位。楠塔基特岛在1960～1984年的所有总统选举中都投了共和党候选人，但此后一直以绝对优势投票选举民主党。收入在政治和经济研究中有两种使用方式。首先是根据收入对个人进行兴趣或品位的归纳：“像X这样富有的人。”其次是将收入作为资源，强调它是有限的，但可以交换。然而它并没有表明偏好，或者它这方面的效果很差。我们更喜欢第二种用法，这更加明确地显示出从其他来源增加偏好的必要性。这是场景带来价值的核心问题：本章中的例子通常来自相关的生活方式指标，从布波族的越轨到蓝血俱乐部会员。

[40] 我们进行了许多分析，以评估蓝血舒适物和党派捐献之间联系的稳健性。例如，为了检验规模效应，我们分析了蓝血在所有舒适物中占据的份额，而不是计算蓝血舒适物的总量。其他分析中为了总舒适物、邮政编码总人口、人口密度，以及各种财富衡量标准，如人均收入、租金中位数和家庭收入中位数而控制总蓝血舒适物。我们发现蓝血舒适物和党派贡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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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Scene：How to Integrate the Scenescape Into Public Policy Thinking

这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描述性和分析性的：场景是什么，如何测量场景，不同类型的场景有哪些，它们有哪些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包含着政策启示，但那些主要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可能还想了解更多：我能够用场景理念为我的社区做什么？本章提供了一些一般性的建议，使人们能够将场景理念融入公共政策思考中。

我们对这些政策议题的探讨不是无根据的泛泛而谈。我们积极参与了政策进程，特别是在芝加哥和多伦多。这些实践经验在本章的大部分讨论中有所体现。

然而，本章的重点并不在于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更多的是总结如何在政策制定中运用场景理念、概念和数据，从而使其他人能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而言，场景对于城市政策的一般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要做的，远不止于此。实际上，许多市长和市政官员都认识到场景的重要性，或者更广义地说，认识到城市和社区的特质以及人们对城市和社区的感受对于他们社区的发展来说是多么重要。在对这些重要性的认识方面，许多市长和官员们的认识要超前于学者们几十年。他们知道，关于分区、住房、商业执照、噪音或补助等政策的决策对于保存、增强或者改变社区特征是多么重要。

这本书中提出的方法有助于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深对场景政策含义的理解：第一，在政策制定者当前面临一些主要挑战的背景下，将场景作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阐释场景的一般重要性；第二，展示如何测量和量化地方“特质”，并最终将其转化为特定的政策目标。因此，场景与难以明确界定的“生活质量”区分开来，与教育、收入、密度和人口变化等这些公共政策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一起，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

这是对城市政策的一种有益的创新。规划部门和政策顾问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像对待就业和收入一样，将场景分析纳入他们的成本效益分析或其他分析。如果你正在制定政策，就需要这样做。我们的大部分数据可以按照邮政编码分区获取，如果其他人希望使用这些数据，甚至进行数据加工处理，都能找到这些数据并可以公开下载。

我们首先详述过去几十年改变了城市政策基础的关键变化：在总体上，提出了文化议题；在特殊的政策方面，突出强调了场景。前面的章节中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在本章中，我们强调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探讨。至关重要的是，即使不同城市和社区在类似的一般背景下运作，它们也必须根据当地的特定历史和需要做出决策。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在旧金山有效的方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可能行不通。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或社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将本地与其他地方在多方面进行比较，并且评估采取一种行动方式对另一种行为的影响，同时对本地区进行更集中的研究。

基于这些总体思路，本文提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包括如何在国家和地方制定城市政策的过程中，体现场景式思维。接下来是一些说明不同政策导致不同结果的实例，强调自我表现的场景、人口密度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联系。本章总结了多伦多的经验，在多伦多，某些与场景有关的概念已被纳入官方文化、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等政策制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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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在过去三十年到四十年里，城市政策的许多基本挑战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个性化、中产阶级化、后工业化——这一个个概念都在探讨城市发展的主要进程。此处的新意在于扩展探讨的范围，并探求它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在我们看来，这些重大变化最普遍的结果是，城市政策制定中要认真考虑场景因素，即考虑如何识别和扩展场景，如何使场景更加丰富，如何关注和保护场景，以增强公民身份认同；如何促进人才发展，留住和吸引人才；如何吸引游客；如何建立强有力的社区等。以上每方面都有几个关键要点，我们要明确每个方面如何与场景分析相联系。

全球化 虽然对全球化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其经济层面上，如外包、金融或自由贸易，但全球化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同样重要。政策决策越来越少地是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越来越多地是要与世界各地的做法进行广泛比较。

芝加哥为全球化的社会心理效应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传统的芝加哥政治机器是通过一群分区首领来运作的，他们从各自老板那里接到命令，一级一级直到最大的老板即大市长。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报道却介入芝加哥市政厅和议会会议厅内部。例如，到芝加哥的游客会评论说，他们知道华盛顿市市长的继任者当选那天晚上的所有情况，因为他们在挪威的电视上看到了。

由于非芝加哥人是社会学家所谓的“参照群体”的一部分，而现在这个“参照群体”已扩展到全球，因此这种全球化的观众反过来又增加了市长和议会对其自身全球形象的意识。也就是说，领导人不会只问：“芝加哥人如何看待这次投票？芝加哥人对我有什么看法？”而且会问：“芝加哥以外的人会怎么想？”该城市及其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成为市长和市民直接关注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广告、公开的会计准则和高效的服务提供（而非支付）越来越有力地推动了芝加哥政治和政策的发展。姊妹城市计划得以扩展。市长戴利二世的妻子玛吉·戴利（Maggie Daley）将从巴黎带回一些关于城市设计的想法（比如在地铁站设置铁制标志，在主要的林荫大道上修建花园），市长会让工作人员思考如何在芝加哥推行这些设想。也就是说，人们在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实践和设想切实影响了戴利广场（Daley Plaza）的建造，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当然，在这方面，芝加哥并非个例。许多政策制定者现在都敏锐地注意到所在社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这样的比较思维有时会激发人们奋进，努力建造“任何有竞争力的”城市都会具有的舒适物设施，如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最好是由著名的建筑师设计）、一个水族馆、一个新的交响乐厅，等等，以达到城市发展的全球标准。还有一些人会增强（或者有时会去追求）他们独特的地方特色，从而使本地与其他地方形成对比。密歇根州的弗林特赢得了一次徒步旅行的奖励，甚至当地居民也表示，这种徒步旅行让他们更加了解了家乡。市长戴利二世宣布，芝加哥河的两岸应该比塞纳河河岸更富有文化气息；他还聘请了中国人在芝加哥的公立学校教授汉语。印第安纳波利斯修建了连接历史街区的文化走廊，同时也使其市中心成为运动体育旅游中心和会议中心。纽约将时代广场建成步行区。

专栏里有一些其他的例子。一般来说，全球化使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系列关于公民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向世界展示什么样的形象，以及什么样的观众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我们这里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方面，市民、潜在的新居民和企业，以及可能到来的游客如何发现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现在正以一种难以避免的方式摆到桌面上。本书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以更深入、更精确地考察这些问题。市长或规划师可以据此评估和衡量他们所在城市或社区的独特之处，或与其他地区的相同之处，并根据这些信息来决定要关注哪些设施和场景。

增加选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我们在第1章中所称的“偶然性”有深刻领会。所谓偶然性，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开放的，其间经历了诸多改变。是的，我们都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的一个特定的城镇，来自一个特定的大家庭，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父母有特定职业和教育背景。但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要往哪里去？留下还是离开？公民就像政策制定者一样，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许多城市都直接把注意力集中于年轻而有才华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上，他们似乎是这种偶然性最明显的群体，是“创意阶层”的中坚力量。他们经常换工作，而且比大多数人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即便如此，他们换城市的次数比换工作的次数也要少。因此，大学生或研究生毕业后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哪里定居。政策可以向他们伸出援手，一旦居住在一个国家或城市，他们可能更愿意在当地换工作，而不是搬到其他地方。基于此，可以制定实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如帮助其创办新的小公司等。

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婴儿潮之后出生率大幅下降，而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因此城市和公司现在正面临着吸引人才（国内和国外）的激烈竞争。为了留住已有人才，并从其他地方引进更多人才，它们必须让当地的生活更愉快、更充实、更有活力，以此证明在此定居是值得的。年轻和单身创意阶层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创新性的，也是最有可能根据设施和场景选择定居地的群体，因此，在全球广为推行的政策旨在建立和促进能吸引这些年轻和单身创意阶层的设施和场景。但是，这些年轻和有才华的人并不是唯一的居民，当选的官员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反应过于明显，都会疏远那些感觉被忽视的选民。

一个城市的场景，无论是城市总体上的场景，还是在特定社区内的场景，以及与工作机会密切相关的场景，都是吸引年轻人才的关键因素，第5章详细说明了这一点。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找到一份好工作”是目标，那么社区场景就是界定什么是“好工作”的关键要素。在一个至关重要、引人入胜的场景中的一份工作往往比其他地方的“同一份工作”要好得多。

一般来说，选择机会和比较采购地点越多，则场景的直接市场价值就越高。然而，如果认为以上结论只适用于那些年轻富裕和具有创造力的大学毕业生，那就错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中所展示的，退休人员也在寻找更容易获得自然设施、更具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居住。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对场景最敏感；在强调个人自我表达和本土真实性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诺玛，或者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人数在上升。退休人员和婴儿潮一代带来了可支配收入，增强了社区的稳定性，提供了高水平的公民活动和志愿服务。这部分群体的规模、数量和总购买力十分可观，而这些往往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视。


专栏7.1 在路易斯维尔拍摄当地场景

在当地的美食现场：

我们与这里的饮食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得到了农村和大都市的高度认可，看到这点是很有趣的。我们和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一样，但又有特别之处。当你走进餐馆的时候，你可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食物的来源。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要对当地食物进行需求分析的城市，即人们想在这里消费多少当地食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合作伙伴——农民们，是为了让他们理解，他们在肯塔基州最大的城市里有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市场。

我们做调查时发现，无论受调查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怎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支持当地食物。他们说：（1）当地食物更健康；（2）我们想帮助当地的企业。所以，认为本地食物、农贸市场等等这些只是雅皮士的一种偏好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欣赏美味的本地食物。

为什么2014年的大学毕业生会选择路易斯维尔而不是其他城市，比如辛辛那提或纳什维尔？

说起来，你要看看这个城市的文化。你能适应这个城市吗？你能有所创造吗？你知道，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每个学生。那么，有联系吗？你喜欢我们的艺术场景吗？你喜欢我们这里的美食场景吗？比如，你喜欢我们利用“创客空间”进行的创新吗？我认为，在利用“创客空间”进行创新这方面，我们是全国最好的。

看看对一个城市来说重要的经济发展集群。在我们这儿，你是想获得终身健康和养老护理，还是想要食品和饮料；是对物流和电子商务有兴趣，还是中意于商业服务、先进制造业？哪方面适合你？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住在这里，你就会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愉快，问题是，你是否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被雇用？

任何一个说他们为每个人提供一切的城市都是虚伪的。城市就像一个公司。当你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找一个价值观和发展机会与你自己兴趣相契合的地方。确保它有美丽的自然环境，有许多友善的居民，就像我们这里一样，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安居之所——如果你找到路易斯维尔，那就太棒了。

——采访路易斯维尔市市长格雷格·费舍尔（Greg Fischer，2014）。



同样的，正如第5章所示，非洲裔美国人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多，他们的夜生活和娱乐选择多种多样，还出现了许多规模更小的教堂，既包括传统的浸信会的，也有新教派的。这些场景表现了深刻而鲜明的《圣经》主题，如平等主义和领袖魅力，但也表达了由观看和被观看所激起的兴奋。芝加哥的布朗兹维尔是这一模式的例证，但在亚特兰大和孟菲斯的社区，以及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方面的领先者。像布朗兹维尔复兴社这样的社区团体，试图以艺术、文化和运动来激发当地场景的活力，不仅是为了吸引外来人口定居，而且也是为了增强当地居民的社区参与感与社区自豪感。艺术家西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创新干预，开发出了培养社区景观潜力的新方法。

与此同时，不仅是像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国际都市，在为争夺投资银行家和明星音乐家而展开竞争，而且一些小城镇，为了吸引和留住当地居民，也越来越积极地思考如何创造引人入胜的场景，以使当地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美化社区花园，邀请艺术家在图书馆和市政厅等公共建筑中展示他们的作品和表演，鼓励人们在社区散步或骑自行车——这些方式花费不多，却能建立公民自豪感和提高公民参与度。这样的场景给了人们选择在这个地方定居的理由。

本书第4章表明，在特定的环境中，地方的真实性与城市发展有关。在此重复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市长布雷纳德的评论：“我们没有太平洋，我们没有落基山脉。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改善我们的文化设施，美化我们的建筑环境，使我们这里成为人们乐意选择的安居之所、抚养家人和颐养天年的理想之地（布雷纳德，2009）。地区大小和天赋条件不能决定一切。正如第4章所示，布雷纳德市长并非孤身一人：在一些自然设施条件一般乃至较差的地方，打造具有地方特质的真实性场景对于取得一些关键性的发展成果，如增加人口结构中研究生的比例，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同样，如果人们多走路，当地的真实性也会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政策可以带来改变：没有山峦的社区可以致力于展示当地与众不同的特质。行走便捷的街道能鼓励更多的人停下来享受当地的食物。


专栏7.2 城市的名声来自金灿灿的水仙花

林登赫斯特想方设法打造其地方品牌，最终还真找到了闪闪发光的黄金，使其区别于伟大美国和大型购物中心。明年将是该镇成立50周年，当地的领导人将金色水仙花指定为林登赫斯特的市花，最近，又分发了50000个水仙球茎，以期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为这个北郊区的小城镇盖上一条金黄色的巨毯。

“我们设想，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万物复苏，整个小镇变得金灿灿的，”市长吉姆·贝图斯塔克说，“我们希望能在全州范围内推广我们的创意，也许我们可以成为伊利诺伊州的水仙之都。”这里有大约14000名居民，林登赫斯特这个名称就来自当地种植了许多林登树（椴树）。如果没有别的办法，种植这些水仙花可能最终会使林登赫斯特赫然标示在地图上，并使林登赫斯特与众不同。

林登赫斯特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小镇，与湖区其他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地方相比，它没有历史街区或城镇广场，领导人努力使它成为地区居民的安居之所。

“如果你的社区是新建的，你就必须创造一个形象。”贝图斯塔克说，“现在人们可能会说，春天我们去林登赫斯特吧，去那看水仙花。”

林登赫斯特大约有4000个家庭，当地的志愿者们给每个家庭分发了5个球茎。

官员们说，剩下的30000个球茎分发给了公园和消防区、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我们希望他们都参与这个社区项目，”贝图斯塔克说，“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在大街上，迪夫·加西亚说她对这个计划感到惊讶。最近，当孩子们从一辆微型面包车里出来给她送球茎时，她以为他们在卖饼干。

“我想，哦，这真奇怪，”37岁的加西亚说，“但是，如果看到所有的房子都有黄色的水仙花，那真是很漂亮——那样真是很棒。”

其他居民说，他们相信这些花创造出来的不仅仅是美丽的景色，这些花还使整个社区变得整洁，使林登赫斯特与众不同。

约翰·米勒（John Miller）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日庆祝活动，他们建造了钟塔之类的东西。”他在格兰大道上拥有一家理发店，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钟楼很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它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水仙花可以无处不在。过一段时间，人们会忘记钟塔，但每年春天，他们都会看到水仙花。”

——考特尼·弗林（Courtney Flynn，2005）

林登赫斯特的水仙花项目获得了伊利诺伊州城市创新奖（UII），该奖项由特里·克拉克与公民及专业团体共同创立。在颁奖典礼上，主要的创新者会向当地的专业同事介绍获奖项目，网站上会展示这些获奖项目，当地媒体也会对这些创新项目进行专门报道。

——笔者



这里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取向，不是坚持某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人需求，不断调整完善政策。要记住，当人们决定在哪里生活时，一定会关注当地设施的情况。居民中不仅有单身年轻人，也有成家的人；不仅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为数不多的追求时尚的研究生。因此，要意识到，居民所关注的不只是学校、公园、教堂，而且包括托儿所、农贸市场、空手道俱乐部、滑板公园等。专栏里有一些小型或中型城市实施创新计划的实例。有一种通行的观点，即除了像伦敦或纽约这样的超级国际大都市之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和偶然性对所有人都是灾难。这些例证驳斥了这种无稽之谈。


专栏7.3 艺术家如何创造场景

西斯特·盖茨是一个陶艺家，但他的艺术活动范围很广，涉及雕塑、音乐表演、装置艺术以及大规模城市干预等多个领域。在南多尔切斯特大街6900街区一家银行的拐角处，他买下并修复了半打闲置的道具，作为他的多切斯特项目的一部分。他从一个倒闭的城市书店里收集了14000册的艺术和建筑图书，又找到芝加哥大学丢弃的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6万个玻璃幻灯片。他利用前北区保龄球馆的木板，重新装修了这栋建筑，外面的木板有各种各样的颗粒和纹理，组成了一幅引人注目的挂毯。在隔壁的房子里，他存放着从一家名叫石蜡博士的唱片店里收集到的所有黑胶唱片，那是南区一家已经倒闭的唱片店。另一处房子改装为“黑色电影院”，这是盖茨梦想的专门放映和讨论电影、开设社区电影课程的场所。一些富有创意的年轻人以及该地区的一些长期居民住在多切斯特项目的其他房子里，盖茨也住在这个街区。

盖茨有时把他的工作描述为重塑“黑色空间”（Black Space）的可能性。在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之外，一幢破旧的两层公寓能否被改造成一个新的创意空间？能否在那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能否融入非裔美国人社区，而不是中产阶级享有的？当伊曼纽尔市长向我介绍盖茨时，将他称为“市民财富”，与芝加哥的天际线和市中心的博物馆不相上下。他说：“西斯特·盖茨是在南部创造一个文化区域，一个文化中心。”

——奥斯汀（《芝加哥的机遇——艺术家》，2013）

当我们发现盖茨的整体工作风格和我们的场景视角十分契合时，我们开始与他协商，以帮助他将创意推广到其他地方。YouTube上的几段视频通过雕塑、歌曲和演讲等多种形式，展示了他对多个主题的独特组合。他的作品鼓舞了其他的艺术家和城市规划者。

——笔者



文化的崛起 罗伯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成为畅销书，他认为像基瓦尼斯（Kiwanis）或童子军（Boy Scouts）这样的志愿组织的参加人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急剧下降。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更多的人会孤立地生活，而不是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

然而，即使一些组织的成员不断流失，其他一些组织则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我们发现，艺术和文化团体的成员人数正在显著增加。[1]最明显的是，年轻的低收入者增加了他们的艺术参与度。这种趋势在各国表现有所不同，美国、荷兰、加拿大和瑞典的增长幅度最大。此外，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记录的那样，在城市和城市群的各个区域，这种趋势也都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种趋势还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的。由于存在对小型艺术团体的低估，对许多流行的和新的艺术形式的忽略，例如通过数字媒体欣赏艺术，因此，实际上艺术参与的程度和增加幅度可能比大多数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得多。[2]

人们对艺术和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对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制定官方文化政策，并进行文化规划。城市文化事务部门逐渐发展起来，规模不断扩大，信心与日俱增，其有时与经济发展和规划部门合作开展活动。

在新教历史传统较强的城市中，这种转变最引人注目。在这些城市中，诸如工作、学校、教会等严肃问题，以及节俭和延迟享受等资产阶级美德，历来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波士顿是其中最典型的城市之一，像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和波特兰这样的城市也是如此。他们现在更倾向于鼓励艺术，而不是把艺术束之高阁，或视之为反主流文化。此外，艺术越来越被认为能吸引旅游、投资、新公司和居民，是城市发展潜在的关键要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和市民对艺术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问题也得到了新的关注。虽然艺术资助仍然是中心问题，但增强本地场景活力的一系列政策也成为关注的重点：清理不洁的滨水区、种植花卉、绘制壁画、庆祝节日、减缓交通、鼓励步行、在公共场所举办表演和展览、放松或至少简化对这些活动的审批流程（如提供美味食物的移动餐车）。许多地方采取这些政策，以促进社区打造引人入胜的场景，让居民和游客得以尽情享受。

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员变得更加开放和敏感，草根艺术文化团体和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团体由于可做出独具特色的文化贡献，因此可以变得不那么边缘化，也不会处于和主流文化对立的境地。在政策讨论中，这样的团体可以占据重要位置。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并清晰地表达诉求，政治领导人就更有可能愿意倾听他们的提议。

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激励和连接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源，以何导向激励和连接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源？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一个城市是否应该这样做，却远没有10年前或20年前那样富有争议性。市长及其城市在艺术文化方面的建设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记者的报告更快、更早。对于北美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变化，尽管不是那么国际化。[3]

多样化的城市发展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美国大城市经历了白人迁移的过程：欧洲血统的高收入人群离开收入高低不一、血统混杂的市中心社区，前往同质性强的郊区和远郊。大城市变成了冷漠、衰落和危险的象征，郊区成为有益身心健康和家庭安乐的富人区。这些影像在电影、小说和电视节目中一直受到严格的文化审查。然而，现在迁移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富裕、受过教育的白人移居到中心城市。如果把这一转变称为郊区化的逆转，或者城市主义对郊区主义的普遍胜利，那就太过分了：像凤凰城、亚特兰大和休斯敦那样的庞大的阳光地带城市仍然是全国人口增长的领头羊。正如大卫·布鲁克斯所称的，郊区仍然是富有活力的。但是，“回到城市”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在许多对人们不设限制的市中心社区，需求正在不断增加，新的发展与新的设施不断涌现，租金随之不断上涨，种族、教育、年龄和职业的多样性日益显现。

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经常用来描述迁移模式中的这些变化。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它确实将政策注意力集中于几十年来一直避免城市生活的大量人群。它有助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许多社区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最好的回应应该是什么。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中所讨论的，作为一个分析术语的中产阶级化也有其局限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词将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现象看作一个狭义的经济过程，即（活跃的）富人寻找便宜的租金，并把（被动的）穷人赶出去。毫无疑问，这种现象会发生，但也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中产阶级化并不总是白人，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华盛顿等地，也有一些著名的黑人中产阶级化的案例，这些案例改变了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使其不只是表现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中产阶级也不总是富裕的，许多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孩子；许多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也有许多人不是，比如芝加哥布里奇波特的蓝领布波族（见第5章），或纽约法拉盛的亚洲移民。[4]

此外，根据第5章的规定，选择在哪里居住远远不只是考虑房租高低。是否靠近各种场景、与市中心的距离、社区设施、公共交通，还有很多很多因素都要加以考虑。在此，便宜的租金扮演着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选择住所的决定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虽然郊区的许多孩子都搬到城市，但许多郊区正呈现更加鲜明的都市风格，有更密集、更适合步行的地区，以及他们自己的“大城市”文化设施，比如演奏厅和博物馆。此外，郊区现在是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定居地，越来越多的非裔、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住在郊区（劳埃德，2012）。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正在进行中，原有的定义明确的、边界明显的群体一个个被取代了。

同样重要的是，现在的居民和那些被贴上“中产阶级”标签的人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有很多种积极干预的方式，没有僵化不变的模式。我们在第5章中回顾了几次，但这里重复强调。强大的社区组织可以让新来的人离开，他们也可以和新来的人一起工作，实现社会整合；许多老居民的孩子们本身就是新人的一部分。艺术团体可以（并且已经）游说市政厅制定政策，在迎接新的非艺术家的居民到来的同时，要注重保护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空间。新来者本身可以重视他们所移居社区的历史特征，包括其独特的人类生态，并组织“社会保护”活动。还有宗教方面的问题，比如亚特兰大的罗伯特·卢顿（Robert Lupton），他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其所在的城市部门团体“寻求正义的中产阶级化”（Hankins、Walter，2012）。没有一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没有预先注定的结局，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是否采取行动。[5]

这再次表明，如何应对不同模式的社区变化，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政策挑战，对此没有单一的答案。但面对这个挑战，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应对。也就是说，如果许多小城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造场景，以吸引新居民和留住现有居民，那么许多大城市的社区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们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场景，人们纷纷涌向他们，他们需要弄清楚如何应对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这是否意味着放松或收紧发展限制，资助宜居住房和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建造更多的停车位或步行区、公共交通、高楼大厦或中高层大厦，或修建其他设施，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效果更好。但必须做出一些决定。无论如何，这些决定都会对一个城市或社区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其所提供的场景类型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过去的许多政策讨论（如中产阶级化或郊区化）中所描述的参与者和关注点，忽略或淡化了在本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因素和进程。因此，更加关注这些新的进程和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节日、鲜花、散步、骑行、公共艺术，等等。这些政策可以建立和转变场景，在一个又一个的社区里，改变中产阶级化和郊区化的驱动力。要抓住这些多重动力，就意味着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税收减免这样的经济刺激。毫无疑问，商业领袖们自己经常关心税收优惠。但是他们的员工可能会被其他更广泛的娱乐设施和场景所吸引，他们自己作为居民时也是如此。例如，《财富》杂志或《经济学人》等面向商业界的杂志，如今在它们不同的城市排名中，通常都包含一些文化和宜居性的衡量标准。[6]那么，如何具体制定认同这些转变的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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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策的新方向

现在的政策是在一个转变的环境中进行的，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比较的、文化融入的视角考虑政策。城市的中心及其周边地区都有许多休闲活动。积极地认真思考一个城市或街区的场景特征，显然是必要的。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是好是坏，好与坏都是相对的。相反，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说明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在国家或州一级，以及在地方层面上，做出对他们最有利的明智决策。

从本书的主旨出发，可提出两项总体原则，供政策制定者参考。这两个原则就是：关注环境情境化（Contextualize），悉心培养（Cultivate）。与其采用任何通用型解决方案，还不如把城市政策看作培育城市或社区潜力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园丁的模式。无论是对于设置企业总部，还是新建博物馆等诸如此类的事务，都应如此看待。环顾四周，看看已经出现了哪些类型的场景，哪些活动已经激发了你的街道和社区的活力，再想想如何才能进一步发展强化这些场景活动。那些有参与兴趣的公民、企业、居民团体等多种群体，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需要做的就是对他们进行引导发动。

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需要借鉴其他地方的一些有益做法，以增强本地已具有的优势。但从场景的角度看，借鉴外地实践经验意味着，要思考那些做法如何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并取得良好效果，就像一个画家决定采用一种新技术还是增加一个新图形时，必须要将其与作品的其他元素相协调。这就涉及另一个原则：注意背景和环境。没有一个城市或一个社区是一座孤岛；在与其他地方的比较中，每个城市、每个社区的独特性会得以凸显，这会使其景观更加鲜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把每一个美国邮政编码区域的场景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我们不仅是对舒适物设施做比较，而且还比较一系列与政策相关的变量，从人口到分布密度到受教育程度等。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相当于是让地方官员在不离开家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旅行，从而了解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社区与其他城市和社区有何不同，并对其发展结果做出评估。

高层级的政策

对高层级的政府来说，要实现大多数地方政策目标，就意味着至少在财政方面，要向地方政府转移资金。地方政府更接近社会问题和居民需求。高层政府有更好的资金渠道，但许多国家都不愿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能说明和评估地方支出有效性的情况下，将这些资源转移给地方政府；而有时，国家、州和地方官员认为他们应该重新调整当地的优先事项。

因此，这里的挑战在于，给地方政府一些空间，让他们对当地的问题和议题做出反应，他们对当地的问题和议题是最敏感的；同时还要坚持更普遍的问责准则，以评估资金是否被明智地使用。对于调查了大量案例的专家们来说，一个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找出其他地方实行的“最佳实践”模式，就像对公立学校的学生进行测试那样的典型模式。然而，“最佳实践”模式往往不能成功地复制。为什么？因为不具备“最佳实践”模式所特有的背景环境和条件。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高度关注他们当地的情况与其他政策环境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并考虑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怎样才能做到这些？

建立成功的场景并将它们整合到现有的规划中 有很多小的例子。要寻找已经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特定的领域和项目，特别是像艺术和文化这样的新领域，也包括篮球、舞蹈、陶器等这样的体育和公园项目。例如，在芝加哥，有许多这样的项目与公立学校合作，开展无缝对接的课外活动，学生们每天放学后，继续在公园里活动几个小时。多伦多市政官员与社区合作伙伴合作，将独特的文化空间融入公益性住房中，如录音棚、音乐练习室和表演场所等。虽然削减经费往往具有挑战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会促使父母和社区居民花自己的钱。世界各地的日托计划越来越多，它们主要是为年轻人提供艺术和文化，使其在学校的“辛勤工作”之余得以放松。

这些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实现公民权利。这些组织力图让人们参与他们喜欢的活动，并焕发精神，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学习和社区事务中，从而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认识到这些团体蕴含的社会价值意味着明确承认教育的内涵不仅是记住诸如“客户维护、多重销售、客户推介”这样的营销管理策略，而是比这更为丰富。例如，艺术是教学创新和合作的典型领域，是在“游戏”中发展起来的，并开始将“游戏”与各个领域的最新创造和合作联系起来。约瑟夫·伊（2009）在《上帝与南区的空手道》中指出，对于许多年轻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或西班牙人，空手道俱乐部都能给予他们一种参与的精神，要求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示自我、取得成功，并在彼此之间建立紧密的、跨种族的、跨阶级的个人友谊，使参与者团结在一起，并阻止社会异常行为。学习如何支持这些充满自我激励的场景，是制定广泛的教育政策的中心，这些政策可以帮助年轻人增强创造性、提升个人表达的能力，从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营造创造性场所”倡议是符合这一方向的一个国家政策，这一倡议由NEA主席洛克·兰德斯曼（Rocco Landesman）发起，并由安·马库森和安·格德瓦·尼科迪默斯（Anne Gadwa Nicodemus）在一份白皮书中加以阐述。这一倡议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有很多。[7]这个倡议导致“美国艺术之地”（ArtPlace America）的产生，“美国艺术之地”在NEA和非联邦组织之间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非联邦组织包括美国市长会议和美国建筑基金会等。同时，“美国艺术之地”还与其他联邦机构（共8个）建立联系，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卫生和公共事务等部门。该组织吸引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大量资金。赠款被重新定位为支持不同地方的艺术倡议。在随后的几轮拨款中，资金投入给一些非艺术类合作伙伴，包括植物园、宗教和科学组织、农场、教育机构，甚至美国军队等。与此同时，其他非艺术机构开始将艺术纳入其优先考虑范围，例如，教育部门在其社区应用指南中加进了艺术语言的内容。

其他行政区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密歇根州举办了一个很酷的城市年会，并为特定的地方项目提供奖励。芝加哥市政府要求所有的城市部门都要将某种类型的艺术活动纳入其常规项目中。这甚至导致了一些（通常是很冷漠的）警察和社区青年一起进行表演，以促进当地剧院的发展。据报道，社区居民一致嘲笑警察的笨拙，从而增进了邻里团结。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禁止许多全国性的特许经营店，比如一些大型仓储式零售商店，有意抵制好莱坞式的经营，并对当地的艺术家、建筑师和企业家给予鼓励。并非所有的探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是探索的本质特性，关键是要学习和适应。

对中介机构开放 有许多新项目源于以下的好点子。但是，选择某一个政策或计划，将其在所有地方实行，这是错误的。一刀切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例如，在每个街角都有一个联邦政府授权的空手道俱乐部）。以往的国家政府计划由于追求一致性而声名狼藉。这种一致性导致许多国家即使在政府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将大部分福利活动转移到较低层级的政府。

地方政府最受好评的项目是那些附加条件最少的项目，这些项目包含着一般收入分享和一些更广泛的分类赠款。但是，还是应该有一些附加条件。对于大量活跃的小而脆弱的组织来说，适度的困难可能会使其积极面对挑战，从而激发组织潜能。这些组织正在改变并激活城市和社区。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这些小型组织，经常由一些有责任感的成员组织在一起，可以在场景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激发社区成员的自豪感，使其增强诸如自律、专注、创造力、团队合作和自我表达等特质，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回报。

这些组织常常资金不足。政府和基金会担心，小型组织（有些组织规模太小，甚至无法成为正式的非营利组织）无法妥善管理拨款或对拨款负责，从而使捐赠者卷进丑闻或面临调查。政府和基金会的这种担心是这些组织资金不足的部分原因。在过去，有足够多这样的案例，许多小型组织的潜在捐助者最后将资金投向更安全、更大型的组织。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是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好的例子是南岸银行和芝加哥社区信托基金，以及类似的小型地方基金会，它们从个人和基金会那里获得资金，并将它们投放到小型组织。“美国艺术之地”是一个全国性的例子，对像这样的中级组织进行奖励，以及设立社区艺术协调员等，都是可行的做法。这样的中级机构可以为较小的团体进行背书，由于这些小团体往往难以聘请合格的会计师和律师，以保持组织运行的程序合法性，因此，中级机构可以在严格的国家会计标准和个人组织的灵活性之间起到缓冲作用。


专栏7.4 探索健康老龄化，一个迟到的舞台表演

你会有什么样的晚年生活呢？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期待着退休后的生活，设想到世界各地旅行，尝试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这些活动不仅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如果没有钱，没有实现这些设想的现实可能，退休就只能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看电视。“我们看到那些没有钱的人们艰难度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莫林凯伦-泰勒（Maureen Kellen-Taylor）说。他是“参与”项目的首席运营官，“参与”是洛杉矶地区的一个项目，为大约5000人提供艺术和其他课程，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住在高级公寓社区的低收入者。“他们过去只需要度过一生，按部就班地做事，从来没有追寻梦想的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伯班克高级艺术家领地”不同凡响。它于2005年开业，是市场价格和低收入公寓的混合体。这座建筑看起来像一个高档酒店，但富有艺术气息，里面建有工作室、视频剪辑室、剧院和教室。

这里的居民们可能以前没有参加过艺术活动，或者没有艺术家的技能，但他们现在已经成为艺术家。莎莉·康纳斯参与的剧团正在与伦敦的一个剧团合作，通过网络电话（Skype）来创作和表演一部肥皂剧。居民们与附近一所高中的学生们合作进行即兴表演，用回收的材料制作泥塑电影和艺术品……

南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更多的项目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而在对照组中，更多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一个顶级贷款机构“世纪住房”（Century Housing）公司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在这个项目中，参与人中需要昂贵的干预措施（如护理措施）的人数，比同类人群少25%。每个居民每年的储蓄约为9000美元。

这一项目通过融资的方式获得部分资金，但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其运作的高级复合体住宅楼的付款。哈士奇（Huskey）说，这些住宅楼又主要是通过联邦政府对低收入者住房的税收减免来维持的。该项目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如果项目所推行的工程有当地的财政捐助，比如有来自洛杉矶社区重建机构或银行的资助，那么这些项目工程会更有可能获得税收抵免，按照法律规定，这些机构必须投资于其所在社区，包括低收入地区。

——蒂娜·罗森伯格（Tina Rosenberg，2012）



参与区域规划 即使是在强烈的要求之下，许多地方政策也不会得到实施。某些类型的投资或项目需要太多的资金或太长时间，难以说服纳税人。其他一些项目可能会使比本市范围更大的整个地区受益，而每个城市都担心其他地方的人搭便车，因此这类项目就没有在当地实施。

区域交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更大地区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受益于一个整体性的公共交通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有直接的兴趣或能力去推行这样的政策。区域旅游政策也类似，因为区域内的单个城市不是通过相互竞争，而是通过开发配套设施来获得更多收益，通过向潜在的游客散发该地区所有旅游设施的完整信息来获得更多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和州政府可以成为不同地方之间的关键调解人。

主要的发展倡议是相似的。这些倡议有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历经多届政府，而没有哪届政府宣称自己能“提供这些物品”。由于这个原因，多伦多的30年海滨再开发大项目由一个特别的机构——“多伦多海滨”（Waterfront Toronto）负责管理运营，该机构由市、省和联邦政府共同创建和资助，并具有相对自治权。这正是一个高层干预的实例，这种高层干预在支持影响整个地区的场景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区域规划机构并不是万能的，由于新的政策参与者可以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和新的冲突，因此，区域规划机构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


专栏7.5 底特律的公共艺术建造更安全、更坚固的社区

当被要求想象一幅户外艺术的图景时，大多数人会在一幢建筑的草坪上画出一个巨大的抽象雕塑。但在底特律，与城市建筑、地段、小巷、住宅和街道景观融为一体的艺术，是社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景观融合的艺术将人类的存在感、安全感和体育活动引入城市的空间。这种艺术引发了不止一种感觉：它是某种你能浸入、感知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你甚至可以吃。

在底特律，一个个独栋家庭延展开来，要将这个城市连接整合起来是很困难的，而这些艺术干预则是社区生活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纽带。他们创造了充满友善氛围的交通，同时也为邻居们提供了互动和合作的机会。这些艺术不是作为一个临时展览，不是呈现巡回展览或简易安装的风格，而是一种具有恒久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展示的是一个有未来的城市。

这是在汉姆川克（Hamtramck）北部的一个住宅区里展开的，由于这里有很多孟加拉人，因此有时被称为“孟加拉镇”。在这里，动力生产社区正在孕育中。

吉娜·雷谢尔（Gina Reichert）和米奇·柯普（Mitch Cope）是底特律的艺术家，他们2002年在这里的一个街角小店买了一套房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危机严重打击了社区，使社区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雷谢尔说，这个社区前途未卜。

这对夫妇开始在拍卖场购买空置的房屋，并将它们打造成为一个多面向的艺术社区。

这里的“戏剧之家”已经成为社区表演艺术中心。“声音之家”开始是一个录音项目，后来成为一个公共录音棚。壁球馆正被改造成一个集娱乐和园艺于一体的游乐场，专门为壁球、网球和其他运动提供场地。滑冰馆将与滑板公园合并，组建一个包括室内和室外的滑冰场。最初的发电厂通过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模拟展示了如何自力更生、如何解决问题。而黄房子则为到访的艺术家和居民提供可以停留与工作的地方。雷谢尔和柯普仍然住在原来的家里，而且现在他们有了小女儿。

艺术家们为创造性的目的而买房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底特律，它有公共实体艺术的长期传承：没有什么比抹去以前的东西更烦人的了。但是电力公司确实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与海德堡项目不同的是，这座著名的现成的艺术装置，自1986年就建于住宅区街道上，它并不是为了创造景观，相反，雷谢尔说：“它是要融入当地社区的文化结构中。”

这种艺术有一种天生的民主特性。“我们想展示艺术和文化能做什么。”雷谢尔说。它能做的一部分是让社区更安全。“我们所有的房产都是空的，没有人想要的房地产。”她说，通过改变建筑的物理空间——在建筑上绘画，修剪草坪——居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不是只注意到有人在那里。”这些物理空间也激发人们与邻居交谈，并为邻里之间的交谈提供了空间。

“艺术能做的就是开始对话。”雷谢尔说。

——安娜·克拉克（2014）



成为一个信息中心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可以帮助传播有关地点和场景的信息，以帮助个人和公司进行决策。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其他机构正在做这项工作，但他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提供有关美国各个城市和社区的舒适物设施和消费机会的信息，以及有关环境质量、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信息。这些资料目前是缺失的或不易获取的。但是，对于许多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些信息在其确定定居地和厂址的时候是很关键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些信息对于其客观评估当地信息也是至关重要的。联邦机构可以在促进旅游业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们可以向来自美国国内外的潜在游客以及新居民提供更多信息。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拥有更活跃的文化观测点，能收集更多的旅游数据。而在美国，联邦政府实际上没有系统报道地方旅游业的数据。本书阐述了可以扩展和提炼的数据类型和相关分析。

地方政策

国家、州和地区的政策通常是根据相应的政府管理层级进行运作的，通常不能直接决定促进和保护哪些具体类型的场景、舒适物设施和组织。而在政府更高的层级上，资助、免税、愿景陈述等都是主要的政策工具。然而，地方政策制定者做出的许多决策，却能直接影响着当地的场景，这其中包括他们对分区、土地使用、文化区划、公园、停车场、步行区、公共交通、酒类、庭院、噪音或街头表演许可等多方面的政策。此外，还有城市文化政策的具体工具，如艺术资助、节日庆典或艺术家居所，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当地的场景。

尽管如此，许多决策甚至是地方层级的决策，都是宏观的、自上而下的。他们通常针对所有人制定一个总的政策，比如修建一个新的会议中心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多数地方存在相当大的内部差异。毫无疑问，有些区域的政策偏好是一致的，但大多数区域并没有一致的政策偏好。因此，重要的是要考虑能够对变化多样的、邻近的、具体场景的问题做出回应的政策。一个在自我表达的场景中非常有效的政策，比如，建立一个技术集群，可能在传统的或邻里的场景中效果不佳，而适合这种传统或邻里场景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不同的设施，比如空手道俱乐部、滑冰场或社区艺术中心等。考虑到这种地区内部的多样性，在制定政策时，特别需要考虑来自普通公众的意见。这点非常重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对应场景的15个维度更具体地考察你所在地区的案例 如果有些维度看起来似乎是缺失的，那就要考虑是否需要增加进来，或者要考虑需要强化哪些维度。在较小的区域内尤其要谨慎，并且要更专注。要做好准备工作，不断增强能力，并高度关注那些当地的参与者。但是，在确定没有公民需要某个项目之前，尤其是这意味着需要放弃某个政策时，请再仔细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任何正在考虑的政策都可以根据本书第2章所述的15个维度来评估其影响；这15个维度提供了比目前大多数成本效益分析更广泛的框架。他们将消费添加到产出标准中。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谁想在当地工作，还要考虑他们为什么喜欢住在这里。

对当地的设施进行盘点，并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 即使你知道镇上所有的教堂、餐馆和公园，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与整个区域的其他地点相比，这些设施的数目和类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主要数据都是公开的，如果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像餐馆协会或体育联盟这样的特别团体会提供他们领域内的一些细节。我们会询问一些相关的问题：周六晚上或周末，市民会去哪里？有多少人离开这个城市？有哪些其他地方吸引他们的设施可能在本地添加？

立足于特色和强大的本地资源 这样的例子包括一个教堂、杰出女性选民联盟，以及高中足球队。和参与者及专家协商如何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活动，如何将这些活动推广到其他社区，组建专门团队对一系列政策进行评审，并给出反馈报告（例如，如何在空地上重建）。在选择团队成员时，尽可能扩大成员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在建造一个溜冰场，那就把父母们、溜冰者、涂鸦艺术家和附近的居民召集到一起。鼓励整合多个场景，将多个场景项目联合起来。

在你周围的地方慢慢地开车，或者步行或骑自行车，停下来和附近的居民交谈 寻找那些吸引或激怒不同公民的场景。问他们珍惜什么、讨厌什么，以及如何改善。此外，不仅要问有关餐厅的问题，还要问附近的哪些设施使人们愿意在此定居，比如停车、购物、居民、风景、污染、犯罪、音乐、街头咖啡馆等。这些都是构成一个整体场景的成分。如果可能，就请你的员工或同事、朋友也这样做，一周后，大家再见面，一起探讨。许多市长经常这样做，并把情况记录下来。专业人士可以进行深度调查，但首先自己对整体情况进行评估，再听取当地有经验的居民的建议。问一问过去十年有哪些方面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失败，最近有哪些成功之处。在网上查询可能会适用于当地的新点子；按照我们的15个场景维度寻找适合当地的活动或设施，考察这些场景是否能在当地得到支持，如何才能得到支持。

与人交谈可能不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化政策建议；但它与其他那些自上而下的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场景方法是从现场活动开始的，因此它鼓励来源于现场的政策。这就是说，从那些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到愉悦、充满活力的场景开始，再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要像电影导演一样思考，而不是像军事将领那样。

了解游戏的当地规则 一些美国城市更接近历史上的欧洲文化之都，比如巴黎、柏林或维也纳，这些城市对艺术和场景的观念有深入的理解，他们正在琢磨细节和具体问题。另外一些城市还需要接受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设施和场景是有价值的。要意识到你考察的每一个社区属于哪一类，并相应地调整你的政策建议。在对基本原则还需认同的社区，对专门细节的探讨会影响对大局的把握；在需要对细节展开深入探讨的社区，过于强调宏伟愿景就显得空洞。

关注当地政治文化的推动力 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展示的，新社会运动组织（如环境和人权组织）是在特定的地方情境中蓬勃发展的，这些地方特质包括：城市化的、可步行的、自我表达的、艺术的、密集的。在不具备这些特质的地方，新社会运动组织是很少见的，其相关的提议可能不被理解、遭到漠视或抵制。推动前卫艺术、迷人场景和娱乐区的政策可能显得格格不入，并被看成是危险的。相反，社区和邻里的主题可能更有效，比如社区节日庆典、散步和园艺。社区领袖如学校校长和当地企业主的支持可能是关键。同样地，在那些不是由社会组织积极推动，而是由地方政客自上而下推行政策的地方，将场景的公共利益与政客的个人名誉和选举成功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要了解当地实际情况，思考如何尽最大可能将场景理念落到实处。

你期望能从城市场景的建造中得到什么影响？

不必要对这些论述感到太惊讶：它们只是对你所在地区许多市长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梳理总结。然而，常有这样一种断言，即认为这种针对场景和舒适物设施的政策讨论对于官方规划框架来说，是过于模糊或难以捉摸的。这本书中的场景方法和数据在做文化和设施研究时，加入了城市和社区政策一些传统的、更加实在的变量，比如预算、密度、人口或犯罪。而且，正如这本书所展示的那样，场景对地方价值和发展的影响可以是很重要的。用数字来说明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政策创新。

咨询顾问们经常通过说明新建一个博物馆或体育场馆的乘数效应，来评估潜在的政策影响。当这些预测是基于体育场这样的单个组织，并且没有进行足够的比较时，那通常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的方法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结合了数百个指标，以全面了解整个场景。我们不仅要考虑，比如说，一个会议中心，还要提升或改变一个社区或城市的整体感觉，并评估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影响。

这种方法意味着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考虑基于场景数据的预测。例如，我们发现，一个社区的场景整体上提升了10%的个人自我表达，而该社区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提高了整整1个百分点（例如，从5%提升到6%），这两个变量之间是相关的，甚至在我们的核心模型中考虑其他变量，如人口、租金、教育、种族等，这两个变量仍然是相关的。虽然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看似微不足道，但大量研究表明，与大多数其他政策相比，这种差异是显著的。

当然，这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的研究结论，但事实上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很少发生。例如，由于自我表达通常（但不总是）与传统负相关，增强自我表达就可能会引发冲突。在这些地方，可以通过将场景与本土真实性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本土真实性常常既与自我表达正相关，也与传统正相关，这样的场景包括小画廊、本地诗歌朗诵、自然漫步、文化遗产、教堂绘画团体等。

对于那些已经有强烈自我表达的场景的地方，专注于增加对这些场景的访问并将它们与相关媒体、文化和科技企业联系起来可能更有意义。一些潜在的选择是公共交通、更密集的住宅和就业发展，为艺术家和有需要的人提供低于市场的租金，以及为艺术团体、科技公司、设计公司、社会倡导团体等提供一体化的创新中心。在这些政策中，关键是要敏锐地意识到，新的发展将会如何改变场景的性质，要善于听取发言人的意见。如果没有人发声，就出去找到他们。

图7-1显示了这种方法的潜力。在自我表达舒适物设施密度较低的邮政编码区域中，人口密度并没有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但是人口的高密度和自我表达舒适物设施的高密度结合在一起，就会吸引大学毕业生。图7-1生动地说明了，在不同的自我表达场景中，人口密度与大学毕业生比例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动的。图的左边显示场景自我表达分值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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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在自我表达的场景中，而不是其他地方，人口密度对大学生比例的影响

注：该图显示了人口密度对大学毕业生人口比例在自我表达场景中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从左至右看这个图，y轴表示1990～2000年预测的邮政编码区域人口中大学毕业生比例的变化，x轴表示一个邮政编码分区的自我表达分值高于或低于全国平均值的程度。

图中虚线表明，人口密度高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为零——大学毕业生的密度并没有增加。现在看图的最右边，在自我表达分值高的地区，人口密度与大学毕业生比例高度相关，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平均增加了2.5个百分点；而在人口低密度地区，大学毕业生比例增加了不到1.5%。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具有高度自我表达力的场景，增加人口密度可能是增强场景力量的有效策略。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用来帮助评估人口密度和场景的自我表达维度的影响。看看其他的章节，还有关于场景其他维度的例子。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判断，判断总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但你可以通过将你的城市或社区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思考场景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从而做出明智的判断。然而，无论你身在何处，明确城市场景的特点和发展方向都有助于促进相关的政策讨论——这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艺术问题，而是与你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


  
    7 创造一个场景：如何将场景整合到公共政策里
    
  




  
一个多伦多的例子，说明如何将场景整合到政策工具包中

考虑场景和地方政策是一回事。将场景思考融入城市的正式决策过程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官僚主义报告、政策会议、政治认同、沟通网络和公共关系等各方面的繁复程序，都是必然要经历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里报告了帮助将场景概念整合到多伦多官方发展政策中的经验教训。

历史背景，或多伦多如何接纳表现性文化

首先，概要说明多伦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上面讨论的许多问题，但这里是在特定的本地环境中进行讨论的。

在经济方面，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工作机会增多，美术、平面设计、技术和研发等后工业的创造性职业发展迅速。在社会方面，大量移民在多伦多定居，带来了新的文化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第一波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随后是反文化的美国人，他们为逃离越南征兵而移民。还有一些移民来自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他们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城市的平均家庭规模在下降，尤其是在中部城市。在政治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末，多伦多市与它的5个郊区合并。之前，多伦多是一个有些尴尬的两层级的都市，合并后迅速成为北美第五大城市。

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都包含文化因素。后工业化意味着更多的人在艺术领域或与之相关的领域工作；国际上对艺术工作者的竞争使得公民和政治领袖们把艺术和文化作为吸引全球年轻和富有活力的创意工作者的“胡萝卜”。新移民引入了多种多样的烹饪和文化传统，从卡布奇诺到烤肉。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人们对家庭以外的社交和娱乐场所的需求在增加，比如餐馆、广场、咖啡馆和音乐场所。城市规模的扩大促使多伦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其文化产品也集中在这里。

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被称为“文化复兴”的现象。最突出的是，明星建筑师丹尼尔·利贝斯金和弗兰克·盖里为多伦多的两个最传统的文化机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安大略美术馆完成了引人注目的、有争议的设计。但相比这些重新设计的建筑，文化的兴起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多伦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中。

自2001年以来，多伦多大量的文化和富有表现力的组织和设施都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几乎所有这些组织和设施的增速都快于商业整体的增长。有一些增长还要快得多，例如，在2001～2009年，室内设计师和舞蹈公司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20世纪20年代为《多伦多星报》撰写专栏，并定期往返于巴黎和多伦多之间。他曾经抱怨说：“我多么讨厌离开巴黎去多伦多，那个城市尽是教堂。”现在多伦多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都有更全面的医疗健康中心、针灸师、瑜伽馆和武术学校，而不只是教堂和宗教组织。[8]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在传统的资产阶级的场所展开。在历史上，维多利亚文化定义了多伦多这座城市，以工业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主义为特色。

21世纪初，当地的艺术活动兴起，文化事务机构日益活跃，与城市经济发展部门的合并使其得以进一步加强。公民社会活动家们畅所欲言。“美化城市”团体组织了游说活动，提出对广告牌征税，将税收专门用于发展艺术。“艺术家选举”运动打出口号，“我是一名艺术家，我投票”，他们举行市长辩论和发行报告卡，提出关注艺术发展的市议会候选人是怎样的。他们采用传统的压力集团策略，专门针对一些关键地区拉选票，在这些地区，越来越多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人（或与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人结婚的人）参与了集团投票，这在低投票率的选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专栏7.6 人行道公园

通过使用简单和低成本的设计干预，清理重建多余的车行道，旧金山的“人行道公园”项目为人们创造了空间。这些公园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设计的实施。正如旧金山规划部门的城市设计师安德烈斯·鲍尔（Andres Power）所解释的，因为没有现成的组织来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可以说，“这个项目从根本上改变了多年规划的旧僵局，只是让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纽约类似项目的成功推动了“人行道公园”项目的建设，特别是最近百老汇47街到42街、35街到33街的改造。在那儿，只需要通过在沥青上绘画或将沥青加以处理，沿着道路外围设置防护屏障，并安装可移动的桌子和椅子，就能将多余的车行道改建成广场和座椅区。

同样地，“人行道公园”项目从改造沥青的目标开始，鲍尔说。在每个公园（计划在2010年完成12个公园的改造，已经有三个公园刚刚完成了改造），有一个公益设计师项目（希望预算能为设计师们支付他们应得的报酬），这些设计师根据指令，要用这座城市已有的材料，实现最大限度的绿化，并且对大片沥青加以改造。

这种方式会利用可能被运到垃圾填埋场的资源，从而降低改造项目的预算。堆肥的土壤来自城市绿化，植物要么是捐赠的，要么以成本价购买。志愿者们，主要是社区居民，被动员起来种植，他们的动机是美化他们的街道景观和与邻居碰面联络。响应市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发出的在全市提供可食用景观的倡议，在每个地点都将种植果树。这些种植也为街道增加了蓄积雨水的能力。

三个建成项目的第一个涉及最少的干预：通过简单地用植物堵住这个区域，17街的“公共建筑”机构和卡斯特罗把一个不安全、混乱的十字路口变成了路边的咖啡馆。

尽管有两个行人安全岛为卡斯特罗项目提供了支持，但“人行道公园”模式的设计是可逆的，人行道通常是不受干扰的。鲍尔说，这一努力反映出“人们重新激发了对我们的街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兴趣”，以及“创造公共空间的被压抑的渴望”。

这些种植和广场不只是出于美化的考虑：由于这些不断扩大的种植项目以及其他交通减速措施、专责的行人执法和新的交通信号，圣何塞/格雷罗州公园所在的塞萨尔·查维斯和兰德尔街之间11个街区的碰撞率，自2004年以来已经减少了53%。

——艾里森·阿瑞弗（Allison Arieff，2009）



“自下而上”的经验

随着更多的居民、企业、政治家和民间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文化活动，艺术在城市经济和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创意城市的地方政治：多伦多案例》探讨了两个案例。如本书第6章讨论的，其中一个案例考察了一个带有废弃电车修理铺的居民区：是将修车铺拆除，腾出空间来修建传统的草坪游乐场公园；还是将其改装为艺术家工作室，或是展览和表演场所、农贸市场、社区食品商店、环境教育中心，等等？另一个案例探讨了一个草根和独立的艺术家社区，在过去的十年，那里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占用了以前的工厂和仓库。后来租金不断上涨，公寓也越建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搬到社区居住，社区的艺术团体和支持他们的企业以“良好规划”的名义组织起来开展活动，为社区的创造性文化工作保留了一个立足之地。

这两起案件都包含了实地政治争议，这些争议激发了人们对政策问题的热情，使得地方场景问题成为辩论和争议的焦点。虽然这些争端的解决几乎没有受到官方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它们迫使城市官员将文化政策与土地使用规划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些争议发动了公开讨论和有意识的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地方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正是这些争议引发了对场景的明确的政策讨论。

如何建立一个政策的公共议程，使保护和扩大城市的场景就像城市空间的高度、分区和密度这样的传统议题一样，成为整个城市社区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市政厅被提出来了。这种对城市空间的关注并不是全新的。在过去的十年，文化服务部门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规划问题中，首次聘用前规划师，然后规划师与当地建筑师合作，运用与场景方法类似的方式，将所有的城市文化设施绘图标示，按照诸如展示、遗产，或孵化等用途将其进行分类。但是，当文化与规划之间的联系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紧迫。

一个工作组在当时组建起来，西尔是其中的一份子，这个工作组名为“打造创造性的基础”。在经济发展和文化部门的倡议下，这个小组的一些参与者提出了一份报告：《自下而上：多伦多文化部门的发展》〔斯托拉里克（Stolarick）及其他人，2011；西尔担任编辑和合著者〕。报告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以数据为基础开发新的工具，这些新工具符合安大略规划监管机构的要求，同时也能建立一个将文化问题纳入市政规划过程的平台。它还必须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市议员和市民（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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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多伦多的就业变化：1987～2007年文化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的对比

资料来源：《自下而上：多伦多文化部门的发展》（西尔，2011b）。承蒙多伦多和Tara Vinodrai的支持。

该报告有三个主要章节：（1）多伦多文化部门的经济分析，它描述了文化部门工作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发展趋势；（2）文化定位指数，绘制地图以标示多伦多文化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以及文化设施所在地点；（3）文化场景的经济重要性，它解释了文化活动的集中度如何创造额外的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对特定人群和地点的案例研究来说明这些过程，强调说明创造性的人如何帮助创造充满活力的场景，以及充满活力的场景如何帮助有创造力的人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此处不是总结那个报告，该报告可以下载，而是思考一些在撰写报告过程中体会的一般经验。

把有多种专长的人聚集在一起 报告的合作者包括地理学家、建筑师、文化规划师、社会学家、平面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以及当地音乐场所乃至更广泛的独立艺术场景的关键人物。这提高了工作的整体质量，同时由于合作者来自专业机构、学术界和文化界等多个领域，因此报告具有可信度。这是一个将许多场景维度整合在一起的例子。此外，该报告是由经济发展和文化部门的经济发展分支机构而不是文化分支机构发起和协调的，涉及许多更实在的议题，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报告的可信度，并且打开了可能保持关闭的大门。

相关会议在马丁繁荣研究所（一个独立的学术智库）举行，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马丁繁荣研究所是理查德·佛罗里达的主要研究中心，能与他和他的同事互动对许多参与者来说很有吸引力。来自不同部门的城市和省级官员很少互动，此时却能在市政厅外见面，并进行自由的讨论。虽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理查德·佛罗里达，但大多数城市在大学附近，在大学里，学者们可以和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文化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在咖啡厅里漫谈与交流，这样可以发展成更严肃的合作。博物馆或艺术中心也是类似的好地方。

提供前沿工作机会也很重要。对于学者们来说，这些会议是以新的方式处理数据的机会，甚至相对于专业期刊而言，这种数据处理方式都是新的。例如，我们分别分析了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生活与工作的地点，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设计师们开始尝试新的地图类型和数据处理技术。规划者们认为他们在扩展他们的学科边界。艺术家们需要与知识分子讨论理论，并阐明他们在社区中的角色。这种互动使参与者们感到更兴奋，因为这种互动使他们在公民活动之外，还发挥了其专业创造力和想象力。

制作精美 来自安大略艺术与设计学院（OCAD）的一个团队制作了光滑的折叠地图，以及少量的海报大小的地图。美很重要，许多人被一些理念所吸引住，是因为被其展示形式的精美所吸引。海报可以分发给市议员或其他人去展示。这让人们习惯于谈论城市文化的重要性，并引发他们的思考：为什么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奏效。

工作正在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在减少 许多官员看到空荡荡的工厂和仓库，就得出结论说，城市的工作机会和工业正在流失。他们推断，住宅和零售业的发展是使市中心恢复活力的唯一途径。问题是存在的，但报告表明，在多伦多，尽管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制造业（如印刷或唱片生产）正在衰退，但文化部门整体上，特别是其创意性核心产业正在迅速增长，比金融和生物技术等其他关键增长领域的增长还要快。

换言之，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正在重新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承认这种差异会改变我们的看法，例如，一个空的仓库或仓储式商店，可以尝试将其变废为宝，改造成一个集工作、居住和玩耍于一体的场所。把仓库拆掉就不可能激发这种创造性。总的来说，从一个角度看是坏消息，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好消息。因此，对许多观点要持开放态度。

文化集群通常是低调神秘的 找到一个金融区很容易：只要看看公司的标识就可以了。科技公司的大门上有一个标志，也很显眼。闻到烤面包的香味，你就知道那是面包工厂。但是，艺术和文化活动跨越了传统的居住、就业和零售之间的界限，它们包含在这三者之中，而且很难分离开来。皇后西街是加拿大艺术工作者中最为集中的一个社区，但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从而说明该社区对整个城市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同样重要的生物技术或金融集群的新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将毫无疑问地纳入其所在社区的规划决策之中。对于同样重视艺术和文化集群的政策制定者，他们需要知道这样的艺术文化集群就在那儿。因此，我们绘制了地图，对此清楚地加以标示。

分析人们生活的地方和工作地点 该报告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对于在哪里生活，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与其他工作人员不同；但对于在哪里工作，他们与别的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么多差异。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通常居住在中心城市和彼此住得很近。他们的存在是使中心城市具有魅力、引人注目的关键因素。

艺术家聚居在一起也表明，这种聚居方式对他们是有益的。这意味着，一个支持性的场景可以直接促进他们的工作。这不是多伦多独有的现象，我们在第4章中对此进行了论证。在一个艺术友好的场景中，艺术家创造的经济增长要比其在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场景中所创造的大得多。这就有力地证明，城市政策要使艺术家和场景之间保持紧密联系，也许可通过资助艺术家住房或扩大住房范围来实现，这样一来，艺术家和其他低收入者就可以生活在优化的场景中。


专栏7.7 仓储式大卖场的再利用

密苏里州黎巴嫩的黎巴嫩-拉克利德郡图书馆，位于一座翻新的凯马特大楼里。在利用旧的凯马特大楼的计划依次出现以前，该图书馆多年来就一直试图扩张。这栋建筑现在由图书馆、玛丽亚咖啡馆和66号公路博物馆共享，里面全是关于一些历史悠久的高速公路的地图、路标和其他纪念品。

位于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中心的罐装肉博物馆，是著名的罐装肉类产品制造商荷美尔（Hormel）的大本营。这个博物馆是在一家翻新的凯马特大楼里运营的，该大楼在原来的零售商搬到城市边缘的一个更大的地方后，空置了好几年。2000年，霍美尔公司买下了这家店，在离公司不到两英里处扩大了公司总部。该公司举办了一场设计竞赛，旨在对凯马特大楼空间进行改造，来自明尼苏达州曼卡多市的保尔森建筑师事务所赢得了竞赛。该建筑有一半是罐装肉博物馆；另外一半是荷美尔公司的办公室。

罐装肉博物馆使这个小而安静的明尼苏达肉类加工社区焕发了活力，它现在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美国的罐装肉小镇。每年有超过10000人前往奥斯汀参观博物馆。博物馆和奥斯汀市中心之间的步行道将游客进一步带到市中心商业区。

位于佛罗里达州皮内拉斯公园的各各他教堂，买下了它以前所在地对面一栋废弃的沃尔玛大楼。该大楼的地契规定，其在几十年之内不能被沃尔玛的竞争对手使用。至少在目前，教堂不在名单之列。许多原来的仓储式商店已经被图书馆、法院等市政机构和教堂回收改造。在搬进这个旧的沃尔玛之前，各各他教堂已经安置在高速公路的一个废弃的温迪克西杂货店里了……

“小贩购物中心”是由肯塔基州的约翰·乔治创办的跳蚤市场连锁店。目前，有18家“小贩购物中心”在运营，其中很多开设在老沃尔玛大楼里。乔治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沃尔玛正好搬到街对面，因为沃尔玛的商店会产生如此多的客流量。在去沃尔玛之前，人们通常会来到“小贩购物中心”，看看能否以更低的价格在这里找到他们想要的商品……

位于内布拉斯加州黑斯廷斯的儿童早教中心，在一个翻新的凯马特大楼里安家。在1998年的一次龙卷风中，早教中心失去了原有的房子，在购买旧的凯马特大楼之前，它继续在城市周边的临时教室和地下室进行运作。学校的主任德布·罗斯（Deb Ross）亲自起草了这个建设计划。凯马特原有的货仓现在成了学生们的游乐场。

尽管仓储式大卖场可能会出现短期使用的、一次性的材质，但其建筑结构很少会消失。在建造它们的公司已经搬出很久之后，它们对我们的社区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如何将这些笨重的建筑融入我们城镇的商业或市民生活，这需要独创性。但随着美国零售格局的不断变化，这一点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茱莉亚·克里斯滕森（Julia Christensen），《出售：200000平方英尺的仓储式大卖场》（For Sale：200000 Square Foot Box，2008）。



把数字、地图和人联系起来 虽然数字和地图很重要，但最终的目标是说明如何利用独特的文化场景，使人们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在报告中包括了简短的案例研究、准民族志，以专门介绍关键的场景制造者。这些例子说明了这些人如何帮助创建多伦多与众不同的场景，从而使许多人能享受其中并从中受益，也说明了场景制造者自己的工作是如何通过场景的影响而得以促进的。这让我们超越了数字和图表，以人类的兴趣来激活信息。虽然不同城市和社区的故事和场景会有所不同，但人性化场景政策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用语言和逻辑解释为什么场景很重要 地图和趋势线显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有一种语言和逻辑来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重要，那么就会更有意义。因此，报告第3章的主旨是“文化场景的经济重要性”。

该章概述了一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强大的场景可以带来繁荣。例如，在消费方面，可以稳住当地消费，而不是让消费流失到外地（比如，通过倡导休闲游而不是度假游）；培养初期的兴趣，从而扩大当地的参与度；吸引新的居民，留住现有的居民；等等。在生产方面，正确的场景可以提供支持性的、重要的网络，这对于实验性和高风险的工作，对于建立品牌、技术和创意分享的机会，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都是清晰而简单的流程；把它们明确地列举出来，能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这些流程是有用的，如何才能让其发挥作用，从而有利于果断做出决策。

避免“一刀切”的建议 针对不同的情况，报告的具体政策建议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一些例子包括：宣传相对低调的场景，将场景更好地连接在一起，探索文化区域的名称。此外，我们强调，有时候“不动手”是最好的政策，因为一个场景可以靠有机的、自发的增长而茁壮成长，太多的干预会破坏它。比细节更重要的是，在制订计划和政策时，要扩大可能选择的范围。

在制订计划或政策后，要持续坚守理念 在城市政府等复杂组织中工作的官员知道，写备忘录或报告只是游戏的第一步，这之后还需要坚持数月或数年。

在相关机构举行听证会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该报告提交给规划部门和文化部门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听证会并进行了讨论。民选的官员需要参与听证，尤其是关键委员会的领导人。地图可以针对特定的政治领域进行调整，但也旨在向整个城市展示充满活力的文化场景所具有的普遍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不被视为艺术忠实朋友的市议员们，也热情地接受了这份报告。同样重要的是，要将不同报告中出现的想法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总体文化政策信息。《自下而上：多伦多文化部门的发展》体现了这个城市新文化政策的特点，即明确提到场景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对建设创造性场景做出总体承诺。

这里的挑战是向其他人传达最终产品背后所蕴含的理念。城市工作人员显然必须带头在官僚主义的议程中保留一个新的政策工具或理念。但是他们也可通过邀请合作者参加城市会议来表明其主张，他们的合作者以接受邀请来予以支持。整个团队，或者至少是几个成员，要表现出对这些理念的坚守。报告还向其他人示范了值得进一步发展的创新协作的类型。只需说出来，就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工作人员会用不同的眼光去思考和理解他们的选择——也许有人会注意到某个发展建议中的一些问题，而如果不知道那些理念，他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或者有人拿起电话，为某件事打电话给另一个部门的同事，而如果不知道那些理念，他也就不会把这件事看成是一次合作的机会。这些非正式的结果也是重要的政策结果，即使它们没有纳入正式的计划或立法。

场景政策的原则

几个简单的原则有助于提炼基于场景的城市政策的主线。最普遍的原则是，理解政策选择意味着将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宏观趋势与当地环境和政治文化联系起来。以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原则。

（1）考虑与场景相关的政策议题的利益相关者——文化事务部门、文化产业、非营利文化组织、社会活动团体、公民、市长、艺术家、居民、青年等。不同地方具体的行动者群体会有所不同，各自的影响和资源也会有所不同。成功取决于把这些群体聚集在一起，并使他们的利益一致。

（2）保持灵活变通。记住，许多新项目都失败了；要把你的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不要只考虑单个的项目，比如图书馆、博物馆、画廊或餐馆，而要考虑如何将许多这样的私人和公共的设施结合起来，从而营造一个吸引人的场景。

（3）以赋权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取得成效通常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实现自我完善。考虑一下，什么样的场景最能让市民去改变自己，并成为最好的自己。规范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时候人们会搬到一个社区或离开一个社区，或相对平均受教育程度或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但也要注意更微妙的过程，比如人们出席地方会议、参与社区清理、参加节日活动的情况，或当地人对这些事务的看法。对于那些将不提高社区租金或收入作为一个目标的人来说，要慎用竞争性的标准，要考察他们又会做出怎样不同的反应。

（4）实现特定的目标很重要，但是提升组织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考虑政策结果，不仅是根据哪些群体得到他们想要的。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添加新的成员，并促使新的政策工具和理念更深入地融入决策过程和决策体系中。对于像艺术家或青年组织这样的新团体和场景来说，这很关键。

（5）与市民交谈，倾听他们的意愿。不要说“如果我们建了它，人们就会来”，取而代之的是，首先，询问人们想要什么，并评估附近的项目。然后，请规划师和建筑师将这些意愿纳入新的土地使用和建设中，请他们评论单个项目会如何影响区域场景。

这些观点既不激进也不新鲜。但它们的简单性往往会使其难以得到坚持，尤其是在一些促进城市繁荣的新的通用建议盛行的时候。是的，要放眼长远，寻找新的最佳实践模式。但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多地了解你自己，更清楚地了解你所拥有的场景，更明确地知道如何去强化那些场景的独特性。

这本书中的概念和技巧对此提供了一种方法：将你的局部场景置于许多其他场景的背景中；更准确地阐释这里的场景以及它们的关键维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了解当地场景有多少是与其他地方一样的，有多少不一样；用数据来说明，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塑造你的社区的未来方面有多重要。这种方法催生了其他地方的创新政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你的领域同样也能做到。



[1] 这些结果在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存在，参见克拉克（2014）。

[2] 同样，美国人对较小的非营利组织的艺术报道大幅增加，而随着2007年后经济衰退开始，艺术参与出现反弹；詹妮弗·诺瓦克（Jennifer Novak）提供了类似的数据，介绍了一些有活力但数量被低估的小型非正式群体及其活动。（库什纳和科恩，2013；大费城文化联盟，2009）。

[3] 对艺术给予大力的公共政策扶持是老生常谈了，德国对歌剧、法国对剧院及节日庆典等的政策扶持由来已久。但近来，他们的许多官方文化政策开始越来越关注规模较小的、不太正式和规范的艺术团体和活动。关于欧洲文化政策发展趋势的几个案例研究，参见Grodach和西尔（2012）。

[4] 更多关于纽约法拉盛的亚洲移民的有趣讨论，参见杰弗逊·毛（Jefferson Mao）“On Gentrification in an Unhip Place，” Next City，2013年3月25日，2015年6月8日查询，http：//nextcity。org/daily/entry/letter from Flushing on Gentrification in an-Unhip-place.

[5] 群体的取代是否正在发生，中产阶级化是否为其原因，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十分困难，对其所涉及的各种危害和利益的评估也面临重重挑战。甚至评估中产阶级化的范围也很困难，这可能比媒体报道所显示的要难得多。尤其参见Vigdor（2002），Mckinnish、Walsh、White （2010），Sheppard（2012），Sharkey（2013），Hwang、Sampson（2014），Freeman、Braconi （2004）.

[6] 金伯尔（Kimelberg）和威廉姆斯（Williams，2013）回顾了最近关于商业区位因素的研究，并报告了他们对房地产专业人士的调查。他们发现，相对于制造业和零售业，在办公楼里工作的人更加重视生活质量。

[7] 参见Nicodemus （2013）。

[8] 这些数字是基于我们的加拿大黄页设施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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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场景的科学[1]

The Science of Scenes

许多科学研究依赖于高度专业化的设备来检测间接的证据，从而支持或驳斥一个理论，场景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试图揭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特定的形态，它们转瞬即逝，并且与传统的测量方法不尽一致。它们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个充斥着各种意义的建成环境之中。

由于舒适物的物理结构嵌入了各种意义，它们的诠释者在运用许多经典的方法论时都会遇到挑战，不论是定量的、定性的、哲学上的，还是其他的。因此，在解释咖啡馆是如何在18世纪的英格兰协助创造公共空间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咖啡馆并不因为提供咖啡而有文化意义，但它们仍旧提供咖啡。相反，并不是每个常去咖啡馆的绅士都是为了参与新形式的批判性谈话而去的。

同样，场景也需要人们的行动和精神来创造并支持它们所提供的意义。这意味着场景不能完全地被任何一种方法所衡量，更不用说通过计算社区内的舒适物数量了。这表明特定场景存在的“信号”至少部分存在于社区成员（他们的特征、品位和活动）身上，并且涉及一个更广泛的、将特定意义赋予社区内地点的群体。因此，我们主要处理的是抽象的、形成中的新兴文化现象的间接证据。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数据，也就是当地的舒适物，并不是构成场景的要素，而是通过场景科学变为构成场景品质的有效指标。

一个有助于理解舒适物到场景的转换过程的方法是以实验粒子物理为例。[2]场景科学的目标是通过观察有多重意义的舒适物来检测地点的文化组成部分。粒子加速器是物理学家们应对类似挑战的解决办法。有时候，只能通过观察更大、更复杂的粒子的相互作用来推测某些无法被观测到的构成粒子的存在。因此，很多发现新的、外来粒子的尝试都需要努力去证实特定的粒子混合物只可能因为某种似乎看不见的成分的推测性质而存在。同样地，场景分析通过观察我们能看到的事物，即舒适物来推断我们不能直接看到的事物（如迷人、自我表达、正式、领袖魅力等）。

除了面临类似的认识论问题之外，场景科学和粒子物理在实际问题上的相似处也多得令人惊讶。两者都通过建立高度特殊化的间接证据收集工具来确认理论预测。两者都必须区分“噪音”和“信号”，并区分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数据和有意义的数据。要做到这点，我们再一次和粒子物理学家一样从一个非常具体的“有什么”的理论开始，假设世界真的以这种方式运作来寻找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间接证据，从而采纳或者否定我们的理论。

相应地，对场景分析来说，一个主要的方法论挑战是找到方法将我们的主要间接指标，即舒适物，转化成场景的衡量尺度。继续用物理作比喻，正如研究者使用多种检测仪器观测粒子的性质（如轨道和电荷），我们也创造了一些度量方法来共同观测场景的特性（如越轨和传统主义）。如同研究者们反复进行同一个碰撞试验以统计检验他们观察到的粒子混合物中，代表无法观测到的粒子存在的可能性一样，我们用了上万个地点的数据来统计检验观察到的舒适物所代表的特定场景存在的可能性。

正如粒子物理有标准模型理论一样，我们也有一个场景的“标准模型”。这个模型描述的场景组成单位，我们称之为“维度”。它允许我们将场景理论化，将其与更传统的社会科学变量相关联，如收入或者教育。因此，场景科学需要论证一个地点场景（由其舒适物表明）的特性是如何用一个理论一致的方式与社区中其他更具体的特征相关联的。

然而，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物理学者没有遇见的。我们假设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系列推论。我们方法的新颖之处表明，缺乏关系可能反映的是不完整测量的结构，而不是有意义的实证研究。相应地，本章内容提供了场景理论中存在的——也是正在发生的——“幕后”思考和决策，但这绝不是此主题的最终结论。这是关于场景作为理论和观察之间持续对话的科学。我们并没有傲慢到相信我们所提出的15个维度是唯一，甚至是最好的；它们只是出自过去相关研究的临时且务实的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向读者，特别是那些对前面章节的分析决策有疑惑的读者，指出基础技术的效用，以便他人可以修订我们的理念，并利用我们使用的这类数据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构建新的意义。

本章目标：我们怎样从（a）关于例如公园、书店和文身店一类舒适物的信息资料发展到（b）如何定量分析、如自我表达的场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条从（a）到（b）的线并不是直接而显而易见的；相应地，场景理论通常提供这个过程的相对直观、容易理解的论证，而不是大量的、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很深奥的细节。这一章为许多对定量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如社会学家）提供了他们想知道的技术细节。

本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描述并证明我们量化场景存在的方法，以及它们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概述自主汇编的国家级地方舒适物数据库，这是迄今为止此类数据库中最全面的。接下来，我们将描述怎样把这些数据从测量有什么（舒适物数据）转换为测量什么意思（自我表达和睦邻一类场景维度的表现评分测量）。

接下来，我们会讨论标准方法论来一起分析场景和其他更传统的数据是怎样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回顾了多种给空间环境建模的方法，并将这些技术应用到第5章的说明性结果中（即1990～2000年，25～34岁的人在越轨的场景，而不是自我表达的场景中增多了）。

这种建模环境的讨论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通过说明更复杂技术产生的结果通常与使用更简单的方法产生的结果一致，该讨论有助于验证场景理论中标准方法的稳健性。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将场景分析与最近关于空间和背景分析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些研究工作为更精确地分析背景环境在无数社会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工具。[3]

的确，如果过去许多社会学家转向定性方法（部分）是因为对基础定量方法所固有的简化思维不满——描述性地图，频率分布，交叉列表，或者线性回归分析——那么新的方法则允许定性研究中起决定性的观点（如背景环境）更直接地以定量的方法被建模。这些新颖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明确地分析人们生活的背景环境如何影响其意义和进程，并能够在比以往更广阔的地理范围上实现对它的分析。

尽管各种研究方法在近些年发展迅速，但将它们与一些概念相结合的进展却较小，这些概念旨在将民族志和定性研究中的精妙之处纳入大规模统计分析中。正如我们在场景理论中强调的那样，发挥这种研究方法的潜力是场景分析这一研究途径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第3章中，我们展示了空间上的邻近如何改变人们的表现，也就是说，当一些场景在空间上彼此邻近时，它们的空间布局可能改变其意义和影响。后面的章节明确地分析了背景环境的作用，比如第4章中关于波西米亚社区对社群主义或城市性的区县经济影响的讨论，以及第6章的讨论，即当富裕区县中存在越轨特征的场景时，这些区域较不可能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在这里，我们将这些理念延伸到周围背景环境上，并结合了更多先进的技术，展现了场景的理念和数据如何与空间影响模型相结合，并创造更多实质意义。

本章的另一个目的是回顾一系列我们研究过但最终没有在主要分析章节中报告的场景研究方法。我们从一场关于场景的因果关系讨论开始，分析将场景作为结果而非预测因子的含义。最后，我们以对仍在进行的国际场景研究进行回顾作为结束。此处的意图在于展现我们如何尽力解决各种分析问题，并对未来打算采用场景这一范式的研究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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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数据

我们的许多场景概念、数据和方法都是新的，但是它们有着重要的先例。一个重要的启示来自最近试图建立普遍的“文化社会学”和特殊的“城市文化主义观点”的研究。[4]这一研究默默地重新为韦伯、齐美尔、涂尔干和詹姆斯等著名学者共同持有的观念注入了活力：将看似超前的价值观带到现实生活中，然后观察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真实角色。

因此，许多人认为，与其将文化意义当作社会融入的必要条件或者策略工具，[5]不如说意义这种社会货币已嵌入在具体的地点和实践[6]中了——树、河流、公园、街角、社区、唱片店、人行道、棒球公园、蓝调俱乐部、车尾保险杆的贴纸等[7]。另外一些人提出了如何衡量“意义结构”并研究它们与其他因素（如领导能力和就业模式）的相关性的建议。[8]

其他灵感来源还包括更直接地以“场景”为名的现象研究类作品。尽管“场景”这个概念已经被艺术和音乐评论非正式地使用了几十年了，但学术研究人员一直将“场景”作为追溯国家剧院和不同生活方式的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方法，以及作为大都市中不需要对前现代村庄怀念的都市微型生态圈（Straw，2011），与生命某个特定历程中所仍保有的“青春”记忆联系起来。[9]贝内特和彼得森（2004）编写记录了各种音乐场景，并将它们分成本地的、全球的和虚拟的三类。莉娜（Lena）和彼得森（Peterson，2008）将“场景”视作音乐流派发展的必经历程：它们从前卫音乐开始，发展为特定场景的音乐，成为唱片工业的一部分，最后落脚到怀旧的社区。豪恩斯和利奇（2007）以及李希特曼和埃利亚索（Lichterman、Eliasoph，2014）也强调了场景有时是怎样推动和鼓舞社会运动的。

就研究者而言，将本书当作一个互相沟通、共同研究同一科学项目的研究团体的产物是不合适的。大多数人在独立地进行研究，并未理睬他人。尽管如此，和所有研究一样，回顾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帮助定义了我们关于场景的理念，即在某地的人和实践活动所表达出来的意义（豪恩斯和利奇在他们于2007年写成的文章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多维度的场景理论也包含了一些其他人所强调的重要主题，如爱炫和越轨（Blum，2003）、本土真实性（祖金，2010；格拉齐安，2003），以及更多（如第2章所描述的）。但是我们寻找的是一种更全面、更综合的分析框架。

除了这个理论上的贡献之外，场景理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数据和文化理论相结合，将质化的意义嵌入不光可以观测的地方，还有虽然有限但可以量化的地方。过去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开发检测城市和社区的其他核心方面的方法——它们的大小、产值和雇用劳动力人数。很少有研究试图建立能够衡量它们的自我表达机构和场景的措施。

最后，不管从概念上还是方法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努力探索一种世界通用的分析视角和可操作的检测方法。认真对待场景理论的世界通用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挑战，如何将这种全球性加入我们的核心观念和思考中则更新鲜。“财政紧缩”（Fiscal Austerity）以及“城市创新计划”（Urban Innovation Project）这两个25年前的项目曾经的理念、数据和开发人员帮助拓展了我们项目的广度，将它变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全面的国际研究计划之一。[10]

在认识到这些基础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详细绘制新的理念和方法论的领域。前面几章的理念产生于丹尼尔·西尔从芝加哥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得到的训练。在那里，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波德莱尔的对话是每天最重要的部分。但他发现了新的更具体的方式将这些与街头谈话和回归系数结合在一起。特里·克拉克过去的研究的更偏重于城市和传统社会学。尽管如此，艺术院校、法兰克福学派、在巴黎五年的生活和骑车游览芝加哥不同的社区等经历使他将兴趣逐渐转向场景。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将文化理念融入社会学讨论的方法，它的重要性常常被社会学低估。

为了这样做，我们（1）编制了一个包含数百种舒适物的全国数据库，并以市民调查和其他社区有关信息作为补充。这个数据库主要是大约15个芝加哥大学学生十多年努力工作的产物，尽管中间持续受到毕业导致的人事变动和其他因素的打扰。接下来，（2）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次理念上的尝试，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地构建分析框架。然后，（3）将我们的大部分数据“翻译”成了在此呈现的关于戏剧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15个维度的度量。经过多次探索实验，我们发现表现分数是场景在理论和方法上最令人信服的测量方法。克莱门特·纳瓦罗是我们在扩展这些研究手段过程中的忠实伙伴，劳伦斯·罗斯菲尔德（Lawrence Rothfield）在我们形成场景概念的最初过程中做出了关键的贡献。

自始至终，（4）我们都在和领军的理论家们，特别是那些在洛杉矶、巴黎和纽约的，就“新芝加哥学派”的本质，以及我们的理论如何解决国内外最具挑战性的城市问题[11]进行对话和讨论。（5）我们继续与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同僚们进行研究，并向在北京、首尔、巴黎、塞维利亚等不同地方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们请教。例如，一份首尔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和《托克维尔能唱卡拉OK吗？》（Can Tocqueville Karaoke？）一书共同指出，如果要理解亚洲，西方的城市理论需要做出修改，特别是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共识观念，以及近期波西米亚在刺激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2]此外，（6）我们也与其他人（特别是大概75个正在写场景理论和相关主题论文的学生）一起进行了详细的、大多在芝加哥进行的社区研究，来探索一些诸如迷人、波西米亚、蓝领布波族等在场景理论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这样的交流产生了大量的且仍在增加的国际研究，它们都应用并拓展了场景理论的观点。详情可参考一些项目的网站，如scenescapes.weebly.com以及scenes.en-linea.eu/en/.

这些联系（7）让我们变得更加国际化的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分析架构的背景环境和局限性。大部分的理论提出2～3个主要类型；我们用了15个维度，之所以提出这些类型，是因为我们要挑战自己，去建构极具普遍性的理论，在能够概括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包含足够多的细节，以便能够与充满街头智慧的参与者进行对话，以行动详细阐述芝加哥城市研究的伟大传统。我们中大概有15个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通常每周面谈两小时，参与科研活动并认真讨论每一个关键的研究决策。场景理论主要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尽管这本书的大部分数据取自美国和加拿大，但这些数据也是我们在掌握了许多其他场景的情况下来进行解读的。每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其他研究者总是能纠正我们。我们从头开始了很多次，也可能会再一次这样做。


专栏8.1 国际场景研究的简要概述

场景研究是一项跨国研究事业，许多国际合作者已经在开展工作，未来还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已有的相关研究的链接地址为：scenescapes.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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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涵盖地方指标的全国数据库？

本节，我们首先回顾了寻找合适场景数据时的主要顾虑，然后描述了最终使用的数据。与过去的研究最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加入了上百个指标来捕捉场景理论中广泛的文化维度。基于将文化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包括周边环境的体验来捕获的这一目标，我们决定探索这部分不常用的海量数据。

超越原子论 经济学家们（很多都在芝加哥）开创了舒适物的理论化，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他们的遗赠之上的。[13]但是他们仅仅关注一种或少数几种舒适物，这相当于假定任何一个单独的舒适物都存在于真空中。换言之，经济学家是以原子论的方式进行推论的，并依据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忽略了周围情况。因此，根据这个假设，在城市中研究租房价格的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将一月的气温加入一组已知可以预测租金的标准变量中，用以估计一月的气温相当于多少美元。这被称作“特征价格分析”（Hedonic Price Analysis）。人们也可以对餐馆或者其他的舒适物做同样的分析，许多人已经这么做了（如Albouy、Leibovici、Warman，2013）。

尽管如此，这种原子论的尝试没有考虑这个事实，即光顾一个开在文身店隔壁的餐馆的人可能和歌剧院旁的餐馆主顾差别很大。这些不同的餐馆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居民和经济增长模式。[14]因此，我们试着通过加入许多共同创造生活环境，并赋予特定场景中具体舒适物意义的生活方式指标，以捕捉每个地点不一样的地方。在此方面，场景是一种新出现的、建立在多种独立舒适物的邻近关系的组合性逻辑之上的一种性质。这种整体论与大多数过去的关于舒适物研究的原子论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个理想的场景数据集是怎样的？

我们构建场景数据库的方法目标是，将在使用较多民族志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精妙意义与定量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大量比较分析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搜索数据集的同时，处理多个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优先事项。很明显，没有哪个数据源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但我们仍将这些目标列出来，作为指导和筛选的条件，尽管我们并没有完全照做。

一个理想的场景数据集应该具有几个品质。

第一，数据应该在地理信息上广泛且详尽。这个数据集必须是全国性的，并自始至终使用一致的数据收集方法。当开始进行国际范围的研究时，我们试图保留这种可比性，并依靠一些专家，特别是国内和国际的统计机构的帮助。他们的工作是收集和调整原始的地方项目，使它们更具有可比性。这样的数据最大化地使文化历史轨迹大相径庭的地区之间能够得以比较，在理论上避免了这些特征导致的结果偏差。此外，因为我们没有对城市和农村场景进行先验的区分，因此避免了这两种设定在分类上的差异，更偏好在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和在面积最小、人口稀疏的地区都使用同样道理抽样的数据。除了全面性，这些数据至少也要能够提供分区域的大部分人口信息——不光是最大的城市地区，还要尽可能地包括乡村。

第二，因为场景主要是次都会区的现象，这些数据应该有高度的空间分辨率。理想情况下，这些数据集应该在每个单独的数据中附上街道地址（即经纬度坐标），并且包含这些地方的常客们的信息。尽管我们更青睐空间更精确的数据，并有希望在未来可以得到它们，[15]但在尚未掌握这些细节时，我们偏好的地理分析单位是邮政编码或者与之对应的信息。这些现有的数据可以通过推断这些小区域舒适物的地方主顾的存在来分析一些社区层面的影响。空间上不那么精确的数据（比如说市、县、都会区和州）掩盖了一个普通的居民所能体验到的在更大的区域内（市、县等）活动的细微变化，为场景理论提供的启示有一定帮助，但作用十分有限。

第三，这些数据应尽可能地区分不同的舒适物。知道某个特定的邮政编码区域内有1个或50个店铺并不能反映每个店都从事什么样的商业活动，以及这些店的存在显示了哪个场景。知道其中某一个是零售机构能让我们多了解一点；知道这个店是一个餐馆又让我们加深一点了解；知道这是一个西印度群岛风格的餐馆让我们了解得更多。同样，知道周围有些什么也很重要。这个餐馆在一个西印度人聚居区吗？或者它是否位于一个大都会的场景中，比邻寿司店、泰国餐馆和法国小酒馆？那里的居民是经常出门还是更喜欢待在家中？他们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还是害怕改变？（我们也采用了DDB Needham广告公司的生活方式调查中关于这些类型的活动和态度的自我报告）最后，这些细分信息中也应该包含文化。关于五种不同的加油站的数据比关于五种异域风味餐厅的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小多了。

第四，在理想状态下，一个舒适物的潜在可获得性及其典型实践应该在空间上保持不变。地方用户应该能够通过光顾一个泰国餐馆来展现他们的喜好，但是如果居民们偏好鲶鱼餐馆，当地市场则不应该禁止鲶鱼餐馆的出现。因此，在一些市场准入受限（比如牛肉在印度）的跨国研究中，影响新公司进入市场的规则和其他因素应被包含在分析中。进一步说，不管舒适物的意义是怎样被周围构成场景的环境所削弱（或是增强）的，它的标签，如在企业目录中标注的“泰国餐馆”，应该始终如一地指向类似的实践，如做和吃泰国菜，而不是比萨。换言之，分类标签应在功能上相当于其指示物。尽管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标准化的项目相对容易符合这个标准，如星巴克或麦当劳；不那么标准化的项目，如文化中心（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和餐馆（在菜肴和价格上都截然不同）则更困难。[16]

第五，这些数据应该允许分析随着时间推移的趋势变化。出于许多微妙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首先，当讨论场景和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时，因果的指向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其次，场景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性和无常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现象。相似地，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数据集往往都会存在“杂音”。多年的数据可以用平均值弱化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小镇或者社区在几年内有很多咖啡馆开张或关门。最后，场景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对经济衰退、社区人口构成、绅士化等如何影响地区的文化生活，以及特定的场景类型应对这些变化的弹性提供重要的启示。

场景数据来源

存在完美符合这些标准的数据源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做了大多数社会研究者会做的事：我们采用了能找到的最好的数据，在其中找出错误和不规则之处，并找到了评估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使结果产生偏差的方法。

我们的场景数据库有两个主要来源：（1）自2001年起的美国人口调查局邮政编码商业模式（US Census Bureau’s Zip Code Business Patterns，BIZZIP）；（2）一个用通常被称作“黄页”（Yellow Pages，YP）的在线企业名录的原创数据集。我们用了许多其他数据来补充这两个数据，如 DDB Needham 生活方式调查（DDB Needham Lifestyle Survey）、城市研究所的统一艺术机构数据库、艺术机构的专业名录等。在探索了许多可能性之后，我们认为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最适合我们对捕获整体场景的丰富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尽管两个都提供了重要的场景间接证据，但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都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将它们和补充数据一起使用可以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数据来源更有启发性。

让我们来简短地回顾一下每一种数据来源的优缺点，从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开始。邮政编码商业模式使用的分类系统叫作“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这种数据产品提供大量关于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实体的信息，如剧团和音乐团体、表演艺术的承办人、博物馆、独立艺术家，甚至是人权组织、环保团体，还有宗教组织。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并不只是一个样本，它统计了整个人口。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涵盖的领域包括所有美国邮政编码，它的数据来自多个联邦政府收集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不断更新的企业注册和定期进行的经济普查。[17]作为一个每年进行的企业调查，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允许一定时间内的舒适物混合变化分析。

只有少数的分析人员利用了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用的是一个按照地理位置统计的“县级商业模式”（County Business Patterns）。[18]鲜有社会科学研究使用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因为它尚未公开。此外，以一个理论自洽且有意义的方式运用上百个指示物也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将原始数据编辑成可分析的格式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了。因此，场景理论也是一种尝试，使更多潜在的使用者注意到这个丰富的数据来源。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数据，一些甚至是几乎完全一样的格式。

尽管如此，邮政编码商业模式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大多数数据只包括较为正式的机构（如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而不是公园），并且分类的依据更多的来自生产制造和官方的视角，而不是从消费的角度。打个比方，尽管知道一个地区有多少餐馆是有好处的，但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并不汇报这些餐馆是什么餐馆；邮政编码商业模式仅仅简单地报告在每个邮政编码区域内有多少家餐馆。是意大利、韩国，还是黎巴嫩餐馆呢？是当地的餐馆还是全国或地区连锁的呢？为了得知其中的文化差异，我们使用商用程序系统地从在线黄页下载了数百个类别，来创造我们的第二个场景数据来源黄页。我们和场景计划合作者在其他国家也用了类似的步骤。

在反复审核了多个服务提供者之后，我们选择了superpages.com，因为它的地理覆盖范围是最详尽的，分类方案也最为细致统一，特别是对那些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事物。[19]因此，在分类上，黄页相比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展现出更高程度的特异性（中国餐馆区别于蒙古餐馆，浸礼会教堂区别于天主教教堂，等等）。黄页在地理上也比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更详细：数据可以精确到街道地址。因此，为地理信息系统软件（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提供了空间点。尽管如此，对场景理论来说，我们通常会将每个黄页类别的总数汇总到邮政编码级别，从而生成类似于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的数据集。显然，谷歌商业目录、街景图像或Yelp网站点评等新兴资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机遇。

黄页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不像邮政编码商业模式，黄页的数据并不是以完整性为目标收集的。不管是偶然地还是故意地，黄页都更有可能漏掉企业（例如，忽略不做广告或没有办公电话的企业）。例如，我们的邮政编码商业模式舒适物比黄页的舒适物多覆盖了大约4000个邮政编码（在美国42192个邮政服务编码中，35675个有至少一个邮政编码商业模式舒适物；相比而言，有至少一个黄页舒适物的只有31874个）。此外，邮政编码商业模式还有一个编写好了的分类系统基本原理，而黄页却没有这样的信息。黄页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市场的逻辑，而不是政府/官员的逻辑：企业通常从一个预先设定的列表中选择其类别，这意味着分类系统反映了经营者们对自己企业的性质和目标消费者的理解，而不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解。此外，迄今为止，我们仅在一个时间点收集了黄页数据，即2006年的美国和2009年的加拿大。长期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过去几年的数据并没有以电子形式储存和发表。

我们用其他来源的数据补充了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其中最有名的是DDB Needham生活方式调查（DDB Needham Lifestyle Survey，DDB）。DDB是一个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消费者调查。由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是场景的重要元素，我们经常利用DDB数据（通常都标注在注释中）来调查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差异（如硕士和学士学位持有者的区别），或调查生活在特定场景中个体的典型特征（如蓝血贵族社区居民的政治态度）。更多关于DDB的细节在网上附录中（www.press.uchicago.edu/sites/scenescapes）。

我们还调查了许多其他数据来源。城市研究所的统一艺术机构数据库（UDAO）利用国家调查、国税局退税记录和其他来源，提供了全国范围内地方艺术和文化组织集中度的有用信息。这些数据项目通常有非常明确的类别（如现代舞、新音乐民族舞、木偶戏、制陶等）和组织发起的目的（如种族和文化意识、社区服务、媒体宣传）。除此之外，我们还寻找并有选择性地采用了来自专业组织的信息，如联邦家谱协会目录、Nielsen BookScan图书销售数据库等，将大约700家剧院分成24个特殊兴趣类别（如实验戏剧、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木偶戏、音乐剧等）的剧院传播团体注册表（Theater Communications Group）、明星选票艺人买家名录（Pollstar Talent Buyer Directory）的音乐演出场所信息（将演出场地按照大小和种类分类）、myspace.com的音乐活动（将乐队按照流派分类），[20]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使用数据。虽然我们并不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讨论，但它们仍然为报告的结果提供了信息（如对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数据进行一致性检查），我们也应要求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其他研究人员。

有关具体舒适物的更多详细总结见第3章。表8-1展示了主要场景指示物的基础描述性统计。在线附录中详述了我们分析中出现的其他变量和主要的舒适物类型。

表8-1 美国主要场景数据来源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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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分析人员从来没有创建过这样一个庞大且全面的舒适物和其他地点文化指向标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花了我们很多年的时间，并且仍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的合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从加拿大到中国，法国到韩国（接下来会回顾）。这个数据库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既可以理解不同社区、城市和地区提供的一系列文化体验，又可以评价社区能够分享或帮助决定城市的财富和命运的程度。其中许多数据都与其他研究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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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场景

舒适物数据库的开发旨在提供一个丰富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有每个美国邮政编码的一系列体验和活动的相关信息。仅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就有超过500个舒适物类型和接近四百万个覆盖36000个美国邮政编码的数据点，它提供了一个广博的文化意义样本。随着数字化和计算能力的不断进步，数据会不断涌现，这些数据可以增强和深化对场景理论测量方法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理论，简单统计餐馆等舒适物并不能告诉我们哪个场景为什么被认定为是戏剧的、真实的或合法的。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方法将舒适物计数转换为第2章中概述的关于戏剧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测量尺度的15种方法，从而使我们能够检测场景和其他现象（经济的、居民的、政治的，等等）之间的关系。场景理论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表现分数”是我们选定的主要测量方式。第3章介绍了表现分数以及我们是怎样用直观的方式计算它们的；这里，我们更多地关注指导它们构建的设想和方法。其目的是揭秘我们测量场景的方法。首先是如何系统地将意义附加在每个舒适物上，以制造一个场景的“标准模型”。接着，描述这个意义是怎样从关于舒适物的计数中汇总以得出一个数字的。最后，以基于表现分数得出的综合测量作为结束。

编码舒适物

我们尝试着将“为什么”转换成“什么意思”，其主要特点在于如何准确刻画附加在众多舒适物上的场景特征。相比较而言，粒子物理学家轻松多了：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不会根据物理世界对粒子的意义而改变。但是场景的“标准模型”无疑能（而且确实）根据人们对环境的理解而变化。因此，场景科学中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依据舒适物所表明的场景维度，精确地捕捉这些舒适物的典型意义。这有些像韦伯经典的理想类型，但没有那么统一的构造，反而更像是可以多种方式协同地结合在一起的零件。我们的方法是用一个标准化的编码系统，根据第2章的15个维度将舒适物编码。

将场景的意义附加到舒适物上的过程表现的是一个既本体论又认识论的行为。通过标明看似是物理结构的名义上的场景特征，我们认为场景是真实的，并可以通过调查和这些物理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让场景变为现实。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赘述，相同标志的舒适物，它们的象征意义可能会在别处有所不同。例如，在加拿大，Camp牌枫糖浆可能表现出被看作真实性维度中的本土维度，但在美国就不会。这种变化证明，依靠有见识的信息提供者来构建我们的实证场景测量是有道理的。

我们采用的信息提供者模式既不新奇，也没有民族志或者大规模的调查那么复杂。[21]实际上，它是建立在6个被认为对我们数据库中舒适物的典型意义有见识的信息提供者（“编码人员”）之上的。仅用这么少的信息提供者，部分是出于方便和场景课题总体探索的本质，而且也因为认识这些舒适物意义的门槛是有意降低的——毕竟，我们不是在谈论对复杂文本或社会互动的精妙解释，而是诸如成年人的娱乐场所和歌剧院是否能够肯定或者否定越轨的戏剧性风格这类事。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都以类似方式使用了“评估者间信度”，通常都用比我们更少的（训练过的）编码人员之间的意见一致程度作为测量结果合理可靠的强有力标志。另一种检查评估者可靠性的方式是检查评估中的小改动或评估者计算过程中纳入考量的舒适物这些测量方法的强健性。关于这方面的描写请见在线附录。

我们的评估人员也必须能“说场景的语言”。打分系统是将舒适物信息“翻译”成15个场景维度意义的关键。第3章提供了这个系统运行中的一些直观例子，相比本章解释得更偏重技术层面一些。在这个系统里，每种舒适物都会在所有15个维度得到一个1～5不等的分值。分值4和5代表此舒适物（更确切地说是这个舒适物所支持的实践）强化了这个维度。分值1和2则意味着这个舒适物（所支持的实践）排斥这个维度。分值为3表明这个舒适物的实践在这个维度上是中立的。此处最重要的是决定分值是正面的（4或5）还是负面的（1或2）。我们建议评估者将两极的分值（5和1）留给那些清晰直接将某个维度作为其意义核心部分的舒适物。当舒适物通常或有时在某维度上表现出正面或负面的立场时，该舒适物在此维度上的分值应该是4或2。因此，即兴喜剧表演可能在自我表达的维度中得到5分，但一个画廊可能仅有4分。[22]

评分系统在数据中的应用

将打分系统应用于数据的主要目标是让评估者用一种普通、清晰、标准化的程序做决定。他们应要求读一些重要的基础文件，这些文件类似本书的第2章，为评估者提供一个场景维度和本研究课题的概述。然后，他们会收到一份“评估者手册”。该手册提供计分和评估每个维度的具体问题，以及常见困难方面的指导原则，还有一系列带有基本原理解释的例子。最后，评估者还需要观看类似的在线教程。简单地说，评估者要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将这15个维度与其潜在指示物联系起来。

接着，评估者要遵循一套标准化程序，为每个舒适物打分。例如说，他们要同时评估数据集中关于传统合理性的所有项目，而不是一次在15个维度对所有中餐馆进行打分。其目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维度上，并利用其他舒适物的分数作为疑难案例的比较工具。接下来，评估者们需要针对每一个维度首先问自己一个具体的问题：与这个舒适物相关的活动是否正面地肯定了这个价值？为了确定正面的这些项目应该给4分或者5分，负面的给1分还是2分，评估者还要回答一个后续问题。

举个例子，为了评估即兴喜剧俱乐部这个舒适物类别的自我表达合法性，评估者需要首先读“评估者手册”中的问题：“这个舒适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表现了对个人有创造性的独特新奇表达的重要性的认同吗？”即兴喜剧显然形成了许多肯定个人自我表达的场所，表明这个舒适物会得到一个正面评分。为了确定合适的分数是4还是5，评估者需要根据此舒适物的重点回答是否“有创造性的新奇表达的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再一次地，这里的答案也是“是”；相对于其他舒适物而言，即兴喜剧和一种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种生活方式的权威性从根本上建立在率性的自我独特表达之上。因此，这个舒适物得到的分值是5。

但是，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评估者就会被指向相同问题的否定的形式。例如，“此舒适物是否表达阻碍了创造性的独特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如果答案是不，此舒适物的得分是3。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评估者需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来决定打分是1还是2。图8-1用图表的形式展现关于传统合法性的树状图。表8-2总结了评估者们在给15个维度中舒适物打分时被问到的问题。

[image: ]

图8-1 以传统合法性为例，评估者们给每一个场景中的每一个舒适物打分的决策过程

一致性的关键在于详细阐述评估的指导原则。我们在首次发现能将评估者引向不同决定的假设时已经反复地这样做了。随着评估的工作推进，所有评估人员要定期见面讨论评估中的重大差异和产生的问题。这经常导致评估手册和评估过程的修订。评估过程持续了约一年，开了数十次会，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说明，直到我们达成相对的共识。有疑惑或不同意见时，我们不要求不同评估者投票，而是鼓励他们公开地讨论和清楚地写出做这样判断的标准。这些讨论核实了所有评估人员在心理上的一致性，这使得他们能出于相似的理由给出相似的分数〔参见Abend、Petre、Sauder（2013）关于类似问题的一个很有帮助的讨论〕。

我们将最低信度值设置为0.7（Pearson r），并通过不同评估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在数值上持续对评估进程进行监测。0.8或以上的信度值都是好的。如果有项目的r值低于0.7，我们会开会全面讨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并尝试尽可能多地在具体的、可复制的标准上达成共识。这样，当其他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推论。这些讨论造就了手册中修订和加入评估的具体标准，使得接下来的几轮评估的r值能够高于0.7。最后，我们采用了评估者们对各维度各舒适物给出的分值的平均数。对于剩下的不同意见，我们暂时认为这代表着象征性解释的真正差异。

这个方法的基础是反复修改“评估者手册”让其变得极尽详细。评估过程的创造性部分在讨论中。评估人员汇报了他们对每个舒适物的反应，这让我们得以对手册进行修订，使其精确性能让评估者们达成一致。

毫无疑问，人们仍然可以不同意具体的评估决定。[23]人们甚至可以假想用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一小组评估者，将他们的评估计划应用到这些地区，以此类推。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分类或评估决策是唯一有效的。但是，这些分类和决策符合大多数社会科学测量理论的标准。[24]其他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整理这些数据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或者假定不同场景维度的存在。我们在其他国家重复了基本一样的方法，并进行了多个信度和效度的检查（参见在线附录）。

表8-2 评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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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评估问题-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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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效度”是对我们评估成果的一个初步测评。这里的问题是根据我们数据库中众多舒适物之间的关系总和，由此产生的数据在为特定场景的出现提供证据时有多有效。第3章的方法论负担就是要展示这些数据实际上是颇为有效的。通过检测我们基于评估系统得出的测量结果“假设效度”，我们进一步对评估系统进行测试。接下来，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

计算表现评分

我们评估过程的结果是一个矩阵，其中每一行是一个舒适物，每一列是评估者们针对所有15个维度中的该舒适物给出的分值平均数。在线附录总结了所有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舒适物的评估分数。表8-3展示了其中一排的一个例子。

表8-3 一个舒适物的场景概况范例：艺术品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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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矩阵是场景的“标准模型”，它刻画了我们的舒适物应该怎样根据他们所体现的象征性特质与每个维度相关联。这样的矩阵将每个舒适物放在文化意义的综合体里。分值接近的舒适物意味着与维度有一种类似的支持或抑制的联系。许多研究者会认为这个矩阵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相联系的假定因子负荷类似。一般来说，下一步应该是用这些因子负荷构建一个假设的协方差矩阵，从根本上根据舒适物的场景特征表明他们应该或不应该处于同一个地理区域。最后一步是将这个协方差矩阵和一个通过检验我们数据中真实的舒适物群集而产生的协方差矩阵相比较。如果两者不相符，则意味着舒适物并不是根据由评估者们创建的场景“标准模型”集聚在一起的。

我们选择不用通常评判合适程度的标准来应用于验证性因素研究，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明确地承认了文化意义并不一定是创造和支持特定舒适物的主要动力。例如，所在位置提供的经济刺激措施（如税收减免或公共娱乐的资金支持）有可能影响社区的舒适物种类。这对于我们的许多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分析主要是关于短期后果或者一个特定场景存在之后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的场景最初是怎样产生的。

第二，过去的历史进程远早于数据收集起点，几乎一定会对某地区的舒适物布局产生路径依赖效应。社区总是在变化发展着，重新寻找着它们的过去。我们的数据只对一段时间有代表性，大部分现存的数据也只能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持续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我们能准确测量的。数据库中的内容肯定比我们能够分析的更多——它包含超出我们分析范围，或者高度本地化的内容模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与假定的因子负荷和舒适物的实际集聚之间的较差拟合相关，还因为构建这些理论分类是为了表现不同于纯粹是舒适物共存的事物。我们创立了自己的方法来检测场景意义的测量质量。

与其依赖传统的统计检测方法，我们提出一组丰富的、包括特定场景测量在内的可证伪的假设。然后，我们再判断这些假设是否如第4章、第5章、第6章中报告的一样被实证所支持。我们的信度评估逻辑是，如果我们的场景测量不佳，或者我们的场景理论并不能提供一致且有意义的理解相关文化意义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观察假设中所提出的关系。场景理论提出丰富假设的部分原因是展现广泛的、能够确定预期关系存在的结果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创建了一种足够专业、足够灵敏的方式，利用舒适物作为间接证据来测量我们称之为“场景”的东西。[25]

为了贯彻实施这个方法，我们用评估者给出的分数来计算我们所说的表现分数。这是种合计数据集所呈现的表现内容信息的方法。从本质上说，绩效分数总结了一个地方典型的舒适物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或抑制场景理论中关于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的15个维度场景。它们提供了一个由某地舒适物表明的场景总体概况，从而允许同样的维度（如越轨）能够被许多不同的舒适物（如人体穿刺工作室和文身店）所确认。

表现分数将评估者给每个舒适物的分数与邮政编码内各舒适物数量的数据相结合。第3章中关于“闲逛者”的讨论概述了如何以清晰直观的方式计算绩效分数。计算绩效分数在概念上其实相当简单。我们假设有一个邮政编码1。邮政编码1的越轨表现评分计算如下：假设邮政编码1总共有五个舒适物：4个人体穿刺工作室和1个天主教堂。同时假设人体穿刺工作室在越轨的戏剧性上得分为5，天主教堂得分为1。将每种舒适物的数量（4个人体穿刺工作室和1个天主教堂）乘以该种类的越轨评分（5和1）。将乘积相加，得到21。邮政编码1的越轨戏剧性总值，有时也称为1的强度分数，为21。[26]现在将总值除以这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舒适物总和（在这个例子中是5）。得到的结果4.2即邮政编码1的越轨表现分数。

另一个邮政编码，就叫它邮政编码2吧，有四个天主教堂和一个人体穿刺工作室，它的越轨表现分数为1.8。邮政编码1中有更多的舒适物表现出越轨的戏剧性。这里又有一个和因子分析相似的地方——但表现分数表明的是哪些邮政编码区域内舒适物是指向文化意义的重要维度，而不是表现邮政编码区域内舒适物指向一种统计规律性的倾向。为了在计算表现分数时加入一个额外的舒适物，只需要将其加入矩阵，然后把它包括在维度得分中。图8-2说明了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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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怎样计算表现分数

这样，15个表现分数合起来表现了一个地点的场景标准化度量，是该地点检测到的场景的整体重构。毫无疑问，其他的测量也是重要的，正如可以捕捉到细微的场景使用和意义变化的现场民族志工作一样——我们已经探索了场景度量的其他构造方法，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27]也就是说，这代表了一种很容易复制的构建场景度量方法。例如，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和波兰都已经使用类似于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的数据集成功创立了表现分数，我们也正在改善进行跨国场景比较的方法。

通过重新计算舒适物总数较少的几个分数，我们测试了表现分数对计算中包含的舒适物数量的敏感性。变化一般都很小，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单独的舒适物不太可能使我们的测量出现偏差。这样的小改动也增强了我们对表现分数结构有效性的信心。在线附录中关于敏感性的部分详细介绍了其中的一些分析。

我们探索了许多这样的替代结构、方法和灵敏度测试。此外，结合多种舒适物，可以得出比任何单一舒适物更多的文化特征，从而用地方的特殊背景修正全国的平均值。因此，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设施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因地区和城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而揭示它们的具体特点，例如，领袖魅力在芝加哥与睦邻相关，但在洛杉矶与自我表达相关。通过这种方式探寻不同关系（如介于领袖魅力、自我表达和睦邻之间）是如何在不同情境下转变的，我们能够在关注跨国研究的同时加入一些地方特色。

结合表现分数的测量

表现分数是场景15个维度的主要测量方法。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分析它们。最简单的是对它们分开探讨，例如，在第4章中分析自我表达、迷人和传统等各自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场景理论也启发我们留心维度的组合以及表现分数的描述性分析。例如，如果我们只关注所有美国邮政编码的国内平均表现分数，我们就会发现普通的邮政编码既肯定了传统的合法性，又肯定了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全国的自我表达和传统的平均表现分数都是正向的。然而，这有些误导人，因为这两种表现分数是负相关的。换言之，有许多地方的传统得分高，也有许多地方的自我表达分数高，但是其中某一项得分高的通常另一项得分较低。为了说明场景是正向和负向关系与许多意义维度的组合，我们非常重视展示表现分数的组合。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用了许多方法。

一种结合表现分数的方法是简单地为两个或多个维度创建一个乘性交互项，就像我们在第5章和接下来的部分一样将自我表达和越轨相乘。我们探索的另一种方法（但最后没有包括进来）是计算一个地理区域几个维度总和的平均值。还有一种方法是将邮政编码在15个维度上的实际表现分数与理论上重要的理想类型场景所得分数进行比较，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对波西米亚的“极乐点”进行测量一样（在线附录中有用于计算这些组合类型的公式范例）。[28]

探索性因子分析提供了另一种有用的方法来了解场景是如何与其所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使用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的所有15个维度创建了因子分数。表8-4总结了我们在分析中最关注的6个因素。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些因素，是因为它们与经典社会理论、城市理论和文化理论有着明显的共鸣。

表8-4 表现分数的因素得分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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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第一个因素占15个维度总差异的约44%，我们在第3章中以“社群主义对城市性”为标题描述了它。这个光谱的一端是越轨的、功利主义的、理性的、国家的和企业团体的都市场景。它们所承载的最多，紧接的是迷人，然后是自我表达。光谱的另一个末端是传统、睦邻、领袖魅力和正式的社群主义场景。从本质上讲，第一个因素用一个数字总结了最重要的割裂美国场景的事物。因此，我们将其纳入我们的核心控制自变量中，这在方法上十分重要：虽然我们有时描述和分析社群主义/城市性，但对普通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场景的发展影响通常不太感兴趣。我们更关心的是如自我表达的场景，在扣除这个普遍差异后的净影响。将社群主义/城市性因素和一些个体变量（如自我表达的表现分数）包括进来，使我们能够确定它们各自的影响，尽管这并不是完美的。因为如我们的讨论一样，有些因素包括多个个体变量。其他的三个黄页因素（爱乐之城、罗西尼巡演，以及山巅之城）在第5章中连同第三个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因素“高新技术区”一起介绍过了。我们在表8-4中加入了加拿大的第三个因素，即“雷诺阿的《包厢》”〔来自加拿大商业模式（Canadian Business Patterns），类似于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我们已经在第4章对它进行了分析。

我们尝试了用其他方法来测量第2章中概述的各种复杂的场景。一种技术是直接对我们的数据进行评估来衡量，如“波西米亚”或者“迪士尼乐园”的概念。另一种是基于更小的舒适物子集创造临时指数，通常是将它们相加，就像我们的“新保守主义”或者“蓝血”指数一样。[29]其他人可以调整或用其他方法来为城市对照创造他们最喜欢的概念指数。几十名学生已经将这些数据用作多种用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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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标准分析方法和建模背景

检测场景一部分涉及仔细构建场景存在的最佳构造。但是证明场景有效性同等重要的部分就是确认这些检测结果展现了与其他变量之间既符合预期又符合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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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就变了：在认为结果稳固可靠之前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答案部分涉及对在常见的（和不那么常见的）变量和我们的结果中已知的关系和潜在的混淆因子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对可能的虚假关系做出解释。这个答案的另一个明显更复杂的部分是选择合适的多元分析方法。我们将对它们依次进行讨论。

一般分析策略：核心和拓展

大部分场景理论中的多元分析包括一组测量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关键因素的变量。这些变量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它们通常代表城市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在分析我们所采用的结果时，研究的城市环境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总体策略是将这组从过去研究（我们称之为“核心”）中得到的自变量纳入进来，从而揭示更多传统因素的影响。“核心”包括八个自变量：人口规模、非白人人口占比、总租金中位数、大学毕业生百分比、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数百分比、犯罪率、文化类职业的区位商，以及城市性因素的得分。将“核心”纳入多元分析可以测试我们场景测量结果可能存在的虚假关系。我们也经常探索场景变量是如何调节其他变量与我们得到的结果之间的关系的。[30]

为了将我们的假设与正在进行的学术争论联系起来，我们的主要分析章节使用的基础结果测量方式与研究这个子领域因变量的主要研究者相类似。在很多分析章节中，我们使用了与具体讨论问题相关的其他变量，这些变量通常都同“核心”自变量组一样被考虑在内。这些其他的变量包括技术工作、社区的步行便利度、福音派基督徒、年龄、邮政编码区域内的租金，等等。通常来说，它们是被测验假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时候，它们能对“核心”进行补充，并在理论或者过去的研究表明其相关性时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在线附录列出了所有变量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作为自变量的表现分数

表现分数往往是我们在模型中感兴趣的关键自变量。[31]也就是说，场景理论通常关心的是一个类型的场景存在之后的问题，而不是这种场景怎样得以产生。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场景是无缘无故存在的——我们将在下面说明一些场景的来源。强调表现分数和舒适物也不意味着它们是发展的唯一或主要的推动力。我们经常强调的以舒适物为基础的测量方式是如何改变与其他重要变量的关系的。我们寻求的是将场景纳入多种分析方法中，而不是取代其他重要的变量。

尽管如此，因为我们的主要兴趣是场景，我们已经构建了假设来明确地检验我们的测量方法是否展现出与这些结果理论一致的关系。如上所述，这些假设本身有助于评估场景可能作为自变量的模式的稳健性。然而实际上，表现分数在衡量其他城市景观中更传统特征的可能性上一直是一个需要系统解决的问题。

为了评估场景测量可能是其他因素指标的程度，我们考察了场景和许多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线附录中列出的“核心”和许多“其他变量”（共26个）。强关系的缺失非常引人注目。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的场景表现分数和26个变量的测量结果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平均绝对值低于0.1（黄页的值为0.087，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的值为0.074）。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教育和租金与很多表现分数都之间都呈现显著的平均相关性，尽管这些相关性在弱到中等之间：教育和租金与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表现分数的平均相关性为0.16（大学毕业生的变化通常在分析城市变化时被赋予了很大的权重，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更低——只有0.03）。

为了进一步检查表现分数的分析独立性，我们将15个表现分数中的每一个都作为因变量分析了一遍，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26个因变量。表现分数中的差异能被这个拓展模型解释的程度很低：几乎所有表现分数的调整过的R2都低于0.2（只有少数略高），其中大部分表现分数相当低。甚至场景的组合测量结果也是如此：“核心”对我们的主要因素得分预测相对较弱，调整后的R2仅为0.13。这一切都说明不能通过给旧的概念和测量方法贴新名字来解释场景。场景不能从关于教育水平或者平均收入的报告中被解读出来，因为许多有着类似教育或平均收入水平的地方有着非常不同的场景。

类似地，我们的主要分析认为场景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场景显然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以能影响我们分析的方式发生着非随机变化。一个场景可能因为大学毕业生在1980年迁入并且开始建造（或者他们启发了建造）符合他们品味的舒适物发生改变，而在2000年出现自我表达的特点。尽管如此，虽然场景为反映居民（更不用说游客、企业主和政治家）的品位和价值而变化，但当它们产生后，它们可以自行发展并在形成它们的进程之外产生新的兴致。例如，一旦提供培养个人自我表达机会的场景出现，不论是怎么出现，它都可以提供持续的吸引力，这吸引力往往比刺激其产生的特定人或过程更加持久。[32]

鉴于我们数据的局限性，我们以多种方式探索了这个假设。我们对场景的稳定性进行了一次分析，并用了四个时间点（1998年、2000年、2001年、2004年）的县级数据。这里的目的是，在考虑到一个县内舒适物数量和种类一定程度的变动，通过观察场景变化的速度来理解场景的“黏性”。平均而言，一个县评估的舒适物总数在1998年到2004年上升了7%。相反，所有15个维度的表现分数在同一时期变化了不到1%。加拿大的表现分数分析也揭示了场景不是转瞬即逝的：2001年和2011年的加拿大FSA（Forward Sortation Areas，由加拿大邮政编码前三位确定的地理范围）表现分数的平均相关性为0.77；2007年和2011年的相关性为0.86（这是我们有数据的年份）。这里，摩洛琪、弗洛依登堡和鲍尔森（Molotch、Freudenburg、Paulsen，2000）提出的“滚动惯性”证据可以用来补充一些地方的特征。更广泛地说，用一组社会科学中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将面临的困难锁定在对场景做出因果关系的论断上，这些在我们接下来关于“鸡与蛋”的讨论中将会提到。

多变量方法

选择一种多变量方法来测试多种场景度量与我们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这意味着在简约性和准确性中找到平衡。为了便于解释，最好是使用更简单的方法，但是场景由于其明确的空间性而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居民和非居民经常光顾某个场景，它们的跨度可能是几座建筑物的区间、几个街区，甚至几英里。我们怎样分析性地理解这些尺度，并在承认变化的同时仍然运用一个方法来持续挑选适当的“信号”探索我们所假设的关系呢？

为场景分析选择一种多元方法时的主要问题涉及分析单元及其地理范围。关于我们模型中许多变量和合适的地理范围，尤其是关于场景的影响，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场景可能会跨越邮政编码，它们的吸引力可能扩展到住在附近但不属于同一邮政编码的人们之中。同样，犯罪率等变量会在县一级被报告出来，但取决于人口密度（以及其他因素），犯罪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地局部化，或者遍布全县。我们将在下面关于建模背景的部分中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总的来说，我们从最小的合理单位开始，比较连续的、更大的结果作为评估不同“吸引区域”面积的一种方法，因为“吸引区域”面积会因为不同的场景和方法而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与大数据集的性质有关。由于场景分析通常涉及数千个案例，我们经常观察到统计学上高度显著且适度的数值关系，如一个为0.15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拥有这么多案例既是福也是祸，这要求我们在观察到的关系的强度方面做的主张要慎重。而且还经常用图表表现这些系数的相对大小，以便读者可以轻松地将场景的重要性与其他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比较。

伴随着大量的案例，我们的场景数据库涉及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要么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以一致的方式提供，要么在分布上很棘手，例如存在过量的零。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会在相对稀少的舒适物中观测到过量的零，如电影工作室，并在探索表现分数之外的舒适物集群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创建多种舒适物相加的指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类似地，变量会在合理的情况下被转换，尽管持续的数据丢失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假设数据完全随机缺失（MCAR），但是我们不采用插补方法，因为我们缺少专业技能/资源来实施恰当的插补方案或决定是否归咎于舒适物或表现分数（举例来说）。[33]

这就是像理查德·劳埃德在新波西米亚和其他使用更多民族志的方法对于验证或者拒绝结果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加入了一些民族志观察的报道栏目，旨在使由多变量分析产生的冰冷数字具体化。这些文中的方框对于给解释增加更多精细的含义至关重要。

标准分析模型

确定分析场景和所得结果之间关系当中最可行、最简单的多变量方法可以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检测能够评估我们最初的假设的关系，并能被清楚地转化为叙述以供进一步调查的证据。

线性回归是我们能使用的最简单的多变量方法，而且，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作为标准多元分析方法。在此，我们遵循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分析通常从每个结果的OLS模型开始，包括核心作为自变量，并探索了列表状态和配对状态删除。这个方法从一系列核心变量开始，并在分析中根据需要加入其他的测量方法，该方法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很成熟（参见克拉克，2004，2011a）。对于这些模型，我们通常都是基于过去的研究，根据实质性命题，一次一个或者几个地加入其他的变量。这使我们能够评估它们对结果的直接影响和它们对涉及核心变量的关系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

有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强到可以将它们全部都包括在内。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超过0.5时，我们通常会忽略自变量，但我们也依赖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测有问题的多重共线性。对于大多数模型来说，自变量的VIF不会超过4，并且绝不会超过10。

当我们结合分析单元在地理范围上不同的数据（例如将相同的县总人口分配给它的每一个邮政编码）时，分析经典线性回归（普通最小二乘法）中案例的独立性假设显然被破坏了。此外，通过假设邮政编码的独立性，哪怕是小到在同一个城市社区中的两个邮政编码，线性回归也未能考虑到空间的配置，仿佛它们是居民从未离开、外人也从未拜访过的小型监狱。这是OLS的几个标准假设之一，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证明其合理性。

为了检查违反线性回归的假设是否在实质上使结果产生偏差，我们在确定模型时检测了许多种变化，并且与OLS相比，用其他更复杂的方法（如混合/多级模型）重复了主要分析。在检查的共527个系数中，我们发现12%的OLS与混合模型不一致（即从正面或负面转变为不显著，从不显著转变为正面或负面，或者从一个标志转向另一个）。场景变量的差异略小（10%）。虽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这足以说服我们将混合模型而不是OLS作为场景理论中的默认分析方法，因为它们更直接地考虑到更广阔（比如县）背景中邮政编码场景的嵌入性。[34]尽管如此，多层级模型只是一种对背景环境建模的方法，将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结合可以丰富我们对场景理论中调查过程的理解。为了解释这个一般性的陈述，我们深入研究了一个分析——第5章中对自我表达和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25～34岁人口占比变化的考察。

建模背景

我们探索了几种额外的方法策略来检查并拓展场景理论中通常汇报的标准方法。这种探索的一个关键领域涉及空间背景，即场景的意义和影响可能随它们所处的位置而发生变化，正如其他变量也有可能与根据它们与某个特定场景的距离而运转的不一样。“距离改变表现”是第3章这个概念的口号。我们用相对简单的方法解释了这个概念，如在第3章中展示的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领袖魅力、自我表达和睦邻之间相关性的变化，又如第4章中展示的波西米亚风格的邮政编码区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取决于它们周围县的社群主义或者城市化程度。

这里我们将第5章中的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1990～2000年，25～34岁的人在越轨性场景中增加了，而不是自我表达的场景——与更复杂的方法相联系，逐渐为我们对场景分析中空间背景角色的理解增加更多深度和细节。我们强调，场景不只是多出一个可以加入多变量模型中的变量，它们也是潜在改变其他变量意义的背景。然而，系统分析这样的背景在方法上是具有挑战性的。实际上，只有最近的创新才允许考虑一系列间接、交互且多层次的过程，以便我们测试一些关于空间和场景的假设。

让我们考虑将这些更复杂的技术用于第5章中对于越轨行为、自我表达和25～34岁人群的分析上。我们提出了三种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的方法：相乘交互项、场景中空间毗邻的参数化，和使用不同的吸引区域计算表现分数——通常探索我们的数据偏差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传统的OLS模型。每种方法都有独特的优点和缺点，但总体来说它们有助于表明一些场景的背景动态，并将场景分析和将局部区域和空间效果建模的先进研究联系起来。也许更重要的是，从多个方法角度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更有创意、更巧妙地解释一个地点的场景背景能够如何改变其意义。

邮政编码内的交互作用项 在线性回归框架中对背景环境建模的一种经典方法是创建相乘交互作用项。这是获取两个变量如何互相影响的潜在有用认知的常用方式。鉴于这个方法为建模而将背景环境参数化的标准性质，我们通常探索这种相乘交互作用项的显著性。表8-5总结了此次和后续分析的结果。

表8-5中的基础模型报告的是第5章中举例的关于1990～2000年25～34岁人口在所有美国邮政编码区域变化的OLS回归系数估计值。这个模型将自我表达和越轨行为分开：自我表达的场景在25～34岁的人口中增长低于平均水平，而越轨行为场景的增长则高于平均增值。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关于情境（Context）的问题：一个自我表达场景中，越轨行为的程度是改变这些关系还是展现其独特的效应呢？

在我们的例子中，表8-5标为“交互——在邮政编码区域内”的一栏展示了一个OLS回归，其中自我表达和越轨行为的相乘交互作用项已被加入基础模型中。我们称之为邮政编码区域内的交互，为的是突出特定邮政编码区域内增强的越轨表现可能怎样改变同一个邮政编码区域内自我表达的影响。我们将其和邻近的交互方法进行对比。该方法突出了相邻邮政编码增强的越轨程度怎样改变一个特定邮政编码的自我表达的影响。下文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表8-5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和25～34岁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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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5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和25～34岁变化结果-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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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8-5所示，在同邮政编码区域内的互动的情况下，自我表达和越轨行为对25～34岁人群的主要影响仍然是相通的：对前者为负，对后者为正。同时，他们相互作用的估计回归系数是正的，这表明一个的存在能放大另一个的作用。

解释交互条目可能是个艰巨的任务，并需要对主效应和交互条目的预测系数大小如何运行有充分的理解。就场景如何塑造背景环境而言，论证有时可以增加解释的实质性和特殊性。有一种方法是以图表的方式显示具体的交互结果，正如我们在第4章、第6章和第7章的几个例子中所做的那样。[35]具体点说，人们可以根据其他变量的平均值以及构成相互作用的两个变量的演示性操作来绘制结果的预测值。一种方法是将预测的回应绘制在一个变量连续变化的结果中，同时将另一个变量保持在一个恒定值。

在表8-5中，我们仅标注了自我表达的回归系数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相同。这意味着一个相对复杂的状态。自我表达的场景和25～34岁人群的变化呈负相关，在越轨的场景存在时表现出一种中性关系，但在反越轨场景存在时呈现一种特别负面的关系。

相邻邮政编码的交互作用项 虽然邮政编码区域内的交互涉及相对标准的方法，但一个公开的场景相关问题涉及其地理范围。解决此问题更新颖的方法是扩展传统的相乘交互作用项与一种形式空间依赖性相结合。其理念是创造可以捕捉相邻邮政编码特征的变量，并将它们参数化以供后续建模使用。

其他将空间依赖性建模的方法也是可能的，我们在下面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但是相邻的邮政编码（那些地理上毗邻的邮政编码）是适合开始研究的地方。除了居住在其中的邮政编码，居民们最容易进入的场景可能就是他们住所附近的——这些相邻的地区最可能在步行距离内，并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这是研究场景怎样利用邮政编码与人口和经济的趋势相关的一个隐含假设）。因此，我们根据邮政编码相关的最近平均表现分数为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的每一个场景维度创建了度量措施。[36]

避免空间自相关通常是调查某个特定的、分析未考虑到空间而出现偏差的主要缘故。其中一个经典案例是种族隔离。如果内城社区因为他们的集聚（如贫民窟）而出现投资不足的情况并且出现更大范围的经济贫困，那么单独分析每个社区的特点将无法捕捉到这个更大的背景环境。因为已经确定很多非裔美国人居住的社区很可能与其他类似的社区相邻，忽略这样的背景可能导致决策者制订出低效或无效的城市复兴计划，因为地方干预的成功部分取决于比邮政编码更大规模的运行的因素。

这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式来评估我们利用毗邻邮政编码的技术捕捉空间的自相关性程度，因为毗邻邮政编码的平均值并不是解决一个变量潜在空间依赖性的常见方法。因此，我们对邮政编码内非白人比例也采用了同样的步骤：我们计算了美国每一个邮政编码相邻的邮政编码中的非白人平均百分比。[37]接着，我们计算了一个邮政编码中非白人百分比和相邻邮政编码中非白人百分比之间的简单皮尔逊相关性。结果表明两者之间有非常强的直接关系（高于0.8），这意味着如果场景在空间上有强自相关性，那么我们的技术也会将这个特性表现出来。

场景相似的邮政编码可能相邻吗？将一个特定邮政编码（即目标邮政编码）的表现分数和附近邮政编码（即“邻居”）的平均表现分数相比，我们发现了和非白人社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跨邮政编码的场景或者场景的一半空间排序几乎没有溢出。表8-6和表8-7分别报告了黄页和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每个维度表现出的皮尔逊相关性。

然而，表8-6和表8-7寻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自相关性。沿着单个维度，场景可能并不是空间自相关的，而显示出跨不同或者多个维度的空间模式。例如，自我表达的场景可能与越轨的场景相邻，但很少会与其他自我表达的场景相邻。[38]即使在这样宽广的网络中投射，我们也没能够表明跨邮政编码的场景集聚是强相关的。实际上，皮尔逊相关性从未达到0.4这样的级别，并且很少超过0.3。这意味着研究场景的“正确”尺度——至少在使用场景理论中的数据类型和分析时——通常不会比邮政编码大得多。这个结果作为分析场景的主要单元提供了一些理由，并且表明空间自相关性在场景这个案例中通常并不是偏差的来源，不像在族群这个案例中一样（如在这段时间内针对美国所测量的）。

分析邻近性不仅仅对避免统计偏差有价值，人们也可以解释空间接近度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了其他变量的效果。[39]因此，在知道相邻邮政编码通常不会复制目标邮政编码的场景之后，我们能进一步了解那个场景的影响是如何由其周围场景的环境所调节的。也就是说，因为邮政编码通常与相邻邮政编码的场景相关性较弱，我们可以测试相邻邮政编码中的场景怎样改变原始目标邮政编码中场景的特征和结果的假设。

表8-6 黄页（YP）目标邮政编码表现分数和邻近邮政编码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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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6 黄页（YP）目标邮政编码表现分数和邻近邮政编码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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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7 目标邮政编码的邮政编码商业模式（BIZZIP）表现分数和邻近邮政编码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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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7 目标邮政编码的邮政编码商业模式（BIZZIP）表现分数和邻近邮政编码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续表

[image: ]

回到例子中来，这种方法允许我们明确地对自我表达和越轨行为的空间接近度改变它们对25～34岁人口的增长模式进行建模。我们通过在模型中加入相邻邮政编码的平均越轨行为测量值来做到这一点。表8-5标记为“交互-社区”的最后一栏加入了相邻邮政编码越轨行为的平均表现分数以及这种测量方式与原始邮政编码的自我表达表现分数之间的相乘交互作用。这些变量的预计回归系数告诉我们：（1）毗邻邮政编码的越轨行为对一个邮政编码中25～34岁人口变化是否有独立影响；（2）邻近越轨行为场景的自我表达场景是否会对结果有改变。

结果表明这种空间配置模型不仅重要，还说明了自我表达场景的独立作用。自我表达本身抑制了25～34岁人口的变化。然而，当我们添加相邻邮政编码的越轨性时，自我表达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此外，25～34岁人口的变化和越轨行为之间的正相关性超出了目标的邮政编码——一个邮政编码的相邻邮政编码是否有越轨场景实际上与我们结果的相关性更强，超过了目标邮政编码本身的越轨行为。

最后，在考虑越轨和相邻地区自我表达的联合效应时，我们观察到一种令人惊讶的强大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被忽视。具体而言，自我表达分数高，同时也邻近越轨分数高地区的邮政编码，相对于仅有高越轨分数的邮政编码来说，其25～34岁人口更可能增长。这种跨邮政编码的交互与25～34岁人口增长的关系强于邮政编码内自我表达和越轨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场景的空间配置可能会对某些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邻近越轨场景，相比仅有越轨的场景来说增强了自我表达的诱惑力。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当他们不需要整夜被红灯和吵闹的酒吧环绕，而可以退到一个不那么前卫但仍然有趣的自我表达场景中时，越轨行为可能显得更有吸引力。[40]

多层次模型 采用这种相对简单的空间测量方法可以为我们正在研究的社会环境提供水准精确的分析控制。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违反了案例独立性——线性回归的主要假设，并通过在多元模型中加入县级变量，而不考虑县内的邮政编码集群。接下来，我们将探索如何通过对这种集群进行建模的方法来进一步完善分析。

社会科学的数据通常都是在多个嵌套级别上收集的。劳登布什和布里克（Raudenbusch、Bryk，2002）探索了教室内学生们的嵌套现象，这个例子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学生的表现不仅是个人性格特征的一个函数，也是教室特征的函数。他们的多层线性模型（HLM）在很大程度上与分析层次之间的这种一对一的层次关系有关，尽管这种分析方法有很多名字：混合模型、多层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等等。无论标签是什么，其中心前提是，我们必须考虑数据的多层次结果，因为不这样做就可能产生有偏差的结果。例如，在学生表现这个例子中，比较两个人口统计学上数据相同的学生不能说明教师的能力和同辈的影响，除非这些在两个不同教室中的区别得以明确地建模。

就场景而言，比较来自两个不同县的两个人口统计学上完全一致的邮政编码并不能说明县级特征——不管是经济上、人口统计上，或者政治上，如一个超级基金网站。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初方法是利用一些县级变量来捕捉以邮政编码为基础的最小二乘法回归背景。我们通过在一个单个数据文件中加入两个层级来完成此操作，即简单地在此县每个邮政编码中重复县级的数值。这低估了以县为基础变量的标准错误，从而对正常的显著性计算产生偏差。

为什么要研究县？县对某些特征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也更合乎情理的有吸引力的地区，如生活成本、工资或租金，因为低廉的运输成本使个人在居住地选择上范围更广。在其他情况下，如犯罪率数据，我们仅能局限于县一级的测量数据，因为更低一级的数据没有发布（联邦调查局会调整不能进行对比的地方犯罪数据）。最小二乘法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说明县内邮政编码的具体嵌套。

因此，我们估计了最初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合适的混合模型。尽管多层级的模型允许对根据更高层次的分析单位（如县）进行变化的回归系数估计，我们通常还是会估计随机截距模型（即截距因各县而异）。这意味着我们结果变量的平均值是根据每个县估计的，但单个值是为了与我们邮政编码级别的变量相关联的回归系数而估计的。我们的县级变量（如总人口）被用于为我们结果中的县级特定平均值建模。

使用核心作为我们结果的自变量的通用模型规范，请参见下方：

Yij=βoj+β1j×CollProfLv90+β2j×LevelNonWhite90+β3j×ARTGOSLG98a+β4j×YPFactorScore+rij　　　　　　（8.1a）

当

βoj=Y00+Y01×ITEM005+Y02×ITEM218+Y03×ITEM108+Y04×CrimeRate1999county+u0j　　　　　　（8.1b）

表8-8中的多层线性模型/混合模型复制了表8-5中关键的最小二乘法分析。[41]最小二乘法回归的结果得到了有效的证实。一些标准错误减少了，但其他的错误实际上增加了。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可以更精确地分析我们的数据结构，并且，我们预计多层线性与最小二乘法的系数估计值在大小和/或显著性上会有一些差别。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估计值在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和我们的结果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大致的程度上一致。

HLM提供的进一步分析空间的机会是估计跨层交互作用项的能力。这种方法探索了自我表达的邮政编码是如何取决于它们周围县中越轨性的影响的。这样做有效地扩大了空间网络的范围，不仅可以扩大与特定邮政编码相邻的越轨经验的机会，而且可以扩大整个县（平均的）可用的机会。表8-8中的“跨层级交互”模型汇报了这种模型的结果。

表8-8 25～34岁人口变化的分层线性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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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8 25～34岁人口变化的分层线性模型结果-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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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层级交互”的结果表明，具有自我表达场景的邮政编码并没有对25～34岁的人口变化展现出独立的影响。只有当自我表达的邮政编码位于越轨的县中时，这样的场景才展现出和25～34岁人口变化的正向关系。这个结果表明场景的影响——在这里指的是越轨行为——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最初在毗邻的邮政编码方法中所表现的那样本土化。它表明，县的效应在邻近的邮政编码之外还能发挥作用——如那些在同一个县中为了工作、宗教信仰、购物和场景穿过多个社区通勤的人。[42]

这些直接测量、标准邮政编码内交互、紧邻相互作用，还有多层级建模的综合结果展现了一些直观的场景：（1）25～34岁的人口被吸引到更加越轨的邮政编码区域，这样的邮政编码中存在一个实际上并不重要的自我表达场景；（2）25～34岁人口没有搬去自我表达的场景，除非这样的场景是越轨或者接近越轨场景，后者的动力更强；（3）25～34岁的人被吸引到邻近越轨场景的自我表达场景中。也有（1）和（3）的组合。

一些例子有助于澄清和解释这些情景。我们首先看看芝加哥北面，在卢普区附近的邮政编码。这些邮政编码包含柳条公园、巴克镇、洛根广场、德保罗大学、林肯公园、老城（Old Town）、黄金海岸和芝加哥河北岸（River North）等社区。所有地方的自我表达分数都很高。

但伊利诺伊州许多小镇的邮政编码也是如此。梅斯镇（Maeystown）就是一个例子。梅斯镇离圣路易斯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德国村庄，举办啤酒节活动，艺术、手工艺品博览会和园林展览，并有许多古朴的家庭旅馆。[43]梅斯镇因此具有很高的自我表达分数。单看自我表达就可以相同并有效地探讨所有这些邮政编码，如梅斯镇和柳条公园以及黄金海岸。

但它们当然是不一样的，年轻人能够轻易分辨出不同。如果我们不再孤立地看自我表达的话，我们确实也可以做到。再次以梅斯镇为例：它具有很高的自我表达分数、很高的本地真实性得分，但有着非常低的越轨分数。这个组合可能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有吸引力，但对典型的25～34岁的人却不是这样。

邮政编码内的交互突出了像巴克镇和梅斯镇（Maeystown）这样的地方之间的经验区别。然而，紧邻相互作用和多层级建模展示了像黄金海岸和芝加哥河北岸这样地方的不同之处。如梅斯镇和巴克镇一样，也有自我表达，但相比巴克镇和其他芝加哥河北岸的邮政编码区域，黄金海岸的越轨分数相对较低，与国家平均值差不多。在这方面，黄金海岸更接近于梅斯镇。

然而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地点。黄金海岸和芝加哥河北岸更靠近有高越轨分数的邮政编码区域：南到卢普区，西到富尔顿河公园（Fulton River Park），北到近北区（Near North Side）。库克县（即黄金海岸的所在地）的平均越轨分数远远高于梅斯镇所在县（Monroe）的平均越轨分数。搬到黄金海岸和芝加哥河北岸也就是搬到一个有趣，但没有那么前卫的画廊、精品店和餐厅的地方。可是沿着街走，就能到芝加哥的更“有伤风化”的地方，黄金海岸的居民可以轻易地参与其中——然后快速地坐上一辆出租车回到自己更安全、更安静的（带门卫的）公寓。这在梅斯镇是很难做到的。

该例子说明了一般性的结果。如果我们仅仅分析自我表达的分数，我们就不能区分像梅斯镇的地方和许多同样有着高自我表达分数的芝加哥邮政编码的区别了。但是，一旦我们看到梅斯镇（和相似的地方）并非同时拥有高越轨分数，且并不邻近任何一个有着高越轨分数的地方，那么梅斯镇这样的地方和柳条公园/巴克镇风格的场景以及黄金海岸/芝加哥河北岸风格的场景之间的区别就很清楚了。

这些背景环境的差别都很直观清晰，但是对他们进行统计建模很困难。同时，更复杂的统计数据通常也意味着忽略它们应该阐释的生活体验。这种将背景环境建模的场景方法展示了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如何将相似的技术扩展到有关场景和空间环境的其他命题上。

吸引区域 对相邻邮政编码的场景做出解释只是将空间加入场景分析中的一种方法。另一个方法是将邻近和吸引区域加入场景测量的构建当中。邻近性仅仅加入了最近的周围的邮政编码区域，而吸引区域则基于环绕目标邮政编码的特定半径内的舒适物，将这个区域扩展到包括多重的从目标邮政编码向外扩展的邮政编码区域。图8-3说明了邻近场景和舒适物吸引区域之间的概念和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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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实施空间关系

吸引区域的关键影响来自我们怎样将它们的含义理论化：吸引区域是涉及消费选择时的一种模拟居民视野有效限度的方式。也就是说，居民可能不会考虑某些设施可用，因为它们“太远了”。相反地，构成当地场景的舒适物影响力可能超出它们所在的邮政编码区域。为了检查这些可能性，我们用各种半径重新计算了表现分数。[44]表8-9报告了这些自我表达的表现分数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尽管产生了相似的值，结果表明，吸引区域的选择可能会增加我们场景分析的价值。例如，仅用目标邮政编码区域内的舒适物计算得分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343，其分数通过用目标邮政编码区域和其周边邮政编码区域内的舒适物计算得来。邮政编码区域和毗邻的场景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为了探索不同的吸引区域怎样进一步揭示自我表达、越轨和年轻人之间动态的微妙之处，基于四个不同半径（R=0、1、2、3）的表现分数，我们重新评估了“交互-睦邻”的混合模型。在表8-10中，R=0的模式与表8-8中报告的原始“交互-睦邻”模型完全相同。

表8-9 使用不同半径的自我表达表现分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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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0 25～34岁人口变化作为结果的分层线性模型在不同吸引区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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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0 25～34岁人口变化作为结果的分层线性模型在不同吸引区域的变化-续表1

[image: ]

表8-10 25～34岁人口变化作为结果的分层线性模型在不同吸引区域的变化-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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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区域确实很重要。R=1的模型特地展示了我们的结果和目标邮政编码中的自我表达、邻近邮政编码中的越轨场景和它们之间交互的更强的关系。同时，自我表达和越轨之间的邮政编码区域内交互从原始模型中的正向转变成R=1模型中的负向（且几乎不显著），然后在R=2和R=3的模型中不显著。R=2和R=3的模型展示了它们自己的模式，其中邮政编码区域内自我表达和越轨的独立主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但是邻近的邮政编码的影响仍然与原始的R=0模型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考虑到的周边场景越多，地方邮政编码中场景质量就变得更加显著。这些结果都为我们最初的发现加入了更多的玄妙之处：年轻人被吸引到越轨的场景中，但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场景，而是当自我表达的场景与邻近的越轨场景相结合时，它们对25～34岁的人来说更具吸引力。接近程度会改变表现。

总而言之，邮政编码内和附近的场景都会对25～34岁人口的变化产生影响。场景是在邮政编码范围内和跨邮政编码边界运行的地方现象。尽管是探索性的，这些模型共同表明，场景及其影响存在可量化的界限，并用不同半径的吸引区域将这些影响进行转变。追求这些探索线索是正在进行的研究中的一个活跃领域，我们在这里通过初步的分析来说明它是如何加深我们对场景理论中确定的某些过程的理解的。

这种“环状”（Rings）的分析方法建立在众多关于吸引区域的地理文献上，有对特定具体项目的实际估计。但是很显然，根据舒适物、活动和细分小组产生了许多变化（开200迈去吃晚餐的牛仔与不开车的曼哈顿居民，对歌剧院的研究和对咖啡馆的研究，等等）。这里有一点很简单，就是场景的具体工具和概念有助于识别连贯的变化模式，当它们出现时，可以与新的数据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概念化和测量吸引区域。例如，添加场景指示器可以区分对于单独的年龄层及更多的（仅）餐馆的影响或者靠近一个更越轨的场景的餐馆影响。

这些多样的方法阐明了对环境建模的替代方案。最小二乘法模型，多层线性模型，交互作用，吸引区域，还有临近性分析的结果都分别增加了对该问题的洞察力。每个方法都做出了不同的假设，并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45]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们仍惊喜地发现，我们执行的尽可能简单的多变量建模也相当稳健。更复杂的方法会产生关于一般关系的更复杂的图画，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场景作为多因素进程的元素

本书主要将场景作为独立变量而将其他变量作为结果，如经济增长、居住模式和党派投票。我们选择这种方式，部分是因为评估具体场景产生原因的极端复杂性，部分是因为我们希望将场景加入学术和政策上关于收入和经济增长、居住模式和党派投票的驱动因素的讨论中。后一个目标意味着将场景作为自变量分析，连同经典的、被认为可以推动这些结果（教育、人口等）的社会科学变量一起，以减少虚假性。

在将场景作为自变量处理时，场景理论看上去可能像一种“文化社会学”，以“文化的”变量驱动“物质的”结果。[46]这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在文化和物质之间划出硬性的规定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教条的文化主义者——将这个公式反过来既可能又合理。

开诚布公地面对这种逆转，即将场景视为既可能是后果也有可能是原因，至少意味着另外两类问题。首先是鸡与蛋的问题：谁先来？场景还是其他变量，比如大学毕业生或工作岗位？是否总是一个先于另一个，还是有时这个先来，而有时另一个先来？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在何时、何地，并且为什么？接下来是更符合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和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场景作为其他因素的结果，那什么可以解释何时、为何一种类型的场景比另一种更强呢？是阶级、种族、宗教、教育，还是其他的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概念和数据对认为场景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的理论施加影响力？我们将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因果关系的问题

因果关系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马克斯·韦伯甚至建议强调变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而不是寻求因果关系。到20世纪末，社会学家对因果关系更加野心勃勃。然而，大多数人接受了韦伯关于多重因果性、偶然性、关键变量之间的紧密相互关系，特别是这些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基本观点。很少有人仍在为19世纪认为“文化”（Culture）或“物质性”（Materiality）是社会进程“在最终分析”中的最终原因这一观点摇旗呐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已经接受了许多种进程的相互依存关系、定义的困难性和随意性，以及随着时间和不同环境的变化，所有这些都由反馈作用组成。[47]因此，反馈是一种特定的因果机制，这有助于澄清远距离看来难以理解的东西。

考虑反馈的一种方式即鸡和蛋问题。哪个先出现——鸡还是蛋？这样标记问题强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种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一个反馈变化并且影响其他的），即使其中一个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都是主要的，而且在多个阶段中都可以识别出因果的动态。

场景分析与这个更广阔的多文化和多因素视角在许多科学领域中正增长的显著性相关联。它意味着一个特殊的鸡与蛋问题。一个较为粗糙的例子是：是收入更高的地方吸引更多的星巴克，还是星巴克吸引收入更高的人？正如有时在城市文献中讨论的那样，这是对此问题的一个最简陋的表述。[48]

我们对“星巴克问题”的回答是，这确实是一个经典的鸡与蛋现象。正如统计分析可能表明的一样，在任何一段短时间内，推动力都是收入，但是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因果关系可能会逆转。如何解释并测量这些过程呢？

移民和城市发展的文献慢慢逐渐认识到十几年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克拉克和弗格森（Clark、Fergurson，1983）关于移民和发展的文献回顾中，只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在论文中探索了那时的鸡与蛋问题。理查德·穆斯（Richard Muth）和迈克尔·格林伍德（Michael Greenwood）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他们使用了两阶的最小二乘法来估计人口增长对工作的相对影响以及反向关系的影响，对整个美国的工作增长和人口增长进行了截面分析。他们发现这两种都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其中每个因素的力量都难以分析。鉴于有许多其他相关的变量，他们并没有试图进一步探索这一点。

然而，克拉克和弗格森认为，与穆斯和格林伍德的大致理论相反，他们的结果可以被重新解释。生产和消费可以被视作共同构成彼此，而不是试着将生产和消费分解为单独的或者单向的因果箭头。也就是说，人们会选择一个可以同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此外，尤其是对于个体经营和高技能的专业人士来说，随着工作本身变得更像是关于如何有意义地度过时光的生活方式决定，这样的生活和工作地点重叠正在增加。这种普遍的方向影响了场景理论中的大部分分析：人们出于很多种原因选择一个地点，包括舒适物。一旦他们在那里了，他们就会对当地的特性，包括场景做出贡献。

这些论点在随后的几年里由我们和约翰·凯恩（John Kain）以及他的学生、爱德华·格莱泽、理查德·佛罗里达等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解释。大多数城市文献直到最近仍追随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解释（如普遍使用的追随穆斯传统的教科书所证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工作等因素是人们决定在哪里居住的主要驱动因素。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内在复杂性，几乎没有人真的研究推广由穆斯和格林伍德发起的这类课题。[49]

尽管相对缺乏研究进展，在讨论场景时，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鸡与蛋问题的变体。例如，是收入导致场景的变化，还是相反？第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这些都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科学的精简过程，而不仅限于场景。因此，这里可以应用各种合理的答案以及其他地方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有的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另一些用的是两到三个时段，还有一些用更多的时间段。我们也是。

第二个主要答案是，考虑到产生场景的因素的巨大复杂性，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此书的大部分讨论中并没有试着对它们的构成进行概念化并测量。相反，我们主要关注几个在社会科学和政策讨论中广泛使用项目（如人口变化、租金、专利）场景的重要性，以帮助建立与其他人建立的模型相同的场景的影响。

第三，精确地探索鸡和蛋的动态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场景的数据如此之多，来源之广，所以，从所有数据来源中找到可以进行多年比较的数据是极其困难的。因此，遵循系统性的模式和一致的模型来检验简单的假设并不容易。黄页的数据仅仅在一个时间点收集，因为黄页商业目录服务通常会丢弃它们的历史数据，并拒绝报告它们在分类上的更新（我们试过了！）。美国人口普查每十年才进行一次，经济普查每隔几年收集一次数据。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的数据集是个例外，它每年更新一次，但是像其他（遗憾的是，很多）“系列”一样，它的评估方案随着时间发生变化，降低了试图将不同时期的数据结合起来的使用表现分数的分析的质量。很明显，如果我们为了更强的统计程序而试图让这种强统计和计量经济的假设变得在逻辑上必不可少，这些数据对于确定精确的顺序就太不一致了。

鸡与蛋、总体工作和艺术工作

与所有美国邮政编码中的模式相对照，我们通过检查与其他工作相关的艺术工作调查了一些独特的鸡与蛋的动态关系。我们探索了一小组邮政编码及其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我们反复分析了在邮政编码层面上艺术工作对所有类型总体工作的影响。总体工作项简单地将美国商业普查（邮政编码商业模式）中对每个美国邮政编码中所有行业的工作进行相加。不幸的是，工作分类的代码发生了变化，因此旧的标准产业分类（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SIC）在20世纪90年代被一组新的NAICS分类所代替。接着，NAICS分类被修改了。因此，对于更长的时间段而言，人们会遇到分类的一致性问题。

我们用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做了许多分析。解决工作分类变化所带来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简单地将所有类别中的所有工作相加来创建一个总体工作数量的数据大小；为此，工作分类的定义是无关紧要的。接着，我们研究了艺术工作的子类别，发现其中的大多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0年之后都以几乎相同的标签被重复着。因此，估计艺术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以后对总体工作岗位的影响（经济弹性）似乎是合理的。这似乎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发现之一是即使控制了核心变量，艺术工作也是就业增长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我们想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类工作岗位与（随之而来的）总体就业岗位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同样的强关系，尤其是因为在少量的关于艺术类工作的文献中几乎没有系统的比较分析，而且也几乎没有人直面鸡与蛋的问题。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艺术类工作并没有像在接下来几年中那样对总体工作岗位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从1998年到2001年，艺术工作的影响力很强，是十变量模型中所有变量里最强的。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无法将每个子期间的数据用于所有其他变量，因此，这些结论都是暂定的。

尽管如此，艺术类工作对总体工作岗位的影响随着时间增长的影响明显上升，这与我们的总体解释一致：作为消费/生活方式的空间的一般指示物，特别是更多以自我表达为导向的场景相关的舒适物，艺术工作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变得更加重要。这些结论符合我们的讨论。讨论认为，后工业社会向消费和舒适物的转向，是表达个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难得契机。这些最后陈述基于最初在此处分析的证据之外的许多不同来源的证据评估，但是具体的艺术工作对总就业弹性的提升符合更广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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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交叉滞后回归，一般模型

注：个体变量只是绝对数量的水平（不是变化或人均）。通过在第一个等式中包含一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绝对数量的艺术类工作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第一个β（下标“滞后”）显示了1998年到2013年所有美国邮政编码中艺术工作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增长或下降）。这种方法不需要其他方法所要求的强假设，如二段最小二乘法回归中的“工具变量”。

交叉滞后回归允许进一步分析总体工作和艺术工作之间的关系。图8-4说明了一般的交叉滞后回归方法。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它利用了大量邮政编码的年度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交叉滞后回归的基本思想是允许使用通常以横截面的方式分析的数据进行跨时间段的分析。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在（统计学上）去除了前几年总体工作的影响滞后，分析了艺术工作对总体工作的影响程度。因此，图8-4中顶部和底部的水平线大多是跨时间的同一个变量的“控制”，而两条对角线是对比的关键项目。交叉线的Beta系数显示艺术工作与其他（非艺术类）工作相比在解释1998年到2013年变化中的相对影响。我们探索了这个基本模型的许多变体，增加了更多的变量交互项，等等。但是主要结果仍然保持一致。

第一个分析对比了对角线系数（如图8-4所示），并发现它们对1998年到2013年的艺术和非艺术类工作的变化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与早些年的结果不同，那时的艺术工作对后来的总体工作数量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的第二个分析比较了不同类型邮政编码中艺术工作的相对影响。我们假设人口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地方对艺术有更高的品位并且更多样化。在这样的地方，艺术类工作可能有会对未来几年的非艺术类工作岗位数量产生较大的影响（弹性和乘数效应）。为了检验这些简单的假设，我们对比了艺术工作在人口、教育和收入（见表8-5中注释）不同的邮政编码区域内的影响。我们找到了对这些假设的支持。图8-5所示的结果表明，艺术工作在人口、教育和收入前10%的邮政编码中更多地激发了其他非艺术类工作。相反，艺术工作在人口规模、教育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地方对非艺术类工作长时间内的影响相对较弱。其他（非艺术类）工作对排名在最后10%地区的艺术工作及其他工作有更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对于所有的邮政编码来说，在前后10%之间的结果符合期望。

总而言之，艺术工作确实推动经济增长。有更多艺术工作的邮政编码区域通常各种类型的工作增长也更快。这种艺术倍增效应在人口规模更大、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的邮政编码区域中最大。所以，我们找到了一种鸡与蛋的模式，但是每种效应的大小因区域类型而异。在最终的分析中，关于艺术工作或总体工作哪个先出现的问题，并没有一般的答案。每个都会对另一个有影响，但是艺术工作增强了当地的场景，并且支持了更多一般工作的增长。

鸡与蛋的比喻对于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场景和其他的事物是有用的：这个比喻认为，寻找第一个原因和首要的推动力是无用的。相反，如果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它会在下一时期反馈到其他因素上。有时，如果一个因素带头，其他因素跟随；接下来也可能是完全反过来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对细节更加精确，比如人口、教育和收入等变量是如何改变艺术工作的影响的。但是为什么要过于笼统地概括呢？我们既需要鸡也需要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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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艺术工作对工作增长的影响因邮政编码而异

注：这里显示的路径仅仅是我们估计的完整模型的对角路径，如图8-4所示。我们三次为三种邮政编码类型评估了全套模型，上述两组路径总结展示了最高和最低的10%。最高和最低的10%来自一个包括所有美国邮政编码的三项指标：家庭收入中位数、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居民百分比和周边县的人口。在所有三个项目中，前10%包括1421个邮政编码，最后10%有1076个邮政编码。该图对比了高和低的邮政编码中的Beta值，所有美国邮政编码的结果都在交叉滞后回归之间。箭头的粗细程度说明了关系的相对强度。例如，在前10%的邮政编码中，艺术工作（1998）对总体工作（2013）的影响大于总体工作（1998）对艺术工作（2013）的影响。

场景作为因变量

场景作为复杂反馈机制的一部分意味着将它们作为因变量，而不仅仅是自变量分析是有意义的，不仅测试关于结果的，还有关于场景来源的理论。通过这种方式反转场景理论中典型的方法能够马上将我们带入更具有“文化社会学”特征的研究对话当中。例如，研究为什么某种文化习惯、品位和感觉更可能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或群体中。

许多社会学中领先的文化理论都在这个说明方向上发挥作用，以“文化变量”作为结果。在整个场景中，我们经常以类似的方式指出，我们考虑的许多流程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例如，一个有着自我表达场景的社区可能会吸引大学毕业生；但是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场景可能本就是由作为客户和居民的大学毕业生支持而产生。参考文化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我们相应地探讨了一些场景在不同的地方更强或更弱的可能性来进行解释。

这里和场景理论中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从其他人提出的关键变量开始评估它们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指的是我们的场景变量。第一个例子是皮埃尔·布迪厄或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模式的一个普遍命题——阶级不平等和隔离应该很大程度上决定风格和品位的差异。这在过去的文献中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凡勃伦的观点中，精英从事奢侈和炫耀性消费并不是出于任何生理需要，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主导地位，并在其他人中激发“金钱竞赛”。在布迪厄的变体中，高级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特殊的知识、礼仪和品位帮助社会阶级顶端的人们将自己和社会等级低的人区别开来并排除在外。

我们分别考察了这两个主张，但在这里主要专注于更凡勃伦的版本。[51]为此，我们使用了该领域的领先研究者约翰·洛根的大都市收入分隔评测，即“等级次序信息理论索引H”。[52]然后，我们分析了收入分隔和第5章中场景维度的五因素得分组合之间的关系：社群主义/城市性、爱乐之城、罗西尼巡演、山巅之城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维度，尤其是爱乐之城，关注包括凡勃伦式炫目的华丽的消费风格，如迷人和爱炫。[53]

如果我们首先看看地铁收入分隔与5个因素分数之间的简单二元皮尔逊相关性，我们发现五分之四的场景与城市不平等呈正相关（除了平均主义的“山巅之城”）。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增加3个变量（特别是城市总人口连同邮政编码教育和租金，因为这些因素在好几个内容重叠的文献中被作为文化品位差异的主要社会推动力广泛讨论），变化如表8-11所示。

在我们加入其他变量之后，表8-11总结了这五个因素分数与城市收入分隔之间的关系。该表立即表明了有城市不平等的简单二元关系遗漏了多少东西。当我们将这三个基本控制加入进去，城市不平等和场景之间的正向关系或消失或变为负向。

最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不平等和爱乐之城——也许是我们在强调迷人和爱炫方面最突出消费导向的场景——之间的联系变得无关紧要，正如城市不平衡和社群主义/城市性之间的关联。现在我们看到，罗西尼巡演结合了本土真实性和自我表达，一旦我们调整其他的变量，通常可以在分隔较少的城市地区发现。山巅之城与不平等的负向联系也变得微不足道。唯一和城市不平等有正向联系的场景是高新技术区（高新技术区是一个复杂的场景，强调正式性和理性（见表8-4），与迷人和爱炫相比所有的引人注意性测量值都较弱）。凡勃伦的理论，即场景中的变化应该可以追溯到居民收入分隔的变化，在这些结果中得不到太多支持。原因很可能是凡勃伦的理念在一些场景中对一些人群成立，而且也许在过去或其他国家中更加成立，但是这些理念在这里并不那么适用。

表8-11 为其他变量调整后，城市收入分隔和场景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或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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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出的一般方法论观点是许多合理和标准的变量是研究场景来源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可以从凡勃伦开始，但是不能以凡勃伦结束。实际上，表8-11中概括的模型中的变量仅占场景理论中变化的一小部分：为高新技术区调整过的R方最高，约为0.14，剩下的为0.1或者更低。追寻其他可能的解释，如种族、职业、地区等，并逐渐将它们加入文化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是当前场景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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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背景下的场景

场景理论主要描写分析的是美国的场景，并自始至终点缀着一些对其他国家起说明作用的参考文献，并包括了更多关于我们北方的邻居，也是我们主要作者所在地加拿大的内容。但是场景研究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合作。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波兰、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在学习他们国家的场景。这些国际的成果是扩展、修订和测试场景方法的激动人心的机会，也是富有挑战性地找到新的跨国比较和分析理念的场合。

克莱门特在塞维利亚的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大学（Universidad Plabo de Olavide）的团队一直是国际场景研究领域的领导者（参见克莱门特，2012）。鉴于克莱门特在发展许多场景概念和方法中的关键作用，这并不令人意外。克莱门特和他的同事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的西班牙舒适物数据库，并应用了相同的评分系统，计算了大约800个地区的表现分数。对于他们表现分数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揭示了与美国和加拿大表现分数中的第一个因素相似的第一因素——克莱门特和他的同事称之为“常规VS非常规”，一方面具有睦邻、本土性和传统等维度，另一方面也有越轨、自我表达、迷人等维度。他们还将这些因素在西班牙地图上绘制了出来，展示出东北部和主要城市周围有非常密集的“非传统”场景，如图8-6所示。

克莱门特和同事表示，在这些场景测量的基础上，场景的非常规性VS常规性是预测西班牙“创意阶层”所在地的强预测器。而且，非常规场景和西班牙较高收入的地区密切相关，并在实际上加强了“创意阶层”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这些结果在欧洲的环境下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和其他欧洲关于舒适物的研究一起，[54]为质疑场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仅适用于北美的这一说法提供了基础，如北美（有时）较高的地区流动性。一些克莱门特团队的研究结果见克莱门特、Mateos和Rodríguez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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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西班牙社群主义场景VS城市性场景

注：这张地图绘制了西班牙的场景中相对的社群主义与城市性。颜色越深城市性越强。

资料来源：克莱门特、Cristina Mateos、Maria J.Rodriguez，Cultural Scenes，the Creative Class and Development in Spanish Municipalities，（《西班牙城市的文化场景、创意阶级和发展》）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3 （2014）：301-307.

法国和韩国的团队创作了类似的地图。在巴黎，作为更好地理解与巴黎社区迵异的当地文化风格的一种方式，斯蒂芬·索耶（2012）的小组绘制了巴黎的场景。他们运用类似我们的黄页和人口普查数据绘制了所有巴黎地区的社区和郡，不仅涉及所有15个维度，还有能够捕捉关键巴黎场景的组合，如“生活的艺术”和“地下”，拓展了我们最初探索场景的方法以捕捉法国文化的一些特定背景（克拉克、索耶，2009～2010）。在法国各个市镇，研究仍在继续。

张元浩在首尔带领一支团队做了两份报道，绘制了首尔的场景并将它们与东京和芝加哥的场景进行比较。其他的人在从事比较研究时，往往采用与场景理论中使用的方法数据相似的方法和数据，有时也探索新的技术，如查德·安德森利用照片民族志对首尔和中国的场景研究。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大部分正在进展中的研究的链接。

在中国，吴迪（2013）分析了35个中国大型城市的374个区域。他和同事们使用基本的15个场景维度和舒适物，并对它们进行因素分析。他们发现各个社区中有趣的年龄差异。年长居民居住的地方往往更多以国家、团体和功利主义的维度为主，而年轻居民居住的地方则更多的是爱炫、自我表达和迷人。他完成了对各种舒适物的地理加权回归和网络分析，并详细说明了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各个社区的租金价格的。

张元浩、克拉克等（2011）的研究在当前的环境中尤为重要。他们通过明确的跨国比较场景开创了新局面，发现了在波西米亚——这是大多数韩国和中国社会学家和知识分子不熟悉的——概念中的有趣差异。张元浩等人将波西米亚的概念解构为10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并跨国寻找各个部分的相似之处。通过这种方式，波西米亚元素被分离和被比较，展现了首尔、东京和芝加哥的波西米亚场景的不同空间分布。芝加哥在这样的场景中显示出了更多的社区分隔，东京和首尔的分区较弱。该报告还显示了亚洲对托克维尔/普特南命题的挑战，即公民参与能够产生对政治的信任。

这些差异引发了关于亚洲的波西米亚主义、公民参与和公民身份怎样以及为什么区别于欧洲和北美这一实质性问题。但是他们也指出了更为普遍的，围绕各国场景比较展开的新兴的前沿的场景研究。也就是说，不对模式以国别或者地区贴标签，如亚洲，而是引导我们找出在西方的“亚洲”模式的对应物，并使用更加普遍的概念，如家庭力量、社会融合等。然后，通过比较场景维度的组合，我们可以展示看上去可能更“韩国”的模式是怎样在家庭力量更强、地方社会融合更好，以及具有相关其他因素的西方地区出现的。重新在亚洲进行分析在西班牙看上去十分相似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因素，捕捉了既能区分又能帮助解释一些亚洲/西方差异的元素（张元浩、克拉克、卞美宜，2011）。这些关于民主和发展的国际比较在克拉克（2007，2014）的研究中以艺术和文化的方式进行了延伸。

国际场景研究中的方法论挑战

跨国场景研究带来了自身的方法论挑战。第一个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相当困难。它只是简单地合并以及/或者比较多种来源的数据，这些数据以不同语言编写，分析单位也不同。一个初步的国际场景数据库已被创建出来［由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领导］，但是跨国分析则由提供基本数据的团队（来自西班牙、法国、韩国等）刚刚开始。

潜在的更深层次的挑战是比较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一种选择是重点关注一小部分许多国家都有数据的舒适物，如博物馆、餐厅和宗教组织。这组有限的舒适物可以以两种较直接的方式计算跨国的表现分数。那么，人们可以用最初的美国舒适物场景意义的评估（如了解美国人如何看待德国的场景），或者，本地的团队可以应用他们自己的评估系统（如在德国深入了解场景理论中探索的关系）。完成这两种比较结果是富有启发性的。

另一种选择是国家团队采用美国或者他们自己的评估方式，根据他们对本地的专业知识，收集他们认为最能反映其国家的场景的舒适物数据。由于发现计算表现分数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添加或删除单独的舒适物，我们可以观察这样的稳健性在其他的环境下是否仍然存在，从而允许其他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加入他们认为最具信息量的舒适物。进一步说，团队可以提供额外的场景维度（如史蒂夫·索耶在法国和丹尼尔在加拿大做的）来捕捉采用美国评估方式错过的理想典型场景，或者丢弃不那么显著的场景维度。这样的灵活性是场景的科学中最强大的方面之一。

考虑到因为舒适物引起的潜在意义变化甚至它们构成的场景维度，研究诸如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场景的组合对于国际比较显然是有用的。所有场景的测量都是不完美的，在跨国的情况下，甚至场景维度的意义以及/或者构成都会有所不同。

的确，相对一致的场景配置跨国存在可能性为未来研究开拓了一个诱人的方向，让世界在文化意义上变得更小。没有先验的理由表明为什么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的场景中应该存在相似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西班牙在文化上与北美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但采取这种方法的早期成果是有前途的。例如，美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主因素的相似性体现了强大的跨国共同性，但同时也展现出微妙的差异性。[55]接下来，如果在韩国找到了更大的差异性，就是进一步精确地解释“亚洲”或“韩国”在更普遍而精确的组成部分中的意义。

将各种场景维度与租金的关系进行比较也很有趣。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场景越正式的地方租金越高，而在其他大多数城市和国家，有迷人的和自我表达的场景的地区租金更高。我们还期望通过舒适物不同的空间分布和与其他舒适物的关系（如第3章中提到的法国和美国教堂位置的巨大差异）发现不同国家舒适物意义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外，与其他国家（如韩国）比较构成美国越轨场景的因素，可以为通常在翻译中丢失并因此难以找到的更大文化差异提供重要的见解。

我们还强调，场景分析可以为多种不同的重叠的理论、数据和方法提供信息，从多用途到新城市主义概念再到视频和专题摄影，从民族志到历史再到建筑，等等。有关场景的会议和出版物在几个学科和国家中大量增加，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术讨论。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为我们构建场景科学的多种方式提供一个概述。它以第2章和第3章为基础，更详细地总结了我们是如何衡量核心概念的，并概述了本书使用的主要分析程序。我们使用了许多数据源和方法来保证关键的关系都得到了系统测试，并通过改变我们在相关领域和学科中能够找到的最佳数据和方法进行定义。我们的主要策略是确定在过去研究中使用的一组核心变量，并将场景测量加入其他人使用的模型中。“系统”在这里指的是通过确定他们是怎样结合或完善其他变量，如教育和择居行为，来使我们确信场景是显著的。这主要意味着与其他变量相比，测量场景效果的大小，确保它们不是假的，并详细说明如教育和投票之类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根据上下文而变化的。我们更早的贡献是编纂程序来捕捉和分析场景。表现分数量化了邮政编码中由舒适物指示的所有15个场景维度的显著性。这些措施为捕捉不同地点文化意义的范围和组合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方式，并将文化分析纳入城市发展的比较和定量研究中。它们将场景带入社会科学研究城市社区变化原因的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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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的比喻当然也是可以的，比如将场景和近期的心理学成果“五大性格特质”及它们在社区内和社区间的空间分布。通过将研究建立在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2011）对“五大性格特质”的方法论批判上，我们解决了一些测量上的问题。

[3] Sampson，Morenoff和Gannon-Rowley （2002）研究了很多这样的方法。Logan （2012）讨论了空间分析的现状，Anselin （1988）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4] 参见Alexander（2003）和Borer（2006）。

[5] 如Parsons（1951）和Swidler（1986）所分别认为的那样。

[6] 参见Gieryn（2000）。

[7] 参见Duneier（1999）、Borer（2008）、Grazian（2003）、Suttles（1984），以及Latour及其他人（2012）。

[8] 参见Mohr（2003）和Yeung（2005），尤其参见Abbott和Hrycak（1990）。

[9] 参见Irwin（1977）、Blum（2003）、Straw（2001），以及Hitzler（2005）。

[10] 参见http：//faui.uchicago.edu.

[11] Simpson和Judd （2011）提出了一场由持不同理论观点者参与的讨论。

[12] 参见Jang、克拉克和卞美宜（2011），以及克拉克（2014）。

[13] 参见Zelenev （2004）。

[14] 原子主义并不是经济学家独有的。许多记者、著名评论家和社会学家都曾利用某一种舒适物（如星巴克、精酿啤酒等）的存在来归纳当地的文化潮流。John Levi Martin （2011）提供了关于整体论和实际领域以及它们可以怎样在总体上改变理论的精妙讨论。

[15] 社会科学家们对“活动空间”的兴趣重燃表明关于频繁使用舒适物的人群的数据可能在近期获得，尽管我们对地理空间的全面性要求只在数据拥有者提供他们自己的数据时才能满足。可以参见Mennis和Mason （2011）。有很多涉及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和产品的相关进展，许多新的来源也产生了大数据。

[16] 参见Van Deth （1998），以及Kaple、Rivkin-Fisch 和DiMaggio （1996）。

[17] 关于地点、行业和雇员数量的信息主要来自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所分派的雇主识别号码（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s，EIN）。当有多个公司共享同一个EIN号码时，会有一个独特的单位雇主识别号码。上报的信息会识别不同的公司，数据也会遭到审查。

[18] 可以比较Zelenev （2004）。

[19] Tim Hotze领导了制定下载黄页数据和检查错误、多重记录、一致性、覆盖范围和完整性的协议。对加拿大的数据我们用的是yellowpages.ca。

[20] 参见罗斯菲尔德、Lee和西尔 （2007），Brydges及其他人（2013），Lee和西尔（2014）。

[21] 早期用专家信息提供者调查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的例子参见Hyman、Levine 和Wright （1967）。Evans和Rauch （1999）以及Rauch和Evans （2000）代表类似模式的近期研究。

[22] 除了这五个以外，还有两个分值。第一个是88，表示评估者不认为他们对某舒适物的了解足以让他们能够给出分数。给评估者说“我不知道”的机会能通过减少投机的分数增加分析的可靠性。第二个分数是99，表明舒适物的分类不够明确。在早期的几轮评估中，虽然没有直接包含在大部分分析里，88和99这两个分数能让我们知道需要再找哪些额外的数据。

[23] 正如我们在网上附录中阐明的那样，尽管有这么多的数据点和指示物，具体的决定往往对整体分值的贡献微不足道。

[24] 参见Verba、King、Keohane （1994）。

[25] 虽然有着大量案例的数据集往往会夸大极其微薄关系的显著性，我们的假设通常会一个个解释方向性的关系（正或负）。

[26] 虽然我们没有在这本书中报告强度分数，但是我们认为它们不仅仅是表现分数的一个中间步骤，特别是它们可以帮助辨别哪些舒适物是特定次维度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大量的仅有一点传统的舒适物和少量的非常传统的舒适物区分开来）。

[27] 例如，我们也计算了表现分数，并不是基于组织数量，而是基于就业数量，这有助于调整组织规模。这种方法增加了单独的有许多雇员的博物馆相对于许多小博物馆的权重。

[28] 我们探索的另一个组合是文化多样性指数（CDI）。CDI是一种衡量地方整体场景概况多样化或单一化的方法。以纽约时代广场为例，沿着一个街区走就可能遇到嬉皮士和雅皮士、传教士和不可知论者，在一个拐角遇到自我表达场景，而在另一个转角遇上社团主义的人。CDI测量的是一个邮政编码区域内的舒适物不同或类似的程度。在数学上，一个邮政编码的CDI得分是其15个维度所有变动系数的平均值。例如，我们发现，当控制所有其他标准项目时，CDI和犯罪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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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核心”包括邮政编码级和县级变量，如在线附录中详述的和图表中著名的一样。将县级变量纳入进来的主要原因有很多。例如，我们想知道住在一个生活成本高的大县是否可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进程。其他变量，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犯罪率标准化数据，只能在县一级获得。

[31] 我们关于表现分数的一些描述性统计数据的总结在第3章和在线附录中。

[32] Elazar和Kincaid（2000）在书中记录了这种模式。桑普森（2012）也同样表明，近一个世纪以来，芝加哥的社区在许多方面的相对差异几乎没有改变。

[33] 然而，为了表现分数，我们将2.99代入不能计算实际分数的邮政编码中。之所以选择2.99而不是3.00（即代表无效场景的分数），是为了假如我们选择分开分析这些数据的话，能够区分输入的数据和分配给评估人员的权重。

[34] 因此，在场景理论中报告的结果都来自以列表方式删除缺失案例的分析——如果缺少模型中的任何变量，则从模型中删除所有案例——因为混合/多层级的模型要求用此方式处理缺失数据。

[35] 为了制作这些图形，我们使用了R的visreg软件包和Stata的marginsplot命令。

[36] 这是通过ArcGIS 10中导出的一个电子表格来实现的。该电子表格在一列中列出了目标邮政编码，在另一列中列出了与之相邻的邮政编码。如果1个邮政编码有5个相邻的邮政编码，那么会为该邮政编码重复5行相同的条目，并与每个相邻邮政编码的5个不同值相邻。接下来再用SPSS的一个简单步骤将我们的目标邮政编码和它“邻居”（所有相邻的邮政编码）的平均分合并，通过AGGREGATE命令计算这些邻居的平均值，并将得到的平均邻居分数添加到我们的场景数据库中。该方法将在接下来的例子中用非白人的百分比和表现的测量来说明。

[37] 我们使用临近性来参数化空间关系并不常见，因为几十年来，研究者们探索了许多微妙的解释空间关系的方法。这通常涉及根据距离以占据不相邻地理位置的方式设计附近地点的权重。这种对空间依赖性的扩展观点可能对于通勤上班或购物是合理的；对文化敏感的场景爱好者来说，最近地点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我们将在下面汇报不同距离的敏感性测试。

[38]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了多种场景维度的测量，例如我们的城市性测量，是在一个邮政编码内这样做的。我们没有探索涉及多个邮政编码的普遍化，主要是因为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及我们涉及相邻邮政编码的双变量关系非常弱。

[39] 这种方法不同于标志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的标准方法，例如莫兰的空间自相关指数显示的那样标记为“问题”。不同的效应如何依据空间中的几个变量的组合而变化，更接近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的逻辑，我们会在下面提到。

[40] 除了租金价格之外，这些影响也被包括在文中报告的县级结果中。在模型中加入邮政编码的租金并不能改变场景的结果。我们也检查了附近邮政编码的平均租金，并没有发现附近租金和25～34岁人口之间的显著关系；我们也没有发现自我表达和附近地区租金之间有任何显著的交互。

[41] 我们使用HLM 7来估计我们的模型。Stata的xtreg命令，SPSS的混合命令，和R的lmer命令都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些命令被用于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汇报的大多数多层级分析。

[42] 我们还考察了一个将越轨表现分数作为随机效应的多层级模型。该模型并没有明显地改变固定效应的结果。表8-8中的模型拟合统计表明，针对地理背景环境的标准模型方法（即跨层交流）并不比使用来自邻近邮政编码中的场景数据表现得更好。实际上，标准方法可能会错过拥有越轨“邻居”的显著独立效应，无论一个地方的自我表达如何。总体而言，这表明场景效应背后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一个小于县级的地理格局内运转。

[43] 以下这段话来自《圣路易斯河滨时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是村庄本身。一条狭窄的小巷和19世纪的商店被绿色的山丘包围着。游客们走在风化了的拱形石桥上参观袖珍小镇。这桥是如此古旧，你甚至以为在下面能发现生活的洞穴巨人。梅斯镇的自然和人造景观不仅是‘古朴’或‘风景如画’，而是真正的美丽景观。”（引自Maeystown网站，访问于2015年6月9日，http：//www.maeystown.com/）

[44] 这种方法产生的选择性地理检查表明，R=3的吸引区域可以有效地模拟县的情况（平方英里和人口数相近）。

[45]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代表了考虑使用变量的地方价值空间数据多变量分析的另一种方法。我们已使用场景数据运行了几十个GWR，吴（2013）也是。它的吸引力是能够手动或以分析的方式列举频带的宽度，并估算从较近到较远的地理区域所改变的回归权重。尽管存在一些限制，但GWR是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也是更详细地调查场景在不同背景环境中变化的一个主要候选者。这些地图的描述很吸引人，但是比我们汇报的具体结果更难解释。

[46] 见Alexander （2003）。

[47] 吉登斯（Giddens，1984）提供了一个关于“递归”问题的主要理论陈述。

[48] 该问题在ComUrban的电子邮件清单上被大约800名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成员用和此处一样的术语热烈地探讨了好几个月，摘录自克拉克（2004，第11章）。

[49] 更新的研究参见Gebremariam等（2007）。

[50] Cristina Sakamoto和我们一起研究了好几年的鸡与蛋分析。本节将阐述一些明晰且重要的结果。她在提交给国际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的论文中做了更多的相关报告。

[51] 具体而言，为了研究更布迪厄式的主张，我们考察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两种指数，并将它们作为结果变量。总体情况和我们在文中汇报的表现分数因子得分类似：城市收入分隔和高雅严肃舒适物之间存在正向的二元关系，但当我们仅仅增加了几个变量时，这种联系就在统计学上变得微不足道了。

[52] Readon和Bischoff（2011，9-10）描述“H”如下：“该指数比较了普查区域内家庭收入变化与大都市区家庭收入变化的差异。它的范围从理论最小值0（没有分隔）到理论最大值1（完全分隔）。在一个假想的、每个普查区域内家庭收入分配完全一致（因此与整个大都会区域的收入分配完全一致）的大都市区域中，该指数为0，即没有收入分隔。在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区中，一个家庭的收入与其邻居的平均收入无关。相比之下，在一个假想的、每个地区家庭只有一种收入水平的大都市区中，这个指数将为1。在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区中，分隔将达到其绝对最大值；没有家庭会有一个收入不同于自己的邻居。尽管H的大小并不具有特别直观的意义，大都市区之间或随时间变化的H值差异表明分隔在何时何地会更高或更低。”

[53] 这是遵循最近关于美国和欧洲种族与收入分隔的研究的方法。但我们注意到，地理分隔的重点假设了至少有适度的居民流动性以及消费行为相似的人对地点的寻找——这在过去的和更传统的社会中更少。例如，在美国南部曾经有人说过“在南方，只要黑人地位上升得不太高，他们离得多近都无所谓；在北方，他们地位上升得多高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离得不太近”（Egerton，1994，50，由劳埃德引用，2012）。但是由于美国和其他一些社会正在朝北方这个模式发展，在这里我们也遵循这个模式。

[54] 参见Boschma和Fritsch（2009）。

[55] 例如，加拿大要素中的城市性的一面更注重正式、团体和功利主义，而美国的版本则包括所有这些以及迷人和越轨的场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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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Scene）：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尽管可以在多个层次上来识别场景，但我们更强调社区层面而不是城市或国家层面，因为从社区层面识别场景可以捕捉那些较大单元内部和之间的差异。场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识别：（1）物理结构，比如根植于具体的、可识别的、聚集人的场所里的舞蹈俱乐部或购物商场等；（2）人群，这些人群是按照种族、阶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维度来描述的，这些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一个场景不仅由那里的事物来定义，而且还有那里都有谁来定义；（3）特色活动，如备受青年科技工作者喜欢的本地朋克音乐会；（4）象征性的意义和价值观，这些定义了某个地方能够提供怎样的体验的重要性；尤其是我们强调诸如合法性之类的含义，比如合法性，正确或错误的生活方式；戏剧性，吸引人观看和被看的方式；真实性，一种真实或原真的身份认同；（5）场景具有公共性，对于路人和爱好者来说是可获得的。

场景维度（Scene Dimensions）：定义场景蕴含价值观取向的意义核心类型，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维度。

场景子维度（Scene Sub-dimensions）：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的一些特定形式，这些形式是在场景里得到确认或被否定。合法性的子维度包括传统主义、领袖魅力、自我表达、功利主义、平等主义；戏剧性的子维度包括迷人的、爱炫的、睦邻的、正式的和越轨的；真实性的子维度包括本土的、族群的、合作的、理性的和国家的。

真实性（Authenticity）：场景的一个维度。真实自我在场景中被确认或被否认；例如，一个场景通过一些文化遗产设施来实现这种真实性的感觉，从而增加本地身份的认同。

戏剧性（Theatricality）：场景的一个维度。在场景中，看到和被看到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场景中能够得到确认或被否定。例如，一个场景可以增加正式合法性的感觉，通过展现对遵守仪式或礼仪的参与者的肯定。

合法性（Legitimacy）：场景的一个维度。在场景中，可以对正确或错误行为进行判断。例如，一种场景通过各种地方活动、人群和场馆等混合，能够表达平等主义合法性的感觉。

舒适物（Amenities）：舒适物（又译便利设施）：一个来自经济学的术语。通常与“消费”有关，它通常是指非交易物品与服务（类似公共物品），能够提供给人们使用或享用，不同于提升市场价值或直接购买范畴的生产性“资本”。舒适物包括自然舒适物，如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气候；还有使一个地方更具吸引力的公共设施，如剧院、钓鱼湖、舞蹈俱乐部和餐馆集中区。

邮政编码商业模式和黄页：本书使用的两个关键数据库。“邮政编码商业模式”简称BIZZIP，是由美国人口普查局编撰的按照邮政编码进行的人口普查；BIZZIP包括数百种类型的组织（如艺术品经销商、宗教组织、餐馆和人权组织等）。“黄页”简称YP，是来自在线商业目录的传统下载的数据库；黄页包括数百种精美的舒适物类型（如数十种类型的餐厅、教堂、钓鱼湖泊或池塘、文身店、定制T恤店和时装店等）。结合这些细节和数量庞大的指标，使这种对地方质量的测量成为可能，比如越轨、自我表达和迷人。

绩效得分（Performance Scores）：场景子维度的定量测量。绩效评分是衡量某一个给定场所中的舒适物设施支持给定场景的子维度的平均程度（得分）。例如，对于一个邮政编码区域，一个相对较高“越轨”的绩效得分说明，该地区比其他地区在越轨合法性上的表现更明显。这样的邮政编码区域往往具有相对较高比例的该类设施，如文身店和人体穿刺工作室。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Gemeinschaft VS Gesellschaft）；社群主义与城市性（Communitarianism VS Urbanity）：美国邮政编码中最典型的场景子维度集，这一维度的复合体，一方面反映了睦邻、正式、传统和领袖魅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合作、越轨和迷人。这样的灵感来源于费迪南德·滕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区分，它将社区（礼俗社会）和社会（法理社会）的世界进行了对比，前者由温暖、私人和亲密的纽带来定义，后者则通过非个人关系、个人自由和时尚来界定。社区类型的舒适物包括教堂、钓鱼湖、公共图书馆；然而，社会类（城市性）的舒适物包括快餐、旅行社、美容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技术咨询服务、研发公司和软件商等。这是场景维度的更全面组合的一个例子，通过对常用设施和尺寸规模进行归纳与实证分析才能得出。

波西米亚（Bohemia）：一个经典的场景，优先考虑个人的自我表达，越轨的戏剧性、反合作的真实性和其他相关维度。随着后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驱动，波西米亚已经成为创造新风格的实验室，创意工作者的吸铁石。波西米亚是一个更全面的场景例子，它以演绎的方式来定义场景各维度理论上的组合。

艺术红利（The Artistic Dividend）：由于艺术家和相关组织的存在，对于地方来说，增加了经济附加价值。艺术红利会因场景不同而会表现出价值的差异。在一个提倡自我表达、领袖魅力、迷人的、正式的场景中，这种价值增加会更多。

新芝加哥学派（The New Chicago School）： 社会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与经典芝加哥学派学者们保持一致，为关于地方的脉络（背景）、时间、地点、过程等概念提供了学术研究中的中心（重要）位置。然而，与“旧”芝加哥学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芝加哥学派避免了对社区的传统形式和乡村生活的怀旧，以及对不同类型活动必然发生的僵化概念的超越。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更加交叉和多元的视角或愿景。

新保守派（New Con）、新时代（New Age）、流行文化（Pop Culture）、武术（Martial Arts）： 四种类型的设施定义了美国主要的文化裂痕，以及可以弥合这些分歧的活动。

文化的崛起（The Rise of Culture）： 艺术和文化在许多普通公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对城市经济和城市政治也产生重要影响。

热议点（Buzz）： 关于场景的兴趣和兴奋点。热点可以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通过政治竞争来控制它。（关于热点，作者的原意是指在场景周围流传的符号和信号，这些符号可能非常有价值，可以吸引投资、关注、访客、移民等。）

新社会运动组织（New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活跃分子的组织经常致力于为自然、自我、消费、性别和性取向等创造新的方向。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人权组织、社会正义活动、LGBTQ（拉拉、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等）权利组织，等等。新社会运动的组织更青睐于在一些独特的场景中茁壮成长。

布波族们，或波西米亚资产阶级（BoBos，or Bohemian-bourgeois）： 布波族们把波西米亚、反文化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收入结合起来。在政治上，与其他高收入公民相比，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左倾”的候选人。

核心（The Core）：一组核心变量，往往被包含在多数的多变量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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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炫　51，52，55，74，111，180，201，204，209，212，244，360，379，385，423，424，427

本土性　56，97，117，121，183，300，425

边缘　39，40，54，138，207，212，240，269，293，324，349

表面效度　290，294，379

波西米亚　20，27，28，31～33，40，46，54，70，71，73～79，104，123，151～153，155，156，168～171，173，175，178，183，189，200，201，210，246，277，284，293，312，358，362，384，386，391，393，427

布波族　11，34，73，115，187，246，290，293～295，300，306，307，311，325，362

步行便利度　33，172，246，268，270，273，278～281，388

场景　1～3，5～8，10，12，13，16，17，19，22，24～35，37～55，57，63～67，69～85，87～89，93～95，98，102～107，110～121，123～132，141，147～165，167～169，171，173～181，183～185，187，188，191～210，212，213，215，217～219，240，241，243～247，249，251～267，269～271，273，274，276，278～282，286，288～293，295，296，298～305，307，310～319，321，322，324，326～331，333，335～341，345～353，355～376，378～381，383～398，403，404，407～411，413～419，421～430

场景维度　27，28，32，57，78，111，116，117，121，126，128，153，161，165，169，196，197，201，202，208，209，217，245，260，286，288，300，301，307，338，347，357，374，375，378，397，398，423，427～430

城市氛围　55

城市社会学　33，98，364

城市性　31，33，126，156～158，167，169～171，197，198，201，202，205，208～210，212，213，245，246，250～253，275，276，281，286，358，385～387，395，398，406，412，423，424，426，429

传统主义　38，43，62，119，122，147，165，167，169，188，222，241，246，285，356，379，385

创意城市　247，344

创意阶层　70，151，152，162，164，188，189，198，201，251，317，425，426

大归类　17，215，241，288

地点　1～3，12，30，31，33，39，56，59，67，69，75，84，93，95，109，114，117，192，194，196～198，209，241，296，304，312，317，335，337，344，346～348，355～357，359，363，366，369，372，383，394，397，409，417，421，423，430

地方场景　42，116，345

地理景观　42

法理社会　69，125～128，157，385，428

峰度　93～95，98，234，235

高新技术区　60，201～206，209，212，213，385，386，424，425

格式塔学派　7

功利主义　51，52，64，74，75，97，115，125，126，161，162，169，203，206，379，385，427，429

国家　10，11，14，18，23，25，28～30，32，34，48，51，57，59，74，75，81，83，84，87，89，91，93，95，98，102，103，110，112，116～118，126～129，133～135，175，179，182，187，189，191，198，204，209，214，220，221，226，227，231，234，238，240，244～250，271，272，274，281，283，286～289，292，295，299，301，305，314，316，317，323，328～331，333，336，357，360，370，371，378，385，387，409，424，425，427～429

合法性　38，45～52，62～66，70，78，110，112，251，260，300，333，361，373，376，379，381，384

核心　17，22，30，31，33，37，62，64，76，126，132，133，140，141，143，148，151，164，179，182，184，186，196～198，200，202，207，209，211，213，222，229，245，258，259，263，265，270，283，289，290，307，309，323，339，348，360，361，375，385，387～389，392，405，419，430

黄页　12，30，32，35，80，84，85，87～90，95～98，100，101，103，104，106，107，116，117，189，198，201，233～235，286，288，295，342，369～373，379，383～386，388，397，398，418，426

回音室效应　17

咖啡文化　20

礼俗社会　69，125～127，157，385，428

理性主义　59，63，118，121～123，125，126，169，202～204，212，286

领袖魅力　40，46，51，62，74，75，112，126～129，151，152，161，162，164，202，206，209，211，212，319，356，379，383，385，393

流行文化　17，64，180，217，218，224，228，229，233～240，386

迷人　2，5，6，16，19，20，27，28，33，40，43，46，50～53，71，74，75，82，97，110，111，117，118，126，128，129，148，151，152，157，161，162，164～167，169，175，179，180，201，202，204，209，212，241，256，277，307，338，356，362，378，383，385，423～425，427，429

睦邻　27，28，33，43，51，53，74，88，104，110，111，115，118，121，123，124，126，128，129，167，169，175，188，209，212，241，246，286，293，300，357，379，383，385，393，411，412，425

男孩镇　6

平等主义　51，52，64，65，74，82，89，112，202，206，209，212，219，259，260，285，295，305，319，379，385

企业　12，18，19，29，46，48，51，58，61，65，67，74，93，106，112，117，122，126，133，135，140，142，145，147，149，152，160，169，182，195，196，203，233，250，251，271，316，318，328，331，335，338，340，344，345，368～371，378，385，389

企业家精神　93，133

情境价值　146，152

情境论　286

区位价值　147

全球化　57，76，132，140，154，155，249，251，314～316，327

热议点　34，245，254～262，264～266，301

社会冲突　133，137

社会资本　283

社区场景　19，128，317

社群主义　31，126，156～158，167～171，180，197，198，201～204，206，209，210，213，246，276，286，288，385，386，393，423，424，426

生产要素　33，131～133，135，136，157

时尚空间　49

舒适物　6，11，12，15，16，25，33，41～43，46，80，83，84，87，88，90，92～98，100，101，103，104，106～117，122，123，130，155，156，162，164，172，173，176，178～180，182，188，189，191，194，195，197，200，202，206，208，212，217，228，234～240，245～247，253，256～258，276，277，280，286，301，305～307，309～312，316，328，335，336，339，340，355～357，361，363～369，371～384，386，388，389，391，395，407，410～412，414，417，419，423，425～430

唐人街　6

瓦格纳模式　67，69

文化差异性　88，90

文化的崛起　248，252，323

文化鸿沟　218，228

文化元素　26～28，44，50

武术俱乐部　17，31，94，180，229，231～235

戏剧性　24，38，45～52，54，55，68，70，72，78，110，111，117，122，164，212，247，249，269，272，342，361，373，374，378，381，382

闲逛者　41，81～83，381

新保守派　115，218，219，221，228，233～239

新大迁徙　212

新教伦理　69，143，147，149，175

新社会运动　34，243，245，246，254，266～281，311，338

新社会运动　34，243，245，246，254，266～281，311，338

新时代　90，115，217，218，221～228，231～240，306，386

新芝加哥学派　33，180，181，185，362

艺术红利　151，152，161，162，164

邮政编码商业模式　84，85，87～90，101，106，158，165，172，201，286，369～373，379，383～386，388，397，398，418，419

娱乐区　6，25，121，161，338

阈限　11

越轨　19，27，31，34，38，40，43，46，51，52，54，55，71，74，78，80，91，109～118，121～123，125，126，169，178，180，191，195，198～201，203，212，240，241，245，246，256，265，271，273，277，278，286，290，293～296，307，311，356，358，360，374，379，381，382，384，385，393～396，398，403，405～409，411～414，425，429

真实性　6，27，31，33，38，43，45～51，56，57，59，70，74，75，77，78，80，110～112，114，117，153，155～157，167，171～175，180，191，202，204，206，209，231，255，257，300～302，307，319，321，339，360，361，373，374，378，381，409，424

整体艺术　68

正式　4～6，27，40，43，46，48，50，51，53，55，67，70，74，76，79，89，110，111，115，117，122，123，126，141，151，161，162，169，202，203，206，212，241，257，267，286，305，323，324，331，341，352，356，360，370，379，385，424，429

芝加哥学派　33，180，181，185，362

中产阶级化　171，186，207，209～211，214，215，314，325～327

自我表达　4，19，27，28，31，33，34，38，43，46，51，65～67，70，74，75，79，82，88，89，97，106，110，112，113，117，118，121～124，126，128，129，151～153，156～162，164～167，178～180，187，190，191，195，198～202，204，206，209，210，224，226，227，231，241，246，252，256，258，264，268，269，272，273，275，276，278～281，286，288，295，300～303，306，307，311，312，319，331，336，338～341，356～358，360，375，376，379，383～386，389，393～396，398，403，405～413，419，422，424，425，427，429

自我灵性　223～225

族群　51，57，74，75，111，126，153，255，378，38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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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284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9，33，132，133，141，146，150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　88，89，281，283，285，362，427

埃里克·贾菲　Eric Jaffe　60

埃里克·塞利　Eric Scerri　26，50

埃利亚索　Eliasoph　360

埃米尔·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　76，143，359

艾伦·布鲁姆　Alan Blum　54

艾伦斯·科特　Alan Scott　252

爱德华·格莱泽　Edward Glaeser　15，106，155，189，247，251，252，417

安·马库森　Ann Markusen　151，164，330

安东尼·唐斯　Anthony Downs

奥利弗·福尔克　Oliver Falck　187

巴特尔斯　Bartels　286

保罗·迪马吉奥　Paul DiMaggio　305

保罗·格拉汉姆　Paul Graham　99，104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188，267，286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283

保罗·希拉斯　Paul Heelas　222，223

贝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22，245，288，291

比尔·毕肖普　Bill Bishop　17，22，215，241，288，297

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22，191，197，245，268，301

卞美宜　Miree Byun　362，364，365，428

布朗·萨拉西诺　Brown Saracino　53，211

布里克　Bryk　404

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86

查德·安德森　Chad Anderson　80，427

查尔斯·蒂布特　Charles Tiebout　284

查尔斯·默里　Charles Murray　215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11，49，174

达西·利奇　Darcy Leach　269

大石　Oishi　60

大卫·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　34，293，294，325

大卫·格拉齐安　David Grazian　57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82，137，251

大卫·坎贝尔　David Campbell　11，221，292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33，132，135，136，143

大卫·马丁　David Martin　218

戴安娜·米勒　Diana Miller　296，298

丹尼尔·艾勒沙　Daniel Elazar　284

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15，59，63，188

丹尼尔·西尔　Daniel Silver　211，218，237，253，301，339，345，361，363，453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ey　8

迪克·戴利　Dick Daley　6，10，124，129，130，185，186，268

费迪南德·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69，125，128

弗吉尼亚·波斯特莱尔　Virginia Postrel　53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284

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48，67，98，118，125，288，359

格尔曼　Gelman　286，297

格兰特·麦克拉肯　Grant McGracken　8

格雷戈尔·马特森　Greggor Mattson　217

哈克沃斯　Hackworth　117

哈维·莫洛奇　Havey Molotch　189，190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298

汉斯·约阿斯　Hans Joas　216

霍夫曼·马蒂诺　V. Hoffmannn-Martinot　189

吉登吉尔　Gidengil　297

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15，19

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113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34，261，276，279

杰里·法威尔　Jerry Falwell　22

杰森·考夫曼　Jason Kaufman　193

卡尔·格罗达奇　Carl Grodach　210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33，47，132，135～143，182，184，277

凯尔·埃泽尔　Kyle Ezell　17

科克伦　Cochrane　297，299

克莱门特·纳瓦罗　Clemente Navarro　361，363，364

克劳德·菲舍尔　Claude Fisher　217

克里斯托弗·格拉齐尔　Christopher Graziul　243，355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69

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283

肯尼斯·杰克逊　Kenneth T.Jackson　60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45，65，224

莱凯斯　Rekers　117

劳登布什　Raudenbusch　404

李希特曼　Lichterman　360

理查德·佛罗里达　Richard Florda　70，73，94，151，164，189，247，251，252，347，417

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177

理查德·朗沃斯　Richard Longworth　173

理查德·劳埃德　Richard Lloyd　19，54，55，71，151，252，391

理查德·穆斯　Richard Muth　416

理查德·森内特　Richard Sennett　216

理查德·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　270

琳达·伍德黑德　Linda Woodhead　224

卢克·博尔坦斯基　Luc Boltanski　187

路易斯·沃思　Louis Wirth　118，125

罗伯特·保罗·沃尔夫　Robert Paul Wolff　140

罗伯特·贝拉　Robert Bellah　89

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　305

罗伯特·福格尔　Robert Fogel　14，219，292

罗伯特·摩西　Robert Moses　270

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　11，93，219，249，283

罗恩·约翰斯顿　Ron Johnston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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